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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说明

本卷选载列宁 １８９４ 年至 １９０７ 年即投身革命初期、建党时期

和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共 ２７ 篇。

列宁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当时的俄国

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１８６１ 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推动了俄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由于沙皇专制制度未被触动，农奴制经济

关系的残余依然大量存在，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遭到严重

的阻碍，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随着

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

抗日趋激烈，工人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但这时的工人运动还缺

乏组织，缺乏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基本上是自发的。由于村

社解体后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广大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

余的双重剥削。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通过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劳动

解放社传入俄国，但其范围只局限于分散的秘密小组，还没有同工

人运动结合起来。民粹主义思想在俄国先进工人和倾向革命的知

识分子中影响深广。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

抛弃了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了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利

用合法刊物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民粹

派的理论和策略成了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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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障碍。与此同时，俄国知识界还出现了一种打着马克思主

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潮，即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它从资产阶

级立场出发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列宁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

俄国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

来，并同各种反动的和错误的思潮进行坚决斗争。１８９４ 年出版的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是

列宁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

的重要著作。全书分 ３ 编，第二编已散失。本卷选收了该书的第

一编及第三编的一部分。第一编着重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

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及其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

义方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着重说明

了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形

态、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

历史过程等基本观点，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

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

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

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第三编节选的部分着重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策略、经济纲

领和政治纲领，阐释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纲领和策略，提出了工

农联盟和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列宁指出，工人

阶级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是推翻

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领导力量。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帮助工

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清历史使命，组织起来，把分散

的经济斗争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附录三揭露了自由派和激进派

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和曲解，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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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

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

１８９５ 年 ８ 月 ５ 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与世长辞。

为了悼念这位伟人，列宁撰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这

篇文章概述了恩格斯的光辉一生，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

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不朽功

绩，赞颂了恩格斯作为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所具有的崇高

品格以及他同马克思的伟大友谊，指出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

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号

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以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和

恩格斯开创的事业。

自由主义民粹派以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遗

产”的继承者自居，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传统。列宁在《我

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驳斥了这种攻击，指出在革命民主主义

思想的遗产中根本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东西，民粹派不仅

在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上落后于 ６０ 年代的启蒙派，而且

在实际上全面歪曲和否定了优秀思想传统；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

彻底、忠实地保存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使之发扬光大。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是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

自由主义民粹派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涉及的不仅是理论问题，

而且更是如何认识和判断俄国国情的问题，因而同俄国革命的前

途和领导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民粹派经济学家断定资本主义

不可能在俄国得到发展，其理论根据是俄国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国

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俄国来说可望而不可即，资本家无

法实现其全部剩余价值。列宁为了批判民粹派的这种错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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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重要著作。他全面考察了俄国

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详尽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

构，生动具体地勾画了市场经济在俄国孕育发展的历程，揭示了市

场经济早期的发展规律。本卷选收了这部著作的第一章、第八章

和第二版序言。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明

了关于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

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和条件等一系列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指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行的俄国革

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列宁还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阐

述，指出资本主义既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和劳动的社会化，同时又造成了最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因而必

然具有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

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后，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

者”斯克沃尔佐夫的攻击。列宁写了《非批判的批判》一文，驳斥

了他的攻击，并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集结在伯恩施坦周

围的那些修正主义者的错误，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

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始终想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情况的

变化和各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

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则想抛弃马克思学说

中的某些重要方面。

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列宁在 １８９５ 年建立了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和俄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在这个协会的影响下，俄国各地相继成立类似的

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彼此缺乏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党。为了

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一方面继续批判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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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努力肃清其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探索

建党的途径，草拟和宣传党的纲领。

在斗争的实践中，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逐

渐趋于成熟。１８９７ 年底，他在流放地写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的任务》一文，专门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斗争

策略。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状况的分析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必

须开展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两种斗争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政党才

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特别强调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解放

斗争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

运动”（见本卷第 １５３ 页）的著名论点。

１８９８ 年春，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举行第一次代表大

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是这次大会没有通过明确的

纲领，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很快遭到沙皇政府的破坏，而地方

党组织十分松弛涣散，小组习气浓厚，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有

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９０ 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主义

思潮在党内一时占了优势。这一思潮推崇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

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成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

级觉悟、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又一严重障碍。这时正在西伯

利亚流放地的列宁挺身而出，与经济派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列

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这篇声讨经济主义的檄文中批

驳了俄国经济派的错误思想，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

统一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成不可分割的

整体的重要观点，指出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

到限制的时候，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列宁坚决反对经济派

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庸俗的改良主义，强调只有革命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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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

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

《我们的纲领》是列宁为批驳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

主义的攻击和歪曲而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列宁在文中驳斥了修正

主义者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完备”和已经“过时”的谬论，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

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为这门

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明了详细研究和继续发展这门科学所

应遵循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

命理论就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同时强调：我们决不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无产阶

级政党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

向前进。

１９００ 年 ７ 月列宁去国外筹办全俄马克思主义者的秘密报纸
《火星报》，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作思想和组织准备。１２ 月
《火星报》在莱比锡正式创刊。《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是列

宁为《火星报》创刊号撰写的社论。文中再次阐述了党的任务，并

在全面总结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教训后指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

去，组织一个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述了建立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

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批判了俄国经济派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

用、贬低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的机会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意义，强调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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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

自觉性的相互关系，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

学说是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创立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

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

面灌输进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

调和的斗争。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

式的相互关系，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能局限于经

济斗争，而应通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揭露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

觉悟，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

整个革命斗争。列宁还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的领导权和工农的革命联盟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

般民主运动，但工人阶级政党只有把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同反对资

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列宁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指出俄国

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秘密的、精干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这样才能

结束革命队伍中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

在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就纲领

草案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民族问题是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作

了论述。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承认各民族争取民族

自决的自由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

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关

于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问题，列宁在本版选集第 ２ 卷所收的《关

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中作了更为详

尽的阐述。

１９０３ 年 ７—８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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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中央机关。在这次会上，因

组织原则上的尖锐分歧，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即

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即少数派）。这次大会

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孟

什维克的分裂和破坏活动造成了党内的严重危机。《进一步，退

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歧演变过

程、派别形成的原因和会后斗争的发展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揭露

了孟什维克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

政党学说。本卷选收了这部书（原书由序言、附录和 １８ 节构成）

的 ３ 节。第九节详细分析了这次会上关于党章第 １ 条条文的争

论。这场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根据什么组织原则来建设党。布

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党，而孟

什维克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形、成分复杂的党。

列宁在第十七节中剖析了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及其

思想根源，批判了孟什维克鼓吹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论证了组

织统一对于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重要性。第十

八节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在党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党内斗争曲

折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党内机会主义派在会后暂时占优势，但列

宁深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

定获得完全的胜利。列宁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

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见本卷第 ５２６ 页）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开始的日俄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而沙皇军队在战争中的惨败又使沙皇专制制度受到极其严重的打

击。１９０５ 年终于爆发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

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科学地分析政治形势，准确地估量阶级力量对

比，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至关重要。１９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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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月间由布尔什维克倡议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

表大会和同时由孟什维克召开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全俄代表会

议，分别制定了各自的策略。列宁在这两个会议结束后不久写成

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从理论上阐明了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批判了孟什维克

的策略。列宁指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

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

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

问题。列宁指出，俄国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必然害怕这

场革命，思想动摇，力图同沙皇政府妥协，只有在俄国无产阶级这

一先进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领导下，这场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

胜利。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越彻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越有

保证，因此无产阶级应该而且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列宁

指出，农民能够全心全意地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它是无产阶级

的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夺取民主革

命的胜利。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夺

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的观点，指出，举行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

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最重要的手段，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

已经提上日程，必须武装无产阶级和准备领导起义。列宁认为，民

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

民主党可以而且必须参加实行这种专政的临时政府，但要始终保

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列宁在书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

命的思想，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两个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

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在 １９０５ 年革命中农民运动日趋高涨。如何评价和指导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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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成了十分紧迫的问题。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的态

度》、《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著作中进一

步阐释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

对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的歪曲。列宁指出，农民运动追求土地

和自由，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力支持农

民起义，直至没收土地，帮助农民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社会革

命党人从民粹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农民运动

是社会主义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

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只会加速

和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必须把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

义的斗争和农民反对农奴制的斗争联结起来，但决不能混淆这两

种性质不同的斗争。

１９０５ 年爆发的十月全俄政治罢工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加强党对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列宁立即回国，直接主

持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工作。他写了《论党的改组》等 １０ 多篇文

章，连续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本卷所收

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军队和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和非

党的革命性》就是其中的 ３ 篇。列宁在这些文章中分析十月全俄

政治罢工后的革命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阐明俄国无

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提出根据形势要求改组党的组织及各方面

工作的方针。列宁指出，俄国的陆海军士兵已经觉醒，应当让军队

同武装的人民结合起来，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必

须坚持鲜明的党性。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分析了当时党的报

刊宣传状况，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报刊出版事业和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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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基本原则，指出党组织和与党有联系的团体的出版物应当

成为党的出版物，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

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作事业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

数服从多数，不能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但无论

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的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应当

加强对写作事业的引导，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

伍中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镇压了斯维

亚堡等地的水兵和士兵起义，革命运动开始走向低潮。列宁在同

年 ７、８ 月间写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游击战争》等文章中，总

结了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在这以后开展

起来的游击斗争这一新的斗争形式的经验。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者在考虑斗争形式问题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反对一切

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方法，必须估计到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

的提高、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加剧，群众斗争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

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必须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第二，一定要

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

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列宁驳斥了普列汉诺

夫在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所散布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的论调，指出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

器。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对游击活动的攻击指出，革命运动受到破

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在阶级斗争已经

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的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

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

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列宁强

调指出，应该学习马克思坚定的革命信念，学习他动员和组织工人

第一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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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坚持革命斗争的本领，学习他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

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列宁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同普列汉

诺夫对俄国 １９０５ 年革命的态度作了对比，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群众

的历史主动性，坚持从正在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来观

察世界历史，始终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本卷收载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是一篇

论述如何科学地对待、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在这篇序言中，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针对英美工人

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发表的有关言论，结合俄国工人运动实际，总

结了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列宁指出，马克

思和恩格斯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他们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

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

以强调，善于针对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

无产阶级确定不同的任务，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列宁始终强

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这些书信中吸取教益，就不能拘泥于其中的个别词句，而应当理解

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总结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

１９０７ 年年中，沙皇政府控制了局势并转入进攻，６ 月 ２ 日逮捕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翌日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新

的选举法，进一步限制工农的政治权利，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

第三届杜马的绝对控制。六三政变标志着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结束

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

在反动势力猖狂进攻、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如何对

待即将举行的第三届杜马选举的问题，成了当时在斗争策略方面

争论的焦点。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这届杜马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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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举。列宁在《反对抵制》一文中批驳了抵制派的论据，科学地

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去抵制国家杜马、现在反对抵制国家杜

马的原因，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指出，抵制并

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策略手段，是否采取这种手段完全取决于

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就

在于它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又非常坚决地

承认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列宁强调，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传统，

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

思考，善于运用不同的斗争手段，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提供了大量有关农民运动、有关农民争取

土地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经验材料。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根据

这些经验来修改自己的土地纲领。列宁为此撰写了《社会民主党

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这是列宁

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本卷节选了该书的《结束语》和列宁

在 １０ 年后写的《跋》。《结束语》对全书作了简明的总结。列宁指

出，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

的民族特点。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是消灭农奴制度的经济支

柱———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度可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

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的道路；一条

是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的道路。列宁称前一条为普鲁士

式的道路，后一条为美国式的道路。在俄国的具体条件下，要建立

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

全部土地的“地界”，扫除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关系。这种经济必要

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无产阶级为了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

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本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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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

有化。列宁着重批判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列

宁在后来写的《跋》中进一步指出，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

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写于 １９００ 年的《对华战争》一文，是列宁论述有关中国问题

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列宁满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痛斥沙皇

政府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滥杀无辜的血腥罪行，号召

俄国工人起来反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结束沙皇政府的专制

统治。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他的著作

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结合收入文集的各篇著作，

简要地回顾和总结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

民主党内两派在 １８９５ 年至 １９０７ 年间围绕理论问题、党的纲领问

题、组织问题、策略问题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所谓“合法马克

思主义”以及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

形式；了解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

对于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接受锻炼是

十分必要的。《〈十二年来〉文集》所收各篇著作的写作时间跨度

与本卷选集大体相当，列宁的这篇序言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列宁

著作的指导性文献。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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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
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１（节选）

（１８９４ 年春夏）

第　 一　 编

　 　 《俄国财富》杂志２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这个杂志的

头目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 １０ 期上就宣布要对
“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

随后出现了谢·克里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 １２ 期）和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学和生活》一文（１８９４ 年《俄国财

富》杂志第 １ 期和第 ２ 期）。至于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

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第 １１ 期和第
１２ 期）中已作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

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

主党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

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

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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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

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

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

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

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

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

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

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

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

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

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

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

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

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

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

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

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

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

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

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

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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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①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

读他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

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

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

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

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

“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

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

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

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

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

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１６ 年前同一个庸俗的

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３。那

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

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②〈原文是

第　 一　 编

①
②

见哥·埃·莱辛《致读者格言诗》。———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１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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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ｓ 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

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

１８７７ 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

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

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

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

“现代（ｍｏｄｅｒｎ）”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

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

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

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杂志所属

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

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做 Ｎａｔｕｒｇｅｓｅｔｚ———自然

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

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

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

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

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

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

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

种自然历史过程。”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１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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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

《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像我们听说的那

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

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

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

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

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像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

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

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

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

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

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

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

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

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

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

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

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

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

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

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

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

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

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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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

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

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

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

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

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

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

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

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

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

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

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

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

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

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

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１８ 世纪的英国人和

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

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

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

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

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

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

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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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

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

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

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

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

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

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

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

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

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

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

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

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

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

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

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

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

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

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

论》４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

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

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穿

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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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

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

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

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

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

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

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

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

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

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

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

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

通过人们的意识①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

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

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

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

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

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

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

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

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

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当然，这里说的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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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

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

演进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

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 ４０ 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

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

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 ２５ 年的工夫

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

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

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

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

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

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

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

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

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

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

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

《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

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

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

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

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

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

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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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

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

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

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

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做彼

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

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

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

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

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

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

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

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

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

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

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

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

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

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

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

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

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１１　　　

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

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

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

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

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

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

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

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

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

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

道这些著作吧。

而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

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

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

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

（我有意举出这些合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的例子）。要知道，

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

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

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

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

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

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过去任

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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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

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

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

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

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

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

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

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像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

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

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

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

理学家，抛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直接去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

基质（神经过程），而且，譬如说，分析并说明了某个或某些心理过

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这部著作时，称赞它，

说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不错，但是并不满意。这位哲学家

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对心理学有完全新的观点，有科学心理

学的特殊方法，就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

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这部著作中不是“仅仅有一些事实”吗？

其中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

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

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

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

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罢

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

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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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

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

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

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

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

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

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

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

明的主观社会学家！！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是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

义这一问题疑惑不解，那也许还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

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

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开始把这个学

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

克思宣布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的话，便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说这

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

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

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

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

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

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

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

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

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

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

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

第　 一　 编



１４　　　

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① 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

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

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

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

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５），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

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是因为这一次是

摘录，而不是转述）引出来，即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

“尚待创造”、“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

资本主义社会史②等语引出来，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话把

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

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啊！首先歪曲马克思，

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

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

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

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

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

作，甚至也写成了（１８４５—１８４６ 年），但这部著作６从未刊印。恩格

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

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③”于是米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②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４２８— ４２９ 页脚注
（８９）。———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９ 卷第 １５６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第 ２６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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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夫斯基先生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

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

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恩格斯说他们当时的经济“史”的

知识不够，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

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曲解成这样，好像“做这样

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作出《宣言》中

对资产阶级制度所作的科学批判，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

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尝

试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尝试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

一种情况，他就太刻薄了，竟不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断定这种不足所

持的理由以及他自己的更正和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不发表

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而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这

只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加上

几句话来对此加以挖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

自己承认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法既不

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

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

工作。他有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ｉｍ Ａｎｓｃｈｌｕ）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字真是妙极

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①，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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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

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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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原理许多年以后，同经济唯物主义完全无关。”于是他认为

“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

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

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

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

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

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 ４０ 年代末发现并宣布

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对历史

科学的贡献，同达尔文理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样。”随后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

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资本论》是“不相

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细心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

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恩格斯的《欧

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

智的尝试”，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

重要问题，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表

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无物，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

了那种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

富》杂志的政论家先生们那么热心宣扬的“暴力论”。的确，对一部

著作胡诌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比认真分析哪怕是其中唯物主义地

解决了的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何况这样做又很保险，因为书报检

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这部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不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第 １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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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为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心，可以把这部书叫做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有教益的（为说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

思想，或赋予空洞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

论。“《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但是
獉獉

〈这个“但

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ｍａｉｓ”，译成俄语意

思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７〉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

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

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和它的上层建筑

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是
獉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宁愿回避这个分

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

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

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

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

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

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多么深奥呀！“不是

确立”，只“不过是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

是多么容易呀！例如，既然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

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契约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

思呢？他是以此来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是”涉及呢？我们

的哲学家以他特有的谦逊，避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直接从他的那

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作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 ４０ 年

以后，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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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

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

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

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

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

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

的。”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的确一点也“不足为奇”！

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

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

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

氏族组织８，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①。后来，摩尔根在美洲

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

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

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

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

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

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

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

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

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

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

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没有放过机会来讥笑一下：咳，为什么这样，既然有科

学的历史观，而古代史却是一个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

都可以知道，氏族组织问题是曾引起许多理论来加以说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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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

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

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

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

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

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

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

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

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

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

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

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

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

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

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

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

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

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

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①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

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

问题实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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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搞清楚历史，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作的

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

不来研究这一点，———的确，像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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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

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多么响亮！多么优雅的语言！〉，而遗

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

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

神教育子女上。”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例如俄国民法

中有这样一条：“双亲应努力进行家庭教育，培养他们〈子女〉的情

操，并促进政府意图之实现。”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做遗

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做遗产传

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

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和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

理，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复杂的心

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极了！）总之，遗产制度

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

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

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

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

采邑制度９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做

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

特点中去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

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

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

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

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

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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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

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

不提遗产对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

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

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

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

产品在市场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

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

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

品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

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

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举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

他继续修正唯物主义：“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

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

一个遁词，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词。究竟是什么生产形式呢？一

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

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

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

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

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①，然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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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念，因为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占统治

地位；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是根本没有的。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

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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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

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

国历史的进程也一点都不了解。如果可以说古罗斯１０有过氏族生

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１１，这些氏族联系

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

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

成的村社１２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

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

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

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

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 １７ 世纪起），这

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最可尊

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

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

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

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

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

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

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

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

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做

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

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

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例如，他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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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

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

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

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

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

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

懂得把民族感情当做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

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１３来对待国际１４，说

“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

脑”。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杂志第 ２ 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

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做国际团结的

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

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

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就一味嘲

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

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

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

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

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

醒一下巴黎公社事件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

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

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

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

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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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的空话中到处插入

无聊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做污泥浊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

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进行辩护，就更不能不把

这叫做污泥浊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

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

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

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断论据加以歪曲。请

你们自己判断吧：“马克思太聪明，太博学了，所以他不会以为社

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　 这是站

在〈马克思主义梯子的〉下级①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

已探明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

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

人，批评家在这些人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

“战而胜之”（据说，《俄国财富》杂志编辑部的同事就是这样来评

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的）。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

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

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

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谈到这个无聊的用语时，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挑出马克思（他太聪

明，太博学，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不能够直率而公开地批评他的任何一个论点），然

后摆出恩格斯（“没有那么多创作才智的人”），再后摆出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人，

如考茨基，以及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这种分法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如果批

评家不满意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解说者，谁又妨碍他按照马克思学说来纠正他们

呢？他丝毫没有这样做。显然，他本想说得俏皮一些，结果却平淡无奇。



２５　　　

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

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

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

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

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

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

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

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

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

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

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

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怎

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

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

的由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这个

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整个

理论归结起来就在于“必然性”一词（“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下不能

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

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做声，只抓住它的名称，

他自己竭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枚“磨光了的金币”，现在却又加

以讥笑。我们当然不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

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和满意吧（无怪

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１５上抚摸了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

头顶１６），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向马克思吠叫吧：

“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

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申论战的理由，“也是单方面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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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做吠叫，因为他确实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

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

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

我们简直无法回答这种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哎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１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

不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瓦·沃·先生一起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

派人士中间博得的称号）的一部分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

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

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

“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

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

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模糊不清的”。也许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

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弄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原来，

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

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

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

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

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

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

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

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

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

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

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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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

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

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

里？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

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

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

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

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

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

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

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

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严肃的

批评应当是：或者反对那种认为我国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

或者反对关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看法，但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这些严肃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

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是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１８对待，先

把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一个太一般的

括弧！这个掩盖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

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关于当

前俄国现实是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什么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一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

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

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

许这确实是个“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集中全力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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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

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

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恩格斯认为《资本

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默然抵制①，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

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还举

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大学！），他说：“马克思想到

的决不是这类读者〈工人〉，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

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很少有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科学界

人士会持公正的态度和作出科学的批评，所以他在《资本论》第 ２ 版

跋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

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

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

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

理论思维能力（ｄｅｒ ｇｒｏ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 Ｓｉｎｎ），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

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②

还有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

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

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命题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

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中（像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个

别具有历史内容的很好篇页，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

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页考虑到了

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音占优势。”结

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第 １５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１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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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

基先生首先是曲解它，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

和（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

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①），接着又确认，“实际上”唯物主

义者用经济“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个事实显然

击中了作者自己），最后作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套颠倒黑白的把戏倒是很妙地站住

脚了！

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

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任何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

说。随便问一下什么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生产关系是其余一

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究竟提出过什么异议呢？他用什么反驳过

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的自然历史

发展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那些即使是他提到的

作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正确的呢？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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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在《资本论》和社会民主党人策略中完全明白表示出来而和从前的社会主义

者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以经济方面为限的要求。１８４３ 年马

克思在给预备出版的杂志１９撰写纲领时写信给卢格说：“然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
则又只是……这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关心另一个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

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正如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

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的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

范围内从共和制国家的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社会真理。所以，把

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度和代议制度之间的区别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

意味着降低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明人的统治同私有

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探讨这些政治问题

（在那些极端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见《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第 ８—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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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一定会回答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举出任何反驳的理

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竭力用空

话掩盖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词。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杂志第 ２ 期上继续反驳马克

思主义的时候，很难指望他会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

他那种颠倒黑白的发明能力已经穷尽，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

首先他大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加尔瓦尼电学也同

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加尔瓦尼的实验对黑格尔也“发生了

影响”。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

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了！这除了说明有人以胡说为乐事，还能

得出什么结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

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

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

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

性”！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

三段式上。我们又听到这种老一套的责难，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

尔辩证法，这种责难看来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

够滥的了。这帮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这个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就

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动摇这

个理论的根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

法。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一章①成了他的借口。恩格斯在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指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１ 编第 １３ 章《辩证法。否定的否定》，见《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９ 卷第 １３６—１５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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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

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

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

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

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

于是恩格斯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育）和社会方面的例子，

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

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

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

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选

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

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既然已

经断然声明，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事物都是荒谬的，说谁也没有

打算这样做，那么，“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这

不过是表露了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做理论的罪过。

但是，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就

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

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

丝毫也没有。相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

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这个公式从这个

内容上去掉，就像从杯子上去掉盖子一样，并不会改变什么。”（米

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把有关未来的问题作为例外，我们在下面

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又这样热心地和

这个并不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所“依

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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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撒谎骗人，说他是在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

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无论对科学唯物主义还是对俄国马克思

主义，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米海洛夫斯基先

生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呢？

根据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米

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歪

曲捏造的手法。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

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

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

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

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

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

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

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

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

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

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

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属于这个概念）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

尽力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仅

仅指出，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条注解和第

２ 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会

看出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

进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点，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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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欧洲通报》杂志２０１８７２ 年第 ５ 期上描述辩证方法的那一段

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２１）全部引来，

这段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２ 版《跋》中引证过。马克思在《跋》

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

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

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述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话。

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

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

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

式、由一种社会关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秩序的规律。所

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

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

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

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

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

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

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

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

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

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

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

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

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

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

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

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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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

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

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

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呈现出

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

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

律相比拟。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

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

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极其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

生活的任何准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

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

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

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这

段对辩证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

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

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

克思紧接着这段描述之后还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

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按照三段式的辩

证规律，决定现实的发展。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

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

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因而全部问题

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

起着使庸人们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起黑格尔的字眼

来了”，———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

人想批判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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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到了，可就是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

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的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做特

殊的社会有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

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的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

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

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

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

把这种“借”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

且当然是扬扬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

规律纯粹是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

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

“纯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

其必然和毫无疑义来说，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

一环上的”。

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是杜林在他的《国民经

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１８７９ 年第 ３ 版第 ４８６—４８７ 页）里

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字不提杜林。话又说回来，

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的独出心裁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而且他也引述了杜林的批

评，所以我们只引恩格斯的答复２２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

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杜林说：‘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

过程〉①，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

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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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尖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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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

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 １６

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

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

所有制”的重新建立，然而是在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

更高形式上的重新建立。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

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

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ａｕｆｇｅｈｏｂｅｎ———这是黑格尔的

专用术语〉，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

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

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

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沌杂种，并不使这样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

什么东西能够同作为科学基础的黑格尔辩证法合拍，或者确切地

说，知道一定会出现无稽之谈。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

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

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

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为事实的逻辑提供根据……　 马克

思先生安心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

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

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

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

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

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未来的社会里，将存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即黑格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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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①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社

会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做‘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

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

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

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

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

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

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

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

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

过程。’他说的就是这些。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

被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

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

来说〈懂俄语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准确〉，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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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段杜林观点的表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完全适用，关于这点，他那篇《卡尔·

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论文里还有下述一段可以证明。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驳那位断言马克思是私有制辩护者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曾指

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并解说如下：“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两个尽人皆知的戏

法搬到自己的公式中来，第一，这个公式是按黑格尔三段式规律造成的；第二，合

题是以对立面（即个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的同一为基础的。可见‘个人’一词，

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纯粹假设的，即辩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丝毫

也不能引为根据。”这是一个怀有最善良愿望的人在俄国公众面前替“热血志士”

马克思辩护以反对资产者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所说的话。他就是怀着这种善良愿

望而把马克思说成这样：马克思把自己对过程的看法建立在“戏法”上面！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对他不无益处的教训：做任何一件事情单靠善良

愿望都是有点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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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

也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

思在第５６页〈俄文版第３０页〉①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

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

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

起来的联合体，还说：‘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

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

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

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

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在黑格

尔辩证法中一定会出现的无稽之谈，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让

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

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

那么，———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

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 ７９１ 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 ６４８ 页②及

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 ５０ 页〈俄文版前 ３５ 页〉中所作的

关于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

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

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这些直接

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这种解

体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

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消灭它

自身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转化为社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９６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８７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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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积聚的生产工具，形成资本的前史。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

者，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

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

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会采取新的形式。

‘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

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

作用，即通过资本的积聚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

随着这种积聚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

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

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

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共同生

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

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

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

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

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积

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

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

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和各种观念的杂乱交织

在哪里呢？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的那种概念的混淆在哪里呢？为

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弄的戏

法———据杜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

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

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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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如果说它同时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

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

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

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

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

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

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

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他说的就是这些。

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

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

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

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 １２５ 页）

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议论，对于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断言，马

克思把未来纯粹维系在黑格尔链条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

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①。

杜林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

第一，尽管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说到这里，我以为不妨指出：恩格斯的全部解释是载在他谈论麦粒、卢梭学说和其他

辩证过程实例的那一章里的。看来只要把这些实例拿来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因

为这本著作的手稿预先读给马克思听过）这样明白肯定的声明———根本谈不到用三

段式来证明什么东西，或把这三段式的“假设成分”塞到现实过程的描述中———对照

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责难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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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批判史》①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②中断然反驳了

那种说他是黑格尔主义的责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十

分明确地说明自己是怎样理解辩证方法的那段话（上面引过的那

段话）却避而不谈。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他把全部注意

力集中在动词时态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

现在时呢？———我们的哲学家扬扬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

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时而不用将来

时。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惊问道，他想装出非常激动的样子，把歪曲捏造的把

戏弥缝起来。马克思对这点也给了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

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那就必须指明究竟什么地方不正确，为

什么不正确，而不是胡诌一通，说这是黑格尔主义。

有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本人知道这个答复是什

么，而且还教训过别人。他在 １８７７ 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

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但是，他“没有道义上的

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

当然咯！茹柯夫斯基在 １８７７ 年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问题，而米

海洛夫斯基先生在 １８９４ 年却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了！也许是丘

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吧？！２３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２４上的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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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 卷第 ２ 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
社版第 ５ 卷第 １４—２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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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 １８８３ 年第 ７ 期载有一

位局外人①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

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

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

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以及还从

事许多其他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谈得上什么劳动的社会形式呢？”

这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算是把问题弄清楚了！“劳动的

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做工”！！既然连最优秀的俄

国杂志之一都有这种奇怪见解，还居然有人要我们相信《资本论》

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的确，“公认的科学”既然不能用

稍为像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表现

极其无知，重复着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陈词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

谈这个问题，好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他按照自己的固定习惯

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

（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

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

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

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它来织布，工

业部门并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

社会化，单独的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业单独纺纱，织布

业单独织布；这种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

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笔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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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

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分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

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亚麻，自己纺麻和织

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

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句俗话，也

就是说，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

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

后者又依赖种棉花的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

等等。结果任何一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都不行。显然，“人人

为自己”这句俗话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已经是一人为

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已没有立足之地，不管他是作为天

空的幻影，还是作为人间的“金犊”２５）。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在

存在分散的小企业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了，只影响社会少

数成员，并未造成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

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非常专业化的工业部门，而且几

乎是为全社会工作但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以社会化已达

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么，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

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只有有了这

个企业的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

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又由资本家各自经营，以他

的意愿为转移，把社会产品归他私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

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

者，不能不也变成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

国纪事》杂志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做工。真

是胡说八道！（我所说的只是物质过程，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

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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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派生的现象，第二位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

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

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什么来反驳马

克思在作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

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不是证明了在实际上（在商品

的社会经济组织条件下）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

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

有举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不是动摇了认为资本

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

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不是证明过一切资本家的劳动

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同私有制和平共居呢？除

马克思指明的出路之外，是不是还能想出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

没有，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黑白、歪曲捏造，靠无非

是耍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批评家预先说了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

然后煞有介事地质问马克思：“以后又怎样呢？”也就是说，在他所

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历史将怎样前进呢？试问，对这

种手法又能叫做别的什么呢？请注意，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

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

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

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２６）。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

了这个要求，即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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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

束了自己的分析。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

部实质，却提出他的“以后又怎样呢？”这个极其愚蠢的问题，并故

作高深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

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

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再拿这样一段议论来说吧：“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

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

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

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

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

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

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①里，先偷偷塞进

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

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

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作出结论

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

同这样一个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

作出准确引证的人，难道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

明这个公式不对在哪里，就硬要大家相信这个公式“显然”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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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

会形态，而马克思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

状态来说，确实是从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和他们的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

（例如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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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难道这值得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内容，却就

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练习自己的机智。譬如说，恩格斯在反

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基

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

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论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

“我认为历史分期的一切三分法，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

为基础的。”多么深奥啊！可是，谁不知道，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

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

来的萌芽呢？譬如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谈的只

是“现在”）只限于上述三个阶段吗？难道曾想断言封建主义道德以

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

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

现代各派道德思想的尝试，却拿最空洞的词藻来款待我们！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

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说到这种“批评”手法，提一下这位

作者曾经知道这些著作之一并对它作过比较正确的评价，也许不无

益处。１８７７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去掉
《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

么在 １８７７年“黑格尔辩证法”是“无用的”，而在 １８９４ 年唯物主义却

成了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

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

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

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９ 卷第 ９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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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也就是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思想的社会关系是

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对这个问

题的一定的解决。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黑体是我用的〉研究的是一经产生

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

发现、发明、生产方式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从属于自己，使

之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最后，这个形式又怎样经

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在 １８７７ 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

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

明社会形式吗？），而在 １８９４ 年，却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部

著作里去找这种唯物主义的叙述了！

在 １８７７ 年，《资本论》是“研究”“这个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

可不是吗？〉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

而在 １８９４ 年却变成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形式经受不住

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纯粹”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

环上”了！在 １８７７ 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

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黑体是我用

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 １８９４ 年，

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

验和论证！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

情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７０ 年代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

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对自由“嗤之以鼻”，曾同那些竭力掩盖俄

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派”作过斗争，而且幻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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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经完全变质了，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

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

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

夺；第二，在 １８７７ 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

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受自由派批评家的攻击为己任，而且是

那样专心致志，竟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互不相

容。可是有人向他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之间的这个

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文章和书就说明了这点，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也说明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看到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

迎马克思（像他在 １８７２ 年和 １８７７ 年所表现的那样）２７，而是躲在

居心叵测的赞词后面向他乱吠，并且大叫大嚷地反对俄国马克思

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最弱者”为

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

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仍然想做“热血志士”，主

张社会革命，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试把批

评家的“理由”归纳起来作一总结。

他想要摧毁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

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中叙述过唯

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捏造一套

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有过分的企求，他

捏造说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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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批评家查阅了马克思主义者原来的声明，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只

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

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说这样他们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

人说明制定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便捏造说唯物主义者自己都

承认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

只是承认（在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 年）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从

未刊印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了这样一些前奏之后，

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

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各个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

确立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

有分量并且很重要，所以只得承认唯物主义从未被科学地论证过。

接着又用这样一件事实来反驳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这个学说完

全无关的人，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了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

主义的结论。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

完全不正确的，表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

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

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

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

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

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批评家在继续他的关

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论据的内容

都是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这个

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连忙宣称：必然性是

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清楚人们究竟认为什么是必然的），因

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

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单方面的”，可是只字不提这些唯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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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待主观方法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

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

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把它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

家大卖气力来驳斥似乎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

闭口不谈辩证方法决不是三段式，不谈它恰恰是对社会学中的唯

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

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偷偷加

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在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

性，然后批评家就得意扬扬地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观察这

些胜利，岂不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

直接关系，但对弄清楚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却是极为

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面已经引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说法，他说唯物主义在

“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

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说，这个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

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

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就，即它以未经批

判地检验过的形式广为传播，那么，这种成就并不是侧重于科学方

面，而是侧重于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未来的

远景所“确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

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

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对领会它的德国

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对热情关心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所要求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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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批判的思考。它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

话说，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

答应给工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社会主

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

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

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

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 １８４３ 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

‘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

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

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①，并且马克思严

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

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

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

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

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说

那时人们不需要有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上，

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一大批

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华的人物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然

而，只要大机器工业还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的漩

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还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

是脱离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发现这

个口号的是马克思，是很久以前（１８７２ 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评为“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的马克

思。马克思发现这个口号，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远景，而是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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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第 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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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必然性，探讨

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

杂志的读者武断地说，领会这种分析既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考，

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对这种分析所探明的起码真理一窍不通

（我们将会看到，他那位经济学家同事更是如此２８），所以他的这种

说法自然只能使人付之一笑。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

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

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

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

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回避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取得成就的

真正原因，其手法是对这个学说如何对待“远景”作了与事实真相根

本不符的介绍，现在他又开始用最庸俗的小市民的方式来嘲弄西欧

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在举不出一个理

由来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

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却非常放肆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

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

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和

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

“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演进”的道路，那时

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

富》杂志第 １１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可是暂

时……暂时工人还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

有根据的自信心”来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想

彻底摧毁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声色俱厉地痛斥“这个几乎

可以容纳在袖珍词典里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科学居然是只值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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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文钱的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有些人只是因

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

任何掩盖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

才用庸人们觉得有失体面的廉价出版物叙述这个科学。请看，这些

人盲目自信到了何等地步！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

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

头的、学院式的和庸人的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的本性的社

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同意等待，不抱着这种

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自己起来斗争就行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反对马克

思的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谈这一部分以前，

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

批评马克思时不但没有打算确切地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完全

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也是肆无忌

惮地加以歪曲。必须恢复真相。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

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对照一

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 １８９２

年《俄国思想》杂志２９第 ６ 期上发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谈

到马克思主义（并且———说来会使他惭愧———是以庄重口气谈到

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方式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

问题，也没有污蔑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地———

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同它平行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我

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做社会

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和米海洛夫斯基

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论证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

第　 一　 编



５４　　　

差别只在于信念的坚定、率直和一贯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杂志的思想时写道：

“我们向来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

政治的理想。”出发点看来是极其善意的，充满了极其善良的愿

望……　 “我国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①已大大动摇了，但我

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任何一种学说，

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非自由派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

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

且他的同道中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

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

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

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

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

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

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

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

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

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上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看来，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

简单啊！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

“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作者在另一地方解释道：“所谓中世纪劳动形式，指的不仅是村社土地占有制、手

工业和劳动组合组织。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中世纪形式，但土地或生产工具属于劳

动者的种种形式也应当算做中世纪形式。”



５５　　　

“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

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

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

“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做是这

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做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

单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

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

去，就像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但这不是

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

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

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

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

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

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

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

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

问题：他（再说一遍，我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只是当做例

子，来批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

式”，把这些形式看做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做一定的社会形

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

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

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便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只要

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总的说来，就是生

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斥责这多么不符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

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抽出一种现象（土地被剥夺），却没有把它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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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商品经济

则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

和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

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他把这种手法居然还叫做“寻求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

案”（１８９４ 年《俄国财富》杂志第 １ 期），实则恰恰相反，他不能也

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

样的生活问题，而躲入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把这叫做“寻求理

想地处理迫切复杂的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杂志第

１ 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毫无意思地抽

出个别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这个，从“新”社会形态中

抽出那个，如此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给我们臆造了一个乌托邦。

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的社会演进相脱离，原

因很简单：我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并

不是由这儿那儿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决定农民和

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之间关

系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的空想主义者所完全不了解

的。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的

企图和努力不能不遭到失败。

在“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

的情形，概括说来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

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

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多数人破产和少数人发

财的历史，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遭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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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发现商品经济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并巩固起来，这

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产生和加强起

来，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必然使大众遭受

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

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无产者阶级反对有产者阶级的斗

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厂的经济

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

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

使生产社会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新的社会

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遭受的

资产阶级剥削，按经济实质来说，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遭受的剥削

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阶级在谋求自身解放这个方面却具有特别有

利的条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上面的旧社会已经没有丝毫联系；

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

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

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

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

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

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的。他用什么来反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

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被批评家说成下面的样子：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真理在于：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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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和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资

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一定

会联合起来，一定会社会化，于是万事大吉，幸运的人类就可坐享

其成了”。

请看，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同“人民之友”毫无区别，只

是对未来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大概完全不注重现在，而只注重“远

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

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信，他们对未来的预见没有一点空想成

分，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科学的训条衡量过的”；最后说得更加明白：

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责难，这种责难

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

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

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

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

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

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

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

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而且

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

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

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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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话，说他“亲耳”

听到的恰恰是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可是，就算米海洛夫斯基先

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社会民主

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除了证明他很幸运地挑中

了自己的交谈者，还能证明什么呢？当然，很可能这位机智哲学家

的这些机智交谈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可

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

“红”衣服呢？① 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

“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

克思，竟没有看出马克思十分着重提出的这个衡量他的全部学说

的标准（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那不过又证明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聪明而已。

不管怎样，他既然在报刊上开始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他就应

当针对这样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早已用这个名称，而且只有他们

用这个名称，所以决不能把别人同他们混淆起来，而且他们有自己

的著作界代表———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小组３０。如果他这样做

了，———显然，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人都应当这样做，———并且读

过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即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

一书，那么，他在头几页上就会看到作者以小组全体成员名义所写

的那个毫不含糊的声明：

“我们决不想用一个伟大名字的威望〈即马克思的威望〉来庇

护自己的纲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懂俄文吗？您懂得信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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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写这段话是假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确实听到有人说过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

他一点也没有撒谎。但我认为他绝对需要就此附带声明一句：我是人云亦云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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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公式和判断俄国的事情上不靠马克思的任何威望这两者之间的

区别吗？

您把有幸偶尔从您的交谈者那里听来的断语，当做马克思主

义者的断语，而把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卓越成员以整个团体名义在

刊物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您懂不懂您这样做是不老实呢？

往下还有更加明确的声明：

普列汉诺夫说：“我再说一遍，在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

间，在估计当代俄国现实的问题上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我们的学

说是“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初次

尝试”。

看来，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

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

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

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

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或许，你们以为作者在作这样的声明时，实际上所说的是另外

一回事吧？但这是不对的。他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俄国是不

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见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这些哲

学家或者是把长官的政策，或者是把“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

把“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当做这种应当不应当

的标准。现在要问，如果是一个信奉抽象公式的人，那会怎样回答

这类问题呢？他大概会谈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理论的

一般哲学意义，每个国家经过某某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如此等等。

而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回答的：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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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应当不应当这个无聊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

问题完全撇在一边，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

的现实演进。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

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装做行家的样子，大谈什么信奉抽象的

历史公式、必然性的内在规律等等荒诞无稽的鬼话！而且把这叫

做“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

我真不懂，如果他是论战家，那谁又是空吠者呢？！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论时，还不能不指出：他把

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叙述成这样，似乎他们认为“俄国一定会使它

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显然，在这位哲学家看来，俄国还

没有“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作者想必赞成俄国资本主义

只包括 １５０万工人的看法，———我们在下面还会碰到我国“人民之

友”的这种幼稚思想，他们把其余一切剥削自由劳动的现象不知归

到哪里去了。“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发

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真是越说越糟！这

样说来，岂不是俄国就没有“内部矛盾”了吗？直截了当地说，也就

是没有一小撮资本家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了吗？没有大多数居民破

产和一小撮人发财了吗？农夫还只是将要脱离土地吗？试问，俄国

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什么呢？不正是农民大量遭到剥夺，其强度是

世所未见的吗？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而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却有这种勇气说：“马克思谈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和

现成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俄国还

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在俄国，只有在俄国，才能看到群众穷得走投

无路，劳动者横遭剥削，它的贫民生活状况往往被拿来同英国相比

（而且比得合情合理）；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是经常的现象，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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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却在日益增加。在这样的俄国，竟没有无产阶级！！

我认为，为了这些经典式的词句，应当给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

先生建立一座纪念碑！①

不过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人民之友”惯用的策略，就是假

装看不见俄国劳动者痛苦不堪的状况，硬说这种状况仅仅有点

“不大稳定”，只要“文化界”和政府作些努力，就可以把一切引上

正道。这些骑士们以为只要他们闭眼不看劳动群众状况所以不

好，并不是因为这个状况“不大稳定”，而是因为劳动群众遭受一

小撮剥削者的最无耻的掠夺，只要他们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

不看这些剥削者，那么，这些剥削者就会消失。社会民主党人告诉

他们，这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可耻的怯懦心理。社会民主党人把这

一剥削事实作为出发点，并说这一事实只能用俄国社会的资产阶

级组织把人民大众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解释，只能用俄

罗斯国家这个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阶级性质来解释，因此，

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当社会民主党

人对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来，说社

会民主党人想使人民丧失土地！！想破坏我国人民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至少是不体面的全部“论战”中最令人愤

慨的地方，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的

“批评”（？）。谁都懂得，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工人中间的活动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不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许还要试图抵赖，说他决不是想说俄国根本没

有无产阶级，而只是想说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吧？是不是？那您为什么

不把这一点说出来呢？其实全部问题就在于：俄国无产阶级究竟是资产阶级社会

经济组织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呢，还是别的什么无产阶级？既然您在整整两篇文章

中对这个最关紧要和重大的问题只字不提，宁肯胡说八道，乱扯一通，那又该怪

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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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我国的合法报刊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受检查的正派报刊在

这方面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应有的缄默”。米海洛夫斯基

先生忘记了这个起码的规矩，恬不知耻地利用他对读者说话的垄

断权来诬蔑社会主义者。

不过，就是不利用合法报刊，也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个放肆无礼

的批评家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故作天真地说道：“据我所知，俄国马克思

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旁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程的旁观

者）、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减轻分娩的痛苦”。他们“对

种地的人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那些已经失去生产资

料的人的身上”）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公然主张使农村进

一步破产）。”

这是什么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看

法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者，即他们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摆

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这难道批评家先生不知道吗？他究竟用什么办法，根据什么理由，

把他们同那种荒唐的庸俗见解混为一谈呢？他有什么权利（当然

是道义上的权利）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用于那些显然不接受

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原理的人，用于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地

方以一个单独团体的名义发表过意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

过任何一种单独纲领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路，来为这种恶劣手

法作辩护。

他用上流社会纨袴子弟的轻浮态度讥讽说：“也许这不是一

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自认为是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

主义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宣布的呢？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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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的沙龙里吗？在私人的书信里吗？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请

您在自己的沙龙里，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同他们交谈吧！可是要知

道您是在报刊上公开地反对那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公

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过意见的人的。而且您明知道只

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团体用这个名称，不能把别的什么人同这

个团体混为一谈，您却敢宣称您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像一个被揭发了的学生那样躲躲闪闪，拼

命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

的。真是妙极了！我们乐于相信在您眼里除庸人和坏蛋外，没有

别的人，但这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什么相干呢？“在现时”，在

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

要招来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一或那一旗帜（民意主

义３１、马克思主义、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工作的人，

就会有几十个假借这种名义来掩饰其自由派怯懦心理的清谈家，

也许还会有几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家伙，这谁不知道呢？只

有最卑鄙龌龊的家伙，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而且是不声

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

还不明白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到尾都是曲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我现在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的一个事实。凡是读过他文章的人都会承

认，他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饥荒的经济原因》的作者）也列为“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这位先生本人并不这样称呼自己。只要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著作有最起码的

了解就可以知道，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位先生不过是一位极庸俗的资产者罢

了。他不懂得，他为之拟定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因此连农民

经济中确实可以觉察到的一切“技术改良”，也都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是改善少数

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既然如此，那他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

既然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

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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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歪曲和捏造。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出发点

的那些“真理”，被他完全歪曲了，被他说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任

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那样叙述过，

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叙述。如果他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

的真正见解，他就不能不知道：能与这种见解“相适应的”只有一

种方法，那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的发展，组织并团结无产

阶级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政治斗争。可是他还留了一手。他装着

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说：“我很乐意听到

这点，但我不懂你们抗议的是什么。”（他在《俄国财富》杂志第 ２

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你们仔细读读我对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评论，就会知道我是说：从伦理观点看来，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这当然不过是再次搬出从前那些可怜的遁词而已。

请你们说说，你们会把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叫做什么：他说他在

批评社会革命民粹派（另外一种民粹派还未出现，———我是拿这

样一个时期来说的），同时却说出下面一类的话：

“据我所知，民粹主义者分三类：第一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

他们完全接受农夫的思想，完全按照农夫的愿望把笞刑和打老婆

的风气普遍化，总之是奉行皮鞭刑棍政府的万恶政策，这种政策也

曾叫做人民政策；其次是胆怯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并不关心农夫的

意见，只是企图通过结社之类的方法，把不合俄国国情的革命运动

搬到俄国来，———可是，假如不是道路很滑，容易使胆怯的民粹主

义者滚向彻底的民粹主义者或勇敢的民粹主义者的话，从伦理观

点看来，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最后是勇敢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

充分地实现善于经营的农夫的人民理想，因而去耕田种地，以便过

十足的富农生活。”一切正派的人当然会把这叫做卑鄙庸俗的嘲

弄。假如说这种话的人不能在同一报刊上受到民粹主义者的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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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假如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至今只是秘密地叙述过，因此，许

多人对于这种思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并容易相信关于民粹主

义者的任何一种说法，那么，大家都会同意这种人是……

不过，也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还没有完全忘记这里应当

安上一个什么字眼。

然而，已经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诽谤还有

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哪种工作会比在这污泥浊水中折腾，把

散在各处的暗示收集起来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哪怕是一条稍微像

样的反驳意见，更加讨厌，更加徒劳，更加吃力的了。

够了！

１８９４ 年 ４ 月

第　 三　 编（节选）

　 　 …………

当时，在 ６０ 年代，农奴主的势力已经衰退，他们遭到了虽然不

是最后的但终究是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反之，自由派抬起了头。进步、科学、善良、反对虚伪、人民利益、人

民良心、人民力量等等自由主义词句风靡一时，现在，在这特别灰

心失望的时刻，我国激进主义的无病呻吟家在他们的沙龙里，我国

自由主义的清谈家在他们的纪念宴会上和他们的报章杂志上所呕

吐出来的也是这些词句。自由主义者原来很有势力，他们按照自

己的方式改造了“新秩序”，———当然还不是完全改造，但终究是

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新秩序”。虽然当时俄罗斯也还没有“公开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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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但终究比现在亮一些，所以连那些不知阶级

斗争为何物、宁愿梦想美好的未来而不愿说明丑恶的现在的劳动

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看到自由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富豪，不能不看

到这种新秩序就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农奴主被逐出舞台，他们没

有转移大家对当前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没有妨碍大家按新秩序

的纯粹（比较起来说）形态来观察新秩序，所以大家才有可能考察

这一点。我国当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善于指摘富豪的自由主义，

可是不善于了解它和科学地说明它，不善于了解它在我国社会经

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必然性，不善于了解这个新的生活方式比

旧的农奴制的生活方式进步，不善于了解这个生活方式所产生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只是“唾弃”这种“自由”和“人道”的

秩序，认为资产阶级性是一种偶然现象，期望“人民制度”中间还

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关系。

历史果然向他们昭示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没有完全被改革３２

（被农奴主的利益弄得残缺不全的改革）打垮的农奴主已经（暂

时）复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关

系是什么东西，并且用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

行为表明了这种关系，以致我国民主主义者胆怯了，屈膝了，不仅

不向前进，把他们那种只善于感觉而不善于了解资产阶级性的幼

稚的民主主义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反而倒退到自由派那里去，现

在他们竟自夸起来，说“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都赞同他们的诉苦

声……即我想说的他们的理论和纲领。看来教训是非常发人深思

的：旧时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

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等幻想，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

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正视现实并公开承认：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

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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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

主义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小市民社会

主义的幼稚幻想就让位于小市民进步办法的实际清醒主张了。

现在，这些冒充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

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

用一般的、照顾到一切人的“振兴”、“改良”等等措施来办妥一切，

硬说可以调解和统一。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

家描绘成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且能够给被剥削群

众以某种重大真诚帮助的东西。

最后，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

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在“人

民之友”看来，仿佛他们能独自把一切安排妥贴。工人可以放心。

你看，甚至有一个技师也到《俄国财富》杂志编辑部来了，他们几

乎完全拟好了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

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
獉獉獉獉獉

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

裂，———这就是
獉獉獉

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得出来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训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请注意，我是说同小市民思想决裂，而不是同“人民之友”及其

思想决裂，因为同从未有过联系的东西是说不上决裂的。“人民之

友”只是这类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我所

以在这里作出必须同整个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同整个旧时俄国农

民社会主义思想决裂的结论，这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吓坏了

的旧思想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这次进攻，推动他们特别

充分而突出地把小市民思想描绘了出来。我们把这种思想同现代

社会主义、同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资料加以对照，就非常清楚地看

到，这种思想已经衰竭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

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中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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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纲领。有人会说，这不能怪整个旧社会主义思想，而只能怪这

些从未被任何人算做社会主义者的先生们；但我觉得这种异议是毫

无根据的。我到处竭力指明旧理论的这种堕落的必然性，到处竭力

少用一些篇幅来专门批判这些先生，而尽量多用一些篇幅去批判俄

国旧社会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如果社会主义者认为我把这些原

理叙述得不正确，或不确切，不透彻，那我只好恭请诸位先生，请你

们自己把这些原理叙述出来，把这些原理好好地说透彻吧！

老实说，再没有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乐于有机会同社会主义

者进行论战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回答这些先生们的“论战”吗？难道

你们以为不是他们公开、坚决而激烈地挑战，我们会来干这种事

情吗？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不尽力克制自己就能阅读、反复阅读和仔

细阅读这种用官场自由主义词藻和小市民说教拼凑而成的令人作

呕的东西吗？

要知道，现在只有这班先生在论证和叙述这种思想，那总不能

怪我们吧。同时还请注意，我是说必须同小市民的社会主义思想

决裂。我们分析过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无条件
獉獉獉

是反动的，因为
獉獉

它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而出现的。

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根本

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

放，其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反映和拥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如果我

们懂得这一点，那我们就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它们，就一定会

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

不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

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程度

第　 三　 编



７０　　　

较低），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

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

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

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例如，所谓禁止转让份地３３

一类的反动要求，也和其他许多监护农民的办法一样，通常都是用

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借口作掩护的；而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

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必须把小资产阶

级纲领的这两个方面严格区别开，所以在否定这些理论具有任何

社会主义性质时，在反对它们的反动方面时，不应当忘记这些理论

的民主主义部分。现在我用实例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小

市民理论的完全否定，不仅不排斥它们纲领中的民主主义，反而要

求更加坚持民主主义。前面已经指出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他们的理论中总是利用的三个基本论点：缺少土地，税款过重，

受行政机关压迫。

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

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

的压迫。可是铲除这些祸害，就会清除加重这种压迫的中世纪破

烂，使工人易于直接同资本进行斗争，因此，这种举动，作为民主主

义的要求，定会得到工人最坚决的支持。一般说来，税款和赋税是

只有小资产者才能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税款在许

多方面不过是农奴制的残余：例如，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废除的赎

金３４就是如此；那些只落到农民和小市民身上而与“贵人”无关的

赋税就是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始终会支持这种要求：铲除这些造

成经济政治停滞的中世纪关系的残余。缺少土地的问题也是如

此。我已在前面详细地证明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叫喊的资产阶级性

质。例如，农民改革用割地３５的办法直接替地主抢劫了农民，直接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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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去农民土地）和间接（巧妙地隔开份地）地为这一巨大反动势

力效了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将最坚决地

要求把夺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立即归还农民，把地主的地产（这个

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剥夺干净。后一种要求与土地国

有化相吻合，其中并不含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已在我国形

成的农场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更迅速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但

这一要求在民主主义意义上说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能

够彻底打垮高贵地主的办法。最后，当然只有尤沙柯夫先生和

瓦·沃·先生之流才会把农民的无权说成是农民被剥夺和被剥削

的原因，但行政机关对农民的压迫不仅是明显的事实，并且不是简

单的压迫，而是公然把农民看做“贱民”，认为他们命该受高贵地

主的支配，让他们享受一般公民权利（例如迁徙权①）只是一种特

别的恩惠，任何一个彭帕杜尔３６都可以把他们当做关在贫民习艺

所里的人来摆布。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

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取消官僚对农民

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

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獉獉獉獉獉獉

，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

忘记民主主义
獉獉獉獉

的巨大重要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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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现任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

中反对移民时所表现的纯粹俄罗斯式的农奴主的厚颜无耻。他说，从国家观点看

来，不能认为移民是合理的，因为欧俄地主还很需要空闲人手。———真的，农民生

在世上，不是为了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寄生的地主及其“显贵的”走卒，又是为了

什么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很对：我国革命家有“两种敌人，一种是还没

有完全根除的陈腐偏见，一种是对新纲领的狭隘理解”。见附录三（本卷第 ８１—８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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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

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

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

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

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多么

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

动者，怎样把资本阻滞在它的中世纪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

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给解放斗争增添了极大的困难。

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倒这些反动支柱①，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

级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

（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永远摆脱

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不能进行

明智顽强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

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

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又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

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

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

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事实上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我国官僚是特别厉害的反动机构，它还不大为我国革

命者所注意。这种主要靠平民知识分子补充的官僚，按其出身及其活动的使命和

性质来说，都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性质，但专制制度和高贵地主的巨大政治特权，

却赋予他们特别有害的品质。他们是见风使舵的人，把兼顾地主和资产者的利益

看做自己的最高任务。他们是犹杜什卡３７，利用自己同农奴主的感情和联系来欺
骗工农，借口“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对他们实行“监护”以免受富农和高利贷者的

压迫，而采取各种办法把劳动者压低到“贱民”的地位，使他们受农奴主—地主的宰

割，从而更加无法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是最危险的伪君子，很有西欧反动

专家的经验，巧于用爱人民的词藻来掩饰他们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贪欲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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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倾向于牺牲自己的

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

动的出现。

以上所述，看来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

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一切革

命者的派别“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了３９。

这是一个颇为新奇而独特的思潮。

它所以新奇，是因为“联合”的建议不是来自某个集团或某几

个纲领明确而且有某些相似的集团。如果是这样，联合问题就会

是每一个别场合的问题了，就会是准备统一的各个集团的代表能

够解决的具体问题了。那也就不会有特别的“统一”思潮了，但这

个思潮是有的，而掀起这个思潮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离开了

旧立场而没有走上任何新立场，这就是说反专制制度的战士直到

现在所依靠的理论显然已在崩溃，因而也使斗争所需要的团结条

件和组织条件遭到破坏。这些“统一派”和“联合派”的先生们想

必以为创立这样一种理论是最容易的事情，只要把它全部归结为

反对专制制度和要求政治自由，至于其余一切社会主义问题和非

社会主义问题，可以避开不谈。显然，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在一

开始进行这类统一的尝试时，就一定会不攻自破。

这种“统一”思潮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反映着战斗的革命的民

粹主义转变为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之一，这个

转变（过程）我在上面已经尽力描述过了。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

的革命集团，只有在制定一个抛弃旧时俄国独特发展论的偏见

的、提出民主主义要求的坚定纲领时，才能在上述旗帜下巩固地统

一起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

益的前进步骤，而且他们为反对民粹主义所进行的工作会促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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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进步，有助于根除一切偏见和神话，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

旗帜下聚集起来，由其余的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

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

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

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

“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我们由此可以看

出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传播同专制制度作

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由于

这种对抗性，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主张政治自由），不同时向工人说

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有些人喜欢责备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似乎要独享马克思的

理论，可是又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接受的。

试问，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

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

么，向工人解释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

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阶级斗争理论甚至不能说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我国资

本主义是由政府人为地培植起来的），那么，向工人（更不必说向

那不属于已经形成的工厂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了）解释阶级斗

争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

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又怎能接受马克思的经

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来组织共产主义的革

命作用的结论呢？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工人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７５　　　

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连民粹

派和民意党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只能改善同这个资产阶级

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

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

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

主义者使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抵触，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

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任务。①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

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

斗争，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

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

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

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

恰恰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有任

何错觉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成

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

的是资本家，那么，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

加的一帮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

想、深知本身要求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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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必须发动工人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或者把工人看做争取

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那就得把政治自由看做便利工人斗争的条件之一。社

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看的。或者把工人单单看做是在现代制度下受苦最深、已经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并能最坚决地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但这也就等于要工人

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而资产阶级激进派是不愿看见在全体“人民”一致反对

专制制度的后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的。



７６　　　

否认这一事实，反而极力强调它，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不道德，斥责

它，极力想粉碎、耻笑……和消灭它。这种想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因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而感到羞惭的天真妄想，正像小市民经济学家

想用资产阶级使人民破产，使大众贫困、失业和饥饿（援引“哥哥”的

经验）来恐吓我国资产阶级的意图一样，是很可笑的；这样审判资产

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就跟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去４０一样。除此而

外，还有这样一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

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怀念 ６０ 年代，说当时没

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衷于民主主义。

这些先生由于他们固有的天真，怎么也不愿意了解当时的一

致是由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这样的条件不会回来了。当时

大家都同样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其中有积了一点钱而想过快活

日子的农奴主的管家，也有仇恨地主老爷勒索、干涉和打断他的经

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也有地主家中的无产仆人，以及被卖给商人

去盘剥的破产农夫；当时受到农奴制度压迫的还有商人兼厂主，有

工人，有手工业者，有工匠。当时在所有这些人之间只有一种联

系，就是他们都敌视农奴制度，而超出这种一致就是最剧烈的经济

对抗了。只有完全沉醉于甜蜜梦想的人才会至今还看不见这种已

经有了这么大发展的对抗，才会在现实生活要求斗争，要求每个不

愿替资产阶级当自愿的
獉獉獉

或非自愿的
獉獉獉獉

走卒的人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

来的时候，还在泣求这个一致的时代重新到来。

如果你们不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去深究一下，

那就会看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

们梦想用各种天真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说

是“人民的”）经济，他们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

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我们不能不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７７　　　

感谢“人民之友”，因为他们大大帮助了我们认清我国知识分子的阶

级性质，从而更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国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

级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必然使那些把俄国社会主义者迷惑了这么久

的旧幻想和神话加速破灭。“人民之友”已把这些理论用得又脏又

破又烂，使俄国信奉这些理论的社会主义者非要二者择一不可：或

者重新审查这些理论，或者将它们完全抛弃，让那些扬扬得意地向

全世界宣告富裕农民购置改良农具的先生（他们煞有介事地要你们

相信必须欢迎那些在赌桌跟前坐腻了的人）去独自享用。他们不仅

这样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并且还大言不惭

地谈论远大的理想和对生活问题的理想提法！……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

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

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
獉獉

工作的方向应

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

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

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

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

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

的出路。

这种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

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

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

主义的轨道。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越有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就成

长得越快，因为最机灵的现代制度的保护者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无

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地

和不可避免地把生产者剥夺得越来越厉害，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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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

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

主义者完成这个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

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

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连我国自

由派和民主派都大为震惊，于是他们那些厚本的杂志———照一位马

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办得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

性，决不是想说，这个工作比实际
獉獉

工作更重要①，更不是想把后一

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

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

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除现实道路而外〉

的发展道路”，那么，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

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

发现和指出来，理论工作就结束了，而那些应当把“祖国”引上“新

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

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

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

真正敌人，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

际工作就会融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

士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工作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

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提出的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往往由于客观

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

机会。



７９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

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

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党人避免各种社会主义者

团体所常犯的毛病，即避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

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

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

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尽管对各种理论问题存在着意见

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活动方法，自从这一派产生以来，就始终没有

改变过，并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

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

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
獉獉

俄国工人阶级
獉獉

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

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

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

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①。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果把

正在灭绝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

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

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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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最广义的民粹主义者曾经

是这样想的。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是这样想的。在

一篇手稿里曾这样表述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８０　　　

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

和习俗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和他们的

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

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已经十分

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任何扰乱真相的枝节成

分。工人们已经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这种目的在于满足最迫切的经济需要以

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

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
獉獉

的战争，即反对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到处

都在压榨和压迫劳动者的那个阶级的战争。所以工厂工人不过是

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为了使他们在有组织的坚韧不拔的

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来引诱他

们，只要求简单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

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的必然性和不可

避免性。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

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

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

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

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

万极小的经济单位（它们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仍然

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有一点点产业，因而被束缚

在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上。这就使得那些能够推翻资

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受到阻碍，遇到困难。分散的单独的小

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在一个地点上，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

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无法

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哪个个人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８１　　　

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同旧社会、同一定地点、同一定剥削者的任

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有可能

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

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

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

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

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

国工人
獉獉

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
獉獉

无产阶级
獉獉獉獉

（和全世界
獉獉獉

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

走向胜利的
獉獉獉
共产主义革命
獉獉獉獉獉獉

。

完

写于 １８９４ 年

附　 录　 三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来

说的。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指出，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

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

子。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

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床上４１！我国的政

论家却掉以轻心，正在做这类手术：经他们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

就成了这样一种学说，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

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

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

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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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

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

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为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表示惋惜。当然啊！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横行

时代，可以完整地、确切地和充分地叙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

的结论彻底说出来，那么，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就不成其为

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的懂得马

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刊），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报刊

上这样糟蹋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免开尊

口，或者交代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

东西都略去了。但为什么只叙述一些片断，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要知道，这样只会闹出只有俄国才能有的笑话来，把一些根本

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这种对

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

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做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

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字眼就行，而承

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

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

说，它是批判的①和革命的”②。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②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

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

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

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

试把这些关系当做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２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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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

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

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

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

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

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

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

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

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

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

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①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

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

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

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

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

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和彻底地

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叙

述过和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

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怎么竟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

级的思想家”，却又只限于……摆弄“磨光了的金币”，———我国政论

家抹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就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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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把那些最初也想做劳动者思想家的我国民粹派的著作，即

论述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

著作，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

者怎么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说教的理

论。农奴制度不是被看做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

治和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是被看做地主的横

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农民改革不是被看做某些经济形式

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是被看做尽管愿望极其善良但错误地

“选择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改革后的俄国被说成是

偏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带来灾难，而不是有了某种发展的一定的

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已经信誉扫地，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俄国

社会主义者越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

义之外的革命理论，越是迅速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俄国，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越可靠越

迅速。

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

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

“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与我们的思想方式根本不

同的人们，即民意党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所作的评论。请看

１８９４ 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广泛自由的条件

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

地位的经济组织。”他们还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

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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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力的驳斥之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

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

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

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保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利益的条

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

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进行要取消人民的貌似独立的经济组织的

‘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

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

广泛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大地主

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人士绝对不准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存

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伊杰诺夫、莫罗佐

夫、卡兹、别洛夫一流的先生，以及居然要求 １ 俄亩可以得到 １００

卢布无息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他们应邀参加各种委员会，他

们讲什么，人们都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

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

不就是那些地方官吗？不是正在为人民筹划成立农业劳动队吗？

现在不是有人公然无耻地说，给人民份地只是为了要他们纳税和

服役吗？沃洛格达省省长在他的通令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这位

省长不过是表述和大声地说出了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

专制制度）在自己的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

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

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

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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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

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分。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

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

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

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

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

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

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

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

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①分别组织起来，并由这个和那

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做

“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１８９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宣言），虽然他们以

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

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

“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

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是由民意党

人而来的，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纯粹政

治纲领来论证同社会主义无关的纯粹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

社会民主党人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和

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同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地上②，其日常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①

②

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加斗

争。但为此必须把这个斗争同一定的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而必须把各种利益区

别开来并将它们分别引入斗争……　 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裸裸
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不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

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

（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地上），而不是站在必须否定这个制度和无情反对这个制度

的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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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有着极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更加密切地接近

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

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

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

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同社会

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阶级

斗争的性质，却企图以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１８９４ 年胶印出版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 卷
第 １０２—１７０、２４９—２６４、２９０—
２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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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９５ 年 ９ 月 ７ 日〔１９ 日〕以后）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①

１８９５ 年新历 ８ 月 ５ 日（７ 月 ２４ 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

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１８８３ 年逝世）之后，恩

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

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

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

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

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

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

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

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

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

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

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

① 见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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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

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

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这种基础。而任何阶

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

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 ４０ 年代参加社会主义

的宣传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

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

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父的专横暴戾的斗

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

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

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

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

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

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

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

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

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

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

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

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

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

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

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４２中，应该简要地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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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

平和活动。

恩格斯 １８２０ 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

工厂主。１８３８ 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

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

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

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

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

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份

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

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

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

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

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

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么

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

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

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

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

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

程的思想①，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

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

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参

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２１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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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与黑格尔和其他

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

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

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

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

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

向、观念和法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

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

将它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

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

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了解，究竟哪种社会力量

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

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

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１８４２

年他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供职。在这里，他

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

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

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

究和观察的成果，就是 １８４５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

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

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

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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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

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

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

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

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

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

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

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叙述这些思想的著作写得很动人，通篇

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这部著

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

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

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的确，不论在 １８４５ 年以前或以后，还

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

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

表文章。１８４４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

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

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

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①。这本书比《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

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

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

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２ 卷第 ３—２６８ 页；节选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卷第 ２４９—３５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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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

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

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

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

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

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

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

“德法杂志”１９上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①一文，从社会主义

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

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

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１８４５年到 １８４７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

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

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４３发

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

出来。这样就产生了 １８４８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

党宣言》②。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

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１８４８ 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在科隆出

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４４。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

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

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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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卷第 ５６—８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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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

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斗中为自由

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迁居伦敦。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 ４０年代服务过的那家

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１８７０年以前

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

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

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１８７０年恩格斯移居伦敦，

直到 １８８３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

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

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

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

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

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

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

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①，《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 １８９５ 年圣彼得堡第 ３ 版）②，《路德维

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１８９２ 年日内

瓦版）③，一篇论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４７（俄译文刊登在日内

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４８第 １ 集和第 ２ 集上），几篇关于住宅问

题的精彩文章４９，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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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４５。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

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４６１８９２ 年日内瓦第 ２ 版）。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第 １３—１９８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２６１—３１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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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

的俄译本，１８９４ 年日内瓦版）５０。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

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

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 ２卷和第 ３卷

的艰巨工作。１８８５年他出版了第 ２卷，１８９４年出版了第 ３卷（他没有

来得及把第 ４卷５１整理好）。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

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

２卷和第 ３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

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

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

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

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

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

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①他对

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去世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

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

限于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在 １８６４ 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１４，

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

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它

的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 ７０ 年代“国际工

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的团结的作用也没有停止。

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参看 １８８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
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第 ５２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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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

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

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党人，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

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党人，如西班牙、罗马尼亚

和俄国的社会党人，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

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

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

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

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对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的

深刻理论认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政治方面异常敏

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

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

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

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

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

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５２，———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

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

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

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

切反动势力的堡垒。１８７０ 年的战争５３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

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

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

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

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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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

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

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载于 １８９６ 年《工作者》文集
第 １—２ 期合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
第 １—１２ 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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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１８９７ 年底）

在 １８９７年《俄国财富》杂志２第 １０ 期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

转述明斯基先生对“辩证唯物论者”的批判时写道：“他〈明斯基先生〉

一定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

拒绝遗产”（第 １７９页），也就是说，拒绝瓦·罗扎诺夫先生 １８９１年在

《莫斯科新闻》５４上郑重拒绝了的“６０—７０年代的遗产”（第 １７８页）。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俄国学生们”①的这个批评中，有很

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

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

谎话很早就由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

们”时反复说过了。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

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别人在他以前就捏造出来了。后

来他才认为必须附和这种谎话。“学生们”在俄文书刊中把自己的

观点发挥得愈彻底，他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得愈周详，

则在敌对刊物上就会愈少见到有人切实反驳新派别的基本论点。

这些基本论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

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到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

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的解释。人们不提这些基本论点，

① 这是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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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这些基本论点，同时却编造出越来越多

的谎言来诋毁新派别。在这类谎话———“拙劣的谎话”中，也有这样

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同俄国

社会中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他们割断了民

主主义的线索，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由于这类流言蜚语广为

传播，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为了使我们的论述

不致使人觉得毫无根据，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和著述方面把两个

“农村政论家”作一对比，以说明“遗产”问题。我们附带声明一下：

我们的论述只限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

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谈。

一

“遗产”代表之一

　 　 ３０ 年前，即在 １８６７ 年，《祖国纪事》杂志２４开始刊载斯卡尔金

所写的标题为《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一些政论性特写。这些

特写在 １８６７—１８６９ 年这三年当中陆续发表出来。１８７０ 年，作者

把这些特写收集起来，以同样的标题出了单行本。① 读一读这本

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即“遗产”

代表同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

这本书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该

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同“乡村”的关系问

一　 “遗产”代表之一

① 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１８７０ 年圣彼得堡版（共 ４５１ 页）。我们没有可能

找到这几年的《祖国纪事》杂志，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单行本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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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性特写，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

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像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

不愿意，像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

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

让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斯卡尔金的观点。

我们从农民改革３２开始谈起，因为直到现在每个愿意叙述自

己关于经济学问题和政论问题的一般观点的人，都必定要把这个

问题作为起点。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农民改革问题占有很大篇幅。

斯卡尔金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根据广泛的事实和对整个

农村生活的详细考察，系统地表明农民在实行改革后的穷困状况，

他们生活恶化的情形，以及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

赖形式，一句话，表明一切从那时以来为许多研究与记述所十分周

密而又详尽地指出和证明过的东西。现在这一切真实情况已不是

什么新东西了。但在当时它们不仅是新的，而且还引起自由派一

帮人的猜疑，因为他们担心：指出这些所谓“改革的缺点”，是否意

味着对改革以及对被掩盖着的农奴制的谴责。斯卡尔金的见解所

以更加值得注意，还因为作者是改革时期的人（他也许甚至还参

加了改革。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斯卡尔金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传

记材料）。因此，他的见解是根据对当时的“首都”和当时的“乡

村”的直接观察，而不是根据书斋里对书本材料的研究。

在斯卡尔金对农民改革的见解中，首先使听惯了民粹派关

于这个题目的甜言蜜语的现代读者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头脑

非常清醒。斯卡尔金在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自己，一点也

不把改革理想化，他把改革看做是地主和农民双方之间的一种

协定，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是在某种条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现在

他们分开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法律地位也改变了。决定分开的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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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每方所得土地的数量的因素，是双方的利益。这些利益

决定了双方的意愿，而哪一方有可能直接参加改革和实际展开

实现改革的各种问题，也就决定了这一方占有优势。斯卡尔金

对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关于改革的主要问题，即关于份地３３

和缴款的问题，斯卡尔金谈得特别详细，他在自己的许多特写中

屡次谈到这些问题（斯卡尔金的书包括 １１ 篇具有独立内容的特

写，在形式上很像单篇的农村通信。第一篇特写是 １８６６ 年写

的，最后一篇是 １８６９ 年写的）。斯卡尔金的书中关于所谓“少地

的”农民的说明，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

但是在 ６０ 年代末，他的论证则是既新鲜又可贵的。当然，我们

不去重述这些论证，我们只指出斯卡尔金在说明现象方面的特

点，这个特点使他胜过了民粹派。斯卡尔金不是说“地少”，而是

说“农民份地被割去的太多”（第 ２１３、２１４ 页及其他许多页；参

看第三篇特写的标题），说法令所规定的最大份地要少于实有的

份地（第 ２５７ 页），并且举出农民对改革的这一方面的非常突出

和典型的意见①。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

细、有力的，对于一位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来看无疑是资

产阶级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像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

也这样坚决地谈论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非常刺目。关于缴款太

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

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１８６７ 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

一　 “遗产”代表之一

① “他〈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样割去了我们一部分土地，使我们没有这块割地就活

不下去；他的田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的土地，使我们连牲口都赶不出去；现在

你还得为份地特别付钱，也要为割地３５特别付钱，并且要多少就得付多少。”一个

以前缴纳代役租５６的有经验和识字的农夫对我说：“这算什么改善生活！加在我
们身上的代役租和以前一样，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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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

农民种地所得，他引证《税务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

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

７６％，上层阶级只担负了 １７％，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

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要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１８６８ 年）的副标

题下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税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

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再出钱，《法

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规定下来（第２５２

页），代役租的最高数额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提供的

原本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的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而规定

的”（第 ２５５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于实际的平

均代役租。“农民除缴纳沉重的税款以外，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

用的土地。”（第 ２５８ 页）“如果土地的赎金不是根据代役租的资本

化，而是根据土地在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么赎金就会很

容易交付，甚至不需要政府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 ２６４

页）“按照 ２月 １９日法令的精神，赎金应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

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 ２６９ 页）我

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

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１２并在很多问题上像十足的曼彻

斯特派５７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

利益说话。指出如下一点很有益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有益而不

反动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不言而

喻，既然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民

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醉心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

批准了人民生产，说它超过了西欧的农民改革，说它把俄国好像变

成了一块白板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也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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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直接说，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

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少于西欧。斯卡尔金写道：“如果我们问

一问自己，那就会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

像本世纪头 ２５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迅速、那样与日俱增地表

现出良好结果来呢？”（第 ２２１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要

赎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

主尽的义务。”（第 ２７２页）

我们现在从斯卡尔金所评价的改革的经济方面转而来谈法律

方面。斯卡尔金坚决反对连环保５８、身份证制度以及农民“村社”

（和小市民社团）对其成员们的宗法式权力。在第三篇特写中

（１８６７ 年），他坚决主张废除连环保、人头税和身份证制度，主张必

须实行平等的财产税制度，用免费的和无期限的证明来代替身份

证。“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在国内实行身份证税的。”

（第 １０９ 页）大家知道，这种税只是在 １８９７ 年才被废除了。我们

在第四篇特写的标题下读到：“村团和城市杜马在发送身份证和

征收外出税方面是十分专横的……”“连环保是宽裕的业主和正

经的庄稼人必须替游手好闲的人和懒汉拖着的沉重枷锁。”（第

１２６ 页）对于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农民分化现象，斯卡尔金想以

上升者和下降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作者详尽地描写住在圣彼得

堡的农民在领取身份证和延长身份证期限方面的困难，并且驳斥

一些人的如下异议：“谢天谢地，这一大群无地的农民没有登记要

到城市里来，没有使没有不动产的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第

１３０ 页）“野蛮的连环保……”（第 １３１ 页）……“试问，能否把身处

这种地位的人叫做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呢？这不也就是被固定在

土地上的农民（ｇｌｅｂａｅ ａｄｓｃｒｉｐｔｉ）５９吗？”（第 １３２ 页）人们把罪过归

到农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农民从地主的羁绊下面解放出来

一　 “遗产”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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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使农民摆脱村团和注册处的羁绊，这难

道应归罪于农民改革吗？…… 　 农民既不能决定自己居住的地

方，又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公民自由的标志何在呢？”（第 １３２

页）斯卡尔金十分正确和中肯地把我们的农民称为“定居的无产

者”①（第 ２３１ 页）。在第八篇特写（１８６８ 年）的标题下我们读到：

“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　 阻

碍外出做零工现象的发展。”“除农民无知和受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

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

被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

带把土地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进取心和小土地

所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 ２８４页）“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

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

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

种拥挤不堪的、像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

方式中。”（第 ２８５页）由此可见，作者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

察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的，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他

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

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补充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

阶级，是特别大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仍

旧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① 斯卡尔金非常详细地表明了这个定义（无产者）不仅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

部分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大量篇幅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

困情况的描述，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述，用于“对 １８６８ 年饥荒情况的描述”
（第五篇特写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辱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就像在

９０ 年代一样，在 ６０ 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饥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
这种人。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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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 ２８６ 页）“农民除被束缚于自

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即使临时外出做些零工，也由于连环保和身

份证制度而要受到许多限制，支付许多花费。”（第 ２９８ 页）“据我看

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很多农民就会摆

脱当前的困境。”（第 ２９４ 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

粹派的种种方案截然相反的，民粹派的那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

下来，禁止转让份地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斯卡尔金

是完全正确的：继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和保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

的闭塞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阻碍全国的经济发

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

避免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

从上面的引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出，斯卡尔金是反对村社的。

他从个人财产、个人进取心等等角度出发反对村社与重分制（第

１４２ 页及以下各页）。斯卡尔金反驳拥护村社的人说，“古来的习

惯法”已经过时了：“在一切国家里，随着农村居民与文明环境的

接近，习惯法便丧失其原始的纯洁性，遭到毁损和歪曲。我们这里

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村社的权力渐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

权力，结果这个权力不但不去保护农民，反而成了束缚他们的沉重

的羁绊。”（第 １４３ 页）———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它已为 ３０ 年

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斯卡尔金认为，“父权制的家庭，村社的土

地占有制，习惯法”，已经被历史无可挽回地判决了。“谁愿意永

远给我们留下这些过去几世纪的可敬纪念物，谁就因此证明，他们

更善于空想，而不能深入现实和了解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第

１６２ 页）斯卡尔金在发表了这个事实上是正确的意见之后，接着又

进行了一些带有曼彻斯特派气味的激烈抨击。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写道：“村社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团奴隶般的

一　 “遗产”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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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地位。”（第 ２２２ 页）这样，斯卡尔金便把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

对村社的极端仇视与对农民利益的坚定保护结合在一起了。斯卡

尔金决没有把对村社的仇视与那些主张用暴力消灭村社并强制实

行另外的土地占有制度的愚蠢方案结合在一起，———这些方案通

常是现代反对村社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主张粗暴地干涉农民生

活，并且完全不从农民利益出发来反对村社。相反，斯卡尔金强烈

抗议把他算做拥护“用暴力消灭村社土地使用制”（第 １４４ 页）的

人。他写道：“２ 月 １９ 日的法令非常英明地让农民自己……从村

社土地使用制过渡到……分户耕种制。的确，除农民自己外，谁也

不能真正决定这种过渡要在什么时候实行。”因此，斯卡尔金反对

村社，只是由于他认为村社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农民退出村团６０和

离开土地，这与“俄国学生们”现在仇视村社的原因是一致的。这

种仇视，与捍卫地主自私的利益，与捍卫农奴制度的残余和精神，

与捍卫对农民生活的干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注意到这个区别

很重要，因为现代民粹派习惯于只把《莫斯科新闻》这个阵营看做

村社的敌人，而很愿意装做不懂得有另一种对村社的仇视。

斯卡尔金对农民穷困状况的原因的总看法，是认为所有这些

原因都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斯卡尔金描写了 １８６８ 年的饥荒情

况后指出：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幸灾乐祸地谈论着这次饥荒，说饥荒

的原因在于农民放荡，在于废除了地主的保护等等。斯卡尔金激

烈地反对这些观点。他说：“农民穷困的原因是农奴制度遗留下

来的〈第 ２１２ 页〉，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这是使我国大多

数农民处于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一般原因”；接着斯卡尔金把

上述对改革的意见又讲了一遍。攻击分户是荒谬的：“分户虽然

给农民的物质利益带来暂时的损失，但它却拯救了农民的个人自

由和农民家庭的尊严，即人的最高福利，没有这种福利，任何文明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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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都不可能达到”（第 ２１７ 页）。接着斯卡尔金正确地指出了人

们攻击分户的真正原因：“许多地主过分夸大分户所产生的害处，

把农民穷困的某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都归到分户上面，正如归到

酗酒上面一样，而地主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这些原因是由于他们

才产生的。”（第 ２１８ 页）有人说，现在人们对农民的贫困大写特写

起来，而以前却没有人写过，可见农民的状况是恶化了；斯卡尔金

回答这些人说：“要想通过对农民状况的今昔对比来判断农民从

地主权力下面解放出来的结果，那就应该在农奴制度统治的情况

下，把农民的份地分割得像现在所分割的一样，并且把改革后的一

切赋役加在农民身上，然后再来看一看他们怎样忍受这种状况。”

（第 ２１９ 页）这是斯卡尔金见解中极其突出和重要的特点，他把农

民状况恶化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农奴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度遗

留下来的工役６１、代役租、割地、农民无人身权利和不能更换住所。

至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本身、改革后的经济制度本身可能包

含农民贫困的原因，这一点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看到，而且也根本不

会想到，因为他深信，只要把农奴制度的这一切残余彻底铲除，普

遍幸福就会到来。他的观点正好是否定的观点：只要铲除农民自

由发展的障碍，只要铲除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束缚，我们这个美好

世界上的一切就会更加美好。斯卡尔金说：“在这里〈即在对待农

民方面〉国家政权只有一条路：逐渐地和始终不懈地把那些使我

国农民陷入现在这样愚钝和贫困的境地并且不让他们站立起来的

原因铲除干净。”（第 ２２４ 页，黑体是我用的）对于那些为“村社”辩

护（即主张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或份地上），认为不然就会“产生

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斯卡尔金的答复在这方面是极其值得注意

的。斯卡尔金说：“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国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因

为没有人耕种而荒废起来，这个反驳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法律对

一　 “遗产”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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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力的自然分配不加限制，那么在俄国只有那些职业乞丐

或者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和酒鬼才会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第

１４４ 页）———这是 １８ 世纪经济学者和“启蒙者”的典型观点，他们

相信，只要农奴制及其一切残余一废除，就会在大地上建立起普遍

幸福的王国。也许民粹派分子会蔑视斯卡尔金，说他不过是一个

资产者。不错，斯卡尔金固然是一个资产者，但他是进步的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的代表，而民粹派分子的意识形态则是小资产阶级的，

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至于农民那些与整个社会发展要求始终一

致的实际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资产者”却比民粹派分子捍卫得

更好些！①

为了结束对斯卡尔金观点的评述，我们要补充几句。他反对

等级制度，主张一切等级只有一个法庭，“在理论上”同情不分等

级的乡政权，热烈拥护国民教育、特别是普遍教育，拥护自治和地

方自治机关６２，拥护广泛的土地信贷、特别是小额信贷，因为农民

极其需要购买土地。“曼彻斯特派”在这里又出现了：例如，斯卡

尔金说，地方自治局的和城市的银行是“宗法式的或原始的银行

形式”，这些银行应当让位于具有“一切优越性”的私人银行（第

８０ 页）。提高土地价值，“只能在我们各省的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

的情况下才能办到”（第 ７１ 页）等等。

我们来作总结。就斯卡尔金观点的性质说来，可以把他叫做

资产者—启蒙者。他的观点很像 １８ 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是

经过俄国条件的三棱镜而有相应的折射），而且他把 ６０ 年代“遗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① 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

来，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措施，即正好对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对其他什么发展

有利的措施。只有小资产者才能捏造理论，说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少赋税，实

行移民，发放信贷，提高技术，整顿销售等等措施，是为什么“人民生产”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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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像西欧的启蒙者和 ６０

年代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

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这是“启蒙者”的

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

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

“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

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或者刚刚得到解放），

他们真诚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

衷心想要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６０ 年代遗

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

派的东西。俄国有不少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

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

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 ６０ 年代传统”的著

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

要说，例如，不久前才举行过寿辰庆祝会的米·斯塔秀列维奇先生

由于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

“拒绝了遗产”。我们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①，正因为他毫无疑

一　 “遗产”代表之一

①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 ６０ 年代
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

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

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做温和的保守分子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３９８ 页脚注。———编者
注）。然而如果拿一位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来考察，那么，第一，由于种

种原因这样做会是不方便的，第二，拿他来同现代民粹主义比较，会使人产生误

会。６３按我们任务的性质说来，声调（与一句谚语说的相反）不构成音乐，而且
因为斯卡尔金的声调不典型，所以他的“音乐”，即他的观点的内容，就更加突

出。我们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个内容。我们也只打算在观点的内容方面（决不

是在作者的声调方面），把遗产代表和现代民粹派分子作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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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遗产”的代表，同时又是民粹派捍卫的旧制度的死敌。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

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

我们往往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词，把它（不

区分历史时代）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忘

记，在 １８ 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先驱）写作的时

候，在我们的 ４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

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

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

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

诚地相信共同的幸福生活，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

确实没有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可能看出）从农奴制度产生

出来的那个制度中的各种矛盾。难怪斯卡尔金在其书中的一个地

方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以及他的论据的

性质在许多方面都在重复这位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

论点。

如果我们把斯卡尔金的实际愿望一方面和现代民粹派分子的

观点作比较，另一方面和“俄国学生们”对它们的态度作比较，那

么我们就会看到“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

愿望代表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

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对斯卡尔金的这些实

际愿望或者对他的问题提法所作的修改都很糟糕，都遭到“学生

们”的反对。学生们“攻击”的不是“遗产”（这是荒谬的捏造），而

是民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加上去的东西。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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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从斯卡尔金转到恩格尔哈特吧。他的《农村来

信》也是关于农村的政论性质的特写，所以他的书在内容上甚至

在形式上都很像斯卡尔金的那本书。恩格尔哈特比斯卡尔金有才

能得多，他的农村来信写的也生动得多、形象得多。他这本书里没

有像《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饱学的作者那样的长篇大论，

但是却有更多中肯的评述和其他一些形象。无怪乎恩格尔哈特的

书在广大读者中受到如此持久的欢迎，并在不久以前还再版过，而

斯卡尔金的书则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虽然恩格尔哈特的信在

《祖国纪事》杂志上开始发表只不过是在斯卡尔金的书出版两年

以后。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向读者介绍恩格尔哈特这本书的内

容，我们只简要地说明他的观点的两个方面：第一，整个“遗产”所

特有的、尤其是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所共有的观点；第二，民粹

派所特有的观点。恩格尔哈特已经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但是他的观

点中还有这么多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特点，这么多被现代民粹派所

抛弃或改变了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一边，是归到没有民粹

派色彩的整个“遗产”代表一边呢，还是归到民粹派分子一边。

使恩格尔哈特与“遗产”代表相接近的，首先是他那十分清醒

的见解，对现实的简单而直接的说明，对一切坏东西———一般是

“基础”的坏东西，特别是农民的坏东西———的无情揭露，而把“基

础”加以虚伪的理想化和掩饰，则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因此，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得很微弱和胆怯，但

与他以巨大的才能所描绘的农村现实的图景还是发生了直接的尖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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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的矛盾；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论家把恩格尔哈特所举出的材

料和观察结果拿来论证自己关于农村的判断①，那么从这种材料中

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

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

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村社”加以

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

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

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

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

地表明，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 ６２ 页，

引自 １８８５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他们由于狭隘的

个人动机和利己打算而仇视这种工作，因为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

候，每个人都“怕多干活”（第 ２０６ 页）。这种害怕多干活的情形，简

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

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共同操持家务并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农

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

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每个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

煮粥。（第 ３２３页）恩格尔哈特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

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因此不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

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哈特是一个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

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奇谈是把从土地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① 附带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

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们相信调查表的材料，即相信许多往往带有成见，

很少了解情况，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见解，没有搞通自己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

和意见，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观察精细，绝对诚实，很好研究了自己所讲的

东西的人在整整 １１ 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



１１３　　

占有形式中抽象出来的特点（而且还把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抽象

出来的它的国库—行政方面）都搬到经济上去的空洞捏造。恩格尔

哈特说明，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

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 ４９１ 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

想”……　 “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农民身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剥

削倾向很严重”……　 “每个人都以当狗鱼而骄傲，并力图吞掉鲫

鱼。”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在

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这一

点恩格尔哈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 ３６３

页），以粮换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 ４５７、４９２ 页及其他各

页），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

级，———这是恩格尔哈特作了描写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

尔哈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的经济，而是每户单独进行经

营，那么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种地的农民当中也会有无土

地者和雇农。我还要说，我认为将来农民贫富的差别比现在还要

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还会有许多实际上没有土

地的雇农与‘富人’同时存在。我虽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我既没有资

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那么它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

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 ３７０页）“劳动组合的经

济”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孤零零地呈现在这里，就像一种善良的无

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

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排除的。

使恩格尔哈特与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接近的另一

个特点，就是他相信农民贫困的主要和根本原因是农奴制度的残

余以及它所特有的法规。只要扫除了这些残余和这种法规，事情

就好办了。恩格尔哈特对法规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无情地嘲笑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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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凭借上面的法规来造福于农夫的任何企图，他的这种态度与民

粹派对“领导阶级的理性和良心、知识和爱国主义”（尤沙柯夫先

生在 １８９６ 年《俄国财富》杂志第 １２ 期第 １０６ 页上的话）的期望，

与民粹派关于“组织生产”的空洞计划等等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

立。我们提醒一下：对于在磨房里不准出卖伏特加酒这项关心农

夫“利益”的规则，恩格尔哈特进行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对于 １８８０

年几个地方自治机关所颁布的不准在 ８ 月 １５ 日以前种黑麦的强

制性决定，———这项决定也是因为考虑到农夫的利益而制定出来

的，———他是多么愤怒，说这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千百万庄

稼汉”的经济的粗暴干涉（第 ４２４ 页）。恩格尔哈特指出了禁止在

针叶树林中吸烟，禁止在春天打狗鱼，禁止在“５ 月”砍白桦树，禁

止捣毁鸟窠等等规则和命令，然后讽刺地说道：“……关心农夫始

终是知识分子主要操心的事。谁是为自己而生活呢？大家都是为

农夫而生活呀！……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

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

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

（第 ３９８ 页）读者，请您说，这个著作家会不会至少同情一下民粹

派分子所喜爱的关于禁止转让份地的法律呢？他会不会像《俄国

财富》杂志的一位台柱那样说出上述那一类话来呢？他会不会赞

成同一杂志的另一位台柱尼·卡雷舍夫先生责难我们的省地方自

治机关（是在 ９０ 年代呀！）“找不到地方”“为组织农业劳动而进行

不断的、大规模的、大量的投资”①这种观点呢？

我们再指出一个使恩格尔哈特和斯卡尔金相接近的特点，这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① １８９６ 年 ５ 月《俄国财富》杂志第 ５ 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在
经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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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恩格尔哈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所采取的那种

不自觉的态度。不是说恩格尔哈特力图粉饰小资产者，捏造出某

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

企业主身上去，———完全不是。恩格尔哈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他

只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

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

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如何醉心于在自己的经济中对

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揉麻、脱粒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哈

特仿佛也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

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

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６４额。再举一个例子。恩格

尔哈特嘲笑了《农业报》６５的“停止轮流出租田地，利用雇农劳动

组织经济，采用改良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草地和

牧场等等”这一纲领。恩格尔哈特大叫道：“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

生常谈！”（第 １２８页）然而恩格尔哈特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所实行

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才在自己的经

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看到，恩格尔哈特是多么直率、多

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

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各种工厂，而是小规模的〈黑体是恩格尔

哈特用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 ３３６页）。这就是说，

“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向技术性农业生产过渡，———这种过

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

恩格尔哈特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

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哈特既

抱定合理组织自己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不得

不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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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象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

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发议论的，他既根本看不见自己议

论的这种性质，也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

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哈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

斯特派分子来行动，这与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他相信祖

国将走一条特殊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

然而恩格尔哈特确实是这么相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叫

做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哈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

真正趋向，并且开始否认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

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证明“我国没有雇农”（第 ５５６ 页），———

然而他自己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

己表明在他那里做工要养活全家的牧工彼得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

微薄，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得 ６ 个卢布来“购买油、盐、衣服”

（第 １０ 页）。“即使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

会有 ５０ 个人愿意来顶替。”（第 １１ 页）恩格尔哈特在指出自己经

营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扬扬得意地叫喊道：“耕地的

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昧无知、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

（第 ２２５ 页）

恩格尔哈特虽然用自己的经营和自己对农民个人主义的揭露

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但他却不仅“相信”农民可能

向劳动组合经济过渡，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这样，

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

“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表现在这里。”（第 ３４９ 页）现实主

义者恩格尔哈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哈特，这个浪漫主义者

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信心”来补偿自己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

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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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恩格尔哈特身上所具有的（虽然是极个别的）极端民粹主义的

特点，到与沙文主义近似的狭隘民族主义（恩格尔哈特在战争问

题上对一个地主证明说：“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

夫将会拥护我们”（第 ３８７ 页）），甚至到把工役制理想化，其间只

有一步之差！是的，恩格尔哈特曾经把自己书中这样多的美好篇

章用来描写农民受压制和受侮辱的状况，用来描写农民以劳动作

抵押去借贷钱粮而不得不在最坏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几乎无偿地

给人家劳动的情形。① ———就是这个恩格尔哈特甚至这样说：“如

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对农村有好处，农村需要医生。———

弗·伊·注〉有自己的庄园，农夫可以靠做工来抵偿医药费，那就

好了。”（第 ４１ 页）这用不着解释了。

整个说来，把上述恩格尔哈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即与没

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所共有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

（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农村来

信》的作者那里占绝对优势，后者则仿佛是外来的、偶然加进去

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合的东西。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
是否得到了好处？

　 　 也许读者会问：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遗产”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① 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熟得快要落地

的时候叫他去做工，只要一提不去做工就要在乡里“脱裤子”，农民就不得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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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包含什么内容，上面已经下过定义，而“民粹主义”这个

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

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

（１）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

“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

如此类的反动狂叫。（２）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

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并不认为必须把

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俄国

经济关系。农民村社被看做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

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与它们在

资本主义工农业中的更发展的形式有联系。（３）忽视“知识分子”

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

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

素看做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

生）、“越出轨道”（尼·—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

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

样，他们反对的是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

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有差别，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

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世界观方面的特点则是民粹主义一

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

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们，在

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否定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否定的特点，

而这些否定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杂

志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１１９　　

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

分子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在上述基本要点方面相一致，那就更不

对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

离开这些基本观点走到更坏方面去的“可悲的偏向”，那么他们显

然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

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

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应当首先确

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毫不相干。有许多毋庸置疑的“遗产”代表

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

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

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

我们在上面拿《欧洲通报》杂志２０的出版者兼编辑作例子，可以在

别的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有些

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民粹主义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

绝遗产”，———至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

拉莫夫先生，或者尤佐夫先生都是这样的人。“俄国学生们”所反

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 ６０

年代，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

６０ 年代，而且在 ４０ 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①，———不

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

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 ６０ 年代的“遗产”与民粹

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

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

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① 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１８９８ 年圣彼得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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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

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

提供了什么东西。

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

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固有的狭

小眼界而一直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了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

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对

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解答，从而在进步的俄国社会思

想流派中占据先进的地位，这也是十分自然和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因为这种解答所

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浪

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

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矛盾还不够发展的时候，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粗浅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民粹主义绝对不能

满足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不能满足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

和现实的知识的现状，不能满足当前对社会学理论提出的要求。

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

问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

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

点，这些特点使它连那种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都不

如。① 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① 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

们把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用语理解为论战性抨击，其实这些用语具有完全

确定的哲学历史意义。（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１８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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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来说明情况确实如此。

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俄

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

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则宣布这种发展是退步，是错

误，是偏离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偏离了仿佛

为历代基石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热诚地相信当前的社

会发展，民粹派却不相信；启蒙者满怀历史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

精神，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像现

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完成，于

是他们便号召“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提出落后便是俄国的幸

福这种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毫

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抵触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偏离

道路”，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歪曲我

们眼前所发生的“更替”现象。民粹派分子一心要遏止和制止资

本主义对历代基石的破坏，便干出了历史上惊人的荒唐行为，他们

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

民的状况恶化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

方面乃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

别的什么东西的。民粹派分子从自己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

观点出发同资本主义作战，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

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６０ 年

代的“遗产”热诚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倾

注在旧时代的残余上，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

如人意，———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毫不相干，而

且是正相抵触的。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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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

欧的一些过时的理论不放，使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

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

某些特点，但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

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进步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

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反而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

资本主义作出人们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

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同时……同时却始终心安理得地当这些

人毕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共同主张的关于俄

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和它正

相抵触。相反，“６０ 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

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

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完全不符合 ６０ 年代

的精神和传统。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更不符合这个传

统。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做某种特别

的东西，看做某种与前资本主义关系时期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

他农村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理想化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

产的传统处于极端矛盾之中。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

何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表现得愈厉害，则民

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这类甜言蜜语

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

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

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

者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

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

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尽可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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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谈基石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清楚地感觉

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至今还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

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

什么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

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远不是每个民粹派

分子都像瓦·沃·先生那样天真直率，敢于公开直接地说出这个

意思。“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

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

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像牲畜一样混

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之一就

是这样从他所特有的“启蒙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６６“宁肯让农

民继续停留在他们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方式中，也不要在农

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

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

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是与现代

经济现实、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

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

分子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害怕这样把农民的法律

状况与经济现实、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

地相信并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

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

前进的发展。对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农民有权出

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民粹派分子不仅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

十分担心“基石”（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基石）的命运；不仅如

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

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哈特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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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来说：“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谁也不去

关心他们，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

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毁坏，连自己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

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拒绝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

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摧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日益成为

农村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然而对于农民资产阶级来说，由此产生

的不方便却决不是太大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

方租到土地，在别的村庄开设店铺，随时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做买

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农民”来说，被束缚

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

不可能找到较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

当地总是出价较低并想尽一切盘剥方法的买主。民粹派分子既然

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一心要支持和保护基

石，于是他们自己便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个斜坡滑了下去，一直滑到

那些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的

身边。只要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闭塞状态怎样产生了

雇用工人的特殊方法就够了：工厂主和农庄主把自己的管事派到

各个农村去，特别是派到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

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无产者的“定居生活”

（所谓外出做农业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用来排

斥这种盘剥。

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把工役理想化，这个事实也同

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我

们在上面曾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哈特如何犯了一个民

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要是能在农村发展工役“那就好了”这样的

话来！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著名的农业中学计划中也看到了同样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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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１８９５ 年《俄国财富》杂志第 ５ 期）①与恩格尔哈特一同

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

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

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

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

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

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

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

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

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

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

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

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

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

们算做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

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

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

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

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

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 ６０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

联系的，相反，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抵触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

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

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１８—２４、４５０—４７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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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让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１８９７ 年
９月《新言论》杂志６７）一文中所发表的精彩意见。作者讲到博博雷

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揭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

“学生们”之间的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

民粹派分子的口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建立“具有不堪忍受

的专制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就此指出：

“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法规’当做

自己论敌的‘梦想’来谈论，而且只要他们依然是民粹派分子，就不

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他们在这方面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

论的实质就在于：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法规残余，据民粹派分

子看来，可以作为法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所以看不见

这种旧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

一而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

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领导阶级’已经具备或定将具备完美

的道德。他们责备经济唯物主义者不去偏爱‘法规’，而相反地去偏

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在自

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法规残余，在一个已经转入货币经济的

国家里，变得日益‘不堪忍受’，因为货币经济无论在全国各个居民

阶层的实际状况方面，还是在它们的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引起了无

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产生国家经济生活中有益的新‘法规’所

必需的条件，不可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残余中发

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样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

旧法规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民粹派分子与他们的论敌所争论的‘法

规’问题就是这样。”（上引书第 １１—１２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

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明显的背离。正

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的特点是对旧法规的所有一切残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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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进行坚决无情的谴责。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同 ６０ 年

代的“传统”和“遗产”要比民粹派分子接近得多。

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

实主义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事务和问题时，采取

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

为是，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民粹派总是这样议论：

“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

路，那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走的那

条危险道路，如果我们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历来的村社制度中“吸

收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能保证使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出路，以及

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各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

史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趋向采取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

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的周围环境）各

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

“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

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这些话表达

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

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

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

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

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做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

的措施的对象，看做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

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做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① 马克思《神圣家族》第 １２０ 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 ２３５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卷第 ２８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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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

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

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

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不能

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

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入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

根到底是不好的：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向俄国社会思想界所提

出的那些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

一些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

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堵塞了解决的道路，从而拖延了

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现在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上述比较作一总结。我们试图扼要地

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各个社会思想流派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固有的矛

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

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矛

盾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

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

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民粹派则竭力遏止和阻止这个

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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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派别都具有可以叫做历史乐观主义的特点：事情愈是像现

在这样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民粹派则自然会陷入历史

悲观主义：事情愈是像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就愈糟。“启蒙者”

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

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这一消极任

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它是从资本主义具有

反动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

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反对那些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出发力求

使俄国全盘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

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

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方面走得这样远。“学生

们”是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

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

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对这个遗产

作了补充。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

的对象，他们不仅一般地谈论人民，甚至一般地谈论民族。民粹派

分子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然而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

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

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

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

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与资本主义所

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则与小

生产者阶级即在现代社会其他阶级中占据中间地位的小资产阶级

的利益相适应。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

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

者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追求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依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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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追求。

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个别场合曾不止一

次指出过的结论：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

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

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

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

想。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

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

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各种

矛盾，并从上述特有的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最后我们再回过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一下他对我

们关心的问题所作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称这些人

（学生们）“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

绝遗产”（上引书第 １７９ 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

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

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恶地攻击遗产”（第 １８０ 页）。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讲的是哪一种遗产？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都郑

重表示拒绝的 ６０—７０ 年代的遗产（第 １７８ 页）。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谈的是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

区别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启蒙者的遗产，是绝对敌视改革前的一

切的人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的遗产。另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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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

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

一些人保存了“６０ 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米

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发表的种种意见完完全全是以混淆这两种根本

不同的遗产为根据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区

别，所以他的做法不仅完全肯定是荒唐的，而且是诽谤性的。《莫

斯科新闻》是不是专门攻击了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它同样地

甚至更厉害地攻击了启蒙者，而与民粹主义格格不入的《欧洲通

报》杂志对于它来说，则是和民粹派的《俄国财富》杂志一样的敌

人。当然，同那些最坚决地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例如同尤佐夫

先生，《莫斯科新闻》当然在许多方面是会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它

未必会去凶恶地攻击他，而且终究会因为他与愿意保持遗产的民

粹派分子不同而称赞他。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沃伦斯基先生是否

攻击过民粹主义呢？根本没有。前者本人就是民粹派分子；他们

两人都攻击过启蒙者。“俄国学生们”是否攻击过启蒙者呢？他们

是否曾经拒绝过嘱咐我们绝对仇视改革前的生活方式及其残余的

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因对资本主

义怀有小资产阶级的恐怖心理而力求支持这些残余中的若干东西

的企图。他们是否曾经攻击过把一切欧洲理想遗留给我们的遗产

呢？不仅没有攻击过，反而揭露过民粹派分子为代替全欧理想而在

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编造各种古怪的蠢话。他们是否曾经攻击

过嘱咐我们要关心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

击过，反而对民粹派分子进行了如下的揭露：民粹派分子对这些利

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竭力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

级混淆起来）；民粹派分子不是注意现有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

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民粹派分子的关心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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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端狭隘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能够正确地评价使这些人易于或

难于获得自己关心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不同意这些揭露是正确的，而且他既

然是个民粹派分子，自然不同意这些揭露。但是，说那些事实上仅

仅“凶恶地”攻击了民粹主义的人是“凶恶地”攻击了“６０—７０ 年

代的遗产”，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攻击民粹主义是因为它不能按

照这个遗产的精神并且与它毫无矛盾地来解决改革后的历史所提

出来的新问题，———说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歪曲事实。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极其可笑地愤慨说，“学生们”很乐意地把

“我们”（即《俄国财富》杂志的政论家们）同“民粹派分子”及其他

与《俄国财富》杂志无关的人们混为一谈（第 １８０ 页）。这个想把

自己从“民粹派分子”当中划分出来同时却又保存民粹主义一切

基本观点的奇怪企图，只能引人发笑。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

生”都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

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

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

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

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谈”，

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

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伯·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

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区别。把各种不同的观

点混为一谈，这是一回事；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所不同但

在“学生们”所反对的基本和主要论点上意见一致的著作家们概

括起来归入一类，这是另一回事。对于“学生们”来说，重要的根本

不是指出那些使一位尤佐夫先生与其他民粹派分子有所不同的观

点的毫无用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驳斥尤佐夫先生、米海洛夫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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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先生以及所有民粹派分子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要驳斥他们

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态度，驳斥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出发对经济

问题和政论性问题的议论，驳斥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

的不理解。这些特点是曾经起过很大历史作用的那一个社会思想

流派的共同财产。在这个广大的思想流派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

彩，有右翼和左翼，有堕落到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等的人，也有

未犯这种罪过的人；有对“遗产”的许多遗训抱轻视态度的人，也有

尽可能（即在民粹派分子看来是尽可能）捍卫这些遗训的人。没有

一个“俄国学生”否认过各种色彩之间的这些区别，米海洛夫斯基先

生不能揭露他们中间有任何人把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硬

加在另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身上。但是，既然我们反对的是这一

切不同色彩所共有的基本观点，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谈论整个流派

中的局部差别呢？这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

是在一切方面都意见一致，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对所

谓“村团”万能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这一点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

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指出过，而且还赞

美为俄国的幸福特征。广义的“民粹主义”一词，也在“学生们”出

现之前很久就在我国书刊中使用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在一

个杂志社中与“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瓦·沃·先生共事多年，而

且和他共同具有上述见解的基本要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虽然在

８０年代和 ９０年代反对过瓦·沃·先生的个别结论，否认他对抽象

社会学领域的探索的正确性，可是无论是在８０年代还是在９０年代，

他都附带声明说，他的批判决不针对瓦·沃·先生的经济著作，他

同意这些著作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因此，现在在发展、巩

固和传播民粹主义（广义的）观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俄国财富》

杂志的台柱们，以为只要简单声明一下，说他们不是“民粹派分子”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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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说他们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社会学学派”，就可以摆

脱“俄国学生们”的批判，那么，这样的手法当然只能引起大家对这

些如此勇敢同时又如此爱耍外交手腕的人的公正嘲笑。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的第 １８２ 页上还提出了如下一个

反对“学生们”的罕见论据：卡缅斯基先生恶毒地攻击民粹派分

子６８；这原来“证明他生气了，而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原文如

此！！〉。我们‘主观主义的老头子’和‘主观主义的青年’一样，可

以允许自己犯这个毛病，而不至于自相矛盾。但是‘完全可以因

其严峻的客观态度而自豪’〈一个“学生”的话〉的学说，其代表则

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人们要求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要根据

对现实和实际发展进行严峻客观的分析，———那就应该由此得出

这些人不该生气的结论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米海

洛夫斯基先生，您是否听说过《资本论》这一名著被公正地认为是

社会现象研究中采取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许多学者和

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严峻的

客观态度。然而在这部罕见的科学著作中你们却能够找到这样多

的“热忱”，这样多的反对落后观点代表者、反对作者深信是阻碍

社会发展的各社会阶级的代表者的热烈而又激昂的论战性文字。

这位作者虽然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法国

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但是他还

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愤怒“攻击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呢？如

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要以严峻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以

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怎么能够由

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１３５　　

“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

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

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

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等等，等等。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所使用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手法只是表明，他到现在为

止对于决定论和宿命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极其起码的问题都

没有弄清楚。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资本正在走来’！这是毫无疑问

的，但是〈原文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去迎接它。”（第 １８９ 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了新大陆，他指出了“俄国学生们”显

然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俄国学生们”与民粹派分子

可以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迎接”俄国发

展着的资本主义，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现象，

或者认为它是一种退步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在真正的道路上前进

了一步，或者认为它偏离了真正的道路；或者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

小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或者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家产

的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在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① 因

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那种对资本

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就是说，他采取了民粹派的态度，这种

态度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① 我们自然不是讲这样一种迎接态度，即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不

懂得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一词所表现的概括。不管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

在俄国生活中多么重要，但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论敌的争论毫不相干，所以不

应当把他们牵涉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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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观点，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那么

一回事！天呀，他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

的代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请不要谈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

展将要带来的〈？〉未来的〈？？〉福利吧。”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只是完全重复了民

粹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不正确的议论方法。我们已经向民粹派分

子反复讲过多少次：这种“关于未来”的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问题不在于“未来”，而在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的、已经

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带来的

（而不是将要带来的）变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搬到了“未

来”，因而实质上就恰好承认“学生们”所反对的论点已经得到证

实。他认为下面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即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

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任何

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这正是民粹派的观点，“俄国学生们”所反

对的也正是这个观点，他们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没有一本“俄国

学生们”所出版的书不谈到或不指明：在农业中以自由雇佣劳动

来代替工役，以工厂工业来代替所谓“手工”工业，是在我们眼前

发生的（并且发生得非常快的）现实现象，而根本不只是“未来”

现象；这种代替在各方面说来都是一种进步现象，它摧毁着墨守

成规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分散的小手工生产；它在提高社会劳

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它在创造

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条件，也就是使那些被抛掷到“穷乡

僻壤”的“定居的无产者”，使那些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

都是定居的无产者变成流动的无产者，使那些盘剥极其残酷，人

身依附形式繁多的亚洲劳动形式变成欧洲劳动形式；“欧洲的思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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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来说，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

样必需的〈请注意：必需的。———弗·伊·注〉”①等等。我们再

说一遍，这一切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但这一切同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毫无关系，这一切写出来完全是

为了反对与《俄国财富》杂志“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要知道

《俄国财富》杂志是一个“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是打着新幌

子偷运旧垃圾。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是驳斥在自由主

义民粹派刊物上十分流行的捏造，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摒弃了

“遗产”，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等等。值

得指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复这种陈词滥调时，他所说的

实质上同那个与《俄国财富》杂志“无关的”“民粹派分子”瓦·

沃·先生所说的一模一样，但后者说的要比他早得多和坚决得多。

读者，您是否读过这位作家 ３ 年以前即在 １８９４ 年底在《星期周

报》７０上为答复彼·伯·司徒卢威所著的一本书而发表的那些文

章？应当承认，据我看来，您如果没有读过，那也毫无所失。这些

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似乎“俄国学生们”割断了贯穿着一切进步

的俄国社会思想流派的民主主义的线索。现在，当米海洛夫斯基

先生斥责“学生们”背弃了《莫斯科新闻》所恶毒攻击的“遗产”

时，他不是在重复着同样的东西吗？只不过在说法上稍微有些不

同而已。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从事这种捏造的人是在颠倒

是非，他们硬说“学生们”与民粹主义的彻底决裂，就表明他们与

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决裂。先生们，事情不是恰恰相反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① 这是舒尔采—格弗尼茨在 １８９６ 年《施穆勒年鉴》６９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

的棉纺工业一文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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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这种决裂不是表明把民粹主义从这些优秀传统中清洗出

去吗？

载于 １８９８ 年圣彼得堡出版的
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
第 ３８４—４２５ 页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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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７１

（１８９７ 年底）

９０ 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

现异常活跃的气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３９的出现，社会民主党人

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党３１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

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宣传中，引起了对纲领

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宣传中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的《迫

切的问题》和《宣言》（１８９４ 年），《“民意社”快报》７２，“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联合会”７３在国外出版的《工作者》４２，在俄国国内出版主要

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紧张活动，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７４在 １８９６ 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７５时所

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来，现在（１８９７ 年底）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

人的实践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是因

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度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它根本不

为对手们所了解，又有种种势力力图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

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热烈捍卫自己的基本

原则。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观点，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

面，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关于它的政

治纲领，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

得，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着某些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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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民主党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

主义，而在实践上，或是由于客观力量所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

鼓动，甚至把自己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到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或者

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做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如果

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后一评语是适用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党

人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党和民权党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任务解释清楚，

把我们下述看法的根据加以说明是特别适时的：我们认为社会民

主党人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反对意见多半是

由于了解不够。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

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

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

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

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从作为

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这

一活动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

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

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

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抱着一

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党人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现

在就来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

民主党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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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

说，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

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

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

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

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密

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

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

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

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

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

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

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厂主提出的

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

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

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在工人中间成立

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印发

工人书刊，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

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活动

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

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

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

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

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

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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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

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无意说，俄国社会民

主党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根本不是

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

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

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

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

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

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

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现在把自己的力量派到手工业者和

农业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想忽视这些阶

层，而要努力教育先进工人了解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的日常生活

情形，使这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把阶级

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俄国民主派，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

治任务也带给这些阶层。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

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去是不实际

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有很多机会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

那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

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党狭隘，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

而有意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无产

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唤醒起来

（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

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分散的

渠道传播开来：为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扎下

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

俄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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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

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毫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

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

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

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

帜，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反对任何想把

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同那些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行为。理

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社会

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工

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与社会主义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的时候，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并

且认为，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把它们搁置一边的任何做法，都是极

大的错误，都是背离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

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

表现，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如果不争得

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

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在工人中间进

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

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

种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对工人，

作为俄国公民，特别是作为最受压迫最无权的阶级的工人所实施

的权利限制，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

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

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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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做政治鼓动的对象。这

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密切联系的。无

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

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

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

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

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

有可能在解决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方面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

们有可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

本家不能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

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并由坚强的社会

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胆战心惊。

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

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是完全并行的。然而这两种

活动和斗争也有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

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

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

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

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

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

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的，还有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

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

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

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

既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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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那么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

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这不是为加强反

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

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

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① 社会民

主党人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支持资产阶

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

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

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

者去反对特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

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并不打算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那里为

自己取得什么，也不会让与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

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

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

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

制制度也敌视其他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

务上，工人阶级和这些集团是一致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

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将利用专制制度警察压迫的每一表现向工

人们指明，这种压迫如何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

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这种压迫如何特别

影响到工人阶级。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６５—６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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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人决心同其他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

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指出某些反政

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要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要解释

这种一致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

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

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

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

士的力量。只有那些立足于已被认识的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

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

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

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

有它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

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反顾地

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

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反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

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

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

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折服于

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

“人民政策”７６），为了巩固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而会和统治阶级

结成同盟反对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整个“知识界”，不能不起

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

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

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１４７　　

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宗

教中间的民主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

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

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

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

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

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

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

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

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

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

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

集团的民主主义融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

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

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划

分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

阶级将带动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

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同当前社会整个政治

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社会主

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

真正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拿官僚这个专干行政

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的机关来说，从专制

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与俄国

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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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

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

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

国，我们也看到，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

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完

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

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反对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反对完全

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责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

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俄国的情

况也是这样。俄国人民中许多各不相同的阶层，都反对专权独

断、不对任何人负责、贪赃受贿、野蛮昏聩、过着寄生生活的俄国官

吏，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吏机构完全

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整个“知识

界”）都与官吏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

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

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

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

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

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

何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

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

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我们

知道，这种意见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曾多次

阐述过，而且早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

放社”３０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就已经阐述过，为什么有人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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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如此惊人地不了解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

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

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

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

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

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忽略

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

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

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

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

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

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

往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提出

了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

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

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

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

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

解广泛得多。１８９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民意社”快报》第 ４ 号，就具体

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

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成效的深刻的思想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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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

文（第 １９—２２ 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

解①。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

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

制度下面，离开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

的工人党呢？”（第 ２１ 页第 ２ 栏）；在稍前一点（第 １ 栏）也同样说：

“……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

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我们完全不懂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十分重

要的这些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除了反对专制制度的

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

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

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建立俄国工人党的组织，是要在极残酷

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时组织政治密

谋②来反对专制制度及其搞这种密谋②的一切条件而能做到这件事

情，那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

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第 ２１页第 １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

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密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

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同社会民主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①

②

在第 ４ 号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
《资料》７７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１８９７ 年）夏天，在
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

无法看到这封信，也无法看到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 ５ 号
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 ４ 号第 ２２ 页第 １ 栏附
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号是否已经出版。

黑体是我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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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

主义７８，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

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

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

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

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

夫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西方的活动看成最好的榜样”（第 ２１

页第 １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

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

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

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

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

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

把警察政府的勇士们统统钉上耻辱柱，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

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

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

反专制政府的斗争，而没有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

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

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

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

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１８９７ 年
６月 ２日颁布的法令，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

然表明这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这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

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

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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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 １８９５—

１８９６ 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只是通过胶印的和石印

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

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

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

享有像“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么

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

内外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一个组

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和纪律，帮助工

人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又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

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

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的沙皇强盗，这样的组织就既

会是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

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

用什么手段，例如，它将采取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

他进攻手段，———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要在现在来解决这个

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像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

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

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

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

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

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

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

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

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

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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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

确的：

“如果他们〈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定要不仅

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

反对专制制度，那么不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怎样称呼自己，他们事

实上是要采纳他们对手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

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实

际事业不太重要的、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

和局部手段的一些细节而已。”（第 ２１ 页第 １ 栏）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怎么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

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

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一些“细节”呢！早已有人说过，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

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

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

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

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做“细节”，是

绝顶荒谬的。从革命理论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

料，我们简直要说这是失言。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前半截，它的

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是部

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

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说这种话，或者是不

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人所共知的事

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夫不承认那些在社会民主党人队

伍里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

（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只了解为反专制制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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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密谋吧？（参看第 ２１ 页第 ２ 栏：“……问题是要……组织革

命密谋”；黑体是我们用的）。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

织政治密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

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

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

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权党人当做比较直爽的

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但是不与他们融合起来”（第 １９ 页第 ２

栏）；不过要补充一句：是当做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

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

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

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

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

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

党（见他们 １８９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发表的《宣言》）。《宣言》里说：“民

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只能凭记忆引证），这就证

明他们又在偷偷地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

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 ２０ 页第 ２ 栏），不是完全没

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

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独特性为耻而与

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面对警察式的

阶级专制制度竟然说什么人们期望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

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

从策略考虑而藏起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

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 ２０ 页第 ２ 栏）旧

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么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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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

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

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

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它就会带来

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

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

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进行压迫和恬不

知耻地援助大工厂主、金融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

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然局限于那个“知识界”，

因为“知识界”由于脱离群众实际利益而软弱无力，这是连《迫切的

问题》也承认了的。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

子融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

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

不要仅仅谈论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且还要按照这个纲领

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

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个以理论问题占主

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其他派别的革

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社会民主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

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

评大不相同，有可能造出这样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

会”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那

种指斥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出现

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党人理论所说服的许多

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说服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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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

人阶级的觉醒，它对知识、团结、社会主义、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

自发追求，表现得日益明显、日益广阔。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

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

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

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

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

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

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

从而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尖锐地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

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破产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

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

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

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脚

的警察专制制度。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

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

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

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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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

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

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放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

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

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起来。检察长和宪兵

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是屹然

不动。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

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

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

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

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

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

时削弱，使代办员和鼓动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正是感到

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

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

要代办员。一切愿意从事任何一种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

的活动的小组和个人，请把自己的愿望告诉同“斗争协会”有联系

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国外“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联合会”代为转达。这种情形可能很少。）需要做各种各

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对秘密活动

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考虑得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

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

细就愈难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

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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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

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竭力用恫

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假文件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

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

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

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革命工作的分

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公开的鼓动员，他们善于向工人宣传，但

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

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工

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提供厂内各种情况的

通讯员。需要有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设置秘密住所的

人。需要有传递书刊、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筹集款

项的人。需要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有一批同工人、工厂生活和当

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同俄国和

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

人。需要有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等等，等等。各个小组或个

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

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宪兵

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

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

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

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分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所以困难，

是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

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

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

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多年的时间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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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革命事业的全面准备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

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前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

道，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将经历

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

关这些愿意效劳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

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

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

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

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１８９８ 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
第 ４２６—４４９ 页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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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７９（节选）

（１８９５ 年底—１８９９ 年 １ 月）

第二版序言８０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 １８９５—１８９６ 年大罢工７５爆发

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

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 １９０１ 年的示威运动８１准备

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

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

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

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

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

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

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

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

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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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

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

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

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

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

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

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

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

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

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

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

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

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

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

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

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

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

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

的却是跳蚤。”①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

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

第二版序言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 卷第 ６０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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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８２。从工役制６１最终过渡

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

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

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

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

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

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

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

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

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

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

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８３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

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

似十月党人８４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

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

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

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

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

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

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

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

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

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

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

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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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

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３ 日的政变８５，标志着

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

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

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

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

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

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

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

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

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８６和劳动派８７），显然沾染上了

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８８和自满这种立宪

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８９即民粹派政党的政

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

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①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

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

书第 ２ 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

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

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１８９７ 年

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

作　 者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第二版序言

① 这种修订可能要求写本书的续篇，要是这样，第 １ 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
第 ２ 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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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９０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

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

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弄清楚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

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　 社 会 分 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

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

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

品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这种发展

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

产，都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而且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

准备好以供消费的各个工序都变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在自然经济

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

村社１２、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

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在商

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类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

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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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关

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

基础上……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而且是

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

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

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

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

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

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会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

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

（《资本论》第 ３ 卷第 ２ 部分第 １７７—１７８ 页，俄译本第 ５２６ 页。①

黑体是我们用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用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

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

门。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

门的那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

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②），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

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７１８ 页。列宁在本书中所
引用的《资本论》文字，都取自《资本论》德文版（第 １ 卷，１８７２ 年第 ２ 版；第 ２ 卷，
１８８５ 年版；第 ３ 卷，１８９４ 年版）。所有引文都是列宁自己翻译的。这里所说的俄译
本是指丹尼尔逊的俄译本。———编者注

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俄国的大田作业原理以及改进大田作业的措施》一

书中，按照主要的市场产品来区分农业的经营系统。主要的农业系统有三：（１）大
田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２）畜牧业的（主要的市
场产品是畜产品）和（３）工厂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技术的）；主
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夫《蒸汽机运输对农

业的影响》１８９０ 年华沙版第 ６８ 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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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

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

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

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

极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

《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１８８４ 年《欧洲通报》杂志２０第 ７ 期）一

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 ３４７ 页），

宣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

图从外部硬挤进去”（第 ３３８ 页）。尼·—逊先生在其《概况》中，

对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

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

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

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

况》１８９３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３７ 页）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

事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

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

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代，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

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

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

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

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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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

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

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

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

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

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

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 ３ 卷第 ２ 部分第 １７７ 页，

俄译本第 ５２６ 页）①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

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

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

市场问题的意义很大，因为它既与工业的演进，也与农业的演进有

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

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

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

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

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

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 ８ 章详细论述）。在瓦·

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漏掉

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

对农业的影响。②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７１８ 页。———编者注
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集》

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１０２—２３１ 页。———编者注）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
俄国民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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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

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假定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

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

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

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困化”、“破产”为

前提。有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

缩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上引尼·—逊先生的

书第 １８５ 页，和第 ２０３、２７５、２８７、３３９—３４０ 页及其他各页。在瓦·

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

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

细考察。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

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

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只从小生产者破产这一事实

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

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

（参看上面注释中所指的文章①）。他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

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

成资本为前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

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

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

工具、原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指《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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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忘记了，对市场

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早

先主要经营自然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

手中货币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

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

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随着一部分农村

居民〈从土地上〉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

些生活资料现在转化为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

质要素。”（《资本论》第 １ 卷第 ７７６ 页）①“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

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

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同上，第 ７７８ 页）②因此，从抽象的

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

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想从这个破

产中作出的结论相反，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如果同一

位尼·—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

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概况》第 ７１

页和第 １１４ 页），那么，这只证明这位著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

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现在谈国内市场理论的下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

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１）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８５５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８５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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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形式存在

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２）第二部

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３）第三部分是归

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逊先生和瓦·

沃·先生那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头两部分的实现（即找到相当的

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

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怎样得到实

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

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６４的“困难的

出路”。（尼·—逊《概况》第 ２ 篇第 １５ 节整节，特别是第 ２０５ 页；

瓦·沃·在 １８８３ 年《祖国纪事》杂志２４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

应过剩》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１８９５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１７９ 页及

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有国外市

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

农民破产和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

场又是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可望而不可即

的，———请看，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

宣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

尼·—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谈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

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概况》中讲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

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像我们马

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件

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

瓦·沃·先生我们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因为即使怀疑他只

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

己的学说，好像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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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两人神气十足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

于这个问题的论断，而且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 ２ 卷详尽批

驳了的旧错误①。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

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个幼稚的观点包

含着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实现学说的其后一切错误都是从

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

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

其产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

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

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全部

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瓦·

沃·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积累，而

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

目前发展水平下的机体消费能力〈原文如此！〉”（上引书第 １４９

页）；“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俭朴和节欲，而是因为人的机体有

局限性或者缺乏伸缩性〈！！〉，不能用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来扩大

自己的消费能力”（同上，第 １６１ 页）。尼·—逊先生则竭力把问

题说成这样，好像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像他注

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

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

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逊先生的《概况》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在这里，瓦·沃·先生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瓦·沃·先生阐

述了自己的学说并暴露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 ２ 卷毫无所知，但他
立即毫无根据地宣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理

论经济学概论》第 ３ 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规律〈原文如此！？！〉》第
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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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０３—２０５ 页），这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

夫先生①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

分，见该书 １８９７ 年莫斯科版第 ２３７—２４５ 页），况且要证明刚才对

尼·—逊先生的论断所作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作的最终结论

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尼·—逊先生的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

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

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

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道理呢？

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

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

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

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

也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把问题从一国转

移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

“困难的出路”的尼·—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用

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能从流通中

取得的只是在价值上与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 ２０３

页）。试问，我们这位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

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

呢？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

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撇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引证的司徒卢威先生和杜

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 １８９９ 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顺利地
从“马克思的批判家”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 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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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替换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

替换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

额外价值，他却抛开这个必要前提，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回避

问题，谈论国外市场。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

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替换销售部分的

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

现问题时，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

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

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 ２ 卷

第 ４６９ 页）①。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自以为指出实现额外

价值的困难，就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估计。其实，他们对

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

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

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

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

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

仅在实现消费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

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各个单独的生产者为他

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
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

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弄清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当·斯密谈起，因为这个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５２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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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错误理论是他创立的，而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

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

分：可变资本（照他的术语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

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把商品价格总共算成三部

分）。① 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

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当做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

称做企业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②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

呢？亚当·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

该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

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

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

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

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

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

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

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谷物的价格

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

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③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

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１ 年第 ４ 版第 １ 卷第 ７５ 页。第 １
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然秩序》，

第 ６ 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译本（１８６６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１
卷第 １７１ 页。
上引书第 １ 卷第 ７８ 页，俄译本第 １ 卷第 １７４ 页。
上引书第 １ 卷第 ７５—７６ 页，俄译本第 １ 卷第 １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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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卷第 ３６６ 页）①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９１”（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６１２ 页）②。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为这三个

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农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

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错误地把

资本的不变部分从产品价格中排除掉，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

经济中的积累，也就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

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

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

说完全用做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做不变资

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 １ 卷（第 ７ 篇《积累过程》第 ２２ 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第 ２

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斯

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 ２ 卷中

“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

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 １

卷第 ６１２ 页）９２。亚当·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

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为可变资

本和额外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

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

劳动和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在新形态的有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有

用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③。

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的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４１４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６８１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２３２—２３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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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

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从国家

总产品中排除掉的错误理论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

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

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

分，或者说，是他们不占用资本就可以列入消费储备或用于生活必

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部分。”（亚·斯密的书第 ２篇《论储备之本

性、积累和使用》第 ２章，第 ２卷第 １８ 页；俄译本第 ２ 卷第 ２１ 页）这

样，亚·斯密把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

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

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当·斯密的这个矛

盾：既然资本不包括在产品中，资本又怎么能包括在收入中呢？（参

看《资本论》第２卷第３５５页）①在这里，亚当·斯密自己不知不觉地

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

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接下去的议论中，亚当·斯密遇到了另一个

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维持固定资本的

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

器、生产工具和有用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

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

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

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

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不论是（劳动）

“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

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上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卷第 ４０２—４０４页。———编者注



１７７　　

亚·斯密的书）这里透露出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的想法：一

种劳动提供能够加入“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

机器、生产工具和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加入个人消费

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绝对必须区分

两种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投入生产）。纠正了斯密的上
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

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

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

们全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①，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

于收入的种种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

下面谈到。在关于是否可能发生整个商品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

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

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

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评论来说就是：“由于出发点不

正确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不正确，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

的争吵。”（上引书第 ２１ 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争吵的

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１８９４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３７７—４０４ 页）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以上所述自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例如，李嘉图断言：“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

分用做计件工资，另一部分用做利润，第三部分用做地租。”（《李嘉图全集》季别尔

译本 １８８２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２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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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

品一样，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１）不变资本，（２）可变资本，

（３）额外价值。对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１ 卷关于资本生产过

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必须区

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

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不是由人消费而是由资本

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第Ⅱ部类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

物品的生产。“仅仅这一划分，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

吵更有理论意义。”（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 ２７ 页）于是发生了一

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

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划分，而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

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划分，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

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纳入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

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去呢？问题是：在分析单个资

本的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

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撇开了，

因为这个问题无助于这种分析并且与这种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

考察的只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

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

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

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

（Ｓｔｏｆｆｅｒｓａｔｚ。———《资本论》第 ２ 卷第 ３８９ 页）①，因此把各种在社

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４３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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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过程在

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Ⅱ部类的（以消费品

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

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

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转化为资本）。其次，以生产资

料形式存在的（第Ⅰ部类）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必须交换成供制

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

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

料，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

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

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

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

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

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

反，如果假定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有积累，那么前者就应

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来开始新的生产。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

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它的实现，部分

是通过本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

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需的材料或工具），部分

是通过直接投入生产（例如，为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而开采

的煤，农业中的种子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

源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们取自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这种

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追加生产

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

任务并不是专门考察实现论，而为了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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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对国内市场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结论，上面所说的就已经

足够了。①

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上，从马克思的实现论中得出

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

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

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看到，消费品（第Ⅱ部

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Ⅰ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

外价值进行交换。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

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

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

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

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

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

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

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

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

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

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正如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参看《资本论》第 ２ 卷第 ３ 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３８９—５９０ 页。———编者注），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需品
与奢侈品、货币流通、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 ２ 卷的
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

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

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 ４０７—４３８ 页）令人满意，因为杜冈—巴拉诺

夫斯基先生在制定自己的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的理论

说明得不够；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叙述（《政治经

济学原理》１８９８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２８１—２９５ 页）令人满意，因为亚·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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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二册第三篇）①，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

思指的是经本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

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　 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

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

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

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

本。”（《资本论》第 ３卷第 １部分第 ２８９页，俄译本第 ２４２页）②

这里所谓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不过是用交换价值的术语

来表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

部分，是由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所需要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

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

力，创立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

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 　 “在这里〈即

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像

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耗费自

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

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ａ）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的较大部分用来生产

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

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ｂ）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

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４７０— ４７３、４７８— ４８３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３４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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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资本论》第 ２

卷第 ４３６ 页，俄译本第 ３３３ 页）①对自己同生产的关系的这种“明

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

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

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

品。因为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所生产的物品的种类完全无关紧

要（一切产品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肤浅的、单个人的观点就

被经济理论家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

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

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

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

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

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

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

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

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

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

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

而民粹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

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

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４８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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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 ２卷第 ３０３页）①

“……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

消费力的限制……　 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

础发生冲突。”（同上，第 ３ 卷第 １ 部分第 ２２５—２２６ 页）②“以广大

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

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

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

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因此，如果说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

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

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第 ３

卷第 １ 部分第 ２３２ 页，俄译本第 １９４ 页）③“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

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

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④（第 ３ 卷第 ２ 部分第 ２１ 页，俄译本

第 ３９５ 页）⑤在所有这些原理中，只不过是确认了上面讲的无限制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③

④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３５０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２７２—２７３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２７８—２７９ 页。———编者注

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９３）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１８９９
年斯图加特版第 ６７ 页）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主义转到
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紧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论中的矛盾，马

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矛盾”仅存在

于下边两个方面之间：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负，另一方面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

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伯恩施坦是何等地不懂得实现论，这从他十分可

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

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仆役”（原文如此！第 ５１—
５２ 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第 ２ 版注释）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５４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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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① 如果从《资本

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

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说什么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

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和不

变资本之间……的流通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②；但是这个分

析也指出了这种“限制”的真正性质，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

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

的种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

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

显的现实，而躲到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幻想中去。无限制扩大

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

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

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

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

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

步性。③

七　 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同马克

思自己对实现的分析相矛盾（１８９８ 年《世间》杂志９４第 ６ 期第 １２３ 页《资本主义与
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指出了生

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３４０ 页。———编者注
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参看《列宁全

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１０２—２３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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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

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

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

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

几个这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

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

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这样把自

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

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

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

些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

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

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

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

定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

工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

产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

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传》第 ２ 卷第 ２００ 页，转引自
《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１８９６年莫斯科版第 １０１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穷

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为

特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

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

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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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

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

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

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

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

论》第 ３ 卷第 ２ 部分第 ３７９ 页，俄译本第 ６９８ 页，有错误）①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

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

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

资的余额即利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

在反驳蒲鲁东时得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

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

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

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②这一论点，但他

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

“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 ２６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产

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斯用

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

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

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 ２７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指出这一点，可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９５５ 页。———编者注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研究》１８７５年柏林版第 ７２页及以下各页。



１８７　　

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

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

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

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

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 ３２页）概括成几个论点，首先这样开始

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

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

分。”（第 ３３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

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

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

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

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谈论“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

４９—５０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

当·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

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①不过是一句空话

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

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 ４ 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１８８４ 年

柏林版）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

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

矛盾。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②（《资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研究》１８７５ 年柏林版第 ３２ 页：“……我不得不
给这个关于卓越方法的概述，加上一个与这种卓越方法相适应的至少是关于国民产

品分配的完整理论。”

因此卡·迪尔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政治学辞典》，《洛贝

尔图斯》条，第 ５ 卷第 ４４８ 页）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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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第 ２ 卷序言第 ＸＸＩ页）①。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

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

（上述文集第 ８１ 页）中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 ５ 节《分

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

斯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

《收入》一条（同上，第 ２８３ 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

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

地承认“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困难的是区分

收益（Ｅｒｔｒａｇ）和收入（Ｅｉｎｋｏｍｍｅｎ）”。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

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

“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

能谈“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

经济生活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

出来，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

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

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

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

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

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２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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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

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

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

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Ｒｏｈｅｒｔｒａｇ）和纯收

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生产（Ｂｒｕｔｔｏｐｒｏｄｕｋｔｓ ｏｄｅｒ Ｒｏｈｐｒｏｄｕｋｔｓ）中扣除了

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

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总产品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

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预定要

重新成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

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

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

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

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

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脚点上，因而

只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看做纯收入。”（第 ３ 卷第 ２ 部分第

３７５—３７６ 页，俄译本第 ６９５—６９６ 页）①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

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

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②？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９５１—９５２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９５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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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

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 ２ 卷第 ３ 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

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 ３

卷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

第 ２ 卷中的这个分析①。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对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

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原理相

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从没有

对外贸易这个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

进行这种分析时说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

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的

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这样来谈

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

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能够用这些错误“理论”支吾搪塞，

而无须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②。对他们来说，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资本论》第 ３ 卷第 ２ 部分第 ７ 篇《收入》第 ４９ 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俄译
本第 ６８８—７０６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９４３—
９６５ 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
程的一些情况（第 ３７９—３８２ 页，俄译本第 ６９８—７００ 页（同上书，第 ９５５— ９５８
页。———编者注））。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上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纺织

业，还在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逊先生所

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 ２１４—２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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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

一种遁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

察那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①。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

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

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

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未必

能用“资本家不可能消费掉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

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考察———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

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商品流通发展史。考察了这个历史，当

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

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

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

道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

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

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像民粹派喜

欢一本正经地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

值”。这只是说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国民资本另一种

分配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

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

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不去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沃尔金 《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１８９６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７１—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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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国外市场，不去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呢？

第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

上、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徭役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

手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

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

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规模上都没

有变化，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民的村庄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

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附近小市场的界限。相反，资本主义企业

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

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

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决不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

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

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

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

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也还是历史

性的原因。要弄清这些原因，就必须考察各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它

在国内的发展，它向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化，———一句话，必须

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事实，而民粹派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

场都“不可能”这种毫无价值的（和毫无内容的）空话作掩护，乘机

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九　 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分析的那些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理论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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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总括一下。

（１）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

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加工（以及这一加工

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

品）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

身也变成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２）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

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

农业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

工业中来。

（３）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

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

的必要条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

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

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

商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

这些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

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

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

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

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承包人、木材业者、厂主等都一

样）雇用工人所花费的货币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

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４）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
（因而也包括额外价值的实现）是无法说明的：（１）社会产品，如同

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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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像亚当·斯密和继他之后

而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解为可变

资本＋额外价值）；（２）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

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马克思确立了

这些基本理论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

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指出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是完

全错误的。

（５）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

由上述各点自然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

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

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

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

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

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

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

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

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

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

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像民粹派经

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

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

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就是要考察答复这些问题的资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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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

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

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品

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场的

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 １８６５ 年的 ３ ８１９ 公里增长到 １８９０ 年的
２９ ０６３ 公里①，即增加 ６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

间（１８４５年为 ４ ０８２公里，１８７５年为 ２６ ８１９公里，增加了 ５倍），德国

则用了较短的时间（１８４５年为 ２ １４３公里，１８７５年为 ２７ ９８１公里，增

加了 １１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很大：

例如，在 １８６８—１８７２ 年这 ５ 年中敷设了 ８ ８０６ 俄里，而在 １８７８—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上引《世界经济概述》。在 １９０４ 年，欧俄（波兰王国、高加索与芬兰也在内）有
５４ ８７８ 公里，亚俄有 ８ ３５１ 公里。（第 ２ 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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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２年这 ５年中只敷设了 ２ ２２１ 俄里。① 根据这种变动的幅度，可

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时

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路建设

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６０ 年代末（和 ７０ 年代初）以及

９０年代后半期。从 １８６５ 年到 １８７５ 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

１ ５００公里，而从 １８９３年到 １８９７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 ２ ５００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１８６８ 年为 ４３ ９００ 万普特；１８７３ 年为

１１１ ７００ 万普特；１８８１ 年为 ２５３ ２００ 万普特；１８９３ 年为 ４８４ ６００ 万

普特；１８９６ 年为 ６１４ ５００ 万普特；１９０４ 年为 １ １０７ ２００ 万普特。客

运增长的速度也很快：１８６８ 年为 １ ０４０ 万人；１８７３ 年为 ２ ２７０ 万

人；１８８１ 年为 ３ ４４０ 万人；１８９３ 年为 ４ ９４０ 万人；１８９６ 年为 ６ ５５０

万人；１９０４ 年为 １２ ３６０ 万人。②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③：

年代

汽船

数目 马力

其他船

舶数目

载重量

（单位百万普特）

船的价值

（单位百万卢布）
船上职工人数

汽船
其他

船只
共计 汽船

其他

船只
共计 汽船

其他

船只
共计

１８６８ ６４６ ４７ ３１３ — —　 　 — —　 — — — — — —

１８８４ １ ２４６ ７２ １０５ ２０ ０９５ ６ １ ３６２ ３６８ １ ４８ ９ ３２ １ ８１ １８ ７６６ ９４ ０９９ １１２ ８６５

１８９０ １ ８２４ １０３ ２０６ ２０ １２５ ９ ２ ４０１ ４１０ ２ ７５ ６ ３８ ３ １１３ ９ ２５ ８１４ ９０ ３５６ １１６ １７０

１８９５ ２ ５３９ １２９ ７５９ ２０ ５８０ １２ ３ ５２６ ９ ５３９ ２ ９７ ９ ４６ ０ １４３ ９ ３２ ６８９ ８５ ６０８ １１８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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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瓦·米海洛夫斯基《俄国铁路网的发展》，１８９８ 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９５

第 ２ 期。
《军事统计汇编》第 ５１１ 页。尼·—逊先生《概况》附录。《俄国的生产力》第 １７ 编

第 ６７ 页。１８９８ 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９６第 ４３ 期。１９０５ 年的《俄罗斯年鉴》
１９０６ 年圣彼得堡版。
《军事统计汇编》第 ４４５ 页。《俄国的生产力》第 １７ 编第 ４２ 页。１８９８ 年《财政与工
商业通报》杂志第 ４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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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俄内河货运量，１８８１ 年为 ８９ ９７０ 万普特；１８９３ 年为
１１８ １５０ 万普特；１８９６ 年为 １５５ ３００ 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
１８ ６５０ 万卢布、２５ ７２０ 万卢布、２９ ０００ 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 １８６８ 年有汽船 ５１ 艘，装载量为 １４ ３００ 拉斯

特①，又有帆船 ７００ 艘，装载量为 ４１ ８００ 拉斯特，而在 １８９６ 年则有

汽船 ５２２ 艘，装载量为 １６１ ６００ 拉斯特②。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 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年这 ５ 年

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 １８ ９０１ 艘，装载量为 ３ ７８３ ０００

吨；在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 年，平均每年为 ２３ ２０１ 艘（增加 ２３％），装载量

为 １３ ８４５ ０００ 吨（增加 ２６６％）。因此，装载量增加２２／３倍。在 ３９

年间（从 １８５６ 年到 １８９４ 年），装载量增加了 ４ ５ 倍；如果把俄国船

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 ３９ 年间增加了
２ ４ 倍（从 ８２３ 艘增加到 ２ ７８９ 艘），装载量增加了 １１ １ 倍（从
１１２ ８００ 吨增加到 １ ３６８ ０００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 １６％（从
１８ ２８４ 艘增加到 ２１ １６０ 艘），装载量增加了 ４ ３ 倍（从 ３ ４４８ ０００

吨增加到 １８ ２６７ ０００ 吨）。③ 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

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１８７８ 年为 １ ３００ 万吨，１８８１ 年为 ８６０

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

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

终需要工作，准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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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拉斯特是俄国在 ２０ 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 ５ ６６３ 立方米，重量约
为两吨。———编者注

《军事统计汇编》第 ７５８ 页和《财政部年鉴》第 １ 编第 ３６３ 页。《俄国的生产力》第
１７ 编第 ３０ 页。
《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 ５６ 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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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①：

年　 代
俄国居民数目

（芬兰除外，

单位百万）

进出口总值

（单位百万

纸卢布）

人均对外

贸易额

（单位卢布）

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６９ ０ ３１４ ０ ４ ５５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７３ ８ ３４７ ０ ４ ７０
１８６６—１８７０ ７９ ４ ５５４ ２ ７ ００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 ８６ ０ ８３１ １ ９ ６６
１８７６—１８８０ ９３ ４ １ ０５４ ８ １１ ２９
１８８１—１８８５ １００ ６ １ １０７ １ １１ ００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 １０８ ９ １ ０９０ ３ １０ ０２
１８９７—１９０１ １３０ ６ １ ３２２ ４ １０ １１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

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 １８６０—１８６３ 年的 １１ ３００ 万卢布
（１８６４—１８６８ 年是 １７ ０００万卢布）增加到 １８８４—１８８８ 年的 ６２ ０００

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 １８６４—１８６８ 年的 ３３ ５００ 万卢布增

加到 １８８４—１８８８ 年的 １４９ ５００ 万卢布。② 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

的与工业的）周转额，从 １８７２ 年的 ２７５ 万卢布（１８７５ 年是 ２ １８０万

卢布）增加到 １８９２ 年的 ８ ２６０万卢布，１９０３ 年的 １８ ９６０万卢布。③

土地抵押贷款从 １８８９ 年到 １８９４ 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

估价额从 １３９ ５００万卢布增加到 １８２ ７００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
７９ １００ 万卢布增加到 １０４ ４００ 万卢布。④ 储金局的业务在 ８０ 年代

与 ９０ 年代特别发展。１８８０ 年，这类储金局有 ７５ 家，１８９７ 年则有
４ ３１５家（其中有 ３ ４５４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１８８０ 年为 ４４０ 万

卢布，１８９７ 年为 ２７ ６６０ 万卢布。年底存款额，１８８０ 年为 ９００ 万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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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 １７ 页。１９０４ 年的《俄罗斯年鉴》１９０５ 年圣彼
得堡版。

《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９０ 年版第 １０９ 表。
《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９６ 年版第 １２７ 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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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１８９７ 年为 ４９ ４３０ 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

的是 １８９１ 年与 １８９２ 年这两个荒年（５ ２９０ 万卢布与 ５ ０５０ 万卢

布）以及最近两年（１８９６ 年为 ５ １６０ 万卢布，１８９７ 年为 ６ ５５０ 万卢

布）。①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 １９０４ 年，全俄共

有储金局 ６ ５５７ 家，存户为 ５１０ 万，存款总额为 １１０ ５５０ 万卢布。

附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

机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

什么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１９０４

年）与法国（１９００ 年———１９０１ 年《劳动局公报》第 １０ 号的资料）的

这些储金局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俄　 　 　 国

存　 款　 数　 目
存户数目

（单位千）
百分比

存款总额

（单位百万卢布）
百分比

２５ 卢布以下者 １ ８７０ ４ ３８ ７ １１ ２ １ ２
２５—１００ 卢布者 ９６７ ７ ２０ ０ ５２ ８ ５ ４
１００—５００ 卢布者 １ ３８０ ７ ２８ ６ ３０８ ０ ３１ ５
超过 ５００ 卢布者 ６１５ ５ １２ ７ ６０５ ４ ６１ ９　
　 　 　 　 共　 计 ４ ８３４ ３ １００ 　 ９７７ ４　 １００ 　

法　 　 　 国

存　 款　 数　 目
存户数目

（单位千）
百分比

存款总额

（单位百万法郎）
百分比

１００ 法郎以下者 ５ ２７３ ５ ５０ １ １４３ ６ ３ ３
１００—５００ 法郎者 ２ １９７ ４ ２０ ８ ４９３ ８ １１ ４
５００—１ ０００ 法郎者 １ １１３ ８ １０ ６ ７２０ ４ １６ ６
超过 １ ０００ 法郎者 １ ９４８ ３ １８ ５ ２ ９７９ ３ ６８ ７　
　 　 　 　 　 共　 计 １０ ５３３ ０　 １００ 　 ４ ３３７ １　 １００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

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 １２ 类行业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１８９８ 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第 ２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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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

的人，达 ２２ ８５０ 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

化，靠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

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

所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

生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

经谈过了。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

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

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１）　 城市的增加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

改革后时代欧俄（５０ 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１８６３ 年的数字，引自《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６６ 年版第 １ 卷）和《军事统计汇
编》。奥伦堡省与乌法省城市人口的数字，是依据城市表改正过的。因此，我国城

市人口总计为 ６ １０５ １００人，而不是《军事统计汇编》所说的 ６ ０８７ １００人。１８８５ 年
的资料，引自《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度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９７ 年的数字，引自 １８９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的人口调查（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的《１８９７ 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１８９７ 年和 １８９８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１ 编和第 ２ 编）。根据 １８９７ 年的人口调查，城市的
常住人口为 １１ ８３０ ５００ 人，即 １２ ５５％。我们采取的是城市现有人口。应该指出：
不能担保 １８６３、１８８５、１８９７ 各年资料是完全同类的和可比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比
较最一般的关系并把大城市的资料划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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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欧俄人口（单位千）

共　 计 城　 市 县

城市

人口

的百

分比

城市数目 大城市人口（单位千）

人口

超过

２０万
的

人口

在 １０万
—２０
万的

人口

在 ５万
—１０
万的

大城

市总

数

人口

超过

２０万
的

人口

在 １０万
—２０
万的

人口

在 ５万
—１０
万的

总数

１８６３年
１４个最
大城市

的人口

（单位

千）

１８６３ ６１４２０ ５ ６１０５ １ ５５３１５ ４ ９ ９４ ２ １ １０ １３ ８９１ １ １１９ ０ ６８３ ４ １６９３ ５ １７４１ ９

１８８５ ８１７２５ ２ ９９６４ ８ ７１７６０ ４ １２ １９ ３ ７ ２１ ３１ １８５４ ８ ９９８ ０ １３０２ ７ ４１５５ ５ ３１０３ ７

１８９７ ９４２１５ ４ １２０２７ １ ８２１８８ ３ １２ ７６ ５ ９ ３０ ４４ ３２３８ １ １１７７ ０ １９８２ ４ ６３９７ ５ ４２６６ ３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

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① 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

增长快 １ 倍：从 １８６３ 年到 １８９７ 年，全部人口增加了 ５３ ３％，农村

人口增加了 ４８ ５％，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 ９７％。在 １１ 年（１８８５—

１８９７ 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计算是 ２５０ 万人②，这就是说，每年有 ２０ 万人以上。

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

快得多。居民在 ５ 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 １８６３ 年到 １８９７ 年，增

加了 ２ 倍以上（从 １３ 个到 ４４ 个）。在 １８６３ 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

约 ２７％（６１０ 万中的 １７０ 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 １８８５ 年，则约

有 ４１％（９９０ 万中的 ４１０ 万）③，而在 １８９７ 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

大约 ５３％（１ ２００ 万中的 ６４０ 万）。因此，在 ６０ 年代，城市人口的

性质主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具有农业性质的城市居民点的数目极少，而这些地方的居民数目，与市民总数比

起来是非常小的。”（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话，见《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

方面的影响》第 ２ 卷第 １２６ 页）

１８９７ 年 ６ 月《新言论》杂志６７第 １１３ 页。
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开列了一个表（上引书第 １４０ 页），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在
１８８５ 年，８５ ６％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到 ２０ ０００ 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占市民总数的
３８％；１２ ４％的城市（６６０ 个当中的 ８２ 个），其居民皆不到 ２ ０００ 人，这些城市的市
民只占市民总数的 １ １％（９ ９６２ ０００ 人当中的 １１０ ００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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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１４ 个在 １８６３ 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

口，从 １７０ 万人增加到 ４３０ 万人，即增加了 １５３％，而全部城市人口

只增加了 ９７％。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

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２）　 国内移民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第 １ 章第 ２ 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

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

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

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

变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

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

加为前提。”①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

而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

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

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区去。

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

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

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的

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

（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更快的话。在

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１）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

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２）资本主义在“新的土

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７ 卷第 ７１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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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

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

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

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

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 ６０ 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

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像巨流般地

向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

掩盖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

人口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 ５０ 个省

分成几个类别。我们举出 １８６３ 年和 １８９７ 年欧俄 ９ 个地区的城市

人口的资料。①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 ３ 个地区的资

料：（１）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 １１ 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

省）②。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２）中部农业地区
（第 ３ 类的 １３ 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

到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３）农业边疆地区（第 ４ 类的
９ 个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

这 ３３ 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

起来，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见本卷第 ２０５ 页。———编者注
把我们所举出的非农业省同两个首都省列为一类是正确的，两个首都的人口主要

由这些省的移民来补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 １８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圣彼
得堡人口调查，该地共有 ７２６ ０００ 农民与小市民；其中有 ５４４ ０００ （即 ３／４）是我们列

为第一个地区的 １１ 个省的农民与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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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 １４ １％增长到 ２１ １％。农村人口的增

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

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１０５％与 ９７％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

欧工业国家比较（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

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

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 １８６３ 年到
１８９７ 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

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像巨流般地从这一地

区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 １８８５ 年

到 １８９７ 年，从这里移出约 ３００ 万人，即人口总数的１／１０强。①

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

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 １１ ２％增加到 １３ ３％，即 １００ 与 １１８ 之

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 ９ ９４％增加到 １２ ７６％，即 １００ 与 １２８ 之

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

均数高得多（１３０％与 ９７％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

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象

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 ８７％，而俄国的平均增加数

则为 ４８ ５％。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盖的现象

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１８９７ 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仍然

与 １８６３年一样（１９ ６％），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至降低了
（从 ２５ ９％降到 ２５ ４％），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的增长稍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上引著作第 １０９ 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 １１０—
１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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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俄
各
省
类
别

省 数

人
口
数
目
（
单
位
千
）

１８
６３
年

１８
９７
年

共
计

村
庄

城
市

共
计

村
庄

城
市

城
市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１８
６３
年
１８
９７
年

１８
６３
年
至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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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人
口
增
加
的

百
分
比

共
计
村
庄
城
市

Ｉ
首
都
省
…
…
…
…
…
…
…

２
２
７３
８
４
１
６８
０
０
１
０５
８
４
４
５４
１
０
１
９８
９
７
２
５５
１
３
３８
６

５６
２

６５
１８

１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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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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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农
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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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９
８９
０
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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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２
５
１
１２
７５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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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１
１０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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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０
８４
５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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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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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６３
７
５
３
６５
５
３
１４
１

２１
１

３６
２５

１０
５

ＩＩＩ

中
部
农
业
省
份
、
小
俄
罗
斯

和
中
伏
尔
加
省
份
…
…
…

１３
２０
４９
１
９
１８
７９
２
５
１
６９
９
４
２８
２５
１
４
２５
４６
４
３
２
７８
７
１
８
３

９
８

３８
３５

６３
ＩＶ

新
罗
西
亚
、
下
伏
尔
加
与
东

部
各
省
…
…
…
…
…
…
…

９
９
５４
０
３
８
４７
２
６
１
０６
７
７
１８
３８
６
４
１５
９２
５
６
２
４６
０
８
１１
２

１３
３

９２
８７

１３
０

　
前
四
类
总
计
…
…
…
…
…
…

３３
４２
６６
１
３
３８
１１
０
７
４
５５
０
６
６３
９３
０
６
５５
０２
７
４
８
９０
３
２
１０
５

１３
９

４９
４４

９５
６

Ｖ
波
罗
的
海
沿
岸
各
省
…
…

３
１
８１
２
３
１
６０
２
６
２０
９
７
２
３８
７
０
１
７８
１
６

６０
５
４
１１
５

２５
３

３１
１１

１８
８

ＶＩ

西
部
各
省
…
…
…
…
…
…

６
５
５４
８
５
４
９４
０
３
６０
８
２
１０
１２
６
３
８
９３
１
６
１
１９
４
７
１０
９

１１
８

８２
８１

９６
ＶＩ
Ｉ
西
南
部
各
省
…
…
…
…
…

３
５
４８
３
７
４
９８
２
８
５０
０
９
９
６０
５
５
８
６９
３
０

９１
２
５
９
１

９
５

７５
７４

８２
ＶＩ
ＩＩ
乌
拉
尔
各
省
…
…
…
…
…

２
４
３５
９
２
４
２１
６
５
１４
２
７
６
０８
６
０
５
７９
４
６

２９
１
４
３
２

４
７

３９
３７

１０
５

ＩＸ

极
北
部
各
省
…
…
…
…
…

３
１
５５
５
５
１
４６
２
５

９３
０

２
０８
０
０
１
９６
０
０

１２
０
０
５
９

５
８

３３
３４

２９
　
共
　
计

５０
６１
４２
０
５
５５
３１
５
４
６
１０
５
１
９４
２１
５
４
８２
１８
８
２
１２
０２
７
２
９
９４

１２
７
６
５３
３
４８
５
９７
０

　
　
各
类
所
包
括
的
省
份
：
（
Ｉ ）
圣
彼
得
堡
与
莫
斯
科
；
（
ＩＩ
）
弗
拉
基
米
尔
、
卡
卢
加
、
科
斯
特
罗
马
、
下
诺
夫
哥
罗
德
、
诺
夫
哥
罗
德
、
普
斯
科
夫
、

斯
摩
棱
斯
克
、
特
维
尔
与
雅
罗
斯
拉
夫
尔
；
（
ＩＩＩ
）
沃
罗
涅
日
、
喀
山
、
库
尔
斯
克
、
奥
廖
尔
、
奔
萨
、
波
尔
塔
瓦
、
梁
赞
、
萨
拉
托
夫
、
辛
比
尔
斯
克
、
坦

波
夫
、
图
拉
、
哈
尔
科
夫
与
切
尔
尼
戈
夫
；
（
ＩＶ
）
阿
斯
特
拉
罕
、
比
萨
拉
比
亚
、
顿
河
、
叶
卡
捷
琳
诺
斯
拉
夫
、
奥
伦
堡
、
萨
马
拉
、
塔
夫
利
达
、
赫
尔

松
与
乌
法
；
（
Ｖ
）
库
尔
兰
、
里
夫
兰
与
爱
斯
兰
；
（
ＶＩ
）
维
尔
纳
、
维
捷
布
斯
克
、
格
罗
德
诺
、
科
夫
诺
、
明
斯
克
与
莫
吉
廖
夫
；
（
ＶＩ
Ｉ ）
沃
伦
、
波
多
利

斯
克
与
基
辅
；
（
ＶＩ
ＩＩ
）
维
亚
特
卡
与
彼
尔
姆
；
（
ＩＸ
）
阿
尔
汉
格
尔
斯
克
、
沃
洛
格
达
与
奥
洛
涅
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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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慢一些（增加 １３１％与 １３５％，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 １４１％）。因此，

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的更大的增长。

（３）　 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并

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二

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①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内

特别多。② 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 ９个工业省

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 １８６３年为 ７ ３％，在 １８９７ 年为 ８ ６％。问题在

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工业村。

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的“城市”中间，

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 ３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甚至 １ ０００ 的，而许多
“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或５ ０００。《雅罗斯拉夫尔省概

述》的编者说得对（第 ２编第 １９１页），在改革后时代，“城市开始更加

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

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

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

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

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

姆两省，１８６３年为 ３ ２％，１８９７年为 ４ ７％，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

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上面第 ７ 章第 ８ 节和有关第 ７ 章的附录三。（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４７５—４８２、５５７—５６２ 页。———编者注）
关于科尔萨克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可参看沃尔金先生正确的评论。（上

引书第 ２１５—２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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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为 ６ ４００人（１８９７年），但是根据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地方自治局６２人

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的居民为 ８４ ７００人，其中有 ５６ ０００人完全不从

事农业，只有 ５ ６００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

据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６５ ０００人是无土地的，８１ ０００人则只有割草

场。这就是说，单是这两个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

市人口还要多（１８９７年为 １９５ ６００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它

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站附

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 ６ 章

第 ２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和城

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率通

常比较高。① 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城市

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汇

集》提供了关于该省 ８个县村庄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市为
８个，人口为 ５６ １４９人（１８９７年）。而在村庄中，有 ４个村庄很突出，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是陈旧

的）资料看出来：欧俄 ２５个省在 ６０年代居民超过 ２ ０００的村有 １ ３３４个。其中有 １０８个
村，其居民为 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人，有６个村，其居民为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人；有１个村，其居
民为 １５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人；有 １个村，其居民超过 ２０ ０００人。（第 １６９页）不仅在俄国，而
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

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

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

这些小城市与周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　 城市居民区与农村
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承认了这点，抛开了

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

尔《国民经济的发生》１８９３年蒂宾根版第 ２９６—２９７页和第 ３０３—３０４页）俄国的统计在
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 ５３６ 页和第 ４７４
页），列入城市的是居民超过 ２ ０００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
工厂村等等。因此，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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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共有９ ３７６户，居民达５３ ７３２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些村庄

中有商店 ２４０家，工业企业 ４０４ 个。总户数中有 ６０％完全不种地，

有 ２１％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 ７１％既无役畜又无农具，有 ６３％全

年购买粮食，有 ８６％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口列入工商

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人口的数量，

因为在这 ８个县中，共有 ２１ ９５６ 户完全不种地。反正，在我们所举

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中的少。

（４）　 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

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

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

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

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

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

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

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

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

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

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① 城市所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尼· —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一

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本主义的

命运》第 １４９ 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认
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

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

主义吗？〉，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

“差不多”，瓦·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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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

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

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８ ３％和 １２ ８％之比）。但是，该省 １８９６

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份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

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 １ ４９１ ６００ 个月；以 １２ 来除，得出外出人

口为 １２４ ３００ 人，即“约占总人口的 １１％”（上引书第 ４６ 页）！把

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１８９７ 年为 ９７ ９００ 人）上去，工业人口的

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

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

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

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

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

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①：

居民证分发数的百分比

季节

莫斯科省

（１８８５ 年）
特维尔省

（１８９７ 年）

斯摩棱

斯克省

（１８９５ 年）

普斯科夫省

（１８９５ 年）
身份证

科斯特罗马省

（１８８０ 年）

男 女 男女合计 男 女

男

身份证
临　 时
身份证

女子的身

份证与临

时身份证

冬季 １９ ３ １８ ６ ２２ ３ ２２ ４ ２０ ４ １９ ３ １６ ２ １６ ２ １７ ３
春季 ３２ ４ ３２ ７ ３８ ０ ３４ ８ ３０ ３ ２７ ８ ４３ ８ ４０ ６ ３９ ４
夏季 ２０ ６ ２１ ２ １９ １ １９ ３ ２２ ６ ２３ ２ １５ ４ ２０ ４ ２５ ４
秋季 ２７ ８ ２７ ４ ２０ ６ ２３ ５ ２６ ７ ２９ ７ ２４ ６ ２２ ８ １７ ９
共计 １００ １ ９９ 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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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８８０ 年和 １８８５ 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１８９７ 年特维尔省统计年
鉴》。日班科夫《１８９２—１８９５ 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１８９６ 年斯摩棱斯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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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份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

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①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

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

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

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

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②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

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

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

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

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

１８９１ 年科斯特罗马版第 ２１ 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

述》（１８９６ 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 ２ 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

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３４的情形。（第

２８、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６ 页及其他各页）③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日班科夫《从 １８６６—１８８３ 年的资料看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
１８８７ 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１８９８ 年普斯科夫版。莫斯科省
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马省只有各县的资

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

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

家的有 ６８ ７％；秋冬两季离家的有 １２ ６％；春夏两季离家的有 １８ ７％。必须指
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１８９６ 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 ２
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

于身份证的资料。

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

《１８９６ 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１８９７ 年卡卢加版第 ２ 篇第 １８ 页。
“外出做零工……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　 村社土地
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像西欧那样容易地转

变为市民……　 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系，但就其
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联系看做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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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

工的工人人数不下 ５００ 万—６００ 万。实际上，在 １８８４ 年，欧俄所

发出的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达 ４６７ 万张①，而身份证收入从 １８８４

年到 １８９４ 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 ３３０ 万卢布增加到 ４５０ 万

卢布）。在 １８９７ 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为
９ ４９５ ７００ 张（其中欧俄 ５０ 个省占 ９ ３３３ ２００ 张）。在 １８９８ 年，

为 ８ ２５９ ９００ 张（欧俄占 ７ ８０９ ６００ 张）。② 欧俄过剩的（同当地

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 ６３０ 万人。我

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 ３ 章第 ９ 节第 １７４ 页）③，１１ 个农业省所

发出的身份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２００ 万对
１７０ 万）。现在我们可以添上 ６ 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负担。”（１８９６ 年《俄国思想》杂志２９第 １１ 期第 ２２７ 页）这说得很对，但是对于一个
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张农民离开村社

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为了比较，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

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

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

出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

出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

这些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

也依然保存着”（１８９０ 年《法学通报》杂志９７第 ９ 期第 １４５ 页）。保存小资产
阶级的希望，事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工具”，那么欧洲的

经验以及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

系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更加适用得多。

同一个日班科夫先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

些“森林”县份定居的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

列·韦辛《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杂志９８１８８６ 年第 ７ 期
和 １８８７ 年第 ２ 期。
《１８９７—１８９８ 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１９００ 年圣彼得堡版，无
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２０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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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 １ ２８７ ８００ 人，而发出的身份证

数目则为 １ ２９８ ６００ 张。① 这样，在欧俄 １７ 个省（１１ 个黑土地

带省和 ６ 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有 ３００

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 ９０ 年代，这 １７ 个

省所发出的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为 ３３０ 万张。在 １８９１ 年，这
１７ 个省提供了身份证总收入的 ５２ ２％。因此，外出工人人数

大概超过了 ６００ 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

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

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 ５００ 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

能的”。②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

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绝

大多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概况》第 １６ 页）

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

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

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

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

多得多。③ 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

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份证收入分布

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 １８６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这 ６ 个省份是：莫斯科（１８８５ 年的旧资料）、特维尔（１８９６ 年）、科斯特罗马（１８９２
年）、斯摩棱斯克（１８９５ 年）、卡卢加（１８９５ 年）与普斯科夫（１８９６ 年）。材料来源如
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

１８９６ 年 ７ 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
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 ２０ 个省 １２６ 个县的资料。
参看上面第 １７４ 页（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２０９—２１０ 页。———编者注）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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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 年度“各种捐税”收入分布（身份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

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

都省与非农业省。① 如果我们拿 １１ 个非农业省来看，———我们

在前面（这一节的第 ２ 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

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

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 １８８５ 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 １８ ７％

（１８９７ 年占 １８ ３％），而身份证收入在 １８８５ 年却占 ４２ ９％

（１８９１ 年占 ４０ ７％）。② 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

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

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 ３８ 个

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 ９０％）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

资料③。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１８６９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４００ 页及以下各页。
身份证收入的数字，引自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度和 １８９６ 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 １８８５
年，身份证收入在欧俄每 １ ０００ 居民为 ３７ 卢布，而在 １１ 个非农业省份每 １ ０００ 居
民则为 ８６ 卢布。
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沃

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得

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图拉

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

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萨马

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

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的意义夸大了。

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 ３ 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１８９６ 年下诺夫哥
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 １１ 章。《１８９５ 年图拉省省志》第 ６ 篇第 １０ 页：外出做零工
者人数为 １８８ ０００ 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 ５０ ０００ 剩余工人！———
其中北部 ６ 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 １０７ ０００ 外出做零工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
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７ 个县的外出者大部分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 ８
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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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别

１８８４ 年发出的外出
许可证数目（单位千）

身份证
临时

身份证
共计

１８８５ 年的
人口

（单位千）

每千人平

均所得

许可证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

势的 １２ 个省 ９６７ ８ ７９４ ５ １ ７６２ ３ １８ ６４３ ８ ９４
二、过渡性质的 ５ 个省 ４２３ ９ ２９９ ５ ７２３ ４ ８ ００７ ２ ９０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

的 ２１ 个省 ７００ ４ １ ０４６ １ １ ７４６ ５ ４２ ５１８ ５ ４１
３８　 个　 省 ２ ０９２ １ ２ １４０ １ ４ ２３２ ２ ６９ １６９ ５ ６１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

厉害些……　 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

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

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１８８６年《事业》杂志第 ７期第 １３４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

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 ５０ 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

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 １８８４ 年未列入的 １２ 个省也按这三类区

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

西北部各省，共 ９ 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

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省　 别
发出的居民证的总数

１８９７ 年 １８９８ 年①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 １７
个省…………………………… ４ ４３７ ３９２ ３ ３６９ ５９７

二、过渡性质的 １２ 个省 ………… １ ８８６ ７３３ １ ６７４ ２３１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 ２１ 个
省……………………………… ３ ００９ ０７０ ２ ７６５ ７６２

　 　 ５０ 个省总计 ９ ３３３ １９５ ７ ８０９ ５９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 ６ 章第 ６３９ 页）说明，１８９８ 年身份证发
出数目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各省的人

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是第三类，减

得最多的是第一类。１８９７年与 １８９８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 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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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

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

零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至少有 ３００ 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

增长。身份证收入从 １８６８ 年的 ２１０ 万卢布（１８６６ 年为 １７５ 万卢

布），增加到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 年度的 ４５０ 万卢布，即增加 １ 倍多。所发

出的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 １８７７ 年至 １８８５ 年

增加了 ２０％（男的）与 ５３％（女的）；在特维尔省从 １８９３ 年至 １８９６

年增加了 ５ ６％；在卡卢加省从 １８８５ 年至 １８９５ 年增加了 ２３％（而

外出的月数增加了 ２６％）；在斯摩棱斯克省从 １８７５ 年的 １００ ０００

增加到 １８８５ 年的 １１７ ０００，１８９５ 年增加到 １４０ ０００；在普斯科夫省

从 １８６５—１８７５ 年的 １１ ７１６增加到 １８７６ 年的 １４ ９４４，１８９６ 年增加

到 ４３ ７６５ （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１８６８ 年所发出的身份证和

临时身份证，每 １００ 男子中占 ２３ ８，每 １００ 妇女中占 ０ ８５，而在
１８８０ 年则占 ３３ １ 与 ２ ２，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

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

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①及觉悟②，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日班科夫《从 １８６６—１８８３ 年的资料看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
第 ３６ 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 ５５ ９％；
在工厂县份为 ３４ ９％；在定居（森林）县份为 ２５ ８％；识字妇女分别为 ３ ５％，
２ ０％，１ ３％；学生分别为 １ ４４％，１ ４３％，１ ０７％。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
圣彼得堡读书的。

“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 ３４ 页），
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像在“文化很低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中那样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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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①。“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

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

“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②“所有乡村居民都

被叫做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

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

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

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

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③在

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

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

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

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 ２ 编第 １１８ 页）。外出

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份，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

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④……　 “人民中

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

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 　 到彼得堡
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　 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
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 ３９ 页。参看《１８９２—１８９５ 年斯摩棱斯克省的
外出零工》第 ８ 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宅、衣服、一切习惯、娱
乐，与其说像农民生活，不如说像市民生活。”（《１８９２—１８９５ 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
出零工》第 ３ 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
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第 ６７—６８ 页）。
《农妇国》，第 ２６—２７ 页和第 １５ 页。
同上，第 ２７ 页。
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对

于衣著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同上，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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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

‘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

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　 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

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

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 ２ 编第 １８９—

１９０ 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

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

楚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

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

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 １２ 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

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庭；他们不自

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① “过惯了

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

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　 殴打虐待老婆在这

里是罕见的事情……　 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

反映出来。”②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

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

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③ 下面是

卡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农妇国》第 ８８ 页。
１８９０ 年《法学通报》杂志第 ９ 期第 １４２ 页。
参看第 ４ 章第 ４ 节（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２３８—２３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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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别
（以外出做零工的

人数为标准）

外出男性工人

对全体男性

人口的百分比

每月的工资（单位卢布）

外出工

业者
农村年工

一、 ３８ ７ ９ ０ ５ ９
二、 ３６ ３ ８ ８ ５ ３
三、 ３２ ７ ８ ４ ４ ９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１）外出做零工对农业生

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２）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力

量。”①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 １００ 名工

人中有 ６０人以上外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资

为 ６９卢布或 １２３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 ４０％—６０％的

县份内，平均工资为 ６４卢布或 １２５ 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

不到 ４０％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 ５９卢布或 １１６普特黑麦。② 在这几

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５８％—

４２％—３５％。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很多通

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茶、印花布、

靴、钟表等等）的发展，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的提高

产生影响”③。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很缺少，

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做工或在那

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民，他们出卖鸡

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其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想多拿钱不干

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大家都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

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④。这种对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９６ 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 ２ 篇第 ４８ 页。
同上，第 １ 篇第 ２７ 页。
同上，第 ４１ 页。
同上，第 ４０ 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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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称之为民粹派的评价。例

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过剩的工人，而是由外来的农

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

利的”。① 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

多低级的文明习惯，尚奢侈和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

钱”②；在这种奢侈等等上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③。赫尔岑

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

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荒淫”等等。④ 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

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

外出谋生的需要”。⑤ 卡雷舍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

“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

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⑥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农妇国》第 ３９ 页和第 ８ 页。“这些真正的〈外来的〉农民，是否会以其富裕的生活
状况，给予那些不是视土地而是视外出谋生为其生活基础的本地居民以清醒的影

响呢？”（第 ４０ 页）作者叹息道：“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相反影响的例子。”这
个例子如下。沃洛格达人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富裕”。“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

个人，既然他家里很富裕，为什么还把儿子送到圣彼得堡去？我得到的回答是：

‘事情是这样，我们并不穷，但是我们这里很土气，他学别人的样，自己也想去受教

育，其实他在我们家里已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第 ２５ 页）可怜的民粹派啊！
甚至富裕的购买土地的农夫—庄稼汉的例子，也不能使那个青年“清醒过来”，他竟

要去“受教育”，以逃开“保证其生活的份地”，这怎能不令人伤心呢！

《从 １８６６—１８８３ 年的资料看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 ３３ 页。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１８９０ 年《法学通报》杂志第 ９ 期第 １３８ 页。

１８８７ 年《俄国思想》杂志（不是《俄罗斯通报》杂志９９，而是《俄国思想》杂志）第 ９
期第 １６３ 页。
《１８８０ 年和 １８８５ 年发给莫斯科省农业人口的居民证》第 ７ 页。

１８９６ 年《俄国财富》杂志２第 ７ 期第 １８ 页。这样，“最主要的”需要应由份地去满
足，而其余的需要，显然应由从“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的“乡村”中所得

到的“当地工资”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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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问

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社的自

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的自由！

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

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

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

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

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

的进步意义。

三　 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差不多具有最大

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劳动力也

变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只

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这个趋势在改革后的俄

国是怎样表现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详细地考察过了，现在应当

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首先把前几章所引证的劳动力出卖者人数

的资料计算在一起，然后（在下一节）再叙述劳动力购买者的总数。

全国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出卖者。据计

算，这种人口约有 １ ５５０ 万成年男工。① 第 ２ 章中曾经指出，下等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９４ 年大臣委员会办公厅出版）的数
字，为 １５ ５４６ ６１８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得到的：假设城市人口等于不参加物质财富
生产的人口；成年男性农民人口减少了 ７％（４ ５％服兵役，２ ５％在村社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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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无非是农村无产阶级；同时曾经指出（第 １２２ 页脚注①），这种

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将在下面加以考察。现在把前面列举

的各类雇佣工人作一总计：（１）农业雇佣工人，其数目约为 ３５０ 万人

（欧俄）。（２）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铁路工人，约为 １５０ 万人。总计

职业雇佣工人共 ５００ 万人。其次，（３）建筑工人，约为 １００ 万人。

（４）从事木材业（伐木、木材初步加工、运木等等）、挖土、修筑铁

路、装卸货物以及工业中心的各种“粗”活的工人。这些工人约为

２００万人。② （５）被资本家所雇用在家中工作的以及在未列入“工

厂工业”的加工工业中做雇佣工作的工人，其人数约为 ２００ 万。

总计———约有 １ ０００ 万雇佣工人。除去其中大约１／４的女工与

童工③，还有 ７５０ 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即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

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左右。④ 在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中，有一部

分已完全与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里包括绝

大多数的工厂工人（无疑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矿业工人与铁路工

人），其次包括一部分建筑工人、船舶工人与小工；最后，还包括不

小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为资本家进行家庭劳动的

非农业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一部分雇佣工人尚未与土地断绝关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５０ 页。———编者注
我们在上面看见，单是木材工人就有 ２００ 万。从事上述后两种工作的工人人数，应
当大于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总数，因为一部分建筑工人、小工、特别是木材工

人，是本地工人，而不是外来工人。我们看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工人人数不下

３００ 万人。
我们看见，在工厂工业中，妇女与儿童占工人总数

１／４强。在采矿工业、建筑业与木

材业等等中，妇女与儿童是很少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中，妇女与儿童

大概比男子多些。

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决不奢望这些数字得到统计上的确

切证明。我们只想大概表明一下雇佣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雇佣劳动者人数的

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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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们的支出一部分是以他们在很小一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

来抵补，因而他们形成了我们在第 ２ 章中极力详述过的那一类有

份地的雇佣工人。前面的叙述已经指出，所有这一大批雇佣工人

主要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出现的，现在还继续迅速地增长着。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

（或失业工人后备军人员）问题上的意义。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雇

佣工人总数的资料，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民粹派经济学在这个问题

上的基本错误。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评论集》第 ３８—４２

页①）已经指出的，这种错误在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

生、尼·—逊先生及其他人）大谈资本主义使工人“游离出来”，但

不想研究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具体形式；其次，在于他们

完全不懂得大批后备工人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

性。他们凭着对“工厂”工人人数发表几句抱怨的话和进行一些

奇怪的算法②，就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变成了证明资

本主义不可能、错误、无根据等等的论据。事实上，如果对小生产

者的剥夺没有造成千百万的雇佣工人群众，使他们随时准备一有

号召就去满足企业主在农业、木材业与建筑业、商业、加工工业、采

矿工业、运输工业等等中最大限度的需求，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永远

也不能发展到目前的高度，而且连一年也不能存在。我们说最大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１４６—１５１ 页。———编者注
我们回忆一下尼·—逊先生关于“一小撮”工人的议论以及瓦·沃·先生下面这种

真正古典的算法（《理论经济学概论》第 １３１ 页）。在欧俄 ５０ 个省中，计有属于农民
等级的成年男工 １５ ５４７ ０００人，其中“被资本所联合起来的”为 １ ０２０ ０００人（工厂工
业中的 ８６３ ０００人及铁路工人 １６０ ０００人），其余的是“农业人口”。在“加工工业完
全资本主义化”之下，“资本主义工厂工业”雇用了两倍的人手（不是 ７ ６％，而是
１３ ３％；其余的 ８６ ７％的人口“则依然耕种土地，将在半年内没有工作”）。看来，注
解只能削弱经济科学与经济统计的这个出色例子给人造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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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需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跳跃式地发展，因而需要出卖劳

动力的生产者人数，应当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我

们刚才计算了各类雇佣工人的总数，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想说资

本主义能够经常雇用这全部工人。不管我们拿哪类雇佣工人来看，

这种经常的雇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

的。在千百万流动的与定居的工人中间，有一部分经常留在失业后

备军内，这种后备军在危机年代，或在某一区域某种工业衰落的情

况下，或在排挤工人的机器生产特别迅速地扩展的情况下，达到很

大的数量；有时候则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往往引起个别年份国内个

别区域的个别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抱怨工人“缺乏”。由于完全没有

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即使大致算出通常年份的失业人数，也是不

可能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数目应当是很大的，不论是上面多次

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地方自治局

统计所肯定的下等农户家庭收支中的通常亏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被驱入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农民人数的增加，以

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至于谈到

雇佣劳动形式，那么它们在各方面都还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和

设施所缠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忽视这种多

样性，将是重大的错误。谁要像瓦·沃·先生那样认为资本主义

“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容纳 １００ 万—１５０ 万工人的角落而不超出这个

角落”①，他就会陷入这种错误。这里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只

是大机器工业。但是，在这里把这 １５０ 万工人圈定在一个特别的似

乎与雇佣劳动其他领域没有任何联系的“角落”里，这是多么随心所

欲和多么不合情理啊！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为了说明这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１８９６ 年《新言论》杂志第 ６ 期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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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联系，只须举出现代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就够了。第一，货

币经济是这种制度的基础。“货币权力”充分表现在工业中与农业

中，城市中与乡村中，但是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它才得到充分发展，

完全排挤了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集中于少数大机关（银行），直接与

社会大生产发生联系。第二，劳动力的买卖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

础。即使拿农业中或工业中的最小的生产者来看，你就会看到，那

种既不受人雇又不雇人的生产者是例外的情况。但是，这些关系也

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与以前的经济形式完

全分离。因此，某一位民粹派认为极小的“角落”，实际上体现着现

代社会关系的精髓，而这个“角落”的人口即无产阶级，才真正是全

部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前卫和先锋。① 因此，只有从这个“角落”

中所形成的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整个现代经济制度，才有可能认识清

楚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从而考察这种制度的

基本发展方向。相反，谁要撇开这一“角落”而从宗法式小生产关系

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那么历史进程就会把他或者变为天真的梦

想家，或者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大地主的思想家。

四　 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为了总括上面叙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引证的资料，我们只谈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如果作相应的改变，那就可以说，大机器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其余的雇佣工人的

关系，就像韦伯夫妇所说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与非工联主义者的关系一样。“工联

主义者约占全部人口 ４％……　 据工联计算，在自己队伍中以体力劳动为生的成
年男工占 ２０％左右。”但是“工联的成员……照例总是每一部门的一批最优秀的工
人。因此，他们对其余工人群众的道德和精神的影响，是同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

相比的。”（悉·韦伯和比·韦伯《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１８９５ 年斯图加特狄茨
版第 ３６３、３６５、３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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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工人流动的情况。以业主陈述为基础的农业司出版物①，给

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工人流动的情况，使人对劳动力国内市场

如何形成有一个总的认识；我们在利用这一出版物的材料时，只是

力求把农业工人的流动与非农业工人的流动加以区别，虽然该出

版物所附的表明工人流动的地图上并未作出这种区别。

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１）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

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２）从北部黑土地带省份移到南部黑土地

带省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

第 ３ 章第 ９ 节和第 １０ 节）②。（３）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

（参看第 ４ 章第 ４ 节）③。（４）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

种植区域（甚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１）主要从非农业省

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大城市。（２）从上

述地区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

的工厂中。（３）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

业中心和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ａ）西南各省甜

菜制糖厂；（ｂ）南部矿业地区；（ｃ）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

罗斯托夫、里加等等）；（ｄ）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

业地区；（ｅ）乌拉尔矿业区；（ｆ）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

速海等等）；（ｇ）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ｈ）铁

路工作等等部门。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 ５ 编，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
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谢·亚·柯罗连科编，１８９２ 年圣彼
得堡农业和农村工业司出版。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２０７、２１１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２３８—２３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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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

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

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

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 ２８ 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

它们分为 ６ 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①：

这个表向我们明显地指出了那个建立劳动力国内市场、从而

也建立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

两个主要区域，吸引了大量工人。这两个区域就是农业资本主义

区域（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首都省与工业

省）。在人口外移的区域，在中部各农业省，工资是最低的，这些

省份不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极不发达②；在人口

移入的区域，各种工作的工资都增高了，货币工资对工资总额的比

例也增高了，即货币经济由于排挤自然经济而得到加强。人口移

入最多（和工资最高）的区域与人口移出（和工资最低）的区域之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资料

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拉尔、北

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许犹太居住

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资数字系各省

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这些区域（第 １
类———第 ６ 类）包括下列各省：（１）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顿河；（２）赫尔松、叶卡
捷琳诺斯拉夫、萨马拉、萨拉托夫与奥伦堡；（３）辛比尔斯克、沃罗涅日与哈尔科
夫；（４）喀山、奔萨、坦波夫、梁赞、图拉、奥廖尔与库尔斯克；（５）普斯科夫、诺夫哥
罗德、卡卢加、科斯特罗马、特维尔与下诺夫哥罗德；（６）圣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
拉夫尔与弗拉基米尔。

于是，农民就大批地离开宗法式经济关系最厉害的、工役制及原始工业形式保存

最多的区域，跑到“基础”完全瓦解了的地区去。他们逃离“人民生产”，不听那紧

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呼声。在这一片呼声中，听得最清楚的有两种声音：“束缚

得太少呀！”———这是黑帮分子索巴开维奇１００的恫吓的叫声；“没有充分保证份

地”，———立宪民主党人马尼洛夫１０１客气地纠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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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中间区域，则表现出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工人相互代替的现象：

工人移出的数目过多，以致移出的地区发生工人不足的情况，因而

从更“低廉”的省份吸收外来工人。

实际上，我们表中所表明的人口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人口

的工业化）和工商业农业即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工业化）

这两个方面的过程，把上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市场形成问题

的全部叙述总括起来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是由于资本

主义在农业中与工业中的平行发展①，是由于一方面形成了农业

企业主与工业企业主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

雇佣工人阶级。工人流动的主要潮流表明了这种过程的一些主要

形式，但还远不是其全部形式；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指出，这种过

程的形式在农民经济中与在地主经济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商业性

农业的不同区域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

段是各不相同的，等等。

这一过程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者歪曲和混淆到什么程

度，这在尼·—逊先生所著《概况》第 ２ 篇第 ６ 节里特别明显地表

现出来了，这一节有这样一个特出的标题：《社会生产力的再分配

对于农业人口的经济地位的影响》。请看尼·—逊先生是怎样设

想这种“再分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每一

次提高，都使相应数量的工人被‘游离’出来，他们被迫去另谋生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理论经济学早已确定了这个简单的真理。马克思更不用说了，他曾经直接指出资

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是建立“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过程（《资本论》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７７６ 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８５４
页。———编者注），第 ２４ 章第 ５ 节）；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１ 篇第 １１ 章和第 ３ 篇第 ４ 章中，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
的最显著的特点，指出这一过程与城市增长和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



２２９　　

计；然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这种‘游离’遍布整

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些工人除了转向他们暂时还未失掉的生

产工具，即转向土地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第 １２６ 页）

“我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力量投在土地上。

他们失去工厂中的工作或被迫抛弃其家庭副业时，除了加紧耕种

土地之外，看不到其他的出路。一切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都肯定

了耕地扩大的事实……”（第 １２８ 页）

你们瞧，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十分特别的资本主义，这种资

本主义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而且是任何一个经济

学理论家难以想象的。尼·—逊先生的资本主义不使人口离开农

业转向工业，也不把农民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完全相反。资本主

义把工人从工业“游离”出来，而且“他们”只得转向土地，因为“我

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这种“理论”在诗意的混乱中把资本主

义发展的种种过程独创地“再分配”了一下，而这种“理论”的基

础，就是前面叙述中所详细分析过的一般民粹派的笨拙方法：把农

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忽视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拿

“人民”“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分离的童话，来代替

对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各种循序出现的形式与各种表现的分析。

五　 边疆地区的意义。国内市场
还是国外市场？

　 　 在第 １ 章中已经指出了把资本主义国外市场问题同产品的实

现问题联在一起的理论的错误。（第 ２５ 页①及以下各页）资本主

义之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参看本卷第 １９０—１９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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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够在不变的条件下以原有的规模重复同样

的生产过程（如像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它必然会

引起生产的无限制的增长，而超过原有经济单位的旧的狭隘的界

限。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超

过其他生产部门，力求越出旧的经济关系区域的界限。例如，我们

拿改革后时代初期的纺织工业来看。这种工业在资本主义关系上

有相当高度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开始过渡到工厂），完全占领了俄

国中部的市场。但是如此迅速增长的大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于以前

的市场范围；它们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到移居新罗西亚、伏尔加左

岸东南地区、北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等地的新的人口中间给自己

寻找市场。大工厂力求超出旧市场的界限，这是毫无疑问的。这

是否意味着，在这些旧市场的区域内，更大数量的纺织工业产品一

般说来就不能消费了呢？这是否意味着，例如，工业省份与中部农

业省份一般说来就不能吸收更大数量的工厂产品了呢？不是的。

我们知道，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的增长以及工业人口的增加，

过去和现在都继续扩大这个旧区域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市场

的这种扩大却被许多情况（主要是还保留了阻止农业资本主义发

展的一些旧制度）所阻止。厂主当然不会等待国民经济其他部门

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上赶上纺织工业。厂主是立即需要市场的，如

果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落后使旧区域内的市场缩小，那么他们将

在其他区域、其他国家或老国家的移民区内去寻找市场。

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移民区呢？上面已经指出，根

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如下：（１）移民容易获得的

未被占据的闲地的存在；（２）业已形成的世界分工即世界市场的

存在，因而移民区可以专门从事农产品的大宗生产，用以交换现成

的工业品，即“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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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上面第 ４ 章第 ２ 节第 １８９ 页脚注①）。在改革后时代住满了人

的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正是具有这两个特点，从经济学的意

义上说来，它们是欧俄中部的移民区，———这一点已经在另一地方

讲过了。② 移民区这个概念更可以应用于其他边疆地区，例如高

加索。俄罗斯在经济上“征服”这个地方，比政治上要迟得多，直

到现在这种经济上的征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改革后时代，一方

面对高加索进行大力开发③，移民广泛开垦土地（特别在北高加

索），为出售而生产小麦、烟草等等，并从俄罗斯吸引了大批农村

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几百年的当地“手工业”遭到排挤，这些当

地“手工业”在输入的莫斯科工厂产品的竞争下日益衰落。古老

的兵器制造业，在输入的图拉的和比利时的制品的竞争下衰落了，

手工制铁业在输入的俄罗斯产品的竞争下衰落了，而对铜、金

银、陶土、油脂和碱、皮革等等的手工加工业，也都是如此④；所有

这些产品，俄罗斯工厂都生产得便宜些，它们把自己的产品运到高

加索去。角骨杯制造业，由于格鲁吉亚封建制度及其传统性宴会

的没落而衰落了。软帽业也因为欧洲式服装代替亚洲式服装而衰

落了。装当地酒的皮囊与酒罐制造业也衰落了，因为当地所产的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④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２２７ 页。———编者注
“……完全由于它们，由于这些人民生产形式，而且以它们为基础，全部南俄

才开发出来并且住上了人。”（尼·—逊先生《概况》第 ２８４ 页）“人民生产形
式”这一概念是多么广泛与丰富啊！它包括了一切应有尽有的东西：宗法式

的农业，工役制，原始的手艺，小商品生产，我们在上面关于塔夫利达省和萨

马拉省的资料中看见过的（第 ２ 章）农民村社内部的典型资本主义关系，以及
其他等等。

参看 １８９７ 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第 ２１ 期上彼·谢苗诺夫先生的文章和
１８９７ 年 ６ 月《新言论》杂志上瓦·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
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 ２ 卷中 Ｋ． 哈季索夫的文章和《俄国手工工业调
查委员会的报告》第 ５ 编中 Π．奥斯特里亚科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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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首次拿去出卖（使酒桶业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市场。

这样，俄国资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世界商品流通之中，消灭了它的

地方特点———昔日宗法式闭塞状态的残余，———为自己的工厂建

立了市场。在改革后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隔

绝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

草工厂主的地方，而库庞先生１０２也就无情地把自豪的山民们富有

诗意的民族服装脱去，给他们穿上欧洲仆役的制服了（格·乌斯

宾斯基）。与高加索的加紧开发及其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过程并

行的，还有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业人

口的增长掩盖了）。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从 １８６３ 年的 ３５ 万人增加

到 １８９７ 年的 ９０ 万人左右（高加索全部人口从 １８５１ 年到 １８９７ 年

增加了 ９５％）。至于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过去和现在都

发生着同样的过程，这点我们就无须赘述了。

这样，自然也就发生一个问题：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界限在

什么地方呢？采用国家的政治界限，那是太机械的解决办法，而且

这是否是解决办法呢？如果中亚细亚是国内市场，波斯是国外市

场，那么把希瓦与布哈拉归在哪一类呢？如果西伯利亚是国内市

场，中国是国外市场，那么把满洲归在哪一类呢？这类问题是没有

重要意义的。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

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

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在改革后的俄国

已经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并且继续表现出来。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深

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

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

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差不多只叙述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２３３　　

个过程的前一方面，因此我们认为特别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这个

过程的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对

开发边疆地区与扩大俄国领土的过程进行稍微充分的研究，就需

要有专门的著作。我们在这里只须指出，由于俄国边疆地区有大

量空闲的可供开垦的土地，俄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特别有

利的情况。① 不必说亚俄，就是在欧俄也有这样的边疆地区，它们

由于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在经济方面同俄罗斯中部的联系还极端

薄弱。例如，拿“远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来看，该省辽阔

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没有怎样开发。当地主要产品之一木材，直

到最近主要是输往英国。因此，从这方面说来，欧俄的这一区域就

成为英国的国外市场，而不是俄国的国内市场。过去俄国企业家

当然嫉妒英国人，现在铁路敷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兴高采烈

起来，预见到“边疆地区各种工业部门中的精神振奋与企业家的

活动了”②。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正文中指出的情况也有另外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为人久居的旧领土内向深度

的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开发而受到阻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以及资本主义所产

生的各种矛盾的解决，由于资本主义能容易地向广度发展而暂时延缓。例如，最

先进的工业形式与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无疑是一种矛盾。如果俄国资

本主义在改革后初期所占领的领土界限以外没有地方可以扩张，那么资本主义大

工业与农村生活古老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等等）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一定会

迅速导致这些制度的完全废除，导致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扫清。但是，

在被开发的边疆地区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对于厂主），出外到新土地上去的可

能（对于农民），削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并延缓了它的解决。不用说，资本主义

增长的这种延缓，等于是为它在最近的将来有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作准备。

《俄国的生产力》第 ２０ 编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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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对著作界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

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总结。承认这种

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

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

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

阶段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

成这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

护人，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

的矛盾的毛病，他们掩盖农民的分化、我国农业演进的资本主义性

质、具有份地的农村雇佣工人与手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掩盖

资本主义最低级最恶劣的形式在著名的“手工”工业中完全占优

势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但这两个事实是在国民

经济各个部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大机器工业时代才会十分明

显地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以前，还保持着手工生

产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改革

后的时代，在这方面与俄国以前各个历史时代截然不同。浅耕犁

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

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

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这种改革

的过程，根据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与不合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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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进行：繁荣时期被危机时期所代替，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引起

另一工业部门的衰落，农业的进步在一个区域包括农业的一方面，

在另一区域则包括农业的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增

长，等等。民粹派著作家的许多错误，都来源于他们企图证明这种

不合比例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不是发展。①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特点，是生产资料

（生产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个人消费的增长。我们不止一次地

指出了这个现象在农业与工业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

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实现的一般规律所产生的，是与这个社会

的对抗性质完全适应的。②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我们看一看……即使我们把英国沉入海底并取其地位而代之，资本主义的进一

步发展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尼·—逊先生《概况》第 ２１０ 页）英国和美国
的棉纺织工业，满足了世界消费的

２／３，其所雇用的工人仅有 ６０ 余万。“由此可见，

即使我们获得了最大一部分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也还不能够使用它现在正

不断使之丧失职业的全部劳动力。事实上，与几百万整月整月坐着没有事干的农

民比较起来，英国和美国的区区 ６０ 万工人又算得了什么呢。”（第 ２１１ 页）
“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以前，纺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伴

随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人口的离开农业而转入工

业，“成百万农民的”转入建筑业、木材业及其他各种非农业的雇佣劳动，大批人口

的迁移到边疆地区，以及这些边疆地区的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

以前的事情，现在不再有这类事情了！

对生产资料的意义的忽视和对“统计”缺乏分析的态度，使尼·—逊先生作出下述

经不住任何批判的论断：“……在加工工业部门中，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

的新的价值，最多不会超过 ４ 亿—５ 亿卢布。”（《概况》第 ３２８ 页）尼·—逊先生以
三分税和摊派税的资料作为这个计算的根据，没有想一想这类资料能否包括“加

工工业部门中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此外，他采用了未包括（根据他自己的话）

采矿工业的资料，并且只把额外价值与可变资本算做“新价值”。我们的理论家忘

记了，在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中，不变资本对于社会也是新价值，同制造生

产资料的工业部门（采矿工业、建筑业、木材业、铁路建筑等等）中的可变资本与额

外价值进行交换。如果尼·—逊先生不把“工厂”工人人数与加工工业中按资本

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混淆起来，那么他就会容易看出自己计算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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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社会化，表现在下列过程中。第一，商

品生产的增长本身破坏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

并把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结合成为世界

市场）。为自己的生产变成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愈高

度发展，生产的这种集体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就愈剧烈。

第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和工业中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

以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这是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特点的最明

显和最突出的但决非唯一的表现。第三，资本主义排挤人身依附

形式，它们是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俄国资本主

义的进步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显著，因为生产者的人身依附，

在我国不仅曾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继续存在）于农业中，

并且还存在于加工工业（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采矿工业及渔

业中①等等。与依附的或被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比起来，自由雇佣

工人的劳动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是一种进步的现象。第四，资

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是以前各种社会经济

制度所不需要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下也不可能有较大的规模。第

五，资本主义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例（在农业中最落后

的社会经济关系形式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增加大工业中心数目。

第六，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居民对联盟、联合的需要，并使这些联合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例如，在俄国渔业主要中心之一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古老的”与真正“万古神圣

的”经济关系形式，就是在 １７ 世纪已经完全形成而直到最近差不多没有改变的
“分成制”１０３。“分成制渔工同其主人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捕鱼的时候；相反，这些
关系包括了分成制渔工的一生，他们终身在经济上依附自己的主人。”（《俄国劳动

组合材料汇编》１８７４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２ 编第 ３３ 页）幸而资本主义在这个部门中大
概“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抱着轻蔑的态度”。“垄断……正被使用自由雇佣工人捕鱼

的资本主义组织所代替。”（《俄国的生产力》第 ５ 编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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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种与以前的各种联合不同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破坏中世

纪社会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盟，造成剧烈的竞争，同时使整个

社会分裂为几个在生产中占着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大集团，大大促

进了每个这样的集团内部的联合。① 第七，上述一切由资本主义

所造成的旧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

经济发展的跳跃性，生产方式的急剧改革及生产的高度集中，人身

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人口的流动，大工业中心的影

响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生产者性格的深刻改变，而俄国调

查者们有关这方面的观察，我们已经指出过了。

我们再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我们曾经不断同这一经济学的

代表人物进行论战，现在可以把我们与他们的意见分歧的原因概

述如下。第一，民粹派对正在俄国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理

解，以及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关系结构的观念，我们不

能不认为是绝对错误的，而且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忽视

农民经济（不论是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矛盾。

其次，至于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快慢的问题，那么这完全要看把

这种发展同什么东西相比较。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

主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

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

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

比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

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

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参看《评论集》第 ９１ 页脚注 ８５；第 １９８ 页。（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２０８、
３３０—３３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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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

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①。最后，我们与民粹派的

意见分歧的最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观点的不

同。在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

结论；他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做是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

的创造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看做是利

益不同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　 如

果本书作者能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材料，那么他就可以认为

自己的劳动不是白费的了。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底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
第 １１—１４、１７—５２、５０７—５５３ 页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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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批判的批判１０４

（评 １８９９ 年《科学评论》杂志１０５第 １２ 期

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１９００ 年 １—３ 月）

“丘必特发怒了”１０６……　 大家早就知道，这种景象是很可笑

的，威严的雷神的暴怒实际上只能引人发笑。帕·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旧真理，他用了一大堆精选过的“愤怒”词

句来攻击我那本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过程的书。

一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庄严地教训我说：“要叙述整个过程，就必

须说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仅仅求证实现论，是完全

不必要的。”为什么在一本专门分析国内市场资料的书中，求证国

内市场的理论竟是“不必要的”，这始终是我们这位威严的丘必特

先生的秘密，他所谓“说明自己的理解”，“是指”……从《资本论》

中摘引一些多半与事情不相干的话。“可以责难作者陷入了辩证

的〈这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机智的范例！〉矛盾，即他立意要考察

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但在求证理

论之后，却得出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非常满意他的这种责难，三番五次地加以重复，看不见或不愿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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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责难是建立在重大的错误上面的。我在第一章末尾说过：

“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

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第 ２９ 页）①怎么，批判家不同意这一

点吗？不，他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前一页说我的说法是“对的”。

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力图抛弃我的结论中最重要

的部分呢？这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在本书论述理论问题的开头一

章末尾，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感兴趣的题目：“关于俄国资本主

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

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

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第 ２９ 页）①批判家是否认为这些问题不

值得研究呢？不，他宁愿回避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题目，而指出了

其他一些题目，这些题目丘必特命令我必须进行研究。在他看来，

必须“叙述农业和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

再生产和流通，也必须叙述农民独立生产者所生产的那一部分产

品的再生产和流通……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指出上述每一个

社会劳动部门中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大小”（第 ２２７８

页）。要知道这不过是一句响亮而毫无内容的空话！在叙述农业

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前，必须首先弄

清楚农业究竟如何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是在农民那

里还是在地主那里，是在这一区域还是在那一区域等等。不弄清楚

这一点（我在自己的书中也就要弄清这一点），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

鼓吹的叙述就仍然是些陈词滥调。在谈论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

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之前，必须首先弄清俄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业

在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我整理手工工业一类的资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本卷第 １９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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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也就是想弄清这一点；威严的批判家对这一切庄严地闭口不谈，

而极其郑重地要我踏步不前，要我空谈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毫无内

容的老调！俄国究竟什么样的农民算是“独立生产者”的问题，也需

要切实加以研究，我在自己的书中也正是打算进行这种研究。如果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这样胡说八道，说

什么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些范畴搬

到“农民独立生产者”经济上面去。一句话，只有在弄清了我指出的

问题以后，研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提出的题目才有可能。在修正

我的问题提法的幌子下，威严的批判家后退了，从分析具体的和有

历史特点的现实，后退到简单地抄录马克思的话。

此外，决不能对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下的攻击不置一词，

这个攻击最能说明我们这位批判家的手法。桑巴特教授指出

（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德国的输出落后于德国工业的发

展。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解释道：“这些资料恰好证实了我对

市场的理解。”这岂不是很妙吗？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议论证明

了一句名言：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争论实现论，而资本主义却和农

奴制一样靠剩余劳动生存！如果这种举世无双的攻击再加上一些

威严的吆喝，我们就会看到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批判”的全貌了。

但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在第 ２２７９ 页和第 ２２８０ 页中，帕·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为了说明我的“不理解”，从第 １ 章的几个地方摘

录了一些话，抓住个别词句中的个别字眼，大叫大嚷说：“找到，交

换，国内市场的理论，找到替换物，最后是补偿！我不认为这种定义

的确切性会证明伊林先生对马克思‘出色的’实现论有清楚的理

解！？”其实这种批判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嘲笑过的“批判”一模一

样；有人拿起一本《乞乞科夫奇遇记》，开始“批判”道：“嚏—嚏—科

夫，啊嚏，啊嚏……　 啊，真可笑！找到，交换……　 我不认为这是

非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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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１０７啊，这是多么毁灭性的批判！

我在本书第 １４ 页①中说过：按实物形式划分产品，在分析单

个资本的生产时，并不必要，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是

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也只有在后一种场合）所谈的正

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硬说我“不理解”马

克思，对我的“自由翻译”作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必须详细地引证

《资本论》”（其实引文中所讲的正是我说明过的），猛烈攻击我的

这样几句话：“现在”，即在分析社会资本而不是单个资本的再生

产时，“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

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

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这段话用黑体

标出，然后写道：“在我用了黑体的地方，实际上是伊林先生的实

现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实现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毫

无共同之处。”（第 ２２８２ 页）话说得好厉害！但是我们看看论据是

什么。论据当然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来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

“他直接摆出〈原文如此！〉②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生产中消耗的资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见本卷第 １７８ 页。———编者注
顺便谈一下译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从我的书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话：“……好像只

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 １９ 页（见本卷第 １８３
页。———编者注）），于是就严厉地训斥我说：“伊林先生……并没有注意译文的不

当，而原文却很简单很明白：‘ａｌｓ ｏｂ ｎｕｒ ｄｉ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Ｋ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ｆｈ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ｉｈｒｅ Ｇｒｅｎｚｅ ｂｉｌｄｅ’。”（第 ２２８６页）这个（完全正确的）译文有什么不好，批
判家没有说明。而要说明他的严格精神，只要把他的译文举出两三行就够了。第 ２２８４
页：“如果每年正常的再生产表现为已知的数量，那么这也表现为……”（原文为：ｉｓｔ
ｄａｍｉｔ ａｕｃｈ ｕ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ｔ）；第 ２２８５页：“问题首先是关于简单再生产。其次将表现为〈原文
为：Ｆｅｒｎｅｒ ｗｉｒｄ ｕ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ｔ〉不仅是产品按其价值来交换”等等。总之，毫无疑问，善良的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坚信：ｕ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ｅｎ意思是表现，ｗｉｒｄ ｕ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ｔ是将来时。

至于威严的批判家的文笔，我就不谈了，他甚至用这样的句子来款待读者：

“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于农业性工业。”（第 ２２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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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怎样按其价值由每年的产品来代替，这种代替的运动怎样同资

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结论

是：“我认为这已充分表明，伊林先生拿来冒充马克思理论的实现

论和马克思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我只想再问一句：这岂

不是很妙吗？我所说的和马克思的引文中所说的，究竟有什么差

别呢？这始终是威严的批判家的秘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

致命罪过在于“自由翻译”，或者也许像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文

另一个地方所说的（第 ２２８７ 页），在于我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

思。只要稍微想一想吧！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在于背诵和引证《资本论》，不管恰当不恰当……就像

尼古拉·—逊先生所干的那样。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后一种意见。我说过，资本主

义“只是广泛发展了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在另一地方又说过，“资

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也变成了

商品”。威严的丘必特大发雷霆说，“在什么条件下才出现资本主

义……这是每一个稍微识几个字的读者都知道的”（原文如此！），

此外，他还说了“伊林先生的资产阶级眼界”以及其他一些使发怒

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战增色的妙语。接着就从马克思那里引

证了两段话：第一段讲的正是我所讲过的（劳动力的买卖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第二段讲的是流通方式产生于生产的社

会性质，而不是相反（《资本论》第 ２ 卷第 ９３ 页）①。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以为他用这最后一段话彻底驳倒了他的论敌。事实上，他用

别的问题偷换了我提出的问题，从而证明了他引证不当的本领。

我在被指责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

非批判的批判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１３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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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历史相互关系。而从

《资本论》第 ２ 卷（专门论述资本流通问题的一卷）引证的一段话

讲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的关系；马克思

在这个地方（第 ２ 卷第 ９２ 页）①反对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经济、货币

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运动的三种典型的经济形式对立起

来；马克思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表现了资本

主义生产不同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流通方式，马克思并在最后批评了

这些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眼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抓住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反复重述，即使是

反对一个没有想谈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相互关系的论

敌，也要这样做。我们让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里究竟是谁“不理

解”，哪一种书刊才会有这类攻击。在一阵威严的吆喝声中，斯克沃

尔佐夫先生不仅使出了“偷换的一手”，而且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生

产和商品流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我的

书中反复讲过很多次，着重指出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认为它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行者。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一点

也不反对（从他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来判断）。既然如此，那么他针对

我的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这种说法发出的叫嚣，究竟有什么

意思呢？难道商业资本不是表现商业的发展，即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的商品流通的发展吗？这些问题又始终是发怒的丘必特的秘密。

为了结束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那本书的理论部分的“批

判”，我还要考察几处《商品拜物教》一文中满篇都是的威严吆喝

和重大错误。

非批判的批判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１３２—１３３ 页。———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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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取决于……资

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

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

国家。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第 ２６

页）①威严的丘必特“批判”说：“我这个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原因

有历史特性。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第 ２２８４ 页）等等。既然

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历史的先行者，那么“这个原因有

历史特性”难道还需要说明吗？

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理论来说，只存在发达的和完全形成了的

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略去不提的。

“伊林先生……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产品……而求助

于国外市场。”（第 ２２８６ 页）对于读过我的《评论集》和《俄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的读者，我就用不着说明这又是用上述手法玩弄的

把戏了。这里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话是：“……对外贸易仅仅是

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②结

论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除了那些批判地思维的人，都会懂得：马

克思所讲的和伊林先生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在国外市场上用不

着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即‘能够替换销售部分产

品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第 ２２８４ 页）啊，高明的斯克沃尔

佐夫先生！

“伊林先生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特点不谈，因而把它变

为有计划的生产（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无疑就是生产的计

划性），最后在国内顺利地实现了同一数量的产品。”（第 ２２８６ 页）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见本卷第 １９１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５２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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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家”的这种新手法，就是把似乎资本主义能保证经常的比例

性这个思想硬加在我的头上。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

实是计划性，但这不是“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

的那种比例性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所说的正是

这一点）。我坦率地说：比例性（或适应）是理论上“假定”的，事实

上它“经常遭到破坏”，要使一种资本分配由另一种资本分配代替

而造成比例性，就“必须经过危机”（所有用了黑体的字，都在斯克

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第 ２６ 页①上）。批判家引证论敌说资本主义

必须经过危机来建立经常遭到破坏的比例性的那一页和那一节，

却硬说这个论敌把资本主义变为有计划的生产，试问，对于这样的

批判家，该作何感想呢？？

二

　 　 现在我们谈谈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

是专门批判我那本书中引证和分析的实际资料的。在这里，在斯

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范围内，我们是否能够遇到一些

稍微严肃的批判呢？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和国内市场建立的基本过

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我的话说，“而单纯的‘分工’，大

概不是社会分工，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　 批判家这样“滥

用讽刺”，暴露了自己连社会分工和作坊内分工的起码差别都不

懂：第一种分工造成（在商品经济情况下，———这是我直截了当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本卷第 １９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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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的条件，所以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到印度公社的分工，是

和这位作者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毫不相干的词句的可悲缺点有

关）单独的商品生产者，他们独立地和互不依赖地生产各种用以

交换的产品。第二种分工并不改变生产者和社会的关系，只改

变他们在作坊中的地位。根据这个原因，就我的判断，马克思也

有时讲“社会分工”①，有时只讲分工。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有

不同的看法，那他应该阐述和说明自己的意见，但不应该发出威严

而无谓的责难。

“分工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因为工厂中也存在着

分工。”

很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但是难道我只拿这个标志来区分

工厂和工场手工业吗？如果批判家愿意稍微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对

“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决不像乍一看去

那样简单）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他能够闭口不谈我在同一节中

所说的一段话吗？在那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所认为的工

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评论集》第 １７９

页②）已经列举过了。”（第 ２９７ 页③脚注 １）在《评论集》中，分工只

是作为许多标志中的一个标志提到的。因此，读了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观点，只能得到完全歪曲的概念，而对于批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③

在《资本论》专门论述工场手工业问题的第 １ 卷第 １２ 章中单独有一节，标题为：
《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道：“现在

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

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３６２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４０６ 页。———编者注））把这句话同我们发怒的丘必特
的攻击对照一下，不是很有教益吗？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３０９ 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３４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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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家自己的观点，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概念。

其次。我在那本书中把许多所谓“手工”业列入俄国资本主

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还是一个创举；我自然

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特别是因为我是从某种专门

的观点去研究它的）。因此，我预先就期待别人对我的观点提出

批评，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大的兴趣这样做，因为俄国的某些马

克思主义者已经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第 ４３７ 页①脚注）。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个问

题的呢？他的“批判”就其简短而威严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高

明的教训：不能限于“机械地开列某一生产部门在某些年度的雇

佣工人数目和生产总额”（第 ２２７８ 页）。如果这个教训不是指我

书中专门论述工厂统计问题的那一部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这

一点只字未提），那么它一定是指论工场手工业的那一章，因为这

一章多半都是实际资料。怎样才能做到不用这些资料也能解决问

题，这个秘密威严的批判家并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我要继续坚持下

列意见：宁肯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

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既然斯

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我的计算是“机械地”开列，那是不是说，他

认为我在第 ６ 章后半部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并且在第 ７ 章第 １２

节重复过的结论是错误的？是不是说，他不同意这些资料表明了

以（１）技术、（２）经济和（３）文化的特殊结构为特征的特殊的手工

业结构？威严的丘必特在他的“批判”中对这一点没有说出只言

片语，这个“批判”除去恶狠狠的吆喝，毫无内容可言。这未免不

足吧，可敬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５０５—５０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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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谈谈农民的赋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我

说过：赋税过去是交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商品经济已

经站稳了脚根，赋税的这种意义就“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斯克

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大肆攻击，使用了一大堆可怜又可怕的

词句，如“商品拜物教”、把一切结合起来、“万能”、商品生产的威

力等等，但是，唉！有力的词句只不过掩饰威严的批判家无力推翻

我所作出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写道：“甚至伊林先生在许

多方面与之相似的考茨基先生”……（不幸的“考茨基先生”竟和

“商品拜物主义者”“相似”，这就表明他完全不懂《资本论》并且

同被“资产阶级眼界”压服的伊林先生相似了！他挨了“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拳能不能恢复过来呢？）……“他也说：农民的

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提高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第 ２２８８ 页）好

极了，威严的批判家先生，但这同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赋税同其

他各种需要的支出比较起来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毫不相干。这

个问题考茨基并没有触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次显露出引证不

当的卓越才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反驳是：“这个

甚至根据家庭收支资料都不能解释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无马

户从哪里拿 ２５ 个卢布去交税”（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货币支出的
２５％，即 １００ 个卢布中的 ２５ 个卢布，干脆改为 ２５ 个卢布！），“有马

户又从哪里拿 １０ 个卢布去交税？———决不能归结为：在农民全部

货币支出中，赋税占收入〈？〉多大比重”。（第 ２２９０ 页）我劝斯克

沃尔佐夫先生去领取优秀发明的专利证吧，因为他发明了一个根

本消灭论敌的最新最容易的“科学批判”方法。您的论敌在一本

数百页的书里的一页上顺便提出了赋税支出在全部货币支出中所

占的比重问题；您只要把这个地方引一下，把别的问题悄悄加在论

敌头上，您就能够辉煌地证明论敌是“商品拜物主义者”，这个无

非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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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竟没有想到没有马的贫苦农民从哪里去拿 ２５ 个卢布！其次，您

对该书谈赋税同收入的比例、收入的构成和来源的其他几页可以

撇开不谈，这样还证明了论敌的“资产阶级眼界”。真的，去领个

专利证吧，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下面还有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利用这种发明的一个例子。

我要请读者注意：这种“科学批判”的法宝是独一无二的。

问题还是发生在谈关于农民赋税问题的家庭收支资料的第

１０１ 页①上。我指出了赋税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的作用之后继续

说：“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

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３２前时代

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

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
１／７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

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１２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

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

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 ３ 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

表）……”　 每一个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所读的书，自然就

会产生下列问题：既然家庭收支表包括的不仅是不同村社的农户，

而且甚至是不同县份的农户，那我为什么要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

配呢？也许这里分配的不均衡是偶然的，也许这种不均衡是由于

不同县份或不同村社（这些县份或村社的农户被用来编制典型的

家庭收支表）的每俄亩份地的课税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可避免

的不同意见，我在上面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就解释说：“……我们

所以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是因为如果按每俄亩份地计算各种赋

税额，那么它们差不多是均衡的……”　 如果批判家想核实这几句话，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３０—１３１ 页。———编者注



２５１　　

那他只要把第 ９６页①的表（每一农户的各种赋税额）与第 １０２ 页②

的表（每一农户的份地数量）对照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相信：的确，根据

家庭收支资料看来，虽然这些有家庭收支表的农户属于不同村社甚至

不同县份，但每一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差不多是均衡的。

现在大家来欣赏一下批判家先生是用什么手法来消灭自己论

敌的。他抓住我用了黑体的关于计算每一俄亩份地的税额的几句

话；没有注意到（原文如此！）这几句话仅仅同家庭收支资料有关；

硬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每俄亩份地的税额在全体俄国农民中差不

多是均衡的，他根据这个“结论”得意扬扬地谴责我不熟悉地方自

治局６２的统计出版物，并且举出两个表来证明一个（众人皆知的）

事实，即在不同的村社、乡、县份内，每俄亩份地的税额是远远不均

衡的。耍完这套把戏之后，批判家还补充道：“实际上，在一个得

到同样面积份地的村社内部，税额不是差不多均衡，而是完全均

衡。全部问题在于：伊林先生不知道他自己谈的是什么样的村社。

为了结束伊林先生滥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情况”等等……

（第 ２２９２ 页）我非常想知道，在科学书刊中能不能找到这类批判

的另一个例子。

了解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用来“证明”我引用的家庭收支资

料完全“无用”的手法之后，看来我们可以不提批判家用来对使用

家庭收支资料本身表示不满的那些有力的（和无力的）词句了。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要求提供大量的家庭收支资料，他大概又要说

一些不相干的话，因为我使用的记述具体农户的材料，从来不是而

且也不可能是大量的。有关具体农户家庭收支情况的文献，我在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２６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１３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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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判的那一节一开头就已指出，如果批判家能够补充或修正我

所指出的东西，那我自然只有感谢他。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善

于“批判”，而不涉及问题的本质！我曾经打算根据家庭收支资料

和“大量资料”，把没有马的和有一匹马的农户的家庭人口、播种

面积、租地数量和牲畜头数的平均数作一比较，来证明家庭收支表

的典型性（我的书第 １０２ 页①），而威严的批判家把这种打算简单

地称为“怪事”。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和一位“批判家”认为乞

乞科夫这几个字很可笑的原因是一样的吧？家庭收支表“不是典

型的，因为粮食的秋卖春买在沃罗涅日省很少见到，至于在整个俄

国”，这种出卖粮食似乎已被尼古·—逊先生证明了。（第 ２２９１

页）无怪乎伟大的灵魂是互相了解的这句话说得对：“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看到“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者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断同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之间有矛

盾的时候，解决问题毫不含糊，一口咬定是资料不典型，而不是尼

古·—逊先生的话不对或太一般。其次，粮食的秋卖春买问题，和

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家庭收支表是否典型的争

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三

　 　 在对偷换手法作了一番费力不讨好的说明以后，终于令人愉

快地见到了一个切实的反驳，尽管这个反驳也是用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显然认为极有说服力的威严吆喝（“拜物教”，“完全不理

非批判的批判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３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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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述的，尽管关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

叙述，而更多要靠推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得非常对，我的观点

“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全部著作”。

为了更鲜明地刻画出我们的意见分歧，我要把表达两个对立

观点的极端说法对比一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大概认为（这至少

可以从他的反驳中看出），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少，为此而

付出的钱愈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我认为正相反，农

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

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

会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

意见是正确的情况：（１）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

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①，而根

本不是资本主义；（２）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

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

义也最发达。为了分析“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

的条件，就必须作这样的对比，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如此威严而

又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忽视了这些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国农民经济中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陈腐

透顶的观点，在他关于移民和关于资本主义破坏了中世纪壁垒的

非批判的批判

① 顺便谈谈。这个论点（工役制６１是农奴制的残余）是我在自己书里直接提出的。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到这一点，却抓住我说的工役制实质上是从《罗斯法典》

起就保存下来的这句话，大发雷霆：又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来的引文，又是 １２ 世
纪的国内市场，又是商品拜物教，又断言我认为“商品生产从《罗斯法典》起〈原文

如此！〉就是历史上创造奇迹和阐明一切的基础”（原文如此！！）。这显然还是“啊

嚏———啊嚏”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似乎在文章开头谈得已经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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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中也暴露了出来。我把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同尼古

拉·—逊先生作了对照，难道不对吗？他们两人都用一些反对

“重视”移民观点的极其简单和一味否定的指责来“解决”移民问

题。但是要知道，这种结论只对那些满足于完全抽象的……陈词

滥调的最原始的……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适用的。“重

视”移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本来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

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经济学家难道会不重视每年的移民吗？

如果从资本主义这个特殊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第一，斯克沃

尔佐夫先生曲解了我的意思，因为在他所引证的地方我讲的正好

相反。第二，一个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研究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

发展的特点（而不仅是详细引证并且往往是胡乱引证马克思的

话）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在俄国究竟发生什

么影响？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

出的地方说过，我关于农民分化问题的结论是和古尔维奇先生的

结论完全一致的。① 此外，我在该书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

过移民问题。也许我这个观点不对，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根本

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或补充，完全用威严的吆喝掩盖问题的本质。

其次，我的话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据以断定，“商品拜物主义者现

在相信自己物神的创造奇迹的力量了”（原文如此！！）。这真是可

以说“消灭了”！然而，最尊贵的批判家先生，您是不是否定我的

看法呢？为什么不把您们的真正看法告诉人们，不去分析哪怕一

个县的资料呢？要知道这对于专门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人

非批判的批判

① 顺便谈谈古尔维奇先生。这位著作家因著有两部书和为杂志撰稿而闻名于马克

思主义著作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蛮横无理和蔑视一切的态度对待这位著作家

的“结论”，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命不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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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所当然的！我还要保留这个意见，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使

用怎样骇人的字眼（拜物教，创造奇迹的力量），而这些字眼是能

把所有的人都吓住的，这一点谁会怀疑呢？①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可以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谈谈事情的本

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农民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分类问

题。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过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如果我们

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也还在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他发表一些

以事实为根据的意见来阐明这个争论不休和极有价值的问题。我

说过：“我们一开始就驳斥了按份地的分类法，而一律采用按殷实

程度（按役畜；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其次，我还指出：在我国地

非批判的批判

① 我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

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２７９
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从我的这句话看出，“原来整个社会形

态，即农奴生产方式，不过是贵族的消遣”。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这还决不是

“原来”，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

度”（第 １２９ 页（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６１ 页。———编者注）），我在这里
只是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标志中的一个标志。在地主经济中有“贵族的消遣”的因

素，凡是记得“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１０８们”（第 １５２ 页（见《列
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８９ 页。———编者注））这类著名典型的人，都会很容易
地看到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指出了这一点，“贵族的消遣”这种说法就是

统计中提出的（第 １４８ 页（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８５ 页。———编者注））；
甚至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竟想从国

外雇请工人和订购机器（第 １３０ 页和第 １５３ 页（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１６２、１９１ 页。———编者注）），这无非是“贵族的消遣”。“何时何地资本主义把世
袭领主〈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范畴只适用于“农奴制形成以前

的”时代；它也适用于农奴制时代〉和依附农民转变为从事工业者，可惜伊林先生

没有讲到。”（第 ２２９３ 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 ２ 章、第 ３ 章，特别是第 ４ 章都
谈到了，那里谈的正是农业转变为工商企业。很可能，我对这一过程的意见需要

补充和修正；我不怀疑一切严肃和内行的批评家都能给予补充和修正，然而可惜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用简单的威严的吆喝完全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这未免不

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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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局统计中极为通用的按份地分类法是完全不中用的，因为

实际生活破坏了（村社内部）份地的平均占有，这只要回想一下出

租份地、抛弃份地、购买和租种土地、工商企业和雇佣劳动同农业

结合这样一些人所共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就够了。“经济统计必

须把经营的规模和类型作为分类的根据。”（第 ６０ 页）①斯克沃尔

佐夫先生的“批判”如下：“伊林先生不满意农民统计资料的按份

地分类法。统计资料的分类法有两种〈原文如此！〉。一种是历史

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每个纳税人拥有同一数量份地的村社

〈！〉汇总为一个整体；另一种是事实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

同一数量份地的农户汇总为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农户属于什么样

的村社。历史的分类法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是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

渡……”表明了上面也探讨过的这个题目的其他论点…… 　 “伊

林先生提出的分类法完全搞乱了对我国农民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

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条件的历史理解。伊林先生的提议倒适用于

手工业调查〈原文如此！〉，像德国所做的那样。”（第 ２２８９ 页）这就

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他的专业对象和想“引证”马克思而又无

法引证的问题进行的典型的批判。试问：这些关于村社的“历史”

分类法的议论，同我说的按户资料分类法有什么相干呢？现代按

户资料分类法用什么奇妙的手段可以“完全搞乱”早已查明的关

于村社的历史资料呢？要知道，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就他背弃

历史来说，才有权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历史的”这个字眼，因为如

果按每个纳税人份地数量进行的村社分类法是属于 ４０ 年前的历

史，那么在我们眼前日益迅速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历史了。其次，完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８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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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能解释的是，既然任何人都知道有许多分类法，有按播种面

积、按役畜、按劳力、按雇工、按房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分类法，那么

一位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并总是以预言家口吻谈一切事物的人，

又怎么能写出“分类法有两种”（按份地的村社分类法和按份地的

农户分类法）呢？既然争论的问题正在于按份地的分类法是不是

事实的分类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么能这样武断和毫无理由地

宣称只有按份地的分类法才是“事实的”分类法呢？我根据许多

县份的情况指出：各农户之间的份地分配直到现在比较起来还是

十分“平均”的（在不同县份或各类县份，２０％的富裕户，占人口
２６％—３０％，占份地 ２９％—３６％），而产业、役畜、播种面积、改良

农具等等事实的经济指标的分配，各地毫无例外地都非常不平均。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想方设法来批判甚至摧毁我的论点，但一

句话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当然，我不是一个统计学专家，一点也不妄想去解决分类问

题。但是我认为，对于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基本问题（而按户调查

资料的分类方法问题，像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指出

的，正是一个基本问题），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讲话的，决不只是一

些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而且还有一切经济学家。不能设想，一

个研究俄国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能够不使用地方自治局的统

计资料，因此，如果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和经济学家的工作各走各的

路，那么它们两者都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按份地的分类法不是

令人满意的事实的分类法，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自己

也部分地承认了，他们提供了一些按役畜和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

这些方法我在自己的书里也采用了。正是在现在，当几乎所有的

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而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们

也都不否认的时候，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就特别必要了。然而斯克

非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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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佐夫先生不是去进行批判，而是发表下面那种冠冕堂皇但是

毫无内容的言论：“需要汇总对农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详

细计算的地方自治局汇编，以便每个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么一

本汇编，来检查伊林先生、波斯特尼柯夫和古尔维奇的‘结论’。”

（第 ２２９２ 页）是的，当然“需要汇总”，但是要使这些话不流于空

谈，要使汇总真正能够回答现代俄国经济制度和这个制度的演进

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就必须提出和全面讨论关于汇总方法的基本

问题，而且这种讨论一定要在整个著作界进行，而不能仅仅在地方

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中间进行，尤其是不能在某个地方自治机关

统计局的四壁之内进行。这个问题我在自己书里已经提出来了，

并且试图加以解决。至于解决得是否正确，当然不由我来判断，不

过我有权利作出如下结论：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威严，但是

他对这个问题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而是毫无理由地维护常规惯

例，维护 １８８５ 年就已经陈腐了的观点（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 ５８ 页①脚注 ２，在那里，我引证了瓦·沃·先生《新型的地方统

计出版物》一文，他在文中承认：“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

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

别本身联系起来”，我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瓦·沃·先生

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关于这些形形色色类别的资料呢？）。

最后简单谈一谈“正统思想”，这样做不会是多余的，因为

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扮演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这

样，尽可能准确地明确我自己的立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成

为迫不及待的事情了。我一点也不想把波·阿维洛夫先生同斯克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第 ８３—８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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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佐夫先生相提并论，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前者在同一期

《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波·阿维洛

夫先生在附言的末尾说道：“伊林先生拥护‘正统思想’。不过我

觉得对于正统思想，也就是单纯地解释马克思，还有许多地

方……”（第 ２３０８ 页）我认为我用了黑体的那几个字大概是笔误，

因为我完全肯定地说过，我所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

马克思。正是在波·阿维洛夫先生所谈的那篇文章里，在“算了

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的标志下面’吧！”这句话之后，紧

接着就说：“我们决不相信：正统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

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

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

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

此相反的正统思想。”（１８９９ 年《科学评论》杂志第 ８ 期第 １５７９

页①）可见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把某种东西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

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发展，“单纯地解释”显

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

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

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始终做彻底的马

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

学理论；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例如，在

哲学上不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而是站在新康德主义１０９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上是站在那些硬说马克思的某些学说“有片面性”的

人们方面，等等。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中主义，在我看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７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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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一种人为“正统派”，

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中提出来的，

“正统派”并不拒绝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绝折中主义者的“批判”（这

些人所以有权利称为“批判”的拥护者，只是因为在哲学史上康德及

其信徒的学说都被称为“批判主义”、“批判哲学”）。在同一篇文章

中，我还提到了一些著作家（第 １５６９ 页脚注和第 １５７０ 页脚注①）。

在我看来，他们是彻底地完整地而不是折中主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代表人物，他们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方

面或者在历史和政治方面，都比桑巴特或施塔姆勒②要大得不可比

拟，但是许多人现在认为简单地重复这两个人的折中主义观点是一大

进步。我未必用得着再来说明：折中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

在爱·伯恩施坦周围。关于我自己的“正统思想”问题，我只简短地谈

这几点意见，一则因为这和我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二则因为我

没有可能详尽地发挥第一种人的观点，只能请有兴趣的人去查看德国

书刊。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的争论不过是德国人的争论的反应，不

知道德国人的争论，就不能对争论的本质获得十分确切的认识。③

载于 １９００ 年 ５ 月和 ６ 月《科学评论》
杂志第 ５ 期和第 ６ 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３ 卷
第 ５６３—５８５ 页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６６—６７ 页。———编者注
参看亨·库诺先生（他的论文有一部分译载于 １８９９ 年的《科学评论》杂志）对施塔
姆勒提出的公正评论、Б．李沃夫的《社会规律》（同上）和《科学评论》杂志答应在
１９００ 年译载的萨迪·贡特尔先生那篇文章。
在我看来，最近在我国书刊“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新的”“批判的”思潮正可归

结为这种折中主义（参看司徒卢威发表在《生活》杂志１１０１８９９ 年第 １０ 期和 １９００
年第 ２ 期上的论文；杜·—巴拉诺夫斯基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 １８９９ 年第 ５ 期和
１ ９００年第３期上的论文）。前者５年多以前在其《评述》中就开始“表现了”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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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批判的批判

　 　 折中主义的爱好，而在这一著作发表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承蒙司徒卢威记得住）
使公众“睁开眼睛”看看在他的见解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

来１１１。所以，奇怪的是听到了司徒卢威这样的话：“干脆闭起眼睛不看对马克思
学说进行的所谓〈也许不是所谓吧？———弗·伊·注〉‘资产阶级的’批判，而重复

和转述马克思学说，现在这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生活》杂志第 ２ 期第
３０５ 页）不仅“干脆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
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当然是绝对有害的。这是老生常谈。但是，不是闭起眼睛

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

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

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

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

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更值得注意吗？司徒卢威竟然能够（请注意，在俄国书刊中）

发现重复马克思的“害处”（原文如此！），难道过去和现在就没有看出非批判地重

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修正的害处吗？得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不可宽

恕地“闭起眼睛不看”现代的“思想动摇”，离开马克思主义是多么遥远啊！司徒卢

威在他的文章末尾表示了一个特别的愿望，要我对所谓的“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发

表意见。我的答复是：目前我特别关心的是哲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现代折中主义

的思潮问题，我还没有失去将来对这一思潮提出系统分析１１２的希望；而追赶折中
主义的每一条“基本错误”和“基本矛盾”……我（请尊贵的“批判家”宽恕我！）实

在没有兴趣。因此，我暂时只能表示一个相反的愿望：让新的“批判思潮”完全明

确地表现出来，不要只作暗示。这一点进行得愈快愈好，因为这样思想混乱就愈

少，公众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的新“思

潮”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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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９ 年 ８ 月）

某地① １７ 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

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

交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

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

动解放社”３０成员宣布过，又由 ９０ 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

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

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

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

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

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

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在西欧各国都是

从主张 ｌｉｂｅｒｔé，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éｇａｌｉｔ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
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

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

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

们，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

为正当 １８４８ 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

① 《工人事业》杂志的抽印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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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

（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

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１８４８ 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
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匠争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手艺匠与手工

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

参加互助储金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

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

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 ｌｏ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临时组织），而不能参
加定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

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

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

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

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

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ｂｒｕｃｈ（崩
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

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

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纭。直到现在，

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

到处都 ｌａｉｓｓｅｎｔ à ｄéｓｉｒｅｒ ｑｕｅｌｑｕｅ ｃｈｏｓｅ（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
消耗殆尽之前，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ｂｒｕｃｈ 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 Ｓｃｈｌａｇｗｏｒｔ
（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

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

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

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

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

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

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

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

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

进程，把这全部进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像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

机”的结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施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

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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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

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

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

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

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

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

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

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

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分量，就会

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

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

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

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

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

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

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

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像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

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

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

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在实际进行了。俄国

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

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

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

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

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

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

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

为，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

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

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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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由于不是用做研究的工具，而是当做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

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

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

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

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

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

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

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

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

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

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

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

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

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

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

的身份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

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

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

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

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

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

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

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

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

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

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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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

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１１４的历史，１８４８ 年法国、德国和

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

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

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

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

义”１１５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

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

（《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１４的时候，政治斗

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

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１１６）。在德国，拉萨尔的

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

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

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

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

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

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

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１１７，按照广大公

众特别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

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

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

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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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

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

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４０

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①。

过了 ２０ 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 １８６６ 年日内瓦第一

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

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

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

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

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１１８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

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

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

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

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

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

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

提出，将来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

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

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

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

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

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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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

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

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７８等等），另一方

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

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１１９，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

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

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

的一帮”１２０，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

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

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

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

《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

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

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摒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

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

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

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

国革命运动的无知。１８７８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１２１和 １８７５

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１２２，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

自由的要求。经过 ８０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 ９０ 年代

不止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

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

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

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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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

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

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

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

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

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

是多么有根据。他在 １８９７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

“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

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

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１８９８ 年日内瓦版第 １９ 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

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

另一种前途：

“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

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①将来会有这种派别）

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

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 ２０ 页）

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

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１２３，好像同意了《信条》作

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１８９７ 年 １０ 月创刊号）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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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一种根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

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

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１２４（１８９７ 年 ９ 月

第 ２ 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

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

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

家报纸，即《工人报》１２５，在第 ２ 号（１８９７ 年 １１ 月）的社论上写道：

“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

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

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

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

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１８９８ 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

会１２６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

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

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的发展

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

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

像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

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

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

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

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

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

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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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

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

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

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

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

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

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

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

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

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

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

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

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

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

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

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

争取政治自由当做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

党’３１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

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

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

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

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

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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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

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

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事业。

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联合会”７３，该联合会按 １８９８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

第 １０ 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

表机关。①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在国外印成
《工人事业》杂志第 ４—５
期合刊抽印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
第 １４４—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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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纲领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１２７

（不早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

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

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

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

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

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

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

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

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

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

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

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

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

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

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

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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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

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

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

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

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

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

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

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普

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１２８，他

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摒弃了伯恩施坦的

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１２９。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

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

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

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

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

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

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

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

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

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

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

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

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

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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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

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

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

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

（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

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

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

报》１２３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

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

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

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

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

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

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

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

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

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

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

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

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

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

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

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

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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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

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

吏。因此，看来好像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

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

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

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

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

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

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

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

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

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

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

令７５，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

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

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

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

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

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

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

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

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

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

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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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的《宣言》１２６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载于 １９２５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３ 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
第 １６０—１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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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华 战 争

（１９００ 年 ９—１０ 月）

俄国正在结束对华战争。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

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

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

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

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

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英勇的军队的新

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

者”在远东的新成就。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

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负，都落在

劳动人民的肩上，从他们中间抽人到遥远的地方去，为了弥补庞大

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么，社会党人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

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

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并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

平定暴乱，制服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

然没有宣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

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

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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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

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

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

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

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

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

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

战（１８５６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

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

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这

种掠夺政策通常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

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

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

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

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

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迫使当地居民奋起反抗，或者使

他们濒于饿死的境地。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１３０

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１３１。

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

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

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

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

领土，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

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

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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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

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

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教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

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

在 １９０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致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

且开入满洲境内，是临时性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

须击退中国叛民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背

离自己政策的自私计划”。

帝国政府多么可怜啊！它简直像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

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

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

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引起了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修筑中东铁路，每天只付给

中国工人 １０ 戈比的生活费，难道这就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

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疯狂的政策呢？这

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

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

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

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百上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

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冒险政策，是因

为借此可以飞黄腾达，建立“战功”而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

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然毫不犹豫地牺牲全国人

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表明自己是甘愿

对资本家大亨和贵族卑躬屈膝的昏官政府。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

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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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

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

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

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

西，因此，在对华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没有确切的材

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费用高达几亿卢布，这是没有疑问的。有消

息说，政府按照一项没有公布的指令，一次就拨出军费 １５ ０００ 万

卢布，而目前的战费开支每三四天就要耗掉 １００ 万卢布。政府肆

意挥霍钱财，但是给饥饿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

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

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

财政大臣维特曾宣称，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国库尚存闲置

现款 ２５ ０００ 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

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因财政拮据而缩减必要的开支，停

止修筑铁路。沙皇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但它仍然拼命实行侵略

政策，这不但需要大量资金，而且有卷入更可怕的战争的危险。进

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经在分赃问题上争吵起来了，谁也不能断定

这次争吵会怎样收场。

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

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

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

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

别人身上去。例如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

说犹太工人似乎不像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目

前报刊上又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

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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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

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

民，因为中国人民也同样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他们遭受到

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一切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

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的愚昧

无知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

那些煽起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使人民更加贫困，使

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沙皇政府不仅把我国人民变

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

１８４９ 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

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

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

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

表大会，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要光照顾宫廷奸党的

利益。

载于 １９００ 年 １２ 月《火星报》
创刊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
第 ３１９—３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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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１９００ 年 １１ 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

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

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劳动解放社”３０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

以前，１８９８ 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虽然有过不止一次的声明，但是俄

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现在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运

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

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

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

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

了，政治可以让知识分子联合自由派去搞。新信条（臭名远扬的

《信条》１３２）的这个最近的声明，竟公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很幼

稚，并且完全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工人思想报》１２３（特

别是《增刊》１３３）所谈的，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

现在正处于动摇时期、怀疑时期，甚至到了自我否定的程度。一方

面，工人运动正在脱离社会主义：有人在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

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

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

俄国社会党人又在纷纷议论，说反对政府的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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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

我们认为，这些可悲的现象，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在活动初期，只进行一些小组宣传工作。等到我们转

向群众鼓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不免陷入另一极端。第二，在活动初

期，我们不得不经常同民意党人３１进行斗争，来保卫我们存在的权

利。民意党人把“政治”理解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活动，把政治缩小到

只进行密谋活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这种政治的时候，走上了

另一个极端，竟笼统地把政治推到了次要地位。第三，当社会民主党

人分散在地方工人小组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重视，必须组

织革命政党来统一各地方小组的一切活动，并正确地安排革命工作。

工作分散占优势的情况，自然同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上述的一切情况，使大家热衷于运动的一个方面。“经济

派”１３４（如果可以说是一个“派”的话）企图把这种狭隘观点，提高

为一种专门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

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１１７，时髦的“对马克思

主义的批评”。这种企图的危险性就是削弱了俄国工人运动同俄

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之间的联系。而我们

运动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巩固这种联系。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

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

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

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

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

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

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５２这一伟大遗训。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

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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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

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

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

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

必要性，在理论上早就讲过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合只是到现在

才开始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

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

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

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

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

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他国家厉害得多，因

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

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

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

要做。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场所会越来越广，工作

的方面会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搞运动的人集中力量去解决

宣传和鼓动的日常需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局部任务。这种现象完

全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

要使局部的活动任务和个别的斗争手段不致成为某种独立的东

西，要使准备工作不致成为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

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

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

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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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密谋小组的力量，去同

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

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

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来款待工人才是可能和适当的，他们过

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

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有

计划的坚决的斗争。

“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

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

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

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

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

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

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

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

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

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

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

物，最近五六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

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它表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政治觉醒和政

治斗争的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疯狂迫害而减少，而且还增加

了。我们的同志在 １８９８ 年召开的代表大会１２６，正确地提出了任

务，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憧憬…… 　 我们

把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就应该

坚决着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已

经讲过了，详细阐述这些原则，不是本文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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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号报纸上写一些文章。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

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老一辈活动

家；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缺点，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

更加秘密，有系统地宣传活动准则以及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

的方法。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

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

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

工。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

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

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

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有了

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

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

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

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

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我们面对着一座强大的敌人堡

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夺去了我们的优秀

战士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

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

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

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

得·阿列克谢耶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

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１３５

载于 １９００ 年 １２ 月《火星报》
创刊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
第 ３３３—３３８ 页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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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１９０１ 年）

提纲：

（１）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 ３５—４０ 年中（从巴枯宁和 １８６６

年国际代表大会１３６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

年）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这类空话已经流行了 ２ ０００ 多年。（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

（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

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

（２）对于剥削的根源
獉獉

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

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

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

无所谓多数①。

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



















。

（３）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

① 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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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４）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荒谬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

不懂得组织和教育工人的作用。

把片面的、割断了联系的手段当做万应灵丹。

（５）在欧洲的现代史中，曾经在罗曼语国家盛行一时的无政

府主义，提供了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理论。

———分散工人运动。

———在革命运动的实验中彻底失败（１８７１ 年的蒲鲁东主

义１１６，１８７３ 年的巴枯宁主义１３７）。

———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
獉獉獉獉獉

政治。

载于 １９３６ 年《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 ７ 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
第 ３３８—３４１ 页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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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么　 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１３８

（１９０１ 年秋—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

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

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

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萨尔 １８５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给马克思的信）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

（１９０１ 年 ５ 月《火星报》１３９第 ４ 号）一文①中所谈的那些思想。我

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在

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迟了些。推迟

的原因之一，是去年（１９０１ 年）６ 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国外社会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１—１０ 页。———编者注



２９１　　

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１４０。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

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

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

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以失败告

终，而且，正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杂志１４１

在第 １０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以失败

告终。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

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

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

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

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

就关心这些问题，还在筹划《工人报》１２５复刊时就曾想在这个报上

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 ５ 章）。原来设想

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

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

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

（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 １９０１ 年 １２ 月《火星报》

第 １２ 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

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①）。现在已经很明

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

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１３４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

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

序　 言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３２４—３３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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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

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

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

明”。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说明”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

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

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许

下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

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

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

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像“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

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

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

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阐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

点，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阐

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

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再

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愈没有根据，人们愈不从

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

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愈要坚持这个“计

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

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

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杂志已经具有一种特别

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

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

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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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杂志进行的乍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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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

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

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

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

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

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

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

特定用语，像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①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

怎 么 办？

① 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

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１４２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１４３之间，费边派和

社会民主党人１４４之间，民意党人３１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
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

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１４５，

德国的伯恩施坦派１１７，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
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

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

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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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

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

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作出样

子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

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

“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

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

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

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

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

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

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

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

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

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

代青年，都经常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那么，社会民主党中的“新

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

来一样１４６，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

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

的书刊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

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国在这一次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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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

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恩

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①。法国社会党人

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

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

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

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

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

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

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

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

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

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

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

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

会党人恰好叫做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ｋｎｏｕｔｅｕｒ，ｐｅｎｄ

ｅｕｒ ｅｔ ｄéｐｏｒｔａｔｅｕｒ）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

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

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

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

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

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

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

怎 么 办？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４６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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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

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

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

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

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

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

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

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

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

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像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１４７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

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

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

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待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

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

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

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

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

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

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

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

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

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

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

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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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７３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

杂志，最近（第 １０ 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

由”），并且不是把它当做理论原则，而是当做政治要求提出来的，

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

来”这一问题时提出来的：“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

由。”（第 ３６ 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１ 《工人事业》

杂志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２ 《工人事业》杂

志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

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杂志“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１４８

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１４９必将决裂”①。

《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

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它

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

学家—思想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

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

怎 么 办？

①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做 １８ 世纪革命资产阶级
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 ２ 号
（１９０１ 年 ２ 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

人８３、“无题派”１５０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
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

宁愿默不做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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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黑体

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派别，包括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

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

斗争的立场上的。”（第 ３２—３３ 页）

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

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

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

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无

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

知的。他坚决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辩护，却拿不出任何的论据

和理由。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自

我表白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

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

是再“肤浅”不过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

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杂志第 ３４—３５

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

充分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

那种“偏激行为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

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来研究历史１５１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

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

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１５２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

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

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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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杜林①、讲坛社会主义者１５５），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

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

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

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施坦派

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施坦派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

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

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

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

《工人事业》杂志第 ２—３ 期合刊第 ８３—８４ 页），试图独自站稳脚

跟。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诺兹德

列夫式的）１５６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

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

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明显的伯恩施坦

派”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摒弃

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１５７，以及那个尽管措辞婉

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吕贝克决议１５８。至于从德国

怎 么 办？

①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杜林的观点

的，人们甚至公开在党代表大会上纷纷责备恩格斯，说他偏激，不肯容忍，用非同

志式的态度论战等等。莫斯特等同志提议（在 １８７７ 年的代表大会１５３上）在《前进

报》１５４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兴趣”；而
瓦尔泰希（Ｖａｈｌｔｅｉｃｈ）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
主党也是出了力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教授们要争论，

那么《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１８７７ 年 ６ 月 ６ 日《前进报》第 ６５
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

子的合法的批评派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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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措辞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

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

评价用哪种方法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

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

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

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①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杂志还向俄国社

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

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

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

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杂志始终避而不谈，没有

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

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杂志

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期上的两篇文章

都只讲《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杂志）。如果是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① 必须指出，《工人事业》杂志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

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 ２—３ 期合刊

第 ６６ 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１５９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
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 ４—５ 期合刊第 ２５ 页及以下
各页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决议摘

引一下；这里又是（也像在第 ２—３ 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
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 ４—５ 期合刊第 ３３ 页上说道：“……倍倍尔
所阐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

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　 他首先就竭力说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
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　 这是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间写的；
到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
的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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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

《工人事业》杂志，不替“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

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被人冤枉

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就开

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第一次

实际运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

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

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做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

中肯的说法１６０）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杂志现在却主张，为了治

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

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

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

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

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

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

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

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

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

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

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

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

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把《工人事业》杂志不愿说出来的（或

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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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国的批评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

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

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１６１的

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 ８０ 年代

或 ９０ 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

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

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

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

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做危险

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

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

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

（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

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

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

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

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

然也就出现了不止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１６２……

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

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

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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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

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①

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

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

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

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

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

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

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

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

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

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

证据就是 １８９５ 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

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

议可以比做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做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

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

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

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

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

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

“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

怎 么 办？

① 这是指前面刊印的克·土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

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见序言。１６３（这是作者
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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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

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

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

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

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俄国的“独

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

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

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

“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

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

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

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９３）伯恩施坦的一本

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１６４，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

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 １０ 号）１６５。现在社会民主

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

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

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

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与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

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

写一篇文章。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

名远扬的《信条》１３２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

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

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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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

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

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

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

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

“纲领”公布于世①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

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

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

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

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

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

“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１２３，有《工人事业》杂志（它因“经济

主义的”文件在《指南》１６７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

会（它在两年以前也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书》１６８连同那篇反驳

《宣言书》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②），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

派”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不能单单用不老

实来解释（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不老实不可，因为把还没

怎 么 办？

①

②

指反对《信条》的 １７ 人抗议书。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１８９９ 年
底）。１９００ 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

的文章（仿佛是登在《往事》杂志１６６上）中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
时在国外的“经济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据我们所知，基辅委员会的成员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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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不合算的！）。不，

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

说，他们也应当这样）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

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

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派”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

的）观点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

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正像《火星报》

第 １２ 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异

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都是“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

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

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

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

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

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

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

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杂志都

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

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的要

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以及俄国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处于怎样一

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

会”肯定《工人事业》杂志观点的那个决议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书刊上有批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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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

级性和革命性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０ 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同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

施坦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　 “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

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多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贫乏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ｕｍ ｐａｕｐｅｒｔａｔｉｓ）！……“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

吕贝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

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

则，提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

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

决议逐条拒绝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吕贝克决

议中，则对伯恩施坦本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

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一种

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

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别是“联

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做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

第 ８ 页第 １ 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

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

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

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

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

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

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

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

续把他们看做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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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①，并且我们

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自由

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

正当性”（《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第 ２５ 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

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

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 １２ 号

上所载的《一封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

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

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增刊》１３３第 １４ 页）。

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

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

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

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声明）②。总之，德国人坚持现

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

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地”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

家们就没有觉察到！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①

②

单是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就构成了俄国和德国的根本差

别，这种差别必定会提醒每一个明智的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从下面这

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批评自由”在俄国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俄国的批评派布尔

加柯夫先生竟谴责奥地利的批评派赫茨说：“赫茨作的结论虽然很有独立精神，但

是他在这个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看来毕竟是太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了，他虽

然在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始终不敢离开总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农业》第 ２
卷第 ２８７ 页）一个政治上备受奴役的国家，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由于政治
上处于奴隶状态和完全不懂党的荣誉和党的联系而堕落到了极点，这样的国家里

的臣民，竟傲然地责备一个宪制国家里的公民过于“受党的意见的束缚”！那么，

我们的不合法组织就只好去拟定关于批评自由的决议了……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３１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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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

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杂志的那些捍卫“批评

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书刊出版声明：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工人事业》杂

志第 １ 期抽印本），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

明》１６９。两个声明都标明是在 １８９９ 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

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

个声明中，你们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

刊物对这个问题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

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 １９０１ 年“联合会”第三次代

表大会１７０通过的对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５—１８ 页），都只字未提。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杂志编辑

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搁在一边，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

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另一个声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

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

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

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杂志，表

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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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

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

也早已指出的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

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

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

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

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

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

业》杂志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

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①，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

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

完！”１７１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

领１７２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

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

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

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

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

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

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

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

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

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

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４２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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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１７３）。

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

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

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

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

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

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

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

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

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

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

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

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

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

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

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

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

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 ７０ 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

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

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 １８７４ 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

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

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

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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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

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

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

国农民战争》①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

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

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

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

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

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

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

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

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

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

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

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

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

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

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

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

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

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

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① １８７５ 年莱比锡合作出版社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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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

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

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

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

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

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

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

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

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

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形势究竟容许他

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现在还无法预先断言。但是，只要他

们还占据着这个地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履行在这个地位所应尽

的职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

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

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

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

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

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

工会组织的团结……

……如果德国工人将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虽然不能说

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

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

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出乎意料的严峻考验或者重大

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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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①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出乎意料的严峻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

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峻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

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

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

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

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

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

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

者即 ７０ 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

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

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说，必须用 ７０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

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

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

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

精神。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２１７—２１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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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

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

杂志，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

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

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相比哪个意义大，有

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指责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

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①。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

和《曙光》杂志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杂志想到这个“总的意见

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

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

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

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９０ 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

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 １８９６

年彼得堡工业战争７５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

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

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

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 ７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
（甚至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

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９０ 年代的罢工甚

怎 么 办？

①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期第 １７页和第 １８页。黑体是《工人事业》杂志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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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

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

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

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

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

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

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９０ 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

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

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

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

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

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

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

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

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

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 ９０ 年代的罢工比

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

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

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

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

等等。① 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工联主义决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

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

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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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

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

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

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

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

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 ９０ 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

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３０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

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

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

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

（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

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

时还是手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１７４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

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做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

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

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７４的那

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 １８９５ 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

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 １８９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耶夫①那里搜

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

纸的社论１７５（也许过个 ３０ 年，会有一家像《俄国旧事》１７６那样的

怎 么 办？

① 阿·亚·瓦涅耶夫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时得了肺病，于 １８９９ 年在东西伯利亚去
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

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耶夫的情

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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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把它从警察司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

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题为《我们

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①，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

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

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１７７的通讯）。可见，９０

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

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

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

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

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

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

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

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

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１２４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 １８９８

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１２６更是如此。

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的情况归罪于当时的活

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

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

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 １８９５—１８９８ 年间活

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

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②，这是完全正确的。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②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６５—６８ 页。———编者注
“《火星报》对 ９０ 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
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

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 １２ 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
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９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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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

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

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

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

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

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

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社

会民主党的一些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

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

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

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我们在讲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先

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

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

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１８９７ 年初，阿·亚·瓦涅耶夫和他的几个同志，

怎 么 办？

　 　 末，即使在 ９０ 年代中期，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
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

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

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

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欣赏

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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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１７８，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

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

组织问题，也谈了《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

在《〈工作者〉小报》１７９第 ９—１０ 期合刊上（第 ４６ 页）。在“老年

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做“十二月党

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

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

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

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

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

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

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

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

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

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

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进行活

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

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把“经济主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

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

败的偶然因素是很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

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

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

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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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

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在弗·伊—申的文章（《〈工作

者〉小报》第 ９—１０ 期合刊第 ４７ 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了这篇社

论，而弗·伊—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狂热

地———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

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① 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

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

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１８０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

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

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

“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②，但事

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

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

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

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

“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

怎 么 办？

①

②

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 １８９８ 年 １１ 月，当时“经济主
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

业》杂志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杂志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

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

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

“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

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

细 Ｈ． Ｈ． 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
死米哈伊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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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

值”（请把 １８９７ 年 １０ 月说的这段话和 １８９７ 年初“十二月党人”同
“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

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

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①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

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

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

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

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

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

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

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

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

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

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②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

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

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②

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

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１８１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
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

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

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

德国人甚至有“ＮｕｒＧｅｗｅｒｋｓｃｈａｆｔｌｅｒ”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
斗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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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当前的意见分

歧①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

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

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

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

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

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当

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

正是这样。然而，我们所以要特别坚持让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

周知的事实，我们所以要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付排的

《工人事业报》以及 １８９７ 年初“老年派”同“青年派”争论的材料，

是因为有些以自己的“民主主义”相标榜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

（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

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

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

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

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

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

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

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

怎 么 办？

① 我们强调当前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

《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

说：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

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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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

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

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

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意识形态的

作用”①，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②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

“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

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但这是极大的错

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

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

而重要的话③：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

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

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黑体是卡·考·用的〉。于是这些批

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

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

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

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

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

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

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②

③

《火星报》第 １２ 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
《工业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

《新时代》杂志１８２第 ２０ 年卷（１９０１—１９０２）第 １ 册第 ３ 期第 ７９ 页。卡·考茨基谈

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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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

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

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

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

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

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

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

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

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

斗争 中 去。可 见，社 会 主 义 意 识 是 一 种 从 外 面 灌 输 （ｖｏｎ ａｕｅｎ
Ｈｉｎｅｉｎｇｅｔｒａｇｅｎｅ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
争中自发地（ｕｒｗüｃｈｓｉｇ）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
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

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

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

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

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

识形态①，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

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

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

怎 么 办？

①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意识形态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

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换

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

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

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

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

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

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

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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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

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

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恰恰是按照

《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

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

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

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

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

《火星报》第 １２ 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

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

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

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

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

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

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之流和普罗柯波维

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

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

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意识形

态”的路线上去。

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

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在舒尔

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的那条进步党１８４的工联主义

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

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策略—过程，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

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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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

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

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

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

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１８５）。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

还分属于几种意识形态：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

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

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１８６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

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

但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进行了

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

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

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

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①。所以

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

巩固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

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

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

怎 么 办？

①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

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

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杂志恰恰

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

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自发地而又最

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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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

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

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

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

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

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

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

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

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

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杂志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

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比在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

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这种说法就

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

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

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

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

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

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

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

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

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

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

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

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下面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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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杂志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三）　 “自我解放社”１８７和《工人事业》杂志

　 　 我们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

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

现了一个总的潮流，这个潮流后来又涌现出无数细流。弗·伊—称

赞《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尖锐，很有斗志”

（《〈工作者〉小报》第 ９—１０期合刊第 ４９ 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

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认为自己提出了某种新主张的人，写起

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

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

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攻击该报论敌的“论战的斗志”。

我们现在且不谈《〈工人思想报〉增刊》（下面谈到各种问题

时，我们还得引用这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

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转载

于 １８９９ 年 ７ 月伦敦《前夕》杂志１８８第 ７ 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

说得很公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并本

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

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

者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

“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

的”意识形态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作者

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

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

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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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工人事业》杂志，那么它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为“经

济派”“辩护”的。《工人事业》杂志竟在它的第 １ 期（第 １４１—１４２

页）上公然撒谎，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

册子①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但是

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

候，《工人事业》杂志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

替所有那些比较年轻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以反驳这

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派”眼界狭小）。１８９

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杂志清楚地知道这

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申的头上。我想顺便指

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的那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

任务》②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杂志却完全不正

确。这本小册子是在 １８９７ 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

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

“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到 １８９８ 年上

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杂

志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小册子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

危险，我这本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已于 １８９７—１８９８ 年间在圣彼

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排挤掉了。③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②
③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１８９８ 年日内瓦版。１８９７ 年写给
《工人报》的两封信。

见本卷第 １３９—１５９ 页。———编者注
《工人事业》杂志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

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

“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

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

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 ９ 页）１９００ 年出版的《回答》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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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人事业》杂志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

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

业》杂志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

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黑体是《工人事业》杂志用的〉是俄国生活

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将决定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任务

〈黑体是我们用的〉和性质。”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无

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

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是理解为崇拜这个

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

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

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

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

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杂志过去和现在都正是

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

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

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

够了：《工人事业》杂志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群众性工人

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

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 ２５页）。

《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在第 ７ 期上的

怎 么 办？

　 　 但《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 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 １８９９ 年 ４ 月出版的。难
道“经济主义”１８９９ 年才产生出来吗？不，１８９９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初次对“经
济主义”提出了抗议（即对《信条》的抗议书）（见本卷第 ２６２—２７２ 页。———编者
注）。“经济主义”是在 １８９７ 年产生的，《工人事业》杂志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
弗·伊—早在 １８９８ 年 １１ 月（在《〈工作者〉小报》第 ９—１０ 期合刊上）就称赞过《工
人思想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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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也重复了同样的错

误①，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

《曙光》杂志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

是《工人事业》杂志在第 １０ 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

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杂志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

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

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

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

号）②另一种提法是：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

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②

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

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 １９００ 年 ８
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

〈！〉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 １１ 页）。在第
４ 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
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

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黑体是

我们用的）这“所以”二字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

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

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

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

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议论（即政治

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派的议论（例如沃尔特曼正是

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

见本卷第 ２８７ 页。———编者注



３３４　　

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 ４号）①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

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

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

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

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杂志自己得了我们

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

法”。因此它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 １０期第 １８页），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

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第 １１ 页，黑体是《工人事业》杂志用的）。

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杂志这一

“派别”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指导性

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回答是：运动是运动的起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

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话

（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纲领，

尔·姆·在《〈工人思想报〉增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

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

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

“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民粹派

在同我们论战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

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

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

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

怎 么 办？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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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由这个政

治领袖时而由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种种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

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

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建立帝国、成立帝国国会、赐予普选权

这种极大的历史转变时，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

的政策和整个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

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

计划，打算干脆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

伯恩施坦（部分参与）则提出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

传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

法，所以现在应当以模范行为来求得宽恕；当时那些筹备并出版了

秘密机关报１９０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

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

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

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

时期①，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

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覆辙的“策略—计

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

“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

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

围”②，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

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①

②

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 Ｅｉｎ Ｊａｈｒ ｄｅｒ Ｖｅｒｗｉｒｒｕｎｇ（混乱
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

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

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本卷第 ２８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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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杂志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

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

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

《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

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

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第 １８ 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

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定者对客观发展

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

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

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

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

计划制定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

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

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相比〈黑体是《工人事业》杂志用的〉哪个意义

大的估计”，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

过程中的自发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

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

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

谈论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

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

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

忽略而责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用他的说法，就是“轻视自觉因

素”。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除了援引“轻视自发因素”（！！）之外

又没有其他论据，那么他以此只是证明：（１）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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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耶夫之流和米海洛夫斯

基之流一样；（２）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那些把我们的合法马克

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

到“经济主义”上去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并且他对那些无

论如何也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自发”发展道路的人“十分

恼火”。

再往下纯粹是些滑稽可笑的话了。“正如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

得什么成就而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

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

然多半是自发地爆发的结果。”（第 １９ 页）有一句老话说得妙：要生

儿养女，谁没有智慧？———同样，“现代社会党人”（像纳尔苏修斯·

土波雷洛夫１９１之类）也有一句话说得妙：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

诞生，谁都有智慧。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智慧。为了参与，只要

在“经济主义”流行时听从“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听从恐

怖主义就行了。例如，今年春天，正应当告诫大家不要醉心于恐怖

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对这个在它看来是“新的”问题感到

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

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也不应

当是阻止恐怖主义情绪的发展”（《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第 ２３

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计划

的进攻性的恐怖手段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８ 页）。

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止它，但宣布它不

合时宜，而且这样宣布的意思是说，“决议”并没有把无计划的和防

御性的恐怖手段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很保险，完全

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正如一个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的人可以保证

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定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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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当《火星报》讥笑《工人事业》杂志把恐怖手段问题说成一个

新问题时①，《工人事业》杂志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

居国外的作家在 １５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

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 ２４ 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

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

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② 如果只是旧调重

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

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杂志甚至对这

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把自己

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做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

神灵”（第２９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

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

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

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

业》杂志不仅追随这种“策略—过程”，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

《工人事业》杂志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

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

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

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

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

怎 么 办？

①
②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２ 页。———编者注
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总结了以前的

革命运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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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

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

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

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

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

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

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

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

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工人事业》杂志贬低我们

的理论任务并“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因为重复

这一口号的人，对了解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

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点缺乏“自觉性”。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

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是怎样表现的。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我们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杂志开始吧。马尔丁诺夫在《工

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

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出版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

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们不能只限于揭露那个阻碍它〈工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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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们还应当对无产阶级当前的日常利益作

出反应。”（第 ６３ 页）“……《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

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　 而我们现在和

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

的事业努力。”（同上）对马尔丁诺夫的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表示

感谢。这种说法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

概括了我们同《工人事业》杂志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们同“经

济派”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

派”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

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马尔丁诺夫也正是这样滑过去的。因

此我们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经济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典型。

对于这一选择，无论《〈工人思想报〉增刊》的作者们，还是“自我解

放社”宣言的作者们，或《火星报》第１２号上所载的那封“经济派”的

来信的作者们，都没有理由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往下将予以证明。

（一）　 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
政治鼓动的范围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①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

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

“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

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

怎 么 办？

①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的习惯

用词）全都是指“实践经济方面的斗争”，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反

抗资本家”，而在各自由国家里则称为工会的、工团的或工联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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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

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

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

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

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

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

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

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

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

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

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

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往往宁愿不等战争本身到来就

完全承认这些传单所起的宣战书的作用。这种揭露，总是一经出

现就变得强大有力，形成强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往往只要一有传

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

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

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

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

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

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

主义的起点。①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政治斗争，较广义的或较狭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只

顺便指出，《工人事业》杂志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讳”经济斗争（《两个代表大会》

第２７页；马尔丁诺夫在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也再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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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

可以知道，人们在这种工作上耗费了多少精力，竟忘记了这种活

动本身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

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

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

“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

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

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

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

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

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

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

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

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

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

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

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现在，当

《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冲击之后，这

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有

怎 么 办？

　 　 复过这种非难），这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如果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们把一年来
《火星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即使用普特或印张计算一下（这是他们所爱用的

方法），并且把它拿来同《工人事业》杂志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

的总和比较一下，那他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显然，他们

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况，才迫不得已提出一些清楚表明他们惶惑不安的心

情的论据。他们写道：“《火星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考虑到实际

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载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通讯。”（《两个代表大

会》第 ２７ 页）这真是一个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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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

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

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厂主的利

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

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

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

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

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

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

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

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正如为了进行

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舞弊行为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

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例如《工人事业》杂志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

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

后退。请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

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工人事业》杂志的纲领，《工人

事业》杂志第 １期第 ３ 页）“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

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工人

事业》杂志第 １０期第 ４２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

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和“修正案”：

《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１页和第 １７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

从《工人事业》杂志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给编辑部的指示”为止，

始终都贯穿在《工人事业》杂志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是用同一个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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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看待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

从于经济鼓动这个在一切“经济派”中流行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

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①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

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各种各样警察压

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

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

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

“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

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

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

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

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

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

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

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一种手段称

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

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杂志曾经写

道：“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只要政府出

动警察和宪兵”，“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

怎 么 办？

① 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志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则和

一般任务。无疑，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派”才

会在准备用于全俄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能够“只在经

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况，可是《工人事业》杂志终于认为这是“根本不必

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１ 页）。我们在下一章中就要证明，“政治派”和革命
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恰恰相反，只有它才能保证这种任

务彻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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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９００ 年 ８ 月第 ７ 期第 １５ 页）现在联合会已经把这个机会

主义的阶段论推翻而向我们表示让步，说“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

就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１ 页）。

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根据“联合会”对自己的

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所作的这一否定，就可以比根据各种长篇大

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派”把社会主义贬低到怎样的地步

了！但联合会该是多么幼稚，竟以为靠放弃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

式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如果在这里

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也说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

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

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岂不更合乎逻辑吗？

联合会认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说法来代替犹太工

人联盟（崩得１９２）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中的“最好的手段”

的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个决议中究竟哪一个好

些，因为在我们看来，两个都很糟糕。无论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

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甚至是不自觉的，是受了传统的影响）经济

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

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毫无差别。假使联合会说“在

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

段，那么，对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这是

正确的。也就是说，对于“经济派”，对于 １８９８—１９０１ 年间的许多
（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做实际

工作的“经济派”的确几乎完全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就算他们都

采用过！）政治鼓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思想报》和“自我

解放社”都承认甚至推荐过这种政治鼓动！《工人事业》杂志本来

应当坚决斥责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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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采用的（“经济派”

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帮人称为

“经济派”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破口大骂我们又是“捏造者”，又是

“捣乱者”，又是“圣使”，又是“诽谤者”①；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

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

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②啊，这些诽谤

者，凶恶的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正是他们完全出于仇恨人

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

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现实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

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

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

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

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在西方通过工会，在俄国通过临时工会

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

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

一页即第 ４３ 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

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

的。你们只要看一看韦伯夫妇这两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和“造诣

很深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１９３，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很早以前

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

任务，很早以前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合作社运动和工会

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为制定卫生法和

怎 么 办？

①
②

这是《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的原话；该书第 ３１、３２、２８、３０ 页。
《两个代表大会》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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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

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却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

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他们表面上是

要纠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说《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

于生活的革命化”①，而实际上却把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当做一种

新东西奉送给我们。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

话的含义不过是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仔细分析一

下自己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那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结

论。马尔丁诺夫拖出了他的一门最大的重炮来反对《火星报》，他

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

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消除饥荒等等。”

（《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第 ４２—４３ 页）具体要求实行种种措

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吗？我们现在要再一次问

问没有偏见的读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

词！）提出必须争取经济改良这个论点来表明他们同《火星报》

的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暗藏的伯恩施坦派，这是不是

诬蔑他们呢？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一直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在

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

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

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有责任不仅根据经济斗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第 ６０ 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
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

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

“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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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且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

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

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像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而马尔

丁诺夫却用另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力求规定政治斗争必

须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所谓争取改良的

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

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马尔丁诺夫羞羞答答地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

性质”的漂亮的论点来掩饰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把仅仅是经济的

（甚至仅仅是工厂的）改良当做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为什

么要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

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的”改良，那么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

点就会毫无意义了。也许是由于他认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

能实行和大概会实行“让步”吧？①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

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份证、赎金３４、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

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

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

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

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产生这样

一种误解），以为经济改良对我们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

良看得特别重要，等等。马尔丁诺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

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说道：“这样的要求，不会成为一

种空话，因为这些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就会获得工人群

怎 么 办？

① 第 ４３ 页上写道：“当然，如果说我们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些经济要求，那是因为在
经济方面，专制政府出于需要而愿意作某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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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积极支持……”　 我们可不是“经济派”啊！我们不过是像伯恩

施坦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尔·姆·之流以及诸

如此类的先生们一样屈从于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们

不过是（同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说：凡不“能

产生显著结果”的都是“空话”！我们不过是要表明，似乎工人群众

不能够（并且同那些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强加于他们的人的愿望相

反，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任何反抗，支持那些

甚至绝对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反抗！

就拿马尔丁诺夫本人援引的关于消除失业和饥荒的“种种措

施”的例证来说吧。从《工人事业》杂志自己的诺言来看，它正在

致力于制定和详细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

面的具体要求〈以法案的形式吗？〉”，而《火星报》“却始终把教条

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极力说明失业同整个资本主

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警告大家说“饥荒在蔓延”，揭露警察

“摧残饥民”的行为和可恶的“暂行苦役条例”；《曙光》杂志则把

论述饥荒问题的那一部分《内政评论》①印成了抽印本，作为鼓动

的小册子。可是，天哪，这帮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派，这帮对

“生活本身”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啊！

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任何一个，真是根

本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多么可

怜的教条主义者啊！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

夫之流那里去领教领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发展……而增

长的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
獉獉

以政治性质！

“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除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２６８—２８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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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

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 ４４ 页）我们

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重

复一次，而是要来特意感谢马尔丁诺夫提出了所谓“工人同厂主和

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真是妙极了！真是

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经济派”之间的一切局部的意见

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在这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

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

全体工人的状况”①，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

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

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

（二）　 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
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有一次，一位同志说：“近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罗蒙诺索夫何其

多啊！”他指的是，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令人惊奇的

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比如说经济斗争

使工人碰到无权的问题），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

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罗蒙

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才子。你们只要瞧瞧

他所写的《当前问题》一文，就能看出他怎样“凭自己的头脑”正在

接近阿克雪里罗得早就说过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我们的罗

蒙诺索夫当然是完全避而不谈的），就能看出他正在开始理解，例如

怎 么 办？

① 《〈工人思想报〉增刊》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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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

事业》杂志第 ９期第 ６１、６２、７１页；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对阿

克雪里罗得的《回答》，第 ２２、２３—２４页）等等。但可惜只是“正在接

近”和只是“正在开始”，仅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没有理解阿克

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还在说什么“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三

年来（１８９８—１９０１年），《工人事业》杂志一直在努力理解阿克雪里罗

得的意思，然而———然而毕竟还是没有理解这种意思！可能这也是由

于社会民主党“像人类一样”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实现的任务吧？

但是，罗蒙诺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

都不知道（这不过是小小的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识自

己的无知。这才是真正的大不幸，正是这种不幸促使他们马上就

来着手“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国

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以来，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

人在 １０ 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
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成熟了。我们如果愿

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深化普列汉诺夫以前阐发过的那些

策略原则……　 现在，我们确定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应当不同于普列汉诺夫
〈马尔丁诺夫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

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

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

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

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

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

我们祝贺俄国的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套新的、马

尔丁诺夫式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

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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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

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

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

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

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

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

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

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

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

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

于鼓动员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

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

能，并把“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

分荒唐了，因为“号召”作为单独的行为，要么是理论著作、宣传小

册子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要么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

的职能。实际上，可以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

争来作例子。比如说，理论家写关税政策的研究著作，“号召”为

通商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这样做，鼓动员

在公开演说中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

签名上书帝国国会，要求不增加谷物税。采取这些行动的号召，间

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

到各工厂和各私人住宅去的工人。照“马尔丁诺夫式的术语”来

讲，岂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尔两人都称为宣传员，而把分送签名

簿的人称为鼓动员吗？

德国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个德语单词：Ｖｅｒｂａｌｌｈｏｒｎｕｎｇ。按

俄文直译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约翰·巴尔霍恩是 １６ 世纪莱比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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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的一个出版商①。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

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不是通常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

距的雄鸡，旁边还有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加了一行字：“约翰·巴尔

霍恩修正版”。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把东西改坏的那种“修

正”时，就说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所以当你看到马尔丁诺夫之流如

何“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时，就不禁想起巴尔霍恩的故事来……

为什么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这种糊涂观念呢？他是为

了说明，《火星报》“也像普列汉诺夫在 １５ 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

情的一方面”（第 ３９ 页）。“《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偏重宣传任务

而忽视鼓动任务。”（第 ５２页）假如我们把后面这个论点从马尔丁诺

夫式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种新

发明的术语），那就是说《火星报》偏重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

忽视这样一个任务，即“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

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社会改良的要求，———假如允许

把还没有发展到马尔丁诺夫那种水平的旧人类的旧术语再使用一

次的话）。请读者把这个论点同下面的一段议论对照对照吧！

“这些纲领〈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

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

忽视〈由于这些纲领的革命虚无主义〉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厂主工厂事务立

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

脑想出来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了一些。而这位

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增刊》（第 １５ 页）上的那位尔·姆·。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应为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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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

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降低这种积极性，因为他

把一切“经济派”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说成是激发这种积极性的

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和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

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丁诺夫一个

人所特有的。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

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

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

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

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

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

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

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

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

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

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

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

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

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

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

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

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

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

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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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

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

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

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

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

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

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

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

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

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

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

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

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

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

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

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

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

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

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

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

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

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

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

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

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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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

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

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

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

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

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在

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

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 ６１页），就等于

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袒护和赞美我们缺乏修养和落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

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

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

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

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

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

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

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顺便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以前，就大学生被送去当

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问题，号召工人

积极加以干预的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１ 月 １１ 日关于“送
１８３ 个大学生去当兵”这道命令一公布，《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

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２ 月第 ２ 号）①，而且在任何游行示威都

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直接号召“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

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

怎 么 办？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３４６—３５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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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做一种特别的

活动方式，但他对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号召却只字未提，对于这

一明显的事实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

么马尔丁诺夫宣称《火星报》片面，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

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做

法吗？

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杂志，所以受欢迎，是因

为他们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

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愤然驳斥所有那些

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

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

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

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

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要知道，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

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太不聪明了；这只

是一个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

国，包括俄国在内，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

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① 要知道，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自

发性的崇拜。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自发的，即不需要“知识分子这种革

命细菌”的干预，不需要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例如，英国工人的经济斗争

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社会党人参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限于

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

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

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

识，反而拜倒在自发性面前，唠叨说，———老是令人作呕地唠叨说，经济斗争使工

人“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先生们，可惜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这种自发的

觉醒却没有使你们“碰到”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的问题！



３５８　　

你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

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

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

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

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

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

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这样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

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

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

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

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①，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

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

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

怎 么 办？

① 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

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

“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杂志是政

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６ 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
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１）自觉的革命家，（２）中间阶层，（３）其余
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

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了……”“大家都尖锐

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

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 ３０—３１ 页）而且就是第三
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

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

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

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　 枯燥无味…… 　 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
家问题……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　 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

自由社出版的《自由》杂志１９４第 ６９ 页和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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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够获得的，你们有责任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

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

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

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

来。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

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

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

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

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

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

（四）　 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上面的脚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派”

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派作了对比。不过，一般讲来，在这两

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

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就在谈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必然

要涉及。“经济派”和现代恐怖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

自发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做一般的现象

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影响。

乍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

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看来

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

“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

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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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

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

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

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我们所指出的对两个方

面的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开始实现《信条》这一著名的纲

领：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

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认为我们有

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碰到政

治制度”），而让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用

的是恐怖手段！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

不可避免的结论，尽管那些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人自己也没有意

识到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取决

于那些怀有最善良的愿望或者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

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的意识。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

的，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

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纯粹资产阶

级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的许多自由派，无论是公开的自由派

还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都打心眼里同情恐怖手段，

并竭力助长目前的恐怖主义情绪，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一产生，它就把全面促进工人

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纲领中，并且力

求摆脱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束缚，———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帕·

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早在 １８９７ 年底就确切地预

见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

和策略问题》），并且拟定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１９５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

怎 么 办？



３６１　　

两个前途①中，就像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从上述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顶住“经济主义”的自发性

的《工人事业》杂志，也没有顶住恐怖主义的自发性。在这里，把

“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的论据拿来谈谈，是

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

复活》第 ６４ 页），但是，它却推崇这种手段的“激发性作用”。这是

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标志着那种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

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个阶段。承

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

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

第二，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培养群众革命积极

性”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

发”工人运动、给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很难想象

还有更为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据了！试问，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

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

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

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

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马尔丁诺夫“认为有另外的更现实的〈？〉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

阶级》第 １９ 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责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
用这种方法〈！〉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　 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
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只是领导工会斗争

就可以把工联主义的运动转变成革命的阶级运动呢？他能否想到：要达到这种

“转变”，我们就应当积极着手“直接领导”全面的政治鼓动呢？……　 “或者就是
另外一个前途：社会民主党放弃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因而……剪去自己的翅

膀……”　 照上面所引证的《工人事业》杂志的意思，是《火星报》“放弃”对经济斗
争的领导。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在领导经济斗争方面比《工人事业》杂志

所做的多得多，而且它并不以此为限，并不为此而缩小自己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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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

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

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

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

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

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

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

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

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

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代替鼓动，并公开承认：

“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

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 ６８ 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

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

事件①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

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

分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而

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

西来代替的。

（五）　 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

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

怎 么 办？

① 指 １９０１ 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１９６。（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
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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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但我们只是根据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

需要作出这个结论的。然而只是这样提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

会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主

义任务。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试从“经济派”最

“关切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必须

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但请问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

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

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来完成“赋予经济斗争

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

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

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

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

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从所谓工人

经济斗争内部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

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

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

的。正因为“经济派”对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很生气，不愿仔细想

一想意见分歧的由来，结果就使我们简直互不了解，各讲各的话。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

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

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

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

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

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

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

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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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

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经济派”好好“碰一碰”

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碰一碰”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

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所以，请读者不要着急，仔

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

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

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

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

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对外

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

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

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

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党

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

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

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

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

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

“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

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

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

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

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

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

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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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英国最强大的

工联之一———锅炉工人联合会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

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一试把马尔丁诺夫形容自己

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时用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

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

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第 ３９ 页），而威·李卜克内西

则较多的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

３８—３９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而且指出了实

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 ４１ 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

做，但是并不放弃“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

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①（第 ４１ 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

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 ４２ 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

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 ４３页），而威·李卜克内西

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 ４０ 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

的日常斗争进程”（第 ６１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

辉的完备的思想”（第 ６１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

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

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 ６３

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

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６３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

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

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

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行动纲领，而 １８４８ 年时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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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６３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

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

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

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

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

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

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

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

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

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

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

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

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

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

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

（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

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

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

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

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

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

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

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

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一切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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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

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

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

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①，忘记我们因此也

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

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

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

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新指示中

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或者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

独特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

先锋队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

动”（《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７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是的，这些话说

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假使《工人事业》杂志懂得这些话的意思，

假使在这些话之外它不说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

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

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

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

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假

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

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

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很多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６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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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了这种话，只会微微一笑，并说（当然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们

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傻！他甚至不了

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

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像西欧一切资产者一

样要使工人卷入政治，不过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

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

级政治。而这个‘先锋队’对自己的任务的提法正是工联主义政治

的提法！因此，甚至就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吧。说

实在的，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发急！只要他们不受那

帮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

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是先锋队

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所统治的今天，

还最害怕“轻视自发因素”，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

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

了！一个“先进”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

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公认的大胆“计划”！莫非是他们

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

的确，请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

第 ４０ 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

布对政府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足够的积极的能

去推翻政府的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顺便说说，这也

还是我们熟悉的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己的

积极性的老调。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在这里当然

是指革命力量（“推翻”政府的力量）。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

样的呢？既然在平时，各社会阶层必然是各行其是，“所以很清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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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

行动，不能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

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　 自由派阶层自己会设法

为自己的当前利益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

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第 ４１ 页）。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

说的是革命力量，是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马上就扯到

工会的力量上来，扯到为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上来了！

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

而斗争，但是，最可敬的“经济派”，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

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

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

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

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

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会首

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想做先进的民主主

义者，就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机关６２

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碰到整个政治制度不中用的问题。我们应

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

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

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

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

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

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

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起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消

极作用……　 我们只能打消他们对各种政府委员会的种种希望”

（黑体是我们用的），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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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对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问题一窍不通。如果读者注意

到这一点，那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几句结束语的真正

含义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

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

的。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

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因而

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 ６３页）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

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

和缺乏修养，或者由于信念而往往局限于这种政治）提高为社会民

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杂志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

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

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第 ６３页）。啊，多么纯朴天真啊！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

行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派”常常想否

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 １８９４ 年（大致说来）到 １９０１ 年间所

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

开始时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

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

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

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

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

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

待在那里（在 １８９４ 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

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善于运用

所有这些力量，还不善于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

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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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

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

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

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

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

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

运动已经促使并且还在促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情绪，促使另一部

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会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认识到专制制

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

要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

抗议聚集起来并且加以引导，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

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更

不用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总是渴

望听到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的。但是，难道可以指出，

在居民的某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人、集团和小组，对无权地位和

专横暴虐感到不满，因而容易领会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义要

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吗？谁想具体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

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

义的政治揭露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１９０１ 年 ５ 月《火星报》第 ４ 号）中写

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

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

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

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

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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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

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 　 现在我们已经能

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

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①

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

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

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

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

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

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

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

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

封锁，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

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在 ７０ 年代，甚至在 ５０ 年代已经

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愿意阅读秘密报刊，愿意从中学习“怎样

活和怎样死”———一个工人给《火星报》（第 ７ 号）的信上的

话１９７———的人民阶层，现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若干倍。

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

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

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

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

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

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

怎 么 办？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７—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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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

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

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

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

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

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

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

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

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狂热地崇拜“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

定会质问并且已经在质问我们：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

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呢？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

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

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

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

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

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

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

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

们的阵营中来！

“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

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

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而这种不

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

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星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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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 １２ 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①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

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

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

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

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

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

觉得这个任务并不像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

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

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

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

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

者”早就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派”将

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

的话来为自己缺乏毅力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派”：

“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

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们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

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我们才需要有“自由

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

当局在政治上对地方自治人士、教师、统计人员和学生等等进攻的

怎 么 办？

① 当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反映“经济派”观点的信作

出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责备《火星报》不坚持阶级观

点的流言早已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传到我们这儿来了，而我们只是要寻找适当时机

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正式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惯用的方

法不是防御，而是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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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

常“巧妙的把戏”吗？难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 １８９７ 年

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

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取

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的宣传工作的性质”①吗？而马尔丁

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起初工人应当用“同厂主和

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然

后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

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

“经济派”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

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

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

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

《火星报》似乎“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

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读者只

要看一看《火星报》第 ２ 号和第 ４ 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

治机关》的两篇文章１９８（该信作者们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

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②所谈的，是政府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

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

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

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

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②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１８９８ 年日
内瓦俄文版第 １６—１７ 页。———编者注
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在《火星报》第 ３ 号上）还登了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
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３７９—３８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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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

“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

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

言论，就是“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

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

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

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

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

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

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

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

报》第 ２ 号①），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

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 １９０１ 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

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

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为

那些惨遭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的学生鸣不平的自发趋势，超过了社

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

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

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

有人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

率地说什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我们

劝这些人仔细想想以上这些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

专制制度同各个不同的阶级相敌对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个不同

的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少，而另

怎 么 办？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３４６—３５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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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一种人却认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显然是向“同厂主和

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在同一

个组织内顺利地进行工作呢？

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说过必须到农村去开展阶级

斗争（第 ３ 号①），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

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 ４ 号）；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

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第

８ 号②），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

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 ８ 号③）；

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

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 ３ 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

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

知”（第 ３ 号，评 ２ 月 ２５ 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

揭露了《俄国报》１９９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的“毫无意义的幻想”和

“伪善的态度”（第 ５ 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安分守己

的作家、对老教授和学者以及对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横加

摧残”的暴行（第 ５ 号，《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一文）２００；我们揭

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

谓“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

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 ６ 号④）；我们鼓励了

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第 ７ 号）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第
９ 号）２０１。谁把这个策略看做是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做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②
③
④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３７９—３８６ 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７７—８１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８２—８３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７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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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自由主义妥协，那也就暴露出他自己完全不懂《信条》这个纲

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

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来“同厂主和

政府作经济斗争”，屈从于自由主义，而放弃积极干预每个“自由

主义”问题和确定社会民主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任务。

（六）　 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读者记得，这两个动听的字眼是《工人事业》杂志在我们责备它
“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准备基础”时用来

回敬我们的。《工人事业》杂志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这种责备不过

是论战手法，说什么这些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意用各种各样最难听

的话来骂他们。的确，还有什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

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来刊登“反驳”，说这是“露骨的诽谤”

（《两个代表大会》第 ３０页）、“捏造”（第 ３１ 页）、“故弄玄虚”（第 ３３

页）。《工人事业》杂志倒像丘必特１０６一样（虽然它还不大像丘必

特），它所以发怒，正是因为它自己错了；它气急败坏地谩骂，恰巧证

明它自己没有仔细思考对方思维过程的能力。其实，只要稍微思考

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

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

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

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

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

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工人事

业》杂志是否打算否认这一点呢？它是否打算最终在大家面前公开

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迫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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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问题的见解呢？不，它从来没有这样打算过，因为它坚决采取一

种可以说是“一味抵赖”的手法。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我不是马

车夫。我们不是“经济派”，《工人思想报》不是“经济主义”，俄国根

本就没有什么“经济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巧妙和“机灵的”手法，

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令人不快的地方，就是凡采取这种手法的机关

报，人们通常都给它一个“有何吩咐？”２０２的雅号。

在《工人事业》杂志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根本就是一

种“幻影”（《两个代表大会》第 ３２ 页）①。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

们好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就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

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

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

新闻》２０３、《俄罗斯新闻》２０４及其他许多报纸），它们鼓励自由派把

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２０５和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传授给工人；有

一大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的真实倾向已经由《信条》

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们写出来的货色才能在全俄到处畅

销，通行无阻；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已经活跃起来，在二三月

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一种幻影吧！所有这

些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毫不相干吧！

《工人事业》杂志以及发表于《火星报》第 １２ 号上的那封“经

济派”来信的作者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这次春季事件没有

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提高，反而使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的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他

们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

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推动过”，都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我们社

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

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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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样活跃起来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缺乏有足够修养的

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绪，善于领导运

动，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

治性等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落后性也就

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所

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积极地同军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

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支持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

我们的“经济派”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在

德国，没有一次政治事件不是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愈来愈

高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

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

它不用所谓经济斗争一定会使工人碰到他们无权的问题，具体条

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干

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关于威廉不

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派”还没有来

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主义妥协！），关于颁布法令

禁止“淫秽”书籍和画册的问题，关于政府对教授人选施加影响的问

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

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

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社会主

义的死敌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深表敬意；因而，不仅是

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

怎么也往往会奇迹般地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这种“矛盾”大大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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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了《工人事业》杂志的理解力，以至它只好高举双手喊道：“故

弄玄虚”！的确，你们想想看，我们《工人事业》杂志最重视的是群

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们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们警

告大家不要轻视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本

身，本身以政治性质，我们想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

系！可是有人说我们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

具准备基础。究竟是谁在这样说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主义

“妥协”，干预每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这是多么不了解“同无

产阶级的斗争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

对于地方自治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总想要多花些

力量（同“经济派”相比）到各个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中去进行工作

的人！这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

可怜的《工人事业》杂志！它能有一天搞明白这个巧妙的把

戏吗？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杂志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

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

性质等等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它们不仅对我们

的政治任务，而且对我们的组织任务都持有狭隘的见解。为了

“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

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

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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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

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

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

业》杂志的上述论调，不仅把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也把组织工

作的狭隘性神圣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事业》杂志一

如既往，是一个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

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

一重要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

动的真正病症。当然，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

但正是在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

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

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

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

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它。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 １８９４—１９０１ 年间的一个典型

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来作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

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

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

做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做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做

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

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

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

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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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

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

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

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

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

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

（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

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

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

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

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

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

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

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

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

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

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

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

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

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

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

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做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

现代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尽管作战的人这

样毫无训练，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发展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

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

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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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 １８９６ 年夏季罢

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

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

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

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

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

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

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性质，使工作上的

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

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

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

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

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到了这种手工业

方式是一种病症，———这是每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运动情况的人都知

道的。为了使不了解运动情况的读者不致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

特殊病症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

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不要因引文太长而埋怨我们。

波—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６ 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
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

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

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

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①。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

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

怎 么 办？

① 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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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

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

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　 鼓动传单
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　 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
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

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

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　 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
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

划地发展的组织……”　 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
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

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

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

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２０６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

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

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

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

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

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

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

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二）　 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

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的这个手工

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

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

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

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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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

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

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

“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

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

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

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

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

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

还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①

（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

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

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

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

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

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②，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

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③。这两派人，

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

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

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怎 么 办？

①

②

③

《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特别是给普列汉诺夫的《回答》。

小册子《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２０７。这本
小册子基辅委员会也翻印过。

《革命主义的复活》一书和《自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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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摘引了波—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

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种“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工人

事业》杂志编辑部对波—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

价值。它表明，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

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

高潮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派”来信（《火星报》第

１２ 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

发因素和平凡的日常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策略—过程等等的各

种论调，正好就是对手工业方式的歌颂和维护。这些人一提到“理

论家”这个词就作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

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

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

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

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

略—过程”！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

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

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再说一遍：这

种“对实际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的“敏感”一

样，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

斯２０８式的”高傲态度来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

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

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

业〉杂志编辑部的回答》第 ２４ 页）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

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

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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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

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

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

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

任政治任务的。但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

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

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

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

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

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

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

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

务，来缩小“工人小组”的毅力和活动范围。这不是手工业者迷恋

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又是什么呢？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

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

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

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 ７０ 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

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

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

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

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２０９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

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

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

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

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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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

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驳斥《工人事业》杂志

的话：“在 ２４ 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

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

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

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 ２４ 小时内，即使在 ２４ 个月内加以改变，也

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①《工人事业》杂志回答道：

“《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

《工人事业》杂志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

版以前，就不仅号召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为不仅工人小组

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首要的

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

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前的政治

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运来了

自己的出版物，供当时在俄国活动的同志们作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

的政治鼓动材料之用”……（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

仅最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

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做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先生们，难道

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

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版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

业》杂志进行斗争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

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党的任务

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啊！）……“因而也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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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联合会

做了国外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期第
１５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

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

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

了。至于谈论什么建立“战斗组织”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

或者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那就是可笑的了。

但是，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派”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

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折中主义的不稳定的《工人事业》杂

志，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增刊》第

１３ 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

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

进行决战’的充分决心。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

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

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获得力

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问题。”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

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

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

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

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

果有人，例如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

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

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

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

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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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

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

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

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

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

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

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

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

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

题。这个问题虽然在书刊上反映很少，但在我们“政治家”同那些

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

多。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谈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

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Ｎ． Ｎ．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

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

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

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

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

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

示威和请愿吗？”（《指南》第 ５９ 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

行罢工和示威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还是茫然不

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不必

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应当鼓励和促进我们的革命积极

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

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

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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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

“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

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

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

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

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

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

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

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

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

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

（三）　 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

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

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

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

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

谈话的情形２１０。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

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

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

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

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

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

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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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

织任务方面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

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

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

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

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

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

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

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

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

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

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

像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

同前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

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

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些，尽量简单

些），但在自由国家里，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是根本不会混

同的。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

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

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

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

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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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

及其同伙拼命谈论第一种“碰到”，而没有看到第二种“碰到”）。

的确，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些百分之九十九埋头于“同厂主和政府

作经济斗争”的人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

（４—６ 个月），一次也不会碰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

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碰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书刊，从

中得到“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最后，还有一部

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同无

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新榜样，一个工会运动和社

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

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愈晚，社会党人也

就愈能参加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

应当愈少。如果到此为止，那么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种

人还走得更远，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融合起来。

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马上看出，这种妄想

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

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

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

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

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

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

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

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

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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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

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

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

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

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

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

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

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

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

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来

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识分

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耶夫之流和祖巴托夫之流打出来

了，奥泽罗夫之流和沃尔姆斯之流的先生们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

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

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

民主党人中间未必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

夫之流和瓦西里耶夫之流、宪兵和神父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

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意图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

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

和的、“和谐的”论调，不管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

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由于笨拙无能。

最后，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

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

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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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

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

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

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

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

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

当对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说：先生们！努力干吧，努力干

吧！既然你们想设置圈套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挑衅的手段也

好，还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

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

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

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

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

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

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

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

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

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２１１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

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①。

怎 么 办？

① 《工人事业》杂志因《火星报》清除莠草而怒气冲冲地攻击《火星报》说：“在《火星

报》看来，目前时局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重大的事件（春季事件），而是祖巴托夫

的奸细想使工人运动‘合法化’的那些可怜的尝试。《火星报》没有看到，这种事实

正是表明《火星报》的意见是错误的；这种事实正是证明工人运动已具有使政府感

到十分可怕的规模。”（《两个代表大会》第 ２７ 页）一切都归咎于这帮“对于实际生
活的迫切要求熟视无睹的”正统派的“教条主义”。他们硬是不愿意看一尺高的小

麦，却一味去同一寸高的莠草作斗争！这难道不是“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持错

误的见解”（同上，第 ２７ 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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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

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

流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哪怕是部分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会

很高兴，为此我们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

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

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

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

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

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必须弄清楚彼得堡的“经

济派”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性。这个

计划既在 １８９７ 年 ７ 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

第 ９—１０ 期合刊第 ４６ 页———转载自《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作了

说明，又在 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

印成传单，《火星报》创刊号上也曾经谈到它）作了说明。这两个

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广泛的工人组织作了细节方面的规定并

且把这种组织同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的第

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 ５２ 条，其中有 ２３ 条是说明组织结

构、办事细则以及“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设在每个工厂

内（“每组不超过 １０ 人”）并由它们来选举“（工厂）中心小组”。

第 ２ 条上说：“中心小组应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本

厂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

１７ 条），等等。有 １０ 条专讲“区组织”，有 １９ 条专讲“工人组织委

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由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

“宣传组、外省联络组、国外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

出的代表组成）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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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

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

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嘴上说的

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

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组织章程，这就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

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 ５０ 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

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

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整个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

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

求按职业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企图在三

级选举制下，用千篇一律和琐碎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线索，把

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

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公事程序和文牍主义的烦琐条文中

了。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

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进行广

泛破坏。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大家都热衷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

会这样一个运动的阶段，但是当他们弄清楚这只能使宪兵获得丰

收时，他们就马上放弃了这种思想。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

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广泛破坏，不愿意使宪兵满意，那我们就应

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这样，它们能不

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工厂所

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工厂大事记。”（章程第 ２ 条）难道这一定

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吗？难道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

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就不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吗？“……领

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 ３ 条）这也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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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

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可以从闲谈中确切地打听出来，而打听出来

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

织，以便印发相应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

交纳两戈比会费”（第 ９ 条），———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

出纳情况（第 １７ 条），把不交会费的会员除名（第 １０ 条），等等。

在警察看来，这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摸透“工厂中

心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它们的金钱，要逮捕一切优秀分子

就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戈比或两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

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

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捐款账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吗？

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

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

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

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

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

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

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

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

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

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

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

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

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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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

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

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

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

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

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

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

易接受的组织。

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

在就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分析一下我们的恐怖派的

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时运不佳！）“经济

派”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杂志（第 １ 期）上，载有一篇

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想为他那些老相识，伊万诺沃—沃

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派”辩护。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

糟糕的。你们看，学生们离开大学城，各自回家过节或过夏天，于是工人运动

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

哪里能够呢……　 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

情都是这样：学生各自回家，运动就停止；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委

员会’被破坏，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至于将要建

立起什么样的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许同先前的完全不一样：先前的委

员会说一套，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另说一套。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

去的经验不能为将来所借鉴。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

工作的不是百来个蠢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

但是只要一个组织能够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无论谁怎

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 ６３ 页）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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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

不错。但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

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

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

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

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

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像那

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

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真不知从何

着手来分析《自由》杂志奉送给我们的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为了

清楚起见，我就先举例来说吧。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

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

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

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

拥护这些领袖啊！在国会中曾经不止一次听见敌对党的议员讥讽

社会党人说：“好样的民主派！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

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

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选举

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呢！”这是企图把

“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

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

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

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

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

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

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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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也有过一些蛊惑家，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

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

他们（像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

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由于它同社

会主义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

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

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

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像伊万努什卡那样带着

深思的神情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的，这是很糟糕的！”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

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

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

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

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

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

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

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

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

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

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

我们已经过分地热衷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

“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

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

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

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

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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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

“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

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但是我也指

出，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不停地

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

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

朋友的资格讲话，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的敌人。

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刚刚形成的

时期，最容易的莫过于蛊惑人心地诱惑群众，而群众只有在经过最

痛苦的教训之后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

心的地步的《自由》杂志，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

事业》杂志（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①）。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容易些。”这个了

不起的真理（对于你们提出这个真理，百来个蠢人总是会拍手叫

好的），看来好像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

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谈论并且继续还在谈论捕

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运动“在

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

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上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

这一点。就“在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即使现在也无法“捕捉”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① 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我们谈到“从旁推动”以及《自由》杂志关于组织问题的其他各

种议论时所说的一切，是完全适用于包括“工人事业派”在内的一切“经济派”的，

因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积极宣传和维护这种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则

滑到这种观点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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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管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

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况，这种情况破坏了运

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

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

捕捉百来个蠢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

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在组织方面，正

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

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

认为：（１）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

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２）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

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

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

易）；（３）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４）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

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

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５）而且工

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

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请我们的“经济派”、恐怖派和“经济派兼恐怖派”①来反驳这

怎 么 办？

① 这个名词也许比前面那个名词更适用于《自由》杂志，因为它在《革命主义的复活》

中所维护的是恐怖主义，而在我们分析的这篇文章中所维护的却是“经济主义”。

事与愿违！———对《自由》杂志，一般可以这样说。天赋很高，愿望很好，结果却是

一团糟。所以会一团糟，主要是因为《自由》杂志维护组织的继承性，却不愿意承

认革命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性。极力想使职业革命家复活起来（《革

命主义的复活》），为此却又主张：第一，采取激发性的恐怖手段；第二，“把中等工

人组织起来”（《自由》杂志第 １ 期第 ６６ 页及以下各页），使他们尽量少“被人从旁
推动”，———这实际上就等于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暖和而把房子本身拆掉当柴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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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吧，我现在只想谈谈其中的最后两点。捕捉“十来个聪明人”

和捕捉“百来个蠢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

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

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

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

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

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

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

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

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

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

“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

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

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

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

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

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

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

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

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

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严格

专业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工作如

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

人员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地参加游行

示威这件事受到损害，反而会使它得到很大好处（我知道有人会

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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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

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

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

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

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

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

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

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

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

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

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的确，这种认识已经极其模糊了。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

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

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

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像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

像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

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

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

业者。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

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

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２１２中工

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

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２１３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

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

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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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

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

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四）　 组织工作的规模

　 　 我们在前面听见波—夫说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

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这个事实未必有

谁会否认。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波—夫

写道：

“我们不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

所败坏、被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搞得分崩离析的社会，从自己队

伍里选拔出来胜任革命工作的人实在太少了；工人阶级选拔出一些工人革命

家来部分地补充秘密组织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满足时代的需

要。况且，在工厂做 １１ 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情况来说，多半只能履行
鼓动员的职能；至于宣传和组织、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

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工人事业》杂志第 ６ 期第
３８—３９ 页）

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同意波—夫的这种意见，尤其不同意我们

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话，因为这些话特别突出地表明：波—夫虽然

也由于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像每一个动过点脑筋的

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经济主义”的束缚而不能找到摆

脱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选拔出来的胜任

“工作”的人极多，但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这些人。在这方面，我

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

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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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

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

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

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

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

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

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波—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人民各

阶层中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增长。（顺便提一下，现在波—夫

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见也是对他那个结论的补充吧。）革命工作的

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太狭小了，它受“同

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悲的理论的束缚实在太厉害了。

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

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① 未必有任何一

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

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

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

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

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

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

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

库的“治安”费用。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的数目，我们在上

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

怎 么 办？

① 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到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里部分原因是他们

愈来愈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了街头斗争。所以，只要现有力量许

可，我们一定要对士兵和军官中的宣传和鼓动，对建立属于我们党的“军事组织”

给予严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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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

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

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

作）①，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

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

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

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

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

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

引入歧途（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我

们看到，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

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

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波—夫自己虽然出色地描写了专业化的全部必要性，但我们

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论的后半部却对专业化估计不足。他说工人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① 我记得有一个同志曾转告我说，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

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情报”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

竟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当然，每

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能够

并且确实会给我们这种从个别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

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

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

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所有这些“帮手”去担风险，就不会

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

保护他们，甚至会专门培养一批人来担任这样的职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

“帮手”的身份，即以官吏的身份所能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革命家的身

份所给的更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

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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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

指出：“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

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

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

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

十分清楚地证明，在讨论我们对工人的义务问题时我们往往被赐

予的那种“教育”，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个

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

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

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

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

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

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像《自由》

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

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

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

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同政治问

题、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

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弯下腰来，实际上这毋宁说是

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

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

分子中就没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都

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不是有人在写这种读物

吗？但是，假定说，一个作者在他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

问题的文章中，像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

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理应受到讥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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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人们会对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么就请你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

些，到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自

己的见解，那么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

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

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

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

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就要作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

要倒退，退到“中等人”或“群众”那里去，不要拿一些花言巧语来

敷衍塞责。①

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

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波—夫说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 １１ 个半

小时的工，所以其他各种革命职能（除鼓动之外）的“重担就不免

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就是不正确的了。完全不是

“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

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

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自

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精心培育的人才。请看看德国人吧：

他们拥有的人才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并不是经

常能从“中等人”中选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的。所以他们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① 《自由》杂志第 １ 期上所载《组织》一文（第 ６６ 页）中说：“工人大众将用他们沉重
的脚步来支持以俄国劳动界名义提出的一切要求”———“劳动界”这个词一定要大

写！该文作者又高喊道：“我一点也不敌视知识分子，但是”……（这就是谢德林把

它翻译成“耳朵不会高过额头”的那个但是！）７……“但是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
常漂亮动听的话，并且因自己的〈他的？〉漂亮和其他可取之处而要求别人接受的

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第 ６２ 页）是的，这也使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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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立即设法为每一个能干的工人创造条件，使他的才能得到充

分的发挥和充分的运用。他们使他成为职业鼓动员，鼓励他扩大

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

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

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

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

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

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

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

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

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 １１ 个小时的工。

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

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

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

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

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

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

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

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

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

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

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

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

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

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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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

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

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

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提

得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别害怕，先生们！

请记住：我们的组织水平非常低，连我们可能提得太高这种想法都

是荒谬的！

（五）　 “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可是，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对“生活的呼声”非常敏感，以至

最怕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责备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民意主义”，

是不懂“民主制”等等。我们必须谈谈这种责备，而对于这种责

备，《工人事业》杂志当然也是附和的。

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经济派”早就责备过《工人

报》是民意主义（把《工人报》同《工人思想报》比较一下，就会知

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火星报》创刊不久，当一个同志

对我们说某城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火星报》为“民意主义”机关报

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这种责备当然只会使我们感到

荣幸。因为，哪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曾被“经济派”指责为

民意主义呢？

这种责备是由两种误解引起的。第一，在我国，人们很不熟悉

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一种向沙皇制度坚决宣战的集中

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但是，７０ 年代革命家所

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根本不是民意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４１４　　

党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后来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人的那些

土地自由派２１４建立起来的。所以，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做民意党

人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

别，如果真想作严肃的斗争，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

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人吸收到自己的组织

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

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的理论，实质

上并不是革命的理论，又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

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丝毫不了

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按“司徒卢威主义”来“了解”马克思主义

的人）才会认为，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解除了我们建立

一个像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样好的或者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

织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加给了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

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第二，有许多人，看来波·克里切夫斯基也包括在内（《工人

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第 １８ 页），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

用“密谋主义”观点对待政治斗争的论战了解得不正确。当然，我

们一向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①，但是，

不言而喻，这决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例如在脚

注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里，除了进行论战来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

密谋之外，还描绘出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一种非常坚强的组

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

怎 么 办？

①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 ２１ 页，驳彼·拉·拉甫罗夫。（见本卷第
１５０—１５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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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①。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

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

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

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

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

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像说我们是“民意主义”

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把秘密活动的一切线索都集中

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严守秘密的组织，这样一种必须集中化的

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

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不满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怒潮的高涨等等还

没有达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我们的

回答是：抽象地说，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去作轻率的战

斗，这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但

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决不能只作抽象的推测，因为任何一次战斗抽

象地说都有失败的可能性，而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

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①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 ２３ 页。（见本卷第 １５２ 页。———编者注）这里我们
还要顺便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工人事业》杂志或者是不懂得自己所讲的

话，或者是“看风使舵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 期上，有一句
用黑体刊印的话：“该小册子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同《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纲领

完全一致。”（第 １４２ 页）真的吗？群众运动不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的
观点，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理论同

《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阶段论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一致吗？

请读者判断一下，像这样独特地理解“一致”这个词的机关报，能否说它有什么原

则坚定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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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

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

织。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情况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

发增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们是应该“殊途同

归”的）：一会儿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的说教，一会儿

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即企图“在虽然已发展和

加强起来、但还近于开端而不近于结局的运动中，人为地引起运动

结束的征兆”（维·查·的文章，《曙光》杂志第 ２—３ 期合刊第 ３５３

页）。《工人事业》杂志的例子表明，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

屈从于这两个极端了。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

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永远也不能

使革命家感到满意，于是也就始终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产生

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

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

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其次，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

抵触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责备是俄国的特殊产物，那么这个责备就

带有国外的特点。只有国外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除向自己的编辑部发出其他指示外，还能发出下面这样的指示：

“组织原则。为了社会民主党的顺利发展和统一，必须强调、发展和维

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原则，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党

内发现了反民主倾向。”（《两个代表大会》第 １８ 页）

关于《工人事业》杂志究竟怎样同《火星报》的“反民主倾向”

作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经

济派”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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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

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

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

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

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

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

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

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

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大家

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

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波—夫怎样痛苦地抱怨这一点，

他完全正确地要求“严格地选择成员”（《工人事业》杂志第 ６ 期第
４２页）。可是有一些以“对实际生活的敏感”自夸的人，在这种情况

下强调的不是必须严守秘密和极其严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较狭隘

地）选择成员，而是“广泛民主原则”！这真是胡说八道。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

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组织章程第 １ 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

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既然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

就像戏剧舞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那么一个人承认不承认党纲，帮

助党还是反对党，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从公众集会上看得出来。

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

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

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

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

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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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

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

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

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把这种情况拿到我们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所有

“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

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

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

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只要稍微

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杂志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

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

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

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

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

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

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

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

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

的“纸上”章程。只有在国外，由于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实际工作

来做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民主制的儿戏”才能在某些地

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广泛流行。

《工人事业》杂志所惯用的手段，就是提出在革命事业中实行

民主制这种体面的“原则”，为了向读者表明这种手段是毫不体面

的，我们还要再找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就是伦敦《前夕》杂志

的编辑叶·谢列布里亚科夫，他非常同情《工人事业》杂志而极端

仇视普列汉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派”。《前夕》杂志在论国外“俄国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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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问题的文章中，曾经坚决地站在《工人

事业》杂志一边，用一大堆抱怨的话来攻击普列汉诺夫２１５。因此，这

个见证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更有价值。在《前夕》杂志第 ７ 期
（１８９９年 ７月）所载的《论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一文中，叶·谢列

布里亚科夫指出，“在严肃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什么“妄自尊大、领袖

地位以及所谓阿雷奥帕格２１６”的问题是“不体面的”，他写道：

“梅什金、罗加乔夫、热里雅鲍夫、米哈伊洛夫、佩罗夫斯卡娅、菲格涅尔

等人，从来也没有以领袖自居，而且谁也没有选举过他们，没有委任过他们，

但他们确实是些领袖，因为无论在宣传时期或在同政府斗争时期，他们都担

负最艰巨的工作，总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并且他们的活动也最有成效。他

们的领袖地位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而是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

和忠诚表示信任的结果。害怕什么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运动的阿雷奥帕格

（如果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它呢），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谁会听从它呢？”

我们要问问读者：“阿雷奥帕格”同“反民主倾向”有什么区别

呢？很明显，《工人事业》杂志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恰恰是既很幼

稚，又不体面。说它幼稚，是因为谁也不会听从“阿雷奥帕格”或

者有“反民主倾向”的人，除非“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

忠诚表示信任”。说它不体面，是因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

利用一部分人爱慕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一

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我们运动

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

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

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

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

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

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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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

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

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

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

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

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

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

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你们要是注意

到这一切，那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散

发出来的那种在国外玩弄领袖儿戏的气味，该是多么腐臭啊！

还必须指出，这种论调的另一种根源，即幼稚，也是由于人们

对民主这个观念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在韦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

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写道，英国

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

大家来担负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

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通过长

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必

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只有工会的钱库遭到几次破

产，工人才懂得，所交会费和所得津贴之间的比例问题不能单用民

主表决来决定，还要征求保险业专家的意见。其次，你们读一读考

茨基论议会制度和人民立法的那本书①，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的结论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多年实践的教训是

相吻合的。考茨基坚决斥责里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

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

怎 么 办？

① 指《议会政治、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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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须有专

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无政府主义者和

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这些人为了“哗众取宠”而鼓吹直接的人民

立法制，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采用这种制度的可能。

凡是在我们运动中实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原始的”民主观

点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广为流行。这种观点也渗透到章程和

书刊中去是不足为怪的。伯恩施坦派的“经济派”在自己的章程

上写道：“第 １０ 条。与整个联合会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应当

由全体会员的多数决定。”恐怖派的“经济派”也重复他们的话：

“委员会的决议须经所有小组通过才能生效。”（《自由》杂志第 １

期第 ６７ 页）请注意，这种普遍采用全民投票的要求，是作为按选

举原则建立整个组织的要求的补充而提出的！当然，我们远没有

因此而责备实际工作者的意思，因为他们认识真正民主组织的理

论和实践的机会太少了。但是，妄想起领导作用的《工人事业》杂

志在这种条件下只限于提出广泛民主原则的决议，我们怎么能够

不说这只是“哗众取宠”呢？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如果说反对这里所叙述的组织计划，认为这种组织不合乎民

主制并带有密谋性质的意见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还有一

个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值得详细探讨的。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

工作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化的组织，会不会使重

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

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从而使运

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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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

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

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我们就拿

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机关报问题来谈吧，同时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

不过是把报纸工作当做一个例子来说明更广泛更复杂得多的一般

革命事业。

在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时期（１８９６—１８９８ 年），地方活动家曾试

图创办全俄的机关报《工人报》；在下一个时期（１８９８—１９００ 年），

运动前进了一大步，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机关报的

工作上了。假使把所有的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么大致说来每

月只出一号。① 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

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

吗？假使同样多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

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人力，并且可以使

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

方机关报积极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

样），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诃德精神２１８的政论

家，都往往忽略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满足于这样的

看法：地方活动家要办全俄报纸是“困难”的②，有地方报纸总比没

有任何报纸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

地方报纸一般是有重要作用和很大好处这一点上，我们并不亚于

怎 么 办？

①

②

见《向巴黎代表大会的报告》２１７第 １４ 页：“从那时（１８９７ 年）起到 １９００ 年春止，在
不同的地方总共出版了 ３０ 号不同的报纸……　 平均每个月出版一号以上。”
这种困难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小组不能积极地担负起全俄的工作

的某一职能。“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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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摆

脱全俄国两年半出版 ３０ 号地方报纸所明显地反映出来的分散状

态和手工业方式。请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地方报纸一般有好处这

种毋庸置辩、但是过于笼统的议论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

年半的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报纸的消极方面。这种经验证明：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

意义，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

意（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定期性）。所

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

状态一方面是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的原因，另一方面它

又靠这种优势而得以维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

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

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

家里，通常主张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理由是报纸由地方工人印

刷，价格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消息，而

在我们俄国，正像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理由却成了反对地方报

纸的根据。地方报纸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出版次数又

特别少，其原因很简单：办秘密报纸，无论规模多么小，总要有庞大

的秘密机构，而这种机构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

是产生不出这种机构来的。秘密机构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

作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

就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们不得不

再从头开始。良好的秘密机构，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和极

严格的分工，而这两个要求对于单个的地方组织来说，无论当时力

量多么强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对

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的地方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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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也不是地方机关报能够给予更好照顾的。这乍看起来似乎不

合情理，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十分确凿地证

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 ３０ 号报纸的全部地方力

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么这个报纸就会很容易地出 ６０ 号，甚至
１００号，因而也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的纯粹地方性质的一切特征。

这种创建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

作是必要的，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

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容易办和接近地方，其

实，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来看，这些优点大都是虚幻的。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接近实际工作者的政论家实际上对实

际工作起着不好的作用，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

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说什么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

地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说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

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

的条件。例如，《自由》杂志（第 １ 期第 ６８ 页）在专门“谈论报纸问

题”的时候竟说：“我们觉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应当有

本地的工人报纸，不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报

纸。”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唐·吉诃德精神吗？假使这位政论家不

愿意考虑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那就请读者来替他考虑考

虑吧：俄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如果真

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

式永世长存了！这种分散状态会使我国的宪兵轻而易举地———不

费“稍大的”力气就在地方活动家一开始活动时把他们抓走，而不

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该文作者继续写道：在全俄的报

纸上叙述“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主的卑鄙勾当和“工厂的

生活琐事”是没有趣味的，而“奥廖尔人读到奥廖尔本城的消息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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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一点也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了。他每次知道把谁‘骂了一

顿’，把谁‘揍了一顿’，精神就会振作起来”。（第 ６９ 页）不错，奥

廖尔人是会精神振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也未

免太“振作”了。这种为舍本逐末习气辩护的态度是否适当

呢？———这才是他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在承认工厂揭露工

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方面，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

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

《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到枯燥无味了。为了在

各地进行工厂揭露工作，我们一向都印发传单，并且将来也一直要

印发，但是报纸这种出版物，我们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

低到工厂传单的水平。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

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

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

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

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

“其次，在地方报纸上能把工厂主管或其他当局的一切卑鄙勾

当立即当场揪住。可是共同的报纸离得很远，等一个消息传到的时

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咳，

记不起来了！’”（同上）是啊，记不起来了！我们从这同一个材料中

知道：两年半出版的 ３０号报纸是在 ６ 个城市印行的。这就是说，平

均一个城市半年出版一号报纸！即使我们的这位轻率的政论家在

自己的设想中把地方工作的效率提高两倍（这对中等城市来说是绝

对不正确的，因为在手工业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大大提高效率的），那

么结果也不过是两个月出版一号，也就是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场

揪住”。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

筹办一个共同的报纸，那就可以把全俄各地发生的一些并非琐事而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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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每两星期“揪住”一次。这是任何一

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要在犯罪

的现场揪住敌人，假如说的是正经话而不是哗众取宠，那就根本不

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传单

才可以做到，因为要做到在现场揪住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

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或游行示威等等）。

“工人不仅是在工厂内生活，并且是在城市内生活”，———我

们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他用一种连波里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

愧不如的彻底性从局部问题上升到了一般问题。于是他就指出城

市杜马、城市医院、城市学校等问题，要求工人报纸不要用缄默来

回避城市的一般情况。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别明显地

表明人们在谈论地方报纸问题时往往只限于发表空洞、抽象的议

论。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种辟

有《自由》杂志所要求的详细的本城消息专栏的报纸，那么这在我

们俄国的条件下，就不免要变成真正的舍本逐末了，不免要削弱人

们对于向沙皇专制制度发动全俄革命攻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免

要加强一个派别（它责备革命家过多地谈论不存在的议会而过少

地谈论现在存在的城市杜马２１９，这一名言使它声名大振）的幼芽，

这种幼芽还很有生命力，现在只是隐藏着或被压抑着，但远没有连

根拔除。我们所以说“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杂志显

然并不愿意有这种结果，而愿意有相反的结果。可是，只有善良的

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说明城市情况的工作的方向适应我们的整

个工作，首先就要把这个方向全部拟定出来，不仅要通过议论，而

且要通过大量实例把这个方向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牢固的

传统。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首先需要做到，

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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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情况，就要很好地了

解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了解这些情况。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

主党人，在全俄几乎根本没有。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册子

上）谈城市和国家的情况，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

收集并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那种大家

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原始小组所实行的

“原始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的作家、专门的

通讯员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组成的大军，这些

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密”（俄国官吏

常以知道这些机密自傲，并且随便泄露出去），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

“幕后”，———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知的

人所组成的大军。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

的党，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知

的人所组成的大军去作战，———但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

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

常常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

报刊上去找找有关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金融以及其他等等

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文章，那么你

们会发现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① 所以“当一个人跑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① 正因为如此，甚至那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正

确。例如《南方工人报》２２０是一个很好的报纸，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完全是无可
非议的。但是，它想给予地方运动的东西，由于出版次数很少并且遭到广泛破坏

而没有办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

面的政治鼓动，是地方机关报不能胜任的。而《南方工人报》所提供的特别好的东

西，如关于矿业主代表大会、关于失业等等问题的文章，却又不是纯粹地方性的材

料，不仅南方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所有

报刊上都没有见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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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说什么必须“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

居地点”都出版一个揭露工厂、城市以及国家的丑恶现象的报纸

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既可以是贫乏的表现，也可以

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

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

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经完全能够执行全面揭露

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

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

的情况究竟表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

结论确切地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

在为止还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

作。这是不正常的。应当恰恰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想到

全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

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家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动来真正为

运动服务的报纸。而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机关报同必要

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

　 　 　 　 　 　 　 　 　 　 　 　 

乍看起来，关于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

上去的结论，似乎不能适用于专门的经济斗争的范围，因为工人在

这里的直接敌人是单个的企业主或单个的企业主集团，这些人没

有结成组织，丝毫不像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直接敌人俄国政府那

样，拥有一个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意志来指挥的

纯粹军事组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

工会斗争，因此它要求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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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愈是迅速地联合成各种公司和辛迪加，

工人的这种职业性联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

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而为了这种联合就必须有能够领

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为

此目的所应当建立的那种组织，现在只想就我们的报刊问题补充

几句。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工会斗争（经济斗争）栏，

这未必有谁会怀疑。但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

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

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

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就很需要的工

会报刊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公开

的①和秘密的材料，如有关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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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些

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册子，

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像《工人思想报》印发

的那些问题２２１的秘密材料，就会白白浪费革命家很多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
动家很容易代替革命家），而且始终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

中某一部门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的经济结果，却不知道自己的

劳动的一般条件和定额，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厂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

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大量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上的和工业、卫生以及地

方自治机关等等方面的专门出版物上的那些知识。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初次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几

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

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都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写了

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在我们谈话结束

时有时一面擦汗，一面微笑着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干活还累！”

我们愈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愈会被迫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

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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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各地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

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

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

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登载许

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工会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

子能把我们的工会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收集起来

的、现在可以说散见于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中的材料保存下来，

并且加以概括；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

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

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 １８８５ 年莫斯科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
１８９６ 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２２２，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

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

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一

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

工人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最先担负起

推广工会斗争的责任，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巩

固起来，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

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

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恰如

其分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

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

动员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恰如其分的比例时就决不会感

到困难。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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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波·克里切夫斯基责备我们有“使理论脱离实践而把它变为

死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第 ３０ 页）：“《火

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

（即《从何着手？》一文①）。马尔丁诺夫也附和他说：“《火星报》

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意义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

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 ４ 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

出了党的组织的计划。”（同上，第 ６１ 页）最后，尔·纳杰日丁近

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计划”（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计划的讽

刺）表示愤慨的人们。他在我们刚刚收到的《革命前夜》一书

（这本书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

的）中说道：“现在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

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 １２６ 页），就是“文人习

气”的表现等等。

我们的恐怖派和“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

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在论述政治和组织的那两章里

已经考察了他们这种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是现在我们也应当指

出：尔·纳杰日丁，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打算诚心诚意地来研究一

下他所不喜欢的这篇文章的思路，打算从实质上来回答这篇文章，

而《工人事业》杂志却没有从实质上讲过任何一句话，只是竭力用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１—１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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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堆无聊的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来搞乱问题。于是，无论我们

怎样不乐意，也不得不费些时间来首先打扫一下这个奥吉亚斯的

牛圈２２３。

（一）　 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①

　 　 让我们把《工人事业》杂志用来攻击我们的那一大堆用语和

感叹词句摘录一下吧。“不是报纸能够建立党的组织，而是相

反……”　 “一个凌驾于党之上、不受党的监督、因拥有自己的代办

员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报纸……”　 “《火星报》忘记了它自己所

属的那个党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这岂非咄咄怪

事？……”　 “拥有坚定的原则和相应的计划的那些人，也就是党的

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命令党去执行他们的计划……”

“这一计划把我们的活跃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都赶入阴间，而想

把一个幻想的代办员网呼唤到人世间来……”　 “《火星报》的计划

如果实现，就会把我们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

迹都一扫而光……”　 “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整个实际革命斗

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　 “我们的党对于强迫它完

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编辑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读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内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

杂志是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

怎 么 办？

① 在《十二年来》文集中，列宁略去了第 ５ 章第 １ 节，并加了如下注释：“本版略去了
第 １ 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因为它的内容完全是同《工人事业》
杂志和崩得就《火星报》企图‘指挥’……的问题进行的论战。在这一节中顺便还

谈到，正是崩得自己曾邀请（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年）《火星报》的成员恢复党的中央机关
报和组织‘写作实验所’的。”———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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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那些组织和委员会，仿佛《火星报》想把它们赶入阴间，甚至

把它们的痕迹都要一扫而光。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

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 １９０１ 年 ５ 月，《工人事业》杂志

上的那些文章发表于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而现在已经是 １９０２ 年 １ 月中

旬了。在这整整五个月里（无论是在 ９ 月以前或在 ９ 月以后），党

内既没有一个委员会，也没有一个组织提出过正式抗议来反对这

个想把各个委员会和组织都赶入阴间的恶魔！要知道，在这期间，

无论是在《火星报》上，还是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

版物上，却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来自俄国各地的通讯。为什么要

被人家赶入阴间的那些人居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因此生

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都在从事真正的

事业，而不是玩弄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员会都读了《从何

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

方面着手建立组织”的一种尝试。同时，因为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

和看到，这个“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没有确认建立组织的必要

性和建筑计划的正确性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

们也就自然没有想到要对有人胆敢在《火星报》上说出下面的话而

“生气”：“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

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

详细的发挥。”①如果同志们采纳这个提请他们考虑的计划，那么他

们执行这个计划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们的

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草案”（这

不是个极端狂妄的字眼吗？）就会始终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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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诚恳地对待问题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吗？如果在反对一个

计划草案时不只是“大骂”这个计划并劝同志们拒绝这个计划，而且

还唆使那些缺乏革命工作经验的人去攻击计划起草人，其理由只是

这些起草人竟敢“立法”，竟敢充当“最高支配者”，即竟敢提出一个

计划草案，———难道这不是蛊惑人心吗？？如果因为有人想把地方

活动家提高到更广泛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而要加以

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是由于对别人“要”“提

高”我们而感到“生气”，———试问，这样我们的党还能够发展，能够

前进吗？要知道，尔·纳杰日丁也曾经“大骂”我们的计划，然而他

并没有堕落到采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幼稚或肤浅来解释的蛊惑手

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所谓“监督党”的罪名。因此，我们可以

并且应当从实质上来回答尔·纳杰日丁对于计划所作的批评，而对

于《工人事业》杂志，那只能表示鄙视。

但是，我们对一个堕落到叫喊“专制”和“被迫服从”的作者表

示鄙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去澄清这种人带给读者的糊涂观念

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大家清楚地表明，这种空谈“广泛民主制”

的时髦词句究竟是什么货色。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忽略了各个

委员会，说我们希望或试图把它们赶入阴间等等。既然按保密条

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事实

都不能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该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那些信

口提出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难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

了，这只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无视革命者的责任是必须

把自己所保持的、建立的或力图建立的那些关系和联系都小心翼

翼地隐蔽起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帮人

竞争。至于说到那些对党内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读者，那么履

行我们对这种读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叙述现有的和处于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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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中的情况，而是叙述一小部分已经过去的、可以当做往事

来叙述的情况。

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霸”①，国外“联合会”责备我们企

图把党的痕迹一扫而光。好吧，先生们。我们只要向读者叙述一

下过去的四件事实２２４，就能使你们心满意足了。

第一件②事实。一个“斗争协会”的几个成员，曾直接参与我

们党的成立并直接参与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他们曾经

同《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整个运动需要

的工人丛书。工人丛书没有出成。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两本小

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③却几经周折而

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

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向《火星报》小组

的一个成员建议共同成立一个像崩得当时所说的“写作实验

所”。同时他们还指出，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么我们的运动

就会大大地后退。谈判的结果是写了《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小

册子④。

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镇同《火星

报》的一个成员接洽，建议他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结果

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议有所变动，改成了请他撰稿，因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①

②
③
④

《火星报》第 ８ 号上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对我们论民族问题
的文章的答辩。

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

见本卷第 １３９—１５９ 页；《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 卷第 ３３３—３７６ 页。———编者注
顺便说说，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声明一下，说这本小册子也像他以前所写的几

本小册子一样是寄给“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出版物的编辑仍是“劳动

解放社”（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 １８９９ 年 ２ 月不可能知道编辑部的变动情

况）。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２２５再版。



４３６　　

为编辑部的人员有了新安排。这当然也获得了同意。接着就寄去

了以下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纲领》，内容

是直接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书刊和《工人思想报》所表现

的转变；《我们的当前任务》（“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并同一切地方

团体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

病）；《迫切的问题》（分析批判那种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的机关报

以前必须先开展各个地方团体的活动的反对意见；坚持“革命组

织”有头等重要意义，坚持必须“使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

达到最完善的地步”）。① 《工人报》复刊的建议没有实现。于是

这几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第四件事实。一个委员会的负责筹备我们党的第二次（例

行）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把代表大会的程序通知《火星报》小

组的一个成员，并推举该小组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

他采取的这个所谓预备步骤，随后又经他本人所属的那个委员

会以及崩得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火星报》小组接到了关于代

表大会召开的地点和时间的通知，但是担心由于某些原因不能

派遣代表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所以也给代表大会写了一个书

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目前这个十分混

乱的时期，我们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解决不了统一问题，

而且还会冒损害伟大的建党思想的风险，因为在目前不保密的

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坏；所以，第一

步工作应当是邀请所有的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

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通过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

员会真正连在一起，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领导者集

怎 么 办？

① 见本卷第 ２７３—２７７ 页；《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１６５—１７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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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而一旦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建立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

来，各委员会和党也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了。可是，代

表大会由于发生一系列的破坏事件而没有召开，这个报告也由于

考虑到保密而销毁了，读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其中包

括一个委员会的几位全权代表。

现在请读者自己来判断一下，像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

霸，或《工人事业》杂志硬说我们想把各个委员会赶入阴间，想用

传播一个报纸的思想的组织来“代替”党的组织这样一些手法究

竟是什么性质。其实，我们正是根据各委员会的再三请求才向

它们作报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的。我们在寄给

《工人报》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详细定出了这个

计划，正是为了党的组织，并且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

内极有影响的、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们党的责任的

人们提出的请求。只是在党组织和我们一同正式恢复党中央机

关报的两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责任

创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以便同志们在作第三次尝试时有相

当的实验结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推测。现在这一实验的

某些结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们对

自己的责任理解得究竟是否正确；对于那些因不满意被我们指

出他们当中有人在“民族”问题上不彻底、有人产生不可容忍

的无原则的动摇而力图把不了解近况者引入迷途的人，究竟应

当怎样看待。

（二）　 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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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所知，只有尔·纳杰日丁一个人曾经试

图从实质上分析这个问题，并证明必须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们现

在把他的论据全部转引如下：

“……我们很欣赏《火星报》（第 ４ 号）提出必须创办全俄报纸的问题，但
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说这种提法同《从何着手？》一文的标题是符合的。这无

疑是一种极重要的工作，但是能为革命时期的战斗组织奠定基础的并不是这

种工作，并不是一大批通俗传单，并不是一大堆宣言。必须在各地着手建立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我们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

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

政治组织，那么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义呢？烧不灭的荆

棘老是在那里燃烧，总烧不完，但是它也不会烧着任何人！《火星报》以为人

民一定会在全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

其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这种

更具体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是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立刻准备工人的力量去游

行示威，由地方组织在失业工人中经常进行工作（经常在他们中间散发传

单，召集他们开会，号召他们反抗政府，等等）。我们要在各地着手进行生动

的政治工作，而当在这个实际的基础上的统一成为必要的时候，那它就不会

是人为的统一，不会是纸上的统一了。要把各地方的工作统一成为全俄的事

业，这决不是报纸可以办到的！”（《革命前夜》第 ５４ 页）

我们在这一大段娓娓动听的议论中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地

方，最突出地表明该文作者对我们的计划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他在

这里用来反对《火星报》的全部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在各

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

什么意义。———这句话完全正确。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

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
獉獉獉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者忽

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以前所作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

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

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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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火星报》

继续写道：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

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

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

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

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

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

治组织”！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怎样

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进行工作，而群众几乎

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同《自由》

杂志上常见的那种把有知识的工人同“群众”对立起来的根本错

误的观点倒是一致的。近几年来，我们的所谓有知识的工人也

“几乎只是进行经济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要我们不

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

群众就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

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

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一切尝试才能做得到。

所以，一方面说“培植政治组织”，同时又把政治报纸的“纸上的事

情”同“各地方的生动的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简直是可笑的！

而《火星报》正是要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变成适应于培养这种“战

斗决心”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

治人士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

凡是熟悉运动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地方组织

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拟定的许多“生动的政治工作”是

任何一个组织连一次也没有进行过的；例如，当有人提请大家注意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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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机关的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增长时，无论是

纳杰日丁（他说，“天哪，这个机关报岂不是为地方自治人士办的

吗？”———《革命前夜》第 １２９ 页），还是“经济派”（《火星报》第 １２

号上发表的那封来信），还是许多实际工作者，都感到惊慌失措，

困惑莫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

促使人们想到这一切，促使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

极斗争的表现。在当前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的条件下，“生

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

动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正常发行的全俄报纸不可。

把《火星报》的“计划”看做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

懂得计划的实质，竟把提出来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

目的。这些人没有用心想一想那两个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比

喻。《火星报》上说过，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

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

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

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

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

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

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

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

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条

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先生们，假使我们真想发号施令，那我们

就不会写成“《火星报》创刊号”，而会写成“《工人报》第 ３ 号”了，正

如有些同志曾经劝我们这样做的，并且我们在上面讲的那些事情发

生后本来是有充分理由这样做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

希望不受束缚地同一切假社会民主党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希望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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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引线（如果这条引线拉得正确的话）受到人们尊重是因为它

拉得正确，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正式的机关报拉的。

尔·纳杰日丁教训我们说：“把地方活动统一到中央机关里来

的问题，真是在迷宫里兜圈子；要统一，就需要成分的一致，而这种

一致本身又只能由某种具有统一作用的东西造成，但这种具有统一

作用的东西，又只能是强有力的地方组织的产物，而目前各个地方

组织又是并不一致的。”这个真理，也像什么要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

织的真理一样可敬，一样不容争辩。这个真理同样又是没有意义

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

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

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

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

环节。① 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

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说

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

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

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

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像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

另一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

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做脚手架，它搭

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

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① 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请你们注意“专制”、“不受监督的权

威”、“最高支配权”等等的这种可恶的表现吧。你们看，有人竟想掌握整个链条！！

赶快写一份控诉书吧。你们可以用这个现成的主题给《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２ 期写
两篇社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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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①这岂不像文人，即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

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

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

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

能够把它建筑成功，７０ 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

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纳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说：“《火星报》以为人民一定会在全

俄报纸的周围，为创办全俄报纸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组织起来。其

实，人民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

来！”对的，对的，“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　 俄国

有句谚语说：不要往井里吐痰，你也许要喝水的。但是也有人甘愿

喝吐了痰的井水。为了这种更具体的事情，我们那些了不起的合

法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工人思想报》崇拜

者，真是什么坏话也说得出口！你看，我们的整个运动已被我们的

狭隘眼界、消极态度和怯懦心理压抑到了何等地步，竟有人用什么

“在更具体的事情周围会更紧密得多”的传统理由来为这些现象

辩护！纳杰日丁自以为对“实际生活”特别敏感，他特别严厉地斥

责“脱离实际的”人，责备（自以为很俏皮地责备）《火星报》爱把

什么都看做“经济主义”，他自以为比正统派和批评派双方都高明

得多，却没有发觉他提出这些论据只是助长了使他感到愤慨的那

种狭隘性，没有发觉他喝的正是吐满了痰的井水！假使一个人没

有明确的方向，像 ７０ 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

怎 么 办？

① 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杂志上引证了这段话的第一句（第 １０ 期第 ６２ 页），就是
不引第二句，好像是要借此着重说明他不愿意触及问题的实质或者不能理解这个

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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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手段”，乱搞“土地恐怖手段”，乱敲“警钟”等等，那么，即使他

极其诚恳地对狭隘性表示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狭隘性的人

们拯救出来，那也是无济于事的。请看看他认为人民将在其周围

“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那些“更具体的”事情吧：

１．地方报纸；２．准备游行示威；３．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一眼

就可看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偶然和随便抓来说说的，因为无

论我们怎样来观察这些事情，要把它们看做特别能使人民“集合

起来和组织起来”的东西，都是毫无道理的。要知道，就是这位纳

杰日丁，在两页以后又说道：“现在我们只需指出一件事实：地方

的工作做得非常差，各个委员会甚至没有做到它们所能够做到的

十分之一……而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些应起统一作用的中央组织却

只是一种虚构，是革命的文牍主义，是互封领袖的把戏，在强有力

的地方组织成长起来以前，情况会一直是这样。”这些话里除了夸

张之处，无疑也含有许多痛苦的真理；但是，难道纳杰日丁竟看不

见，地方工作做得非常差是同活动家的眼界狭小和活动范围狭小

（这种现象在局限于地方组织范围内的活动家缺乏修养的情况下

是不可避免的）有联系的吗？难道他也像《自由》杂志上那篇论组

织问题的文章的作者一样，忘记了随着转向广泛的地方报刊的工

作（从 １８９８ 年起），“经济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也特别加强起来

的事实吗？即使创办“广泛的地方报刊”能够做得比较令人满意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这是不可能做

到的），这些地方机关报也还是不能把革命家的一切力量“集合起

来和组织起来”去对专制制度发动总攻击，去领导统一的斗争。

不要忘记，这里所谈的只是报纸的“集合”作用，组织作用，所以我

们也可以请维护分散状态的纳杰日丁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讽

刺性问题：“我们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过 ２０ 万个革命组织人才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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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遗产呢？”其次，决不能把“准备游行示威”同《火星报》的计划

对立起来，因为这个计划正是把最广泛的游行示威当做目标之一；

而问题却在于选择实践手段。在这里，纳杰日丁又弄糊涂了，他看

不到只有已经“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军队才能“准备”游行示

威（游行示威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而我

们现在正是不善于去集合和组织。“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这

也同样是糊涂观念，因为这个工作也是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的一

种军事行动，而不是动员军队的计划。纳杰日丁在这里怎样忽视

我们的分散状态和缺乏“２０ 万个人才”所造成的危害，这从下面的

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纳杰日丁）责备《火星报》，说它

很少登载有关失业工人的消息，说它只是偶尔登载一些农村生活中

最平常的现象的通讯。这种责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

真是“无辜的罪人”。我们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

几乎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只好鼓励每一个即使只能告诉我们一

些平常事情的人，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数，而最后总可

以教会我们大家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

常少，如果不把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

可供学习的东西。毫无疑问，多少具有像纳杰日丁那样的鼓动才能

和熟悉游民生活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进行的鼓动来为运

动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

步工作都告诉全体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

工作的人，给他们作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现在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在谈论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论

“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

手和怎样进行统一这件事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

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各单个小组，比如说各区的小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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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说，不仅要有“联

合会”这个共同的名称，并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

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各种专业

工作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构所要花的“本

钱”（当然是既指物力又指人力）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假

使可以用商业用语来表达的话），同时，专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

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

即使是像单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显得过分狭窄，而且在我们社会

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

经用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例子详细地证明过了。必须，绝

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在经常的共同工作的基础上

来建立城市之间的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

“好像是坐井观天”（用寄给《火星报》的一封信的作者的说法），

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

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所以我要继续坚持说：这

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着手建立，这种报纸作为唯

一经常进行工作的全俄事业，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

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像条条道路通罗

马一样）不断前进。假如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愿意统一，那就要

使每个地方小组立刻分出比如四分之一的力量来积极参加共同的

事业，而报纸立刻就会向它指明①这种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① 附带条件：如果它同情该报的方向，认为参加该报的工作对事业有好处，同时把

这种参加理解为不仅是参加文字工作，而且是参加任何革命工作的话。给《工

人事业》杂志加的注：在重视事业而不是重视民主制儿戏的革命家看来，在不把

“表示同情”同最积极最实际地参加工作分开的革命家看来，这个附带条件是不

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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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最突出，什么地方没有

进行鼓动，什么地方联系差，在整个这部大机器中有哪些小齿轮是

自己这个小组能够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齿轮来替换的。现在还没

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找工作做的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既

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方式的概况

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份，而是以反映对专制制度举行全面革

命总攻击的广泛事业的参加者的身份来从事工作。每个小齿轮修

整得愈好，为共同事业干零星工作的人愈多，我们的网也就会愈密，

而不可避免的破坏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愈小。

单是发行报纸的工作（假使这种报纸真是名副其实，即定期

出版，不像厚本杂志那样每月只出一次，而是每月出三四次），就

能开始把实际的联系建立起来。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的

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为罕见的，至少也是一种例外；而那时，这种

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自然，它不仅能保证报纸的发行，

并且还能保证（这更加重要得多）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

流。组织工作的规模也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而且一个地方的成

就往往会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工作，会推动

他去利用现成的经验。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得多、涉及面广

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为各种

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提供精神食粮，将为举行各种各样问

题的座谈和讲演提供材料和机会，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合法刊物上

的暗示、社会上的议论、政府“羞羞答答的”报道中提出来的。每

一次发动，每一次游行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价和

讨论，都会使大家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我

们社会党人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

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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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造成

现在常见的情况，即每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或每出版一号地方报纸，

都会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拼死拼活的”地步，都会使所有的人去

担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不知道“根子”在什么地方，

想找到“根子”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工作能训练人

们习惯于使每一次进攻的力量同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

适应（现在，几乎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

自发的），不仅便于从其他地方“调来”书刊，而且也便于“调来”革

命力量。

现在这些力量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往往消耗殆尽，而那时就

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地调

到乙地。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务，用党的经费作短途来往，以后

他们就会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

真正的政治领袖。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

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

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

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

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

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

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

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

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

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

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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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

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杂

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

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求意见，自主的编

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从

哲学上来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

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

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那

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

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

“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

可能完全跑到事变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

情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

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

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

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

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

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

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　 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

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

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

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么一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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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会顺利的。”①

可惜，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况

应当负最主要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

夸的合法批评和不合法“尾巴主义”的代表者。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读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策略—计划”是反对立刻号

召举行冲击，而要求组织好“对敌人要塞的正规围攻”，换句话说，

就是要求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我们由于《工人事

业》杂志从“经济主义”跳到高喊冲击（１９０１ 年 ４ 月在《〈工人事

业〉杂志附刊》２２６第 ６ 期上）而嘲笑了它，当然，它也就猛烈攻击我

们，说我们是“学理主义”，说我们不懂革命的职责，说我们不该号

召大家谨慎从事，等等。当然，这样的责备出自一些毫无原则、只

会用深奥的“策略—过程”支吾搪塞的人之口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

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

视态度的纳杰日丁重复这种责备，也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据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纳杰日丁却拼命想使它重演，

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骂“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

么特别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记了一句名言：如果

说历史事变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么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

剧２２７。用特卡乔夫的说教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

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了不起的，然而小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① 引自德·伊·皮萨列夫的《幼稚想法的失策》一文（见《皮萨列夫全集》１９５６ 年俄
文版第 ３ 卷第 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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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

加上一个组织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别可笑了。

纳杰日丁写道：“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

就会看见，这〈像《火星报》第 ７ 号上一封工人的来信等等现象〉是

一种征兆，它说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现在〈原文如

此！〉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

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瞧，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观念：一

方面，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和“组织中等人”，同时又认为

人们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报纸的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

合起来；另一方面，认为“现在”来谈全俄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

际的思想，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现在”已经迟了！请问最可敬

的尔·纳杰日丁，“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现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请

把这一点同《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

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不值一提，至于说什么正是要把中等人组织起

来和普遍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其

实，应当谈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而不是纸

上的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

纳杰日丁继续写道：“的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情况非常不妙。《火星报》

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和起义者，这话完全正确……　 你们清
醒地估计我们的实力，这很好。但同时你们为什么忘记，群众不是我们的，因

此他们不会来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就会‘骚乱起来’……　 群
众自己以自发的破坏力量发动起来，就可能扰乱和排挤我们一直准备、但还没

有来得及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进去的那个‘常备军’。”（黑体是我们用的）

奇怪的逻辑！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

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

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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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

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

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

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

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

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

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先

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由于“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写在纲

领中，这也就是在号召建立恐怖派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

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可惜这些群众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

向我们请示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

纳杰日丁继续恐吓《火星报》说：“我们会把革命本身也错过

去的，就像我们把目前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错过去了一样。”把这

句话和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联系起来，就会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自由社”臆想出来的独特的“革命前夜的观点”①是很荒谬的。

直截了当地说，独特的“观点”无非就是认为“现在”来议论和准备

已经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问问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

先生，您为什么要写 １３２ 页“论述理论问题②与策略问题”的文章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①
②

《革命前夜》第 ６２ 页。
顺便说说，尔·纳杰日丁在他的“理论问题评论”中，几乎没有拿出半点关于理论

问题的东西来，只是说了下面一段从“革命前夜的观点”看来十分奇怪的议论：“在

我们所处的时期，伯恩施坦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经失去其尖锐性，正像不管是阿

达莫维奇先生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应当隐退也好，或者相反，司徒卢威先生能

够驳倒阿达莫维奇先生而不同意辞职也好，那都是毫无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时

刻’到来了。”（第 １１０ 页）尔·纳杰日丁极端忽视理论，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
了。我们既然已经宣告了“革命前夜”，所以正统派是否能彻底击败批评派，那是

“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这位才子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利用同批

评派作理论斗争的成果来同他们的实践立场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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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 １３２ ０００ 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

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

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

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

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 １３

号和第 １４ 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２２８，他们也没有错过。恰

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

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

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

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

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

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

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

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

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

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

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

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① 专为应付爆发和街

怎 么 办？

① 《火星报》第 ４号所载《从何着手？》一文。纳杰日丁写道：“不是站在革命前夜的观点上
的革命文化派，是丝毫也不会因长期的工作而感到不安的。”（第 ６２页）关于这一点，我
们要指出：假使我们不能制定出一种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以确定很长时期的工作，同

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

情况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

家。只有从昨天起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纳杰日丁才会忘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根

本改造全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当因长期工作的问题而“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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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

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

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

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

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

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２２９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

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

的），而应当看做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

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

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

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

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

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

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

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

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

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事实上，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常遇到的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

全部遭到破坏的情况。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

作时，这样的破坏事件往往会使工作中断好几个月。如果所有的

组织有了一种共同的工作，那么即使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只要有两

三个有干劲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

的中心取得联系，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

产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

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

得联系。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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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

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

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

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

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

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①，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

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

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

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

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

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

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

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

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

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

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

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

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

怎 么 办？

① 咳，真糟糕！我又脱口说出了“代办员”这个刺激马尔丁诺夫之流的民主主义耳朵

的可怕名词！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名词没有使 ７０ 年代的卓越的活动家们感到生
气而使 ９０ 年代的手工业者们感到生气呢？我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
一切代办员都应当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共同事业；假如必须用另一个名词来代替

它，那我也许只会选择“同事”这个名词，只是可惜这个名词会使人感到有点文人

习气，并且意思上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不

过，那些为数甚多的（特别是在国外）、喜欢“互封领袖”的马尔丁诺夫之流，尽可以

不说“办护照的代办员”，而说“革命家护照供给事务局总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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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像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

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

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结　 束　 语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 １８８４—１８９４ 年。这是社会

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派别的

人还寥寥无几。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

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 １８９４—１８９８ 年。这时，社会民主

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

这是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地热衷于反民粹派的斗

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热衷于罢工，这就像流行病迅速

蔓延一样。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

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

个“三十五岁的年纪”。因为年轻，他们对实际工作缺乏修养，很

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是很广的。他们中间

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党人一样的。他们在青

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

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

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

人决裂。斗争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

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

结　 束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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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启发他们

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１８９８ 年

春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时也

是最后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时期（１８９８—？），我们已经看到，是在 １８９７ 年就开始

准备的，而在 １８９８ 年完全代替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

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

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

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

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

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

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

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

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

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

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

纯粹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

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

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

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

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

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信条》纲领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

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活跃

起来的时候。

因此，假使读者责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杂志谈得太详细

了，那我就要回答说，《工人事业》杂志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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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本身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① 真正能够代

表混乱和动摇以及无论对“批评”、对“经济主义”或者对恐怖主义

都准备让步的，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尔·姆·，而正是随风转舵的克

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

“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同完全

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

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

主义已经不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德国

各种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掺进去的大杂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

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泛、日益有力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

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同政治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

起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而是

去替某种“革命的文牍主义”和玩弄“民主”形式的儿戏作辩护。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

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

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

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

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渡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

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

“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

结　 束　 语

① 我还可用一句德国谚语来回答：Ｄｅｎ Ｓａｃｋ ｓｃｈｌｇｔ ｍａｎ，ｄｅｎ Ｅｓｅｌ ｍｅｉｎｔ ｍａｎ（打的是麻
袋，指的是驴子。———编者注），用俄国谚语说就是：打猫吓媳妇。不仅一个《工人

事业》杂志，而且大批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都醉心于时髦的“批评”，在自发性问

题上颠三倒四，在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理解上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

观点而陷入工联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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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

结束第三个时期。

载于 １９０２ 年 ４ 月 １ 日《火星报》
第 １９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６ 卷
第 １—１７３ 页

怎 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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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２８ 日〕）

在党纲草案中，我们提出了建立具有民主宪法的共和国的要

求，民主宪法应保证“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许多人觉得我

们纲领中的这一要求不够明确，所以在本报第 ３３ 号上谈到亚美尼

亚社会民主党人宣言时，我们对这一条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说明。

社会民主党将永远反对任何用暴力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

民族自决的企图。但是，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

争，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

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

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永

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

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

或者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

等等要求。①

我们纲领中对于民族问题的这个解释，招来了波兰社会党２３０的

强烈抗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一文（１９０３ 年 ３

月《黎明》杂志２３１）中，波兰社会党对于这种“令人惊异的”解释，对

于我们“神秘的”自决之“模糊不清”表示愤慨，指责我们是学理主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８７—９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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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无政府主义”观点，似乎我们认为“除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之

外，其余什么都与工人无关，因为语言、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资产

阶级的虚构”，如此等等。这个论据值得详细地谈一谈，因为它把社

会党人中在民族问题上很经常、很普遍的误解几乎暴露无遗了。

我们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令人惊异”呢？为什么会认为它

违背了“本”义呢？难道承认民族自决权就得支持任何民族自决

的任何要求吗？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承认一切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

利，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组织任何新的社团，丝毫也不妨

碍我们发表意见、进行鼓动，反对不适宜的和不明智的组织某种新

的社团的想法。我们甚至承认耶稣会教徒有自由传道的权利，可

是我们反对（当然不是用警察手段来反对）耶稣会教徒同无产者

结社。《黎明》杂志说：“如果自由自决这个要求能按它的本义来

理解（我们至今是这样来理解的），那我们就满意了。”这就十分明

显，违背纲领本义的正是波兰社会党。从形式上看来，它的结论之

不合逻辑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我们不愿只从形式上来检验我们的解释。我们要直截了

当地从实质上提出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要求民族

独立呢，还是只在某种条件下提出这个要求？这种条件究竟是什

么？波兰社会党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总是赞成无条件地承认民族独

立。因此，它对要求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主张“完全地无条件

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革命俄国报》２３２第 １８ 号《民族的奴役和革

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２３３脉脉含情，我们就一

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可惜这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

话，它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地表明了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所谓党的

本性。波兰社会党经不起这种空话的引诱，受到这种叫嚣的迷惑，

这证明它在理论认识和政治活动方面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联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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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多么薄弱。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的正是无产阶级

阶级斗争的利益。这个条件正是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提法的区别之所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跟在他们

后面亦步亦趋的现代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为民主制可以消

灭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从“全民”利

益的观点，甚至从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

切政治要求。社会民主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情地揭露这种资产

阶级的幻想，不管它表现为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表现为无条

件地要求民族独立。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有条件地而且只能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民族

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证明，我们可以援引一位著作家的

话，他曾经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卫护过波兰无产者提出的波兰

独立要求。１８９６ 年，卡尔·考茨基在《波兰完了吗？》一文中写道：

“只要波兰无产阶级着手解决波兰问题，他们就不能不主张波兰

独立，也不能不欢迎目前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每一步骤，因为这种

步骤总的说来同正在进行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相

符的。”

考茨基继续写道：“这个附带条件，无论如何必须加上。民族

独立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不是完全密不可分

的，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①。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经十分坚决地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和解放，可是这并不妨

碍他们在 １８５９ 年反对意大利同拿破仑结成联盟。”（《新时代》杂

志１８２第 １４ 年卷第 ２ 册第 ５２０ 页）

你们看：考茨基坚决反对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他不仅坚决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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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一般的历史基础上提出问题，而且正是要求在阶级基础上

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问题的提

法，那就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新莱茵

报》４４曾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波兰问题，它不仅坚决要求波兰独

立，而且坚决要求德国为了波兰的自由同俄国作战。然而，马克思

同时也抨击过在法兰克福议会２３４主张波兰自由的卢格，因为他只

用“可耻的非正义行为”这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解决波兰

问题，而不作任何历史分析。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最怕在革命的历

史关头进行“论战”的革命中的腐儒和庸人。马克思用辛辣的讽

刺无情地嘲笑了“人道的”公民卢格，用法国北部压迫南部的例子

向他说明，在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看来，并不是任何民族压迫在任何

时候所引起的独立要求都是正当的。马克思引述了一些特殊的社

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波兰已经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

革命的部分……　 甚至那些还部分地站在封建立场上的波兰贵族

也以无与伦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参加民主的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

最平庸的立宪主义意识形态和最浮夸的哲学意识形态中徘徊的时

候，波兰就已经成了欧洲民主的策源地……　 只要我们〈德国人〉

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让波兰的一部分受德国的钳制，我

们自己就将继续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钳制，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

底打碎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

首要条件。”①

我们如此详细地摘录了这些话，因为它们生动地表明，国际社

会民主党在几乎整个 １９ 世纪后半期对波兰问题的提法，是在怎样

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忽视从那时以来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坚持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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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

说的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当时和现在，一个是最后的资产阶级

革命运动的时代，一个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反动派十分猖獗、各

方面力量极其紧张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当

时整个波兰，不仅农民而且很多贵族都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

的传统是如此地有力和深刻，甚至在本国失败之后，波兰的优秀儿

女还到处去支援革命阶级，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的英

名，同 １９ 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同巴黎工人最后一次———

我们希望是最后一次———不成功起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不恢复波兰的独立，民主运动在欧洲确实不可能取得完全的

胜利。当时，波兰确实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文明堡垒，是民主运动的

先进部队。现在，波兰的统治阶级、德奥的贵族地主、俄国的工业

金融大亨，都在充当压迫波兰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支持者。而德国

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同英勇地继承了过去革命波兰的伟大传统的

波兰无产阶级一起，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现在，邻国先进的马

克思主义者密切地注视着欧洲政局的发展，对波兰人的英勇斗争充

满了同情，不过他们也公开承认：“彼得堡现在已经成为比华沙重要

得多的革命中心，俄国革命运动已经比波兰革命运动具有更大的国

际意义。”早在 １８９６年，考茨基在赞成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包

括恢复波兰的独立要求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评语。１９０２ 年，梅林考

察了 １８４８年以来波兰问题的演进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

波兰无产阶级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恢复波兰的阶级国家（关于这

一要求，统治阶级本身连听都不愿意听），那就等于演出历史的滑稽

剧：对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如波兰贵族在 １７９１ 年就是如

此），但是工人阶级却不该堕落到这个地步。如果提出这种反动的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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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为的是吸引那些对民族的鼓动还能有一定反响的知识分子和

小资产阶级阶层，让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鼓动，那么这种空想作为

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更应加倍地受到谴责，这种机会主义为了

一时微小的和廉价的成功而牺牲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这种利益绝对地要求在三个瓜分波兰的国家中的波兰工人义

无反顾地同自己的阶级弟兄并肩战斗。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建立自

由波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通过一场现代无产阶

级将在其中砸碎自己身上锁链的社会革命，波兰才有恢复独立的

可能。”

我们完全同意梅林的这个结论。只是要指出：我们在论证时

即使不像梅林走得那么远，这个结论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

现在波兰问题的情况和 ５０ 年前根本不同了。但是不能认为现在

这种情况是万古不变的。毫无疑问，现在阶级的对抗已经使民族

问题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了，但是，也不能绝对肯定地说某一个民

族问题不会暂时地居于政治戏剧舞台的主要地位，否则就有陷入

学理主义的危险。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恢复波兰的独

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能说波兰资产阶

级不会在某种情况下站到主张独立这边来，如此等等。俄国的社

会民主党决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民族自

决权的时候，把所有的可能性，甚至凡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估

计到了。这个纲领丝毫不排斥波兰无产阶级把建立自由独立的波

兰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口号，尽管这在社会主义以前极少有实现的

可能。这个纲领只是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腐蚀无产阶

级的意识，不要掩盖阶级斗争，不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来

诱惑工人阶级，不要破坏现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统一。这个条件

正是全部关键之所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承认民族自决。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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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社会党枉费心机地把事情说成似乎它同德国或俄国的社会民

主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权，否

认要求建立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的权利。并非如此，是他们忘掉了阶

级观点，用沙文主义掩盖阶级观点，破坏当前政治斗争的统一，———

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看不出波兰社会党是真正的工人社会民主党。

请看波兰社会党通常对问题的提法吧：“……我们只能用波兰脱离

俄国的方法来削弱沙皇制度，至于推翻沙皇制度则是俄国同志的事

情。”又如：“……专制制度消灭以后，我们只会这样来决定自己的命

运：使波兰同俄国脱离。”请看，这种即使从恢复波兰独立的纲领性

要求看来也是十分奇怪的逻辑引出了多么奇怪的结论。因为恢复

波兰独立是民主演进可能产生的（不过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肯定不

会很有保障）结果之一，所以波兰无产阶级不能同俄国无产阶级一

起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而“只能”用波兰脱离俄国的方法来削弱

沙皇制度。因为俄国沙皇制度同德奥等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结成

日益紧密的联盟，所以波兰无产阶级就应该削弱同俄国、德国和其

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和他们在反对同一种压

迫）的联盟。这无非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民族独立的见

解而牺牲无产阶级最迫切的利益。和我们推翻专制制度的目的不

同，波兰社会党所追求的是俄国的四分五裂，而只要经济的发展使

一个政治整体的各个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要世界各国资

产阶级愈来愈齐心地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支持

共同的盟友———沙皇，那么俄国的四分五裂在目前和将来都只能是

一句空话。然而，目前在这种专制制度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

力量的四分五裂，这倒是可悲的现实，这是波兰社会党犯错误的直

接后果，是波兰社会党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公式的直接后果。为了假

装看不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四分五裂，波兰社会党只得堕落到沙文主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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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地步，例如，他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歪曲：

“我们〈波兰人〉应当等待社会革命，在这以前应该耐心忍受民族压

迫。”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从来没有提出过

这样的劝告，相反，他们自己在为反对俄国境内的任何民族压迫而

斗争，并且号召俄国整个无产阶级来进行这一斗争，他们在自己的

纲领中不仅提出语言、民族等等完全平等，而且承认每个民族有自

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在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们对民族独立

要求的支持，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只有沙文主义者才

会把我们的立场解释成俄罗斯人对异族人的不信任，因为实际上，

这种立场是由于觉悟的无产者对资产阶级不信任而必然产生的。

在波兰社会党看来，民族问题只是“我们”（波兰人）同“他们”（德国

人、俄国人等等）的对立。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把“我们”无产者同

“他们”资产阶级的对立放在首位。“我们”无产者多次看到，当革

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站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是怎样出卖

自由、祖国、语言和民族的利益的。我们看到，在法兰西民族受压

迫、受屈辱最厉害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如何卖身投靠普鲁士人，

民族抵抗政府如何变成了背叛人民的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

如何召唤压迫民族的兵士来帮助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

同胞。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本不在乎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攻击，

我们要经常地告诉波兰工人：只有同俄国无产阶级结成最亲密无间

的联盟，才能满足目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要求，只有这样

的联盟，才能保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

我们在波兰问题上所说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任何其他民族问

题。万恶的专制制度的历史，给我们遗留下了专制制度压迫下各

族工人阶级之间的严重隔阂，这种隔阂是反专制制度斗争中极大

的弊端、极大的障碍。我们不应当用什么党的独特性或党的“联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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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制”“原则”使这种弊端合法化，把这种怪事神圣化。比较简单

省事的办法当然是走阻力最小的道路，各顾各，“各人自扫门前

雪”，崩得１９２现在就想这样做。我们愈是意识到统一的必要性，愈

是坚信没有完全的统一就不能对专制制度发起总攻，集中的斗争

组织在我国政治制度下愈是显得必要，我们就愈不能满足于用表

面“简单”实际十分虚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认识不到隔阂

的危害，既然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消除无产阶级政党阵营内

的这种隔阂，那就用不着“联邦制”这种遮羞布了，就不必去解决

问题了，因为有“一方”实际上并不想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最好还

是让生活经验和实际运动的教训去说服人们：受专制制度压迫的

各族无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反对日益紧密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的

斗争要取得胜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

载于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火星报》
第 ４４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
第 ２１８—２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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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２３５（节选）

（１９０４ 年 ２—５ 月）

（九）　 党章第 １ 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２３６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

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

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

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

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

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

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

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

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

歧（关于党章第 １ 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

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 ２５０ 页）①这种

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

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２６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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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

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

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

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

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

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 １ 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

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

（特别是在同盟２２５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１３９上）走向

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

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２３７结成联盟

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

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 １ 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

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

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

像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

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

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

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 １ 条的意见分歧在中

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

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

“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 １ 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

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

（九）　 党章第 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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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

论党章第 １ 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

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

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

条文，像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 ３３３ 页），反映了他的
（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像普列汉诺

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 １０２ 页及其他

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

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彭帕杜尔３６式的、非社会民主

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

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

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

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

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

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

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

（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

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

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

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

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

“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

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

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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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

组织①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

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

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

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

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

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

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

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

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

（“土地和自由”社２１４和“民意党”３１）作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

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

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

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

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

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

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 ７０ 年代的情

况作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

（九）　 党章第 １ 条

① “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

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

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

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

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

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

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

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

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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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

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

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 ７０ 年代的无

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

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

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

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

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

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

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作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

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

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

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

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

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

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

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

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

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

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

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

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

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

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

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

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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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

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

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做既

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

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

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

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

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

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

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

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

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

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

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

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

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

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

机会主义经济派１３４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

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

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

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

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

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

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

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

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

（九）　 党章第 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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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

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１０１和“尾巴主义”。

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

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

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

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

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

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

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

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

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

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 ９１

页）①。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

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

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

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

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

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

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

（第 ２３９ 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

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

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

进一步，退两步

① 见本卷第 ４０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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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

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

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

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

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

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

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

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

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

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

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

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

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

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

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

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

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

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

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 ２３９ 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

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

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

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

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

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

（九）　 党章第 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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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

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

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

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

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

党章第 １条问题的第 １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

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

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型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

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

的组织）。”（第 ２４０页）①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

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

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

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

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

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

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

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②要成为社会民主党，

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像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

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

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

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

进一步，退两步

①
②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２６９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３８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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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工作……　 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

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

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

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

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

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

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

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

推动。”（第 ８６ 页）①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 １ 条的争

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

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

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

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

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

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

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

事件２３８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

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

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

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

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

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

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

（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

（九）　 党章第 １ 条

① 见本卷第 ３９４—３９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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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

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

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

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

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

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

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

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

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 ９６ 页）①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

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

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

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

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

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

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

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　 工厂分委员会应

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

人参加工作……　 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

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

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

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

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

进一步，退两步

① 见本卷第 ４０６ 页。———编者注



４７９　　

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 １７—１８ 页）①。从我加上着重标记

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 １ 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

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１）一定

程度的组织性；（２）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

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

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

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定职工各种要求

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

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

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 １８—１９ 页）②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

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

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

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

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

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１）革命家组织；（２）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

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

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３）靠近党

的工人组织；（４）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

组织；（５）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

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

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

（九）　 党章第 １ 条

①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１０、１２—１３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１３—１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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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

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

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

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 １ 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

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

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

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 ２３９ 页），而他

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杂志１４１的

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

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

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

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

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

们的共同目的”（第 ２５２ 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

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

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

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

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像马尔丁诺夫

同志一样①，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

进一步，退两步

① 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

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

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

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

《任务》（见本卷第 １３９—１５９ 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
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

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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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

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

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

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

二次发言（第 ２４５ 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

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

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

职务，就有可能对其考察”（第 ２４５ 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

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

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

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１）凡是

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

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２）每一个党组织都

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

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

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

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

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

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

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

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

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２３９，第 ２５５ 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

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

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

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

（九）　 党章第 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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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

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 ２４１ 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

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 ２４２ 页）。总之，马尔托

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

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

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

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

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

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

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

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

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

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

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作例子，也不是偶然

的！在关于党章第 １ 条的争论中并不像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

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

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

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像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

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

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

面，但是不能看做组织中的成员。”（第 ２４１ 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

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

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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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

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

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

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

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

战斗组织的体系……”　 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１）

“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

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２）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

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　 “列宁认

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

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

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

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

附和了列宁的意见……”　 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

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

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２４０事件）组成，那“实际

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

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

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

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

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

“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

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

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

（九）　 党章第 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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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　 请

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

一看他的公式吧：党＝（１）革命家组织，＋（２）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

人组织，＋（３）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

组织），＋（４）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

＋（５）“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

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 ２４１ 页）是的，当然我

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

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

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

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

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

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

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

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①。说到这里，不能不

进一步，退两步

①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

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

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 ５９ 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
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

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 １ 条的思
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

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

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１条条文的思想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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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

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

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　 这就大错

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

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

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

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

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

“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

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

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

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

条文，党章第 １ 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

任务根本矛盾的。”（第 ２４３ 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

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

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

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

（九）　 党章第 １ 条

　 　 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
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

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

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

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

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

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

斯之踵２４１，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
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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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

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

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

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 ２４２ 页

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

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

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

对磋商①，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

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

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

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

的第 １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

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

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

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

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

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

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②和“无政府

进一步，退两步

①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２６９ 页。———编者注
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

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 ２４８ 页和第 ３４６ 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
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

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　 但是问题不在于党
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

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

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

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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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

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

主张看做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

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

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

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

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

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 　 巴甫洛维

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

（九）　 党章第 １ 条

　 　 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
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

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

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

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

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

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

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

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

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

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

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

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

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

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

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

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

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

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

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

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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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

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

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

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

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

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

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

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

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

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　 承认党纲

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

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

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

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

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

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

得以通过①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

正本性，他们要求（第 ２５４—２５５ 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

进一步，退两步

① 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 ２８ 票，反对的有 ２２ 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
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

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

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

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

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



４８９　　

“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

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

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

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

崩得分子１９２，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

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 １ 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

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

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

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

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

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

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

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

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

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

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

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表决党章第 １ 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

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

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

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

性，———在像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

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

第 １ 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

歧的实质才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

（九）　 党章第 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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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

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

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

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

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 ２３ 票（２４－５＋４），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

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

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

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

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

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 １ 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

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

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

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

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

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

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

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

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

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

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

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

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进一步，退两步



４９１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
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

同志的两篇小品文①当做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

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

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

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

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

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

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 ５７ 号）是，

“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

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

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

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

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

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

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

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 ２ 册第 １２２ 页及以下各页（１９０６
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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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

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

义１４５、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

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

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

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

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

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

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

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

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

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

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

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

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

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

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

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２４２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

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

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

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

“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

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

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２４３。既然阿

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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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

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

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

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１４９的引

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

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

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

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１４９随时

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７８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

的对手。我们不会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

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

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

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

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

〈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

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

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且普

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

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 １２４ 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

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

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

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

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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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

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 １６９ 页）。

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

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

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 １７０

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

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

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

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

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

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

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 １ 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

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

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

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

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

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

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

给“劳动解放社”３０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

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１１７的一些

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

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

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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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

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

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

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

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

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

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

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

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像伯恩施坦之流早就

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

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

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

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 ４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法国革

命密谋家的策略（第 ６２ 号上的社论）２４４。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

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

一批 ４０ 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

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

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

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

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

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

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

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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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

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

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

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

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

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

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

话？２４５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

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

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 １９０２ 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

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第 ４３ 号），人们就认为“经

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

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

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

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

前在《工人事业》杂志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

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

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杂

志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

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

人事业》杂志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

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

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

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

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

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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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

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

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①这

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

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

章第 １ 条）的争论开始，并以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

“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

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

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

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

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

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

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

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

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

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

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见《火星报》第 ５３ 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
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

“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

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

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

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

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

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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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议论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 １ 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像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

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２４６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

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

是句法呢？它并不像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

来的一种形式罢了……　 《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

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

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

们的说法？”（第 ５６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

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

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

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

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

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

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

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

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

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

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

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

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

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

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

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

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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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

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

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

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

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

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

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

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

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

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

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

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

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

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

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

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

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

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

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

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

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

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

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 ５６ 号的附刊第 ４ 版第
１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

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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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炸弹是炸弹２４７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

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

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

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

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

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

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

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

（第 ５８ 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

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

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

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

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

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

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

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

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

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

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

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

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

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

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

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

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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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像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

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

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

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

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

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只能随着〈这里以

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

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 ５７ 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

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

完”的人物吗？１７１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

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

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

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

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①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

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

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

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

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

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

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

（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

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

星报》所出版的 ６ 号（第 ４６—５１ 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 １２ 号（第 ５２—６３ 号）
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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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

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

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

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

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

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

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

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 １ 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

样的结果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２４８———从前

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

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

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

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

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

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

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

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

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

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

就是中央委员会（第 ５７ 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

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

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

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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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

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

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

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

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

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

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

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叫做 Ｅｄｅｌ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ｕｓ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

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做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

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

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

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

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

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

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

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

５８ 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

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

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

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

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

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５０４　　

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

“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

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①

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

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

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

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

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１０８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

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

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

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

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

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

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

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

（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

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

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

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

人心和脑袋里去。”（第 ５６ 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

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

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

进一步，退两步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１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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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

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

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做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

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

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

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

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

“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

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

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

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

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

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

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做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

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小组的。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

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

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

“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

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

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

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

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

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

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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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

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

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

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

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

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

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

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

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

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

务，应当学会像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

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

主义２４９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

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

〈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

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彭帕杜尔作

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①）。

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

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

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

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

进一步，退两步

① 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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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

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

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

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

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

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

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

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

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

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

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

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

报》（第 ６０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

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２５０。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

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①，我认

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

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 ５３ 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

（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

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

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 ６ 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
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

叫人感到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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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照也像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

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

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

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

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

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

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

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

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

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

《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

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

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

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

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

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

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

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

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

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

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

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

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

呢？），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ｍｕｔａｔｉｓ ｍｕｔａｎｄｉｓ）罢了。这

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 ２０ 号萨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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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①）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

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

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

名气的书《三个月的工人生活》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

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

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２５２就立刻来为他“鸣

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

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

冈·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

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

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

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像阿克雪里罗

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

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４ 月第 ４ 期），就已经很

了不起。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

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

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

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但是现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格雷 １９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曾在第 １５ 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

顿代表大会２５１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 ２０ 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
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

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

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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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

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

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

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

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

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

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

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激

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

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

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

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ｔｕｍ〉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

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

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

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

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

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

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

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

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

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

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

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

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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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

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

“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

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

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

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

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

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

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杂志１８２１９０４ 年第 ２８ 期的

《选区和党》———《Ｗａｈｌｋｒｅｉｓ ｕｎｄ Ｐａｒｔｅｉ》一文）。他说，沃·海涅的

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

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

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

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

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

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

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

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

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①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

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

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

争的武器”。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作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

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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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

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

教籍①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

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

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

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

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

其他问题上，都不像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

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

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

（Ｖｅｒｓｕｓ）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

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

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

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

义的办法进行……　 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

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　 任何一个选区选举

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

所信任的人（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ｍｎｎｅｒ）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如果谁

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

（Ｓｍｔｌｉｃｈｅ Ｐａｒｔｅｉｇｅｎｏｓｓｅｎ）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

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

进一步，退两步

① 德语 Ｂａｎｎｓｔｒａｈｌ（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
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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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

“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

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

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

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

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

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

性的规定（ｓｔａｔｕｔａｒｉｓｃｈｅ Ｆｅｓｔｌｅｇｕｎｇ）①，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

（ｇｒｅｒｅ Ｓｔｒａｆｆｈｅｉｔ）”。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

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

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

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

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

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

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

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

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

解放派２５４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

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

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

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

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 ６６ 页及以

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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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样，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

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２５５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１９０４

年 ４ 月 ７ 日《法兰克福报》第 ９７ 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

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

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

“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

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

的“开除教籍”的做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

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

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

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

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

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

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

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

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

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

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

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

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

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

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

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

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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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相同的。① 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

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

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

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

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

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１６１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

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

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

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

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

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

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

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

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

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

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蜿蜒爬行，

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

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

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

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

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

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

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

《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 ６４ 号），便畏缩地避开
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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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

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

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

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

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

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

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

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

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

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 ５８ 号第 ２ 版第 ３ 栏），但是

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

我们这个不管第 １ 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

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

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

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

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

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

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

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

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

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

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

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

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

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

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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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① 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

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

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

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

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

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

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２５６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

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

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

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

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① 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 １ 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
得同志在党章第 １ 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
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

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

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

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

好，都是在对党章第 １ 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
本小册子（第 ２０ 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
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 １ 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
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

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

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

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

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

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

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

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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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

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

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

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 １

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

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像许多庸人至今想

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

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

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

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

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

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

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

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

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

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

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

义的起义”①。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

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

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份参加到这种坏事

进一步，退两步

① 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 ６８ 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
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

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５１９　　

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

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

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 ６３ 号的

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

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

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

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

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尔说出

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

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

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

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

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

么样的组织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

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

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

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

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

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１９０４ 年 １ 月第 １２ 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

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

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

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

（十七）　 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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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受 １９０２ 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
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

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

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

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

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

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

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

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

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

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

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

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

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

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

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

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

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

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

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

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

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

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像沃罗涅日委员会

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

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

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

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

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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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

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

过的党章第 ８ 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

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

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 ６１ 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

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

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　 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

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

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

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

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

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

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１）关

于党章第 １ 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

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

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２）《火星报》组

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

（十八）　 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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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

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９ 票对 ７ 票），这在某种程

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 １ 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

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

（３）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

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

（４）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

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

位。（５）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

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

坚定的分子占上风。（６）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

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

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

（７）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

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

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

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

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

原则意义何在？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

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

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

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

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

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 １ 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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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争吵①，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

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

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

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 １ 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

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

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

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

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

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

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

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

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

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

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

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

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

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ｍｅｔｔｅｒｅ ｌａ ｃｏｄａ ｄｏｖｅ ｎｏｎ ｖａ ｉｌ ｃａｐｏ）这句

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

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

（十八）　 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① 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

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 １ 条问题以
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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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

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

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

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

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

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

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

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

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

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

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

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

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

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

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

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

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

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

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

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

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

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

“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像马尔托夫同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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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

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

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

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

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

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

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

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

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

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

《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

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

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

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

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

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

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

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

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①。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

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　 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

（十八）　 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① 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

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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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

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

片刻怀疑，也是一种如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

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

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

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

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

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

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

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像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

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

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

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

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

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

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

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

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

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

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１９０４ 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８ 卷
第 ２４７—２７２、３７９—４１５ 页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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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２５７

（１９０５ 年 ６—７ 月）

序　 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上事变的发展，而这些事变为评价各

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

敖德萨事变①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２５９（第 ９

号，《革命教导着人们》）②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起

义—过程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

上转到或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革命无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

刻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

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义，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

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

个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

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

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

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社会革命党”２３３纲

①

②

指“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２５８。（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
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１ 卷第 １２６—１３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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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草案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

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的

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使各

个阶级受到真正的政治洗礼。通过革命，这些阶级将显示出它们的

明确的政治面貌，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

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它们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

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

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

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

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

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

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

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

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

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

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在

这种时期，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我们就

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熟悉

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

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盖着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

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

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

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

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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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

级。当然，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

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

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

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

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因此，《解放》杂志２６０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

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

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 ７２ 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

则趋向。因此，他就拼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

会２６１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憎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

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１３９第 １０４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

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

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

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

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仅是跟在

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①的决

序　 言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１９０５ 年 ５ 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

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２６２。在这本小册子里
常常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

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

一条鸿沟。（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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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

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

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

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

给其他政党作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杂志所表现

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人的

革命空谈，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

的纲领“草案”，要开始研究他们眼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

革命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

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

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其中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地方，弄清楚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

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

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想切

实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

统一奠定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

１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

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意见是不一致的。现在有三种政治趋向。

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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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按报纸所载关于布里

根委员会２６３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在没有鼓动自由

的条件下，按照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的选举制选

出一个咨议性会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则要求权

力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要力争普选权，不

仅要力争充分的鼓动自由，而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

革命政府。最后，通过所谓“立宪民主党”８３领袖们之口来表达自

己愿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

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公正，不坚持切

实保障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其实，作

为“解放派”２５４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力求在

沙皇和革命人民之间达成尽可能和平的交易，并且通过这种交易

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权力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

级和农民获得的权力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

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

词句来掩饰他们那种不彻底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那种背叛革

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无产者报》（第

３、４、５ 号）①上谈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

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党内分裂出

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这方面的

最好的材料。这两个决议，究竟哪一个能正确地估计目前的政治

形势和正确地规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大

的意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履行他所担负

１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４５—２５３、２５８—２６４、２７７—２８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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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义务，就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

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者说，是指党的政治活动的

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

整个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

治行为。这种新的形势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

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造成的。新问

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

议（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

党纲中先于其他一切政党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

决裂，而群众又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么以推翻政府为目标

的党，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

于是就产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

个圆满的答复，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

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

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

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从下面，即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

民主党参加的情况下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

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则的、明确的

和坚定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以下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

鉴于：

（１）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

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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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２）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

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

政府才能保证充分的竞选鼓动自由，并且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

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３）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

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

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具体了解革

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出现

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们的纲领（即最

低纲领）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二）根据力量对比和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我们党

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

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

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

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

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不管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

向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即由社会民主党领

导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

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１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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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决议的标题就可以

看出，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社

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这里根本没

有涉及“夺取政权”之类的问题。代表大会把后面这个问题以及

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

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恰恰相反，全

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

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或不适时

地涉及的问题，而是那些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

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

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

指出，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

目的”来看，都必须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而为了得到充

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如我

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

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

民主战士，他们力求争得的正是充分的自由；而且，强调这一点在

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

“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进行活动。为了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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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必须是全民的（按

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

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以

此为限。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

做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的权力和力量。

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

的口号为限，而是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

的物质条件。指出这种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

会议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

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

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只有临时革命政府，而且是成为胜

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

的自由，才能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

谁想驳倒这个论点，他就得断定，沙皇政府能够做到不去帮助反动

势力，它能够在选举时保持中立，它能够为真正表达民意操心。这

样的断言是非常荒谬的，谁也不会公开地替它辩护，但正是我们的

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暗地里偷运这类东西。立宪会议必

须有人来召集；选举的自由和公正必须有人来保证；这个会议必须

有人赋予它全部力量和权力：只有成为起义机关的革命政府才会诚

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来实现这一

点。沙皇政府必然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做交易而且完全不依靠

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会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

它极其真诚地愿意这样做，也不能实现这一点。可见，代表大会的

决议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但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

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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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性质，那么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补

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目前的即资本主义的社

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多少享有一些政治

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

争夺政权而进行拼死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

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最前面领导

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

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新的斗争。

可见，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部分决议

中是估计得很全面的：无论是就它和争取自由、争取共和制的斗争

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它和立宪会议的关系来说，或者就它和为新的

阶级斗争扫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来说，都完全估计到了。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

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直截了当地建议党在

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

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不提

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而我们却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

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这个政府定

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

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

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现存的社会经济

关系的基础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

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样，决议就完全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

来源和基本性质来说，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

式的使命来说，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工具。按其活动内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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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来说，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

保障奋起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纲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不能实行尚未得到

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设性的纲领。这样的反驳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

制者”的诡辩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就是容忍腐败的专

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能够容忍这种农奴制关系的，只

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们的政府，而决不是成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

如果有人以立宪会议可能还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口，而主张在立宪会

议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自由，那简直是开玩笑！

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即实现最低纲领，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为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任务是实现

最低纲领，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

权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

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

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

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

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

是工人自己的事情５２；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

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

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持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反对意见的人说我们

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

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

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

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

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

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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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某个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

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

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到全国各地去

组织起几十万工人吧，你们去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吧！

你们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的无政府主义空

话，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广泛进行这样

的社会主义教育，就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

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产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

以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我们又

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答复。在

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

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容许的。我们

作出这样的声明，就坚定不移地既和那些对这一问题在原则上持

否定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又和社会民主党内那些用

我们势必要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景来恐吓我们的尾巴主义者

（如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派）划清了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三次代表大会作出这样的声明，就坚决地驳斥了新《火星报》的意

见：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１４５，是

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尊崇，原则上是不容许的，等等。

但是，说原则上容许，当然还没有解决实际上是否适当的问

题。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这种新的斗争方式，

即“从上面”斗争的方式，是适当的呢？当然，各种具体条件，如力

量对比等等，现在还无从谈起，所以决议自然就不去预先规定这些

条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在就对我们所谈的这个

问题作出任何预言。但是我们参加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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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确定的。决议也就是这样做的，它指出了我们参加的两个目

的：（１）同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２）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

益。自由派资产者正开始起劲地谈论反动派的心理（见司徒卢威

先生发表于《解放》杂志第 ７１ 期的那封极有教益的《公开信》），力

图吓倒革命的人民，并促使他们对专制制度让步，在这个时候，无

产阶级政党提醒人们注意同反革命进行真正的战争的任务，是特

别适当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

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力量，积极使用这

种力量，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从巴黎公社时期以

来几乎毫不间断地主宰着欧洲的漫长的政治反动时代，使我们过

分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使我们过分习惯于只注意防御性

的斗争。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

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在俄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决不可把

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必须宣传从上面行动的思想，必须准

备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性的行动，必须研究这种行动的条件和形式。

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

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形式方面的（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

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是关于这种参加的性质本身的（一分钟

也不忽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这样，决议既从各方面阐明了党采取“从上面”行动这个几乎

是前所未有的新斗争方式时的政策，又估计到了我们将来无法从

上面行动的那种场合。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

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

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

展为直接的内战———并且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以

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

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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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

为内容的那些成果。

我们就此结束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

议的简要分析。读者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把新问题的意义、无产阶

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党从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和从该政府

外面行动的政策都一一阐明了。

现在来看看“代表会议”的相应的决议吧。

３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
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门论述“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

府”问题的①。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

观念。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谈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

不一般地谈党在对待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

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

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

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

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字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

革命夺取政权，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么，不仅谈参加临时革

命政府，而且还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这有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

的“代表会议派”自己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读者把本书第 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７、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４ 页上所引各段集中在一起，便可
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见本卷第 ５４１、５４６、
５５１、５８４、５８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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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谁留心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他

就会知道，这种糊涂观念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在他那本有名的《两种

专政》中开始提出来的，新火星派不乐意提起这一典型的尾巴主义

著作中所提供的（早在 １月 ９日事件２６４以前）这种问题的提法，但是

这一著作对代表会议的思想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决议的标题。这个决议的内容，暴露

了更深刻得多、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下面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

政府的成立，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

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

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

思呢？这该怎么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

宪会议？？而且这样的“胜利”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

政府的成立相提并论！！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民起义

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

会议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

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

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

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

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从任何代表的“决定”到这个决定的实现都

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

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 １８４８ 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

兰克福议会２３４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

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４４上，非常尖刻地讥笑

３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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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

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

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

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

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

主派连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代表会议把正好缺少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局面拿来和彻底胜

利等量齐观。承认我们党的共和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犯这

样的错误呢？要了解这一奇怪现象，就必须看看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①。决议指出，我们党内还存在

着“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各种派别。我们的代表会议派

（马尔丁诺夫对他们的思想领导确实没有白费）关于革命的论断，

和“经济派”１３４关于政治斗争或八小时工作制的论断是一模一样

的。“经济派”一开口就搬出“阶段论”：（１）为权利而斗争，（２）政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现在把这个决议的全文引述如下：“代表大会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从和‘经

济主义’作斗争时起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同经济

主义有血缘关系的色彩，其特征就是一般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

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在组织问题方面，这些色彩的体现者在理论上提出一

个和党的按计划规定的工作不相适应的组织—过程原则，在实践上多半是推行一套

和党的纪律相违背的办法，要不然就向党内觉悟最低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顾俄国现实

生活的客观条件而广泛应用选举的原则，企图以此破坏目前唯一可能存在的党的联

系的基础。在策略问题方面，他们力图缩小党的工作的规模，反对党对自由派资产

阶级政党所采取的完全独立的策略，否认我们党可能和宜于担负起组织人民起义的

使命，认为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当参加临时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这种局部离

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倾向，但是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这

种观点的人，在下面这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并且完

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
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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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鼓动，（３）政治斗争；或是（１）十小时工作制，（２）九小时工作

制，（３）八小时工作制。这个“策略—过程”引起的结果，是大家都

十分了解的。现在，代表会议派建议我们把革命也预先好好地分

成几个阶段：（１）沙皇召集代表机关，（２）这个代表机关在“人民”

的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３）……关于第三阶段，孟什维克

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忘记了：人民的革命压力将碰到沙皇

制度的反革命压力，因而不是“决定”不能实现，便是问题又得由

人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来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和“经济派”

的下面这种论断完全相同：工人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用革命手

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也可能表现为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和“决定”

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　 真是一模一样。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

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

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对此我们的回答是：（１）决议的

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定叫做“革命对

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辞疏忽的结果，也许可以根

据记录来纠正它，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这种措辞只能包含一种思

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２）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
“解放派”的思维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表现得更是鲜明

无比。例如，在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２６５

（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火星报》第 １００ 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
《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

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补充一句，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

我们还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这一“策略”，比武装起义和

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对我们更有利”。下面我们还要回

过头来谈这篇文章。（３）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

３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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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发展成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

也不应当反对的。也许沙皇政府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

派资产阶级做交易，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

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

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①。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是

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说的，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

有关系。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的问题推迟，就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可能

发生各种情况：既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既可能走直路，也可能

走弯路，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搅乱工人对真正革命道

路的认识，决不可以像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

面叫做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下面就是这个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的决议的全文：

“鉴于：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政府为了保存自己，一面加强通常的、主要是用来

对付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镇压手段，同时又（１）企图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
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从而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革命斗争；（２）为着同一目的，给自
己的虚伪的让步政策披上假民主的外衣，从邀请工人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委员会和

各种咨议会起，一直到成立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

（３）组织所谓黑帮２６６，并煽动人民中一切反动的、不觉悟的或者被种族仇恨和宗
教仇恨所迷惑的分子来反对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责成一切党组织：

（一）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同时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一方面要着重说

明这些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另一方面又要着重说明专制政府绝对不可能实行可以

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改良；

（二）利用竞选鼓动向工人解释政府的这类措施的真实意义，并说明对无产阶级来

说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立宪会议；

（三）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

他迫切要求；

（四）组织武装抵抗来反击黑帮以及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进攻。”（这

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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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而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

把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拖延、耽搁、搞交易、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

无力的表现叫做工人的胜利，那么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也许

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如《前进报》①有一次说过的

那样，但是，这难道可以为那些在决战前夜把这种流产叫做“对

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吗？也许在最坏的

情况下，我们不仅争取不到共和制，就连宪法也将是一个虚幻的

“希波夫式的”宪法２６７，但是，难道这就可以原谅社会民主党人

抹杀我们的共和制口号吗？

当然，新火星派还没有走到抹杀这个口号的地步。但是他们

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气的说教已经把他们和

当前的战斗任务隔离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恰巧

忘记谈到共和制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

是事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口号都在代表会议的各种决议中得到

承认、重申、解释和详细说明，甚至由工人按企业选举工长和代表

的事情也没有忘记，只是没有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提及

共和制。说到人民起义的“胜利”，说到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不指

出这些“步骤”和行动同争取共和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制定

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为了跟在无产阶级

运动的后面蹒跚而行。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１）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

３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① 日内瓦《前进报》是我们党内布尔什维克部分的机关报，于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开始出版。
从 １ 月至 ５ 月，总共出版了 １８ 号。从 ５ 月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
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 ５ 月在伦敦举行；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他们在日内瓦举行了
自己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前进报》停刊，开始出版《无产者报》作为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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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

义；（２）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

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这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

主义意识。

４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

“……无论在哪一种场合下，这样的胜利都将是革命时代的新阶段的

开端。

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自发地提到这个新阶段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

上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利益和直接占有

政权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彻底铲除整个等级君主制度。

因此，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按历史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

任务，就必须调节争取解放的民族内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就必须不仅推进

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

我们把构成决议的一个独立篇章的这一部分分析一下。我们

所摘引的这几段论述的基本内容相当于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三点所

叙述的内容。可是，如果把两个决议中的这一部分拿来对照一下，

立刻就会明显地看出这两个决议有如下的根本区别。代表大会的

决议简略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后，便把全部注意力转到

各阶级为争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非常确定的斗争上，并且把无产

阶级的战斗任务提到第一位。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冗长地、模糊

地、混乱地描写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非常含糊地谈到为一定的成

果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代表会议的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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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说，在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铲除旧制度。而代表

大会的决议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

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为

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

产阶级企图（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

要反对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一定的阶级为明确的最近

目的而斗争。代表会议的决议则谈论各种力量的相互斗争。一个

决议表现出积极斗争的心理，另一个决议则表现出消极观望的心

理；一个决议里响彻了生气勃勃地行动起来的号召，另一个决议里

则充满了死气沉沉的说教。两个决议都说，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

说来只是第一步，随后还有第二步。但是一个决议由此作出的结论

是：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

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另一个决议则可以

说是淹没在对第一步的冗长的描写中，而且（恕我说句粗话）一味吮

吸着关于第一步的思想。代表大会的决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旧的

但又万古常新的思想（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把它

当做引言或首要的前提来作出既为民主革命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奋

斗的先进阶级负有先进任务的结论。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始终只是

停留在引言上，咀嚼着这个引言，并在这个引言上面卖弄聪明。

正是这种区别一直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两派：在合法马

克思主义１６１流行的那些年代分为说教派和战斗派，在群众运动兴

起的时代分为经济派和政治派。“经济派”根据一般阶级斗争、特

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作

出了奇特的结论：必须转过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止它的发展，缩

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反之，政治派根据同样的前提作出不

同的结论，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斗争的根源愈深，我们就应当愈广

４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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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愈大胆、愈坚决、愈主动地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在另一种环境

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场争论。民主革命还

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决不是只有穷人才“关心”，民主

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切身的需要和要

求，———我们根据这些前提作出结论说，先进的阶级必须更大胆地

提出自己的民主主义任务，必须更明白地彻底说清这些任务，提出

直接的共和制的口号，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必须无情地粉

碎反革命的思想。而我们的论敌新火星派根据同样的前提却作出

这样的结论：不应当彻底说清民主主义的结论，在实践的口号中可

以不提共和制，可以不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可以把

召集立宪会议的决定叫做彻底胜利，可以不把同反革命斗争的任

务提出来作为我们的行动任务，而是把它淹没在模糊不清的（并

且是措辞不当的，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相互斗争的过

程”这一说法中。这不是政治家的语言，而是档案学家的语言！

你愈是仔细地研究新火星派决议中的各个说法，就会愈加明

显地看出它的这些基本特点。例如，他们说什么“政治上获得解

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我们记起

决议所论述的题目（临时革命政府），就要疑惑地问道：既然已经

说到相互斗争的过程，怎么又可以绝口不提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资

产阶级社会的成分呢？代表会议派是不是以为只要他们假定革命

取得胜利，这些成分也就消失了呢？这种想法一般说来是荒谬可

笑的，具体说来是政治上的极端幼稚，政治上的极端近视。在革命

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反而必然会更加不顾死活地

进行新的斗争。既然我们的决议是分析革命胜利时的任务的，我

们就必须特别注意击退反革命进攻的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

这样做的），而不是把一个战斗的政党的这些当前的、紧迫的、刻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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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淹没在一般的谈论中，说当前的革命时代过去

以后会怎样，在将来有了“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时会怎样。

“经济派”曾经引用政治服从于经济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刻

不容缓的政治任务的不了解，现在新火星派也和他们一样，引用政

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内部将发生斗争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

从政治上解放这个社会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的不了解。

就拿“彻底铲除整个等级君主制度”这句话来说吧。说得明

白些，彻底铲除君主制度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制。但是我们的好心

的马尔丁诺夫和他的信徒们认为这样说太简单明了了。他们一定

要“加深”一下，一定要说得“聪明一些”。结果，一方面是枉费心

机，令人可笑；另一方面，所得到的又不是口号而是描写，不是雄壮

的前进的号召而是一种忧郁的向后回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恰

恰不是现在马上就要为共和制奋斗的活人，而是一种站在永恒的

立场上用早已过时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僵硬的木乃伊。

再往下看：“……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资

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从这里立刻就可看出，我们的代表会

议派忽略了摆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面前的具体问题。关于临

时革命政府的具体问题，在他们的视野里竟被将来有许多政府会

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问题所遮蔽了。如果你们想“用历

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都会向你

们表明，正是许多根本不是“临时性质的”政府完成了资产阶级革

命的历史任务，甚至那些战胜了革命的政府都毕竟不得不去完成

这个被打败了的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被叫做“临时革命政府”

的，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革命时代的政府，

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义，而不是什么

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政府是争取革命立刻胜

４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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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争取立刻粉碎反革命企图的机关，而决不是完成一般资产阶级

革命历史任务的机关。先生们，让将来的历史学家在将来的《俄

国旧事》杂志１７６上去确定究竟资产阶级革命的哪些任务是由我们

和你们或者由某个政府完成的吧！———这种事就是过 ３０ 年再去

做也还来得及，而现在我们必须拿出为共和制而斗争并促使无产

阶级最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的口号和实际指示来。

我们上面所摘录的那部分决议中的最后几个论点，由于同样

的原因，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临时政府必须“调节”各个对立阶

级的相互斗争一语，是极不妥当的，至少是笨拙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应当使用这种自由主义解放派式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会使人

们以为可能有这样的政府，它们不是阶级斗争的机关，而是阶级斗

争的“调节者”……　 政府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

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这个决议

借其名义说话的那个无产阶级恰恰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个决

议不是指明无产阶级目前究竟应当怎样“推进革命的发展”（把它

推得比立宪派资产阶级想走的更远），不是劝告无产阶级准备好

一定的办法，等到资产阶级掉转头来反对革命的成果时，就和资产

阶级斗争，而是一般地描写过程，丝毫不谈我们活动的具体任务。

新火星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

（在他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缺乏辩证法思想的

旧唯物主义的评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新火星派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

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

他们操练很有劲，但是指挥很糟糕，他们忽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卷第 ５０２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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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并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在历史上所能起到和应当起到的

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５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我们把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引录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应当竭力保持这样的

地位：使自己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致在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的

和自私自利的政策作斗争时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

之中。

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

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劝告我们占据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地位，这使我们感

到非常高兴。不过除了这个好心的劝告以外，我们还想得到直接

的指示，就是在现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在关于召集人民代表

会议的传说、猜测、议论和计划层出不穷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应当

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不懂得主张人民和沙皇“妥协”这种解放

派理论的危险性，把仅仅“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叫做胜利而不积

极宣传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

前进呢？不提民主共和制的口号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

向前进呢？这样的人事实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因为他们在政治

实践方面停留在解放派立场的水平上。他们既然在规定党在革命

时期的当前的和最近的任务的策略决议中，不提为共和制而斗争

的口号，那么他们承认要求用共和制代替专制制度的纲领，这又有

什么用呢？其实，解放派的立场，即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立场现在的

５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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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就是把决定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看做彻底的胜利，而对临时革

命政府和对共和制则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要把革命推向前进，

也就是说，要使革命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所能把它推到的那个限

度，就必须积极提出一些排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的口

号，强调这些口号，把这些口号提到首要地位。这样的口号现在只

有两个：（１）临时革命政府，（２）共和制，因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

是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的（见“解放社”的纲领），它所以接

受这个口号，正是为了阉割革命，为了不让革命完全胜利，为了使

大资产阶级能和沙皇政府做交易。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两个唯一

能够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中，代表会议把共和制口号完全忘掉

了，又把临时革命政府口号直截了当地拿来和解放派的全民立宪

会议口号等量齐观，把两者都叫做“革命的彻底胜利”！！

是的，这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件事实会成为将

来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历史学家的路标。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

在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通过了决议，决议说了一些必须把民主革命推向前

进的漂亮话，而事实上却把这个革命拉向后退，事实上并没有超过

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

新火星派喜欢责难我们，说我们忽视无产阶级溶化在资产阶

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我们倒很想看看，谁能根据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原文把这个责难证实一下。我们给我

们的论敌的回答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

时而在这种场合，时而在那种场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肩行进，就

不能参加政治。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和革命共

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们和自由主义君

主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也不和它打成一片。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你们以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立宪民主”党即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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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口号相吻合，可是你们没有觉察到、没有意

识到这种吻合，这样，你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

我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的策略

口号和民主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相吻合。这样的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人民政党①。可是，只

有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的人，才会怀疑这样一个党的

成分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在伟大的俄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情形

下）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打

算领导这个能够同我们并肩行进的小资产阶级。

代表会议的决议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自由主

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表明代表大会自

觉地要把那些能够进行斗争而不会做经纪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

高到代表大会的水平。

这种分子在农民中最多。在按政治倾向来划分大的社会集团

时，我们可以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做同一个东西，这是

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当然，就像可以把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看

做同一个东西一样，这要加上一些限定语和不言而喻的条件。换

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结论表述如下：代表会议在革命时期

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②政治口号，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

降低到地主群众的水平。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

号，却表明代表大会要把农民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

因为我们作出这种结论而责备我们爱发表怪论，那我们就向他挑

５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①

②

“社会革命党”与其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萌芽，不如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知识分子

集团，虽然这个集团所进行的活动的客观意义正好是要实现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

的任务。

我们不谈那些用单独的决议说明的只和农民有关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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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要他去推翻下面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

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彻底胜利”，即仅仅以沙皇所召集

的、只是在开玩笑时才可以叫做立宪会议的代表会议来结束，那

么，这就是一个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反之，

如果我们注定要经历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如果历史在这一次不

容许“流产”，如果我们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彻底的胜

利———不是解放派也不是新火星派所说的那种彻底胜利，那么，这

就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假定革命将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

占优势，就是不相信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火星报》滥用

这个概念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是很可能产生的。因此，把这个问题

拿来分析一下，就完全不是多此一举了。

６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
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
从哪个方面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

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

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

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

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

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

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

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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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

地（“土地平分”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

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

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这就使他们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

践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

目前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

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

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以既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金

融巨头和“开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新火星派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是根

本错误的。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

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其实，这种见解

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

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

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

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

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

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

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

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

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不是归结为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就是

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

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

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

６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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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

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

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

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

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

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

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

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摒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

说来，都是已经得到十分详细的证明和反复说明的。而根据这些

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

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

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

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

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

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

（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正是要最

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

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

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

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的

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

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

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从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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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时代的某

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

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一切残余，而

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

不坚决无情。这个思想，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

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

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

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

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

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

尽可能少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主动性、首创精

神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

“把枪从一个肩膀移到另一个肩膀”，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

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

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

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

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条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的腐

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

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

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

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

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

忌最少的道路。

因此，我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就不仅仅是由于考虑到

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仅是由于畏惧当局，才对可能有革命道路感到

６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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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才害怕革命，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

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

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仅有《俄罗斯新闻》、《祖国之子报》、《我们的

生活报》、《现代报》２６８，并且还有秘密的、不受检查的《解放》杂志。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

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民主进步。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

界。① 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彻底，这个革命

就愈少局限于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

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

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

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

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

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

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

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

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参议院、“请求”施行普

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搞

交易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

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②的农

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也有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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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放》杂志第 ７１ 期第 ３３７ 页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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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那样的；有奥地利那样的，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竟没有看到民主主义的这种程度上的差

别，没有看到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

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

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可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火星派正好就是这样一些目光短浅但还以此自诩的

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主义革命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和

君主主义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却仅仅局限

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谈不上了。当问题是要在当

前的革命中进行民主主义的领导，要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

别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要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

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

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却满足于忧郁地谈论“各对

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他们好像真的变成了“套中人”２６９。

现在，问题的实质，你们诸位先生所没有看到的问题的实质，就在

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来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

怜的交易来结束；是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

是“倾注全力”去求得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离开了我们

所讨论的题目。但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觉得这样。事实上，这

个问题正好就是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会民

主主义策略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规定的策略之间已经十分清楚

地显露出来的原则分歧的根源。现在，新火星派在解决对工人政

党说来是更复杂、更重要和更迫切得多的问题即工人政党在革命

时期的策略问题的时候，重新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结果就不

６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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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退两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十分用心地分析

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在我们所摘录的新火星派的那部分决议中，指出了社会民主

党在和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政策作斗争时有束缚住自己手脚的危

险，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有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害

怕这种危险发生的思想贯穿在一切典型的新火星派著作中，这个

思想就是表现在我们党的分裂中的全部原则立场的真正关键（从

这个分裂中的无谓争吵成分完全让位于向“经济主义”转变的成

分时起）。我们坦率地承认：这种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现

在，在俄国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候，这种危险特别严重。我们大

家，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我宁愿这样称呼自己———政论

家，担负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危险

实际上来自哪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并不是争论有没有

这种危险存在，而是争论这种危险是产生于“少数派”的所谓尾巴

主义呢，还是产生于“多数派”的所谓革命主义。

为避免曲解和误会起见，我们首先指出，我们所说的危险不在

主观方面，而在客观方面，不在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所采取的形式

上的立场方面，而在现在的整个革命斗争的物质结局方面。问题

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

中，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溶化，———现在谈不到这个

问题。我们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着这种愿望，而且

问题决不在于愿望。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否在

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于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自主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

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

不彻底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局可能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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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

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

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

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

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终将成为一个历史事实。

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所在。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危险会来自

哪一方面：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来自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

民主党的右倾呢，还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样来自以“多数

派”、《前进报》等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倾。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

行动客观上是怎样配合的。这些力量的性质在理论上已由马克思

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分析所确定，而现在在实践上又由各个集团

和各个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行动所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我

们这个时代以前很久就作出的全部理论分析，以及对革命事态的

发展所进行的一切实际观察，都向我们表明，从客观条件看来，俄

国革命可能有两种进程和结局。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行

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改革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世界上没有

一种力量能阻止这种改革。但是，从实现这种改革的现有各种力

量的行动的配合中，可能得出这种改革的两种结果或两种形式。

二者必居其一：（１）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２）或者是要取得彻底胜利力量不够，结果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

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搞交易。具体的细节和

配合情况多种多样，谁也无法预见；但是总的说来，结局不外乎上

述两种中的一种。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结局考察一下，首先从这两种结局的社会

意义方面来考察，其次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种结局和后一种结局

６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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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溶化”或被“束缚住手脚”）来考察。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

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

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主

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像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

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字眼。我

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

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

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

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

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

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

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

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

“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

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

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

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

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

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

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

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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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

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

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

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

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

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

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

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

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

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

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

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

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

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记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困难，但是我

们既然去斗争，就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

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

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农民群众

所受到的革命影响还微乎其微；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

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

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

众，并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

这是唯一能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纲领。

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

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的趋向所受到的压

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

６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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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

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

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毫无疑义地证明存在着能

作坚决斗争并能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

如果这种力量不够，那么沙皇政府就来得及做成现在已经由布

里根先生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们两方面准备着的交易。那时，结果就

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是对宪法

的拙劣可笑的模仿。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流产，是早产

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社会民主党不抱任何幻想，它知道

资产阶级有变节的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无光的日子，即在“希波夫

式的”资产阶级宪法行时的日子，也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抛弃自己

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方面所做的顽强的耐心的坚定不移的

工作。这样的结局就会同 １９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

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

为我们所熟悉、已为人们所踏平的道路向前发展。

现在要问：在这两种可能的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下，社会民主

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时会真正被束缚住手脚，

会真正“溶化”或者几乎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呢？

这个问题只要明确地提出来，就不难马上给以回答。

如果资产阶级竟能通过与沙皇政府搞交易来破坏俄国革命，

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时就会真正被束缚住手

脚，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这就是

说，无产阶级将不能对革命刻上自己的显著的标记，不能用无产阶

级的方式，或者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用平民方式”来消灭沙皇

制度。

如果革命能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１４９的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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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马克思于 １８４８ 年

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

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

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梅林版第 ３ 卷第 ２１１

页）①那些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

唬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人，是否在什么时候思索过马克思这

句话的意思呢？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１４９，即新火星派，并没有

和解放派打成一片，但是由于他们的口号的性质，他们已经在实际

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想

用柔和的、改良的办法来消灭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

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不打碎任何东西；殷勤周到，彬彬有礼，像绅

士们一样戴上洁白的手套（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血腥的尼古拉

接见“人民代表”（？）时戴上的那副从刽子手手上脱下来的手

套２７０，见《无产者报》第 ５ 号）。

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代表

大会派或者无产者派———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想要用自己的口

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

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

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方式”来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

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农奴制

度、亚洲式暴政和对人肆意凌辱的万恶余孽作丝毫让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 １７９３ 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

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纲领不是

６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７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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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而是新的纲领，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

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的

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

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我们打

这样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２０ 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

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派（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就像 １８

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派，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

各宾派一样。

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在和不彻

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被束缚住手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而会对整个革命

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

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

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

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

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

争时有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的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

彻底的。企图拟定一些条件或条款①，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

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当做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

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

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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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

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

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

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鼓吹组织界限模糊，以至于

主张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商的原则，使党的出版物脱离党；

贬低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

资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

底胜利”的条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

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

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

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

会民主党的策略。

为了证实我们在分析决议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们再

从其他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大聪

明但说话坦率的孟什维克是如何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解释新火星派的策略的。其次，我们再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

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新《火星报》的口号。

７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孟什维克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１ 号）上的那篇论文，叫做《国民代表会议

７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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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策略》。该文作者还没有完全忘记我们的纲领，他提出

了共和制的口号，但是他谈到策略问题时却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制），可以指出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毫不理

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拿着武器去打倒政府，组织革命政府，召集立

宪会议；另一条道路是宣布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活动的中心，拿着武器来影

响它的成分和它的活动，并用强力迫使它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或通过它来

召集立宪会议。这两种策略是极不相同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一种策

略对我们更有利。”

看吧，俄国的新火星派分子就是这样叙述后来体现在我们所

分析过的那个决议中的思想的。请注意，这是在对马事件２７２以前

写的，当时布里根“草案”还根本没有出世。当时，甚至连自由派

都已失去耐心，并且在合法的刊物上表示不信任的态度，但这位社

会民主党新火星派分子却比自由派表现得更为轻信。他宣布国民

代表会议“正在召集”，并且非常相信沙皇，竟主张把这个还不存

在的国民代表会议（也许是“国家杜马”或“立法咨议会”吧？）当

做我们活动的中心。我们的这位梯弗利斯人比代表会议上通过的

那个决议的起草人坦白直率，他不是把（他叙述得无比幼稚的）两

种“策略”等量齐观，而是宣布第二种策略“更有利”。请听吧：

“第一种策略。大家知道，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说，它的

目标是要把现存制度改变得不仅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且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

社会。一切阶级，甚至连资本家自己，都对政府持反对态度。战斗着的无产

阶级和战斗着的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起行进，一起从不同的方面

攻击专制制度的。政府在这里已经完全孤立，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因此，要

消灭①它是很容易的。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不高，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列宁在手稿上加在“消灭”一词后面的“（？？）”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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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还不能单独实现革命。如果它能够这样做，它就不会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

而是去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我们的利益就是要使政府

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对派分开，不能把资产阶级拉过去而使无产阶

级陷于孤立地位……”

总之，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使沙皇政府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分开！这个格鲁吉亚机关刊物竟然不叫做《解放》杂志而叫

做《社会民主党人报》，这莫非是弄错了？看吧，这简直是民主革命

的举世无双的哲学！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亲眼看到这位可怜的梯

弗利斯人已被“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说教式的尾巴主义解释

彻底弄糊涂了吗？他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

问题，可是忘记了……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

阶级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他知道并且看中了地方自治人士—地主，

却不知道有农民。而这是在高加索啊！那么，我们说新《火星报》的

议论表明它不是把革命的农民提高到自己的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

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否则无产阶级的失败和政府的胜利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专

制政府努力争取的。它在国民代表会议中毫无疑问会把贵族、地方自治机

关、城市和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①的代表们拉过去。它会设法用一些微小

的让步来笼络他们，从而使他们和自己和解。它用这样的手段把自己巩固起

来之后，就会把它的全部力量用来打击已经陷于孤立的工人大众。我们的责

任就是要防止这种不幸的结局。但是，难道这是通过第一条道路可以做到的

吗？假定我们丝毫不理会国民代表会议而独自着手准备起义，并且有那么一

天拿起武器跑到街上去斗争。那时，我们碰到的敌人就会不是一个而

是两个，即政府和国民代表会议。当我们还在作准备的时候，它们已经

７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① 手稿上接着有一段已被勾掉的列宁的话：“贵族、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应当再来

读读《工人思想报》，好看到这样幼稚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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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好了①，彼此达成了协议，制定了有利于它们的宪法，并且把政权瓜分掉

了。这是直接有利于政府的策略，我们应当最坚决地拒绝……”

说得多么坦白啊！必须坚决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因为政

府会“在这个时候”和资产阶级做交易！恐怕就是在最顽固的“经

济主义”的旧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近似于这种玷污革命社会民

主运动的论调的东西。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生的工人和农

民的起义和风潮已经是事实。国民代表会议只是布里根的诺言。

而梯弗利斯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却下定决心拒绝准备起义的

策略，等候着“影响的中心”，即国民代表会议……

“……反之，第二种策略是要把国民代表会议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不

让它按自己的意志行动②，不让它和政府妥协③。

我们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和专制政府作斗争，而当它和专制政

府和解的时候，我们就和它作斗争。我们要用强硬的干涉和强力把代表们彼

此分开④，把激进派拉过来⑤，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从而使整个⑥国民

代表会议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采用这样一种策略，政府就会经常陷于孤

立，反对派⑦就会强大，这样，民主制度就容易建立起来。”

好了，好了！现在让人们去说我们夸大新火星派转向最庸俗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好个雅各宾主义！竟‘准备’起义！”———俄文

版编者注

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哎呀！真是太太太革命了！”———俄文版编者注

用什么办法去剥夺国民代表会议成员们的意志呢？是用特制的石蕊试纸２７３吗？
天啊！这是多么“深奥的”策略！没有力量在街上斗争，却可以“用强力”“把代表

们分开”。梯弗利斯的同志，请你听着，胡扯也要有个限度……

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可怜的司徒卢威！他可是一个有名的激进派！

什么样的命运啊———竟被用强力拉入新火星派……”———俄文版编者注

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请听啊！请听啊！”———俄文版编者注

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不包括‘遭到排斥的’保守派吗？”———俄文版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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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主义”方面的事实吧。这和驰名的杀蝇药粉简直毫无二

致：先把苍蝇捉住，然后把药粉撒在它身上，于是苍蝇就杀死了。

用强力把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分开，“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

外”，于是整个国民代表会议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根本用

不着“雅各宾式的”武装起义，而只要随随便便地、温文尔雅地、用

近乎议会的方式来“影响”国民代表会议的成员就行了。

可怜的俄国啊！人们说它总是戴着欧洲早已抛弃了的旧式帽

子。我们这里还没有议会，甚至布里根也没有答应设立议会，但议

会迷２７４却已经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这种干涉应当怎样实现呢？首先，我们要求国民代表会议按普

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在公布①这种选举手续时，必须

以法律规定②竞选鼓动的充分自由，即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规定选举人

和被选举人不受侵犯，规定释放一切政治犯。选举日期应当尽可能规定得晚

一些，好使我们有充分时间来让人民了解情况和进行准备。既然关于召集国

民代表会议的条例是委托内务大臣布里根的委员会去制定，我们就应当去影

响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委员③。如果布里根委员会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④，而

只赋予有产者以代表选举权，我们就应当干涉这种选举，用革命的手段强迫

选举人选举先进的候选人，并且在国民代表会议中要求召集立宪会议２７５。

最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如示威、罢工以及在必要时举行起义，迫使国民代

表会议召集立宪会议或者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保卫者应当是

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而它们二者是会一同⑤走向民主共和制的。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只有这个策略才能保证我们获得胜利。”

７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①
②
③
④
⑤

是在《火星报》上公布吗？

是由尼古拉来规定吗？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既有如此正确而深奥的策略，是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被排斥于政府之外的”保守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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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不要以为这一大篇不可思议的谬论只是某个不重要的和

没有威望的新火星派分子的习作。不是的，这是在新火星派的一

个委员会即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上说出来的。不仅如此，这

篇谬论还受到《火星报》的直接称赞，《火星报》第 １００ 号对这个

《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如下一段评论：

“第 １号编得生动而有才气。显然可以看出编者兼作家很有经验和才

能……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报纸一定会出色地完成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是呀！如果这个任务是要向一切人具体表明新火星派在思想

上已经完全腐化，那么这个任务真是“出色地”完成了。谁也不能

更加“生动、有才气和有才能地”表现出新火星派已经堕落到自由

派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地步。

８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具体证实新火星派的政治作用的事实。

司徒卢威先生在《怎样认识自己的使命》这篇卓越的、超群出众

的、极有教益的论文（《解放》杂志第７１期）中，猛烈地攻击我国各极端

党派的“纲领的革命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我个人更是特别不满。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

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但是就连这个已经变得温和了的革命

主义的基础也已经受到历史冲刷并被彻底摧毁了。”好厉害的攻击。不过司徒卢

威先生以为可以把我当做死人来随便诬赖，是徒劳无益的。我只要向司徒卢威先

生提出下面这个挑战就够了，这个挑战是他永远不能接受的。试问：我在什么地

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做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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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那我对司徒卢威先生是再满意不过了，因为在我同新

火星派中日渐复活的“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毫无原

则的立场进行斗争时，司徒卢威先生是我的最好的同盟者。司徒

卢威先生和《解放》杂志怎样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纲领

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修正”的全部反动性，我们下次

有机会时再说。关于司徒卢威先生每次在原则上称赞新火星派时

总是给我一种诚实、可靠和真正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多

次①，而现在我们还要再说一次。

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极有趣的声明，我们在这

８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①

　 　 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
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

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

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２７６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让司徒卢威先
生试着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吧。

而我们要告诉读者：自由派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运用的手法就是说服他们

的本国同道者相信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缺乏理性，而邻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

“好孩子”。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几百次地把法国社会党人说成“好孩子”以训诫倍

倍尔们和考茨基们。法国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也把倍倍尔说成“好孩子”以训诫

法国社会党人。司徒卢威先生，这是老一套的手法！只有小孩和不学无术的人才

会上你的圈套。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

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

请读者回想一下，《不该这么办》这篇论文（《火星报》第 ５２ 号）曾受到《解放》杂志
的十分热闹的欢迎，被认为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新火星派

的原则趋向，《解放》杂志在一篇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裂问题的短评中特别加以

赞扬。关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解放》杂志指出，该书作者的

思想同工人事业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曾经写过和说过的

东西是一致的（见《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

第 ２ 版第 ９ 卷第 ５５—５８ 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论两种专政的小册子受到
了《解放》杂志的欢迎（见《前进报》第 ９ 号的短评。同上书，第 ２８９—２９０ 页。———
编者注）。最后，斯塔罗韦尔事后对旧《火星报》的旧口号“先划清界限，然后统

一”的抱怨得到了《解放》杂志的特别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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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只能顺便指出一下。他打算“不依靠阶级斗争而依靠阶级合作

来创立一个俄国民主党”，而“处于社会特权地位的知识界”（如司

徒卢威先生用真正上流社会的……奴仆的毕恭毕敬姿态加以恭维

的“文化贵族”之类）就会把“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重量”（钱包的重

量）带到这个“非阶级的”党里面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愿意让青

年知道，“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了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这种

激进主义的滥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衷心欢迎这种愿望。司

徒卢威先生攻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滥调”，只会再好不过地证实

这个“滥调”的正确。司徒卢威先生，请不要把你这个出色的计划

束之高阁吧！）

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政治

上很敏感的和极其善于随机应变的俄国资产阶级代表目前所攻击

的究竟是哪些实践口号。第一，是共和主义的口号。司徒卢威先

生坚信，这个口号“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

（他忘记补充一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它是不利

的！）。我们很想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从那些参加我们的小组和我

们的群众大会的工人方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或许工人不算人

民？那农民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说，农民有一种“幼稚的共

和主义”思想（“驱逐沙皇”），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相信，将来代替

幼稚的共和主义的不是自觉的共和主义，而是自觉的君主主义！

司徒卢威先生，这要看情况，这还要以情况为转移。无论沙皇政府

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来根本改善

农民状况，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断言，“在国内战争中，进攻的一方总是

没有道理的”。这种思想和上面所指出的新火星派的倾向非常相

近。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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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的策略暂时也是必要的。但是，把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出的这

样一个论点应用于 １９０５ 年的俄国，恰好就证实了那一点儿“激进

主义的滥调”（“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自由事业”）。现在，谁

不愿向专制制度、向反动势力进攻，不准备这种进攻，不宣传这种

进攻，他就是徒具革命拥护者的虚名。

司徒卢威先生斥责“秘密活动”和“骚乱”（说这是“小型的起

义”）这两个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对前后两者都表示鄙弃———是

从“接近群众”的观点来加以鄙弃的！我们倒要问问司徒卢威先

生，他能不能在他认为是一个极端革命主义者的人所写的例如

《怎么办？》①这样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骚乱的言论来？至于说到

“秘密活动”，那么像我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之间的区别难道是很

大的吗？我们双方不是都办着“不合法的”报纸，并且“秘密地”

运到俄国去供给“解放社”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团体

吗？我们的工人群众集会经常是“秘密”举行的，———确实是这

样。而解放派先生们的会议又是怎样的呢？司徒卢威先生，你

在这种可鄙的秘密活动的可鄙的拥护者面前有什么可骄傲自大

的呢？

当然，运送武器给工人是需要严守秘密的。司徒卢威先生在

这里已经说得比较直率了。请听吧：“至于武装起义或者革命的

技术问题②，那只有广泛宣传民主纲领，才能造成全面武装起义的

社会心理条件。这样，甚至从我不赞同的观点，即武装起义是当前

解放斗争必不可免的结局这样一个观点看来，把民主改革的思想

灌输给群众，也是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

８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①
②

见本卷第 ２９０—４５８ 页。———编者注
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开始抄袭新《火星报》了。”———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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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卢威先生力图回避问题。他说起义必不可免，而不说起

义对保证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无准备的、自发的、零散的起义已

经开始了。谁也不能绝对担保它会发展为统一而完整的人民武装

起义，因为这取决于革命力量的情况（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完全衡

量出来），取决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准确

估计的情况。关于必不可免的问题，即司徒卢威先生避开正题而

加以赘述的绝对相信具体事变必然到来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去谈

论。如果你愿意成为革命的拥护者，那就应当谈谈起义是否为保

证革命胜利所必需，是否必须积极提出起义，进行宣传，并且立刻

大力加以准备。司徒卢威先生不会不了解这种区别，例如，他并不

用在当前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获得普选制的问题来掩盖必须

实行普选制的问题，前者在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可以争论但并不迫

切的问题，后者在民主派看来却是个无可争论的问题。司徒卢威

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

治立场的真相。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搞交易，而不愿把

它粉碎；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给工人（这

是第二）。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真实意

义。这就是他从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倒退到起义的“社会心理”

条件的问题，倒退到预先“宣传”的问题上的原因。１８４８ 年法兰克

福议会里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在必须给政府的武装力量以反击的时

候，在运动使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在纯粹口头说服的

办法（在准备时期万分需要的办法）已经变成卑鄙的资产阶级的

怠工和怯懦表现的时候，竟埋头于起草决议、宣言和决定，埋头于

“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同样，现在司徒卢威先生

也是用空话作护身符来回避起义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具体

表明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顽固地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和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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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准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激

愤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

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

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

地造成的。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

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

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

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

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

沉，就是说教，或者说，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法兰克福的民

主派资产阶级空谈家，就是这种背叛行为或这种愚蠢说教的遗臭

万年的历史实例。

你们要我们根据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来说明庸俗的革命

主义和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之间的这个区别吗？我们就来向你们作

这样的说明吧。请你们回忆一下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这个刚刚过去不

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年代吧。游行示

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杂志）２７７，

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

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纳杰

日丁）２７８。反之，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

鼓动的最好的手段”。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抱什么态度呢？它抨击

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

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

事情。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

号，但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从我们的言论中

８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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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找不到关于“骚乱”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

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

来，———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他总是要迟误几年），是为

了准备那些由惊慌失措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

“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叨念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

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确实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

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俄政

治报纸作为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试金石，而这种报纸每周出版一次

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

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

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经落在事变

后面，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

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也许是我弄错了？也许革命还没有开始？各个阶级的公开的

政治发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国内战争还没有发生，因而武器的

批判还不应当立刻成为批判的武器的必需的和责无旁贷的后继

者、继承者、遗志执行者、未竟事业的完成者？

向自己的周围看看，把头伸出书房向街上看看，就能回答这些

问题。难道政府自己不是正在到处大批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公

民，从而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吗？难道全副武装的黑帮不是作为

专制制度的“凭据”而活动的吗？难道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

级———不是已感觉到有成立民兵的必要吗？难道司徒卢威先生，

这位极其温和谨慎的司徒卢威先生，不是在说（唉，不过是为了推

托而说说罢了！）“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看我们现在怎么样！〉现

在是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吗？

一个有眼可看的人，他就不会不相信革命的拥护者现在应当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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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武装起义的问题。请看那些对群众多少有点影响的自由报刊

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种提法吧。

第一种提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①中

的提法。它认定并且大声宣称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

义成为必要。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

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要求采取最有力

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

第二种提法是“俄国立宪党人的领袖”（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一

家很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报》２５５不久前给予司徒卢威先生的

称号）或俄国进步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原

８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① 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

（１）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而
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

（２）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
（３）无产阶级必然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这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４）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

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

命中起领导作用，

（５）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反对资产阶
级民主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

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

（一）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

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在宣传鼓动时要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

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

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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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性的论文中的提法。他不赞同起义必不可免的意见。秘密活动

和骚乱是缺乏理性的革命主义的特殊手段。共和主义是用来吓唬

人的。武装起义其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最基本、最必需的事

情”是广泛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

第三种提法是新火星派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的提法。我们的任

务是准备起义。举行有计划的起义是不可能的，起义的有利条件，

是由政府的紊乱、我们的鼓动、我们的组织工作造成的。只有在那

时，“技术上的战斗准备工作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就只是这样吗？就只是这样。无产阶级的新火星派领导者还

不知道起义是否已成为必要，他们还不清楚组织无产阶级去进行

直接斗争的任务是否已经刻不容缓。没有必要号召采取最有力的

措施；更重要得多的（在 １９０５ 年，而不是在 １９０２ 年），是大体上说

清楚这些措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同志们，你们现在是否知道你们向马尔丁诺夫主

义的转变已把你们引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是否明白你们的政治

哲学原来是解放派哲学的旧调重弹？你们是否明白你们已经成了

（尽管你们不愿意，尽管你们没有意识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

巴？你们现在是否清楚，当你们重弹旧调和提高说教水平的时候，

你们竟没有看到———用彼得·司徒卢威那篇令人难忘的论文中的

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现在是对人民

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样一个事实？

９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
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考察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我们已经指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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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火星派的策略并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虽然他们也许是

想用自己的决议来保证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把它拉向后退。

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种策略使社会民主党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

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并且不能预防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

之中的危险。从决议的不正确的前提中，自然就得出不正确的结

论：“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

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

政党。”请看看这个结论的前一半即提出目的的这一半吧。新火

星派是否提出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作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

目的呢？是提出来了。他们不善于正确表述彻底胜利的条件而错

误地用了“解放派”的说法，但是他们毕竟提出了上面那个目的。

其次，他们是不是把临时政府和起义联系了起来呢？是的，他们直

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了起来，说临时政府是“来自胜利的人民起

义”。最后，他们是否提出领导起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呢？是的，他

们虽然也像司徒卢威先生一样躲躲闪闪，不肯承认起义是必要的

和刻不容缓的，但是又和司徒卢威先生不同，他们同时还说“社会

民主党力求使它（起义）服从于自己的影响和领导，并利用它来为

工人阶级谋利益”。

这岂不是说得头头是道吗？我们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群众和

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起义服从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领导，并利用

它来为我们自己谋利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起义时既领导无产

阶级，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集

团”），就是说，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分掌”起义的领导

权。我们的目的是使起义胜利，以便成立临时政府（“来自胜利的

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因此……因此我们不应当抱定夺取政

权或在临时革命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

９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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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动摇于司徒卢威

先生的观点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之间，司徒卢威先生托辞

拒绝起义，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则号召着手实现这个刻不容缓的

任务。他们动摇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无政府主义在

原则上把任何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行为都斥责为背叛无产阶级，

而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对起义能起领导作用的条件下

参加临时革命政府①。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既不采取司徒

卢威先生那种要和沙皇政府搞交易因而必然在起义问题上躲躲闪

闪、支吾搪塞的立场，又不采取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斥责任何“从上

面”行动和任何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行为的立场。新火星派把同

沙皇政府搞交易和对沙皇制度的胜利混为一谈。他们想参加资产

阶级革命。他们比马尔丁诺夫的《两种专政》稍稍前进了一点。

他们甚至同意领导人民的起义，但是主张起义胜利后（也许是在

起义就要胜利时？）马上放弃领导，即主张不享受胜利的果实，而

要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利用起

义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

用不着再继续分析这个糊涂观念了。倒不如来考察一下用

“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句话表述

出来的这个糊涂观念的起源吧。

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原理之一。

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原理。它已经成了议会制国家中一切反对修

正主义或反对机会主义的人的口头禅。它是大家公认的对“议会

迷”，对米勒兰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１１７，对屠拉梯式的意大利改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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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２３２—２４０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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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主义的一种正当而必要的回击。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把这个

很好的原理背得烂熟，并且热心地把它运用得……十分地不恰当。

在针对不存在任何议会的情况而写的决议中，竟提出了议会斗争

的范畴。“反对派”这个概念是谁也不会认真地谈到起义的那种

政治形势的反映和表现，现在却不恰当地搬到起义已经开始而且

一切拥护革命的人都想着并说着要领导起义这样的形势中来。正

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

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要“始终如一地”像从前那样行

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

我们的新火星派真是倒霉极了！他们甚至在表述出正确的社

会民主主义原理时，也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原理。他们没有想到，

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正进行

的时候，在起义正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

成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通过游

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通过武装起来的公民的进攻行动提出的，反

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

正像我国民间故事里那个出名的人物总是恰巧在不适当的场

合重复他的吉利话１７１一样，我们的马尔丁诺夫的信徒也是恰巧在

他们自己都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时候，重复着和平的

议会主义的说教。在一开头就提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人民起

义”的决议中，竟煞有介事地提出“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口号，这

真是再可笑不过了！诸位先生，请你们想想吧：在起义时期“持极

端反对派态度”，这是什么意思？是揭露政府呢，还是推翻政府？

是投票反对政府呢，还是在公开的战斗中击败政府的武装力量？

是拒绝为政府补充它的国库呢，还是用革命手段来夺取这个国库，

以供起义、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及召集立宪会议之用？诸位先生，你

９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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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个概念所表现的只

是消极的行动，即进行揭露，投票反对，表示拒绝？为什么是这样

呢？因为这个概念仅仅和议会斗争有关，而且是在谁也不把“彻

底胜利”当做斗争的直接目的提出的时代才使用的。你们是否已

经开始了解：从政治上被压迫的人民为了拼命争取胜利而开始全

线坚决进攻的时候起，这方面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

工人们现在问我们，是否要努力进行刻不容缓的起义工作？

怎样使已经开始的起义获得胜利？怎样利用这个胜利？胜利的时

候可以而且应当实现什么纲领？正在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新火星派

回答说：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那

么，我们把这些骑士叫做头等庸人，难道不对吗？

１０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那种

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行动，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

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

荒谬得太显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

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

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

在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行动，而且容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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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在《火星报》（第

９３ 号）上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被推翻了，而《前进

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而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

略，却被承认为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是局部地、暂时地等等）显然不仅要有

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

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

这是因为，如该决议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起义是“人民的”起义，参

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

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也有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

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

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２７９，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

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

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

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２８０，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

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

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

也不会因为它称做什么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

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

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

“暂时”（“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

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一个外来

的和“新的”词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

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暧昧和糊涂罢了。“宜于”在某

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

１０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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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像彼得堡这样发生过 １ 月 ９ 日事件的地

方不是一个“城市”吗？难道像高加索这样比许多国家都大的地

方不是一个地区吗？关于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和国库等等等等的

问题（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

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内，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们

面前吗？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在起义不能完

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

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们，这和问题有什么

关系呢？你们自己不是在决议一开头就谈到“革命的彻底胜利”

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吗？？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竟把无政

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竟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

引导它解决“局部的”问题，而不解决普遍、统一、完整和全面的问

题呢？在设想在一个城市“夺取政权”时你们自己谈到“使起义扩

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是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是否可以

希望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们，你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前提

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混乱。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整个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作出了详尽

而清楚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内

的。代表会议的回答则人为地随意把问题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结

果只是回避（但没有成功）整个问题而且造成混乱。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

区别吗？如果有，那么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

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像常见的那样，尽

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

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

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未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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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

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

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

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

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要实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

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

题，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纲领，即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

“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只是用一种远处的钟

声……或空洞的高调来搅乱人们的头脑罢了。我们愈是珍视例如

１８７１ 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许只引用它而不分析它的种种错

误和特殊条件。这样做就是重复恩格斯所讥笑过的布朗基派的荒

谬做法，布朗基派（在他们的 １８７４ 年的“宣言”２８１中）对公社的每

个行动都倍加崇拜。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

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

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

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

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未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

事进攻的任务，犯了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之，不管

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援引巴黎公社还是援引其他什么公社，

你们总会回答说：我们的政府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政府。不用说，这

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

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说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

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恰好表露出你们枉费心机要归之于我们的

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

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吗？

１０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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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

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

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

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仍然是目光短浅和考虑欠周。“革

命公社”，即革命政权，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建立的，也不可避免地

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

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

政权要用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

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等等，———总

而言之，它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

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故

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材料来批判

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某些不同的

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

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

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

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有

限的历史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轮流更换的政

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作好最充

分的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

《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像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

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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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

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

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思想经过新火星

派的叙述竟被糟蹋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准备谈细节问题，不谈所

谓政权可能“落”到一个把夺取政权看做有害策略的自觉的政党

手里来的荒唐设想，不谈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

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是已经完全成熟，也不谈我们的党纲不提任何

社会主义改革，而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谈谈《前进报》的

思想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

《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

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决

议却不懂得我们的“彻底胜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谓的“彻底胜

利”）和欧洲革命之间的这种联系，因而就不提无产阶级的任务，

不提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而是谈一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在革

命蔓延……的时候”。《前进报》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而且这些意见

已经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怎样和应

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考虑到在当前

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

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决议在这里也不可救药地做了事变的

尾巴，说“能够作好准备去利用”，但是说不出怎样能够，怎样作好准

备，怎样去利用。譬如说，我们不怀疑新火星派“能够作好准备去利

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

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指出了“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现实“可

能性”究竟在哪里：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

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

１０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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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他们二者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代表会议的决议

在这方面也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

保持政权的可能性要取决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取决于现

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

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定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拼命抵抗，———新火星派的

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我们除

无产阶级以外，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么

“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

有希望，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会造成这种可能，那

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

实践的口号，不仅用来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为了要把

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

有限的历史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

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

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 ９５ 号），而无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

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

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

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

意志的统一，并不排除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

的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

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就这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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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

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

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

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

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

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在和这种

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

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① 在这

里，我们所面临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走向共和制，而是从小资

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

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

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但是这丝毫不妨碍

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

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

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

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

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

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

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

１０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① 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

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粉碎得愈快，这种统一就结束得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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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社会民主党就

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这样，

我们和资产阶级“合击”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

“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进行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对所

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

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对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

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

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

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无产阶级和农

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

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

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

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

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 １８９１ 年的爱

尔福特纲领２８２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

斗争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

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

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１８９８ 年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要是在 １８４８ 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

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

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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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

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更详细地谈论这

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取得民主革

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

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
獉獉

２８３

（１）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

报》还援引过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

这位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的（后来的）领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混淆起来。恩格斯在谈到 １８９４ 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

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

主义革命。① 《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

则。这种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 １４

号）②完全承认马克思把 １９ 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区别开来的

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

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１）自由派大资产阶级，（２）激进派小资产

阶级，（３）无产阶级。自由派大资产阶级不过是为立宪君主制而

斗争，激进派小资产阶级是为民主共和制而斗争，无产阶级是为社

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

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

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

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

１０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①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卷第 ４６８—４７２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１—１７ 页。———编者注



５９４　　

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

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

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

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

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１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
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
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是当前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中心。十分

详细地分析代表会议其余各项决议，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

们仅限于简略地指出几点，来证实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代表会议决议在策略方针上

的原则区别。

就拿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问题来说吧。你们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仍然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完整

的答案。这个决议估计到特殊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任务：要

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

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

制为首要要求），以及要反击黑帮。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这个问

题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反击黑暗反动势力”，只是在关于

对其他政党的态度的决议的引言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

举的问题，是和沙皇政府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问题分开考察的。

冠有《关于经济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专门决议不是号召用革命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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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重复（在说了一堆关于“工人问题

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聪明的话以

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谓“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

口号现在已经不够和落后了，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用不着再来

证明。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计到我们的

活动即将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工作决不

能放弃，放弃这些，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

在已经不能不考虑公开行动的问题。必须立刻为这种行动准备好

适当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须为此目的准备好特别的机关———秘密

程度较少的机关。必须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们尽可

能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基地。

代表会议在这里也把问题弄得很分散，没有提出任何完整的

口号。特别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注意

“安置”合法的著作家。关于“使那些以协助工人运动为目的的民

主报纸服从自己的影响”的决定是十分荒谬的。我国一切合法的

自由派报纸按倾向来说几乎全是“解放派”的报纸，都是以此为目

的的。为什么《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不首先执行自己的这个建议，

给我们作出一个使《解放》杂志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榜样呢？

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利用合法的社团来建立党的基地的口号，而

是提出：第一，仅仅涉及“职业”工会的局部性的建议（党员必须参

加这些工会），第二，对“革命的工人组织”＝“无定形的组织”＝

“革命的工人俱乐部”进行领导的建议。“俱乐部”怎样成了无定

形的组织，这些“俱乐部”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真主才知道。这

不是党的最高机关的明确的指令，而是著作家们的一些思想札记

和笔记草稿。关于党应当怎样开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全新的

１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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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完整的说明。

关于“农民问题”，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

式提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

表会议制定了《关于在农民中的工作》的决议。在前一个决议中，

提出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反沙皇制度斗争的全民利益而领导整个广

泛的革命民主运动。在后一个决议中，问题仅仅归结为在一个特

别的阶层中“工作”。在前一个决议中，提出的鼓动工作的中心实

践口号是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在后一

个决议中却说“成立委员会的要求”应当向立宪会议提出。为什

么我们一定要等待这个立宪会议呢？它真的会成为立宪的会议

吗？如果不预先和同时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立宪会议是否会巩

固呢？———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会议都忽略过去了。它的一切决

议都反映出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一个总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

我们只应进行自己的专门的工作，而不要希图领导和独立进行整

个民主运动。正如“经济派”总是要社会民主党人只进行经济斗

争，而让自由派去进行政治斗争一样，新火星派在他们的整个推论

过程中也是要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尽量靠边站，而让资产阶级

去积极进行这个革命。

最后，不能不说说双方关于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的是要揭露资产阶级

解放运动的一切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而并不那样幼稚地想列举每

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局限性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并且在好资产者和坏

资产者之间划一条分界线。代表会议却重复着斯塔罗韦尔的错

误，硬要找出这样一条分界线，发挥其有名的“石蕊试纸”论。斯

塔罗韦尔是从一个很好的思想出发：要向资产阶级提出比较严格

的条件。他只是忘记了，任何一种想预先把值得赞许、值得与之取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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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协议等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不值得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区分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得出一种立刻就会被事变的发展所抛弃

并且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的“公式”。结果就把重

心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转移到声明、诺言和口号上去了。斯塔罗

韦尔认为“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就是这种根

本性的口号。为时还不到两年，“石蕊试纸”已经证明自己毫不中

用，普选制的口号已经被解放派接受过来，但是解放派不仅没有因

此而接近社会民主党，反而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工人，引诱工

人离开社会主义。

现在，新火星派提出了更“严格的”“条件”，“要求”沙皇制度

的敌人“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

一切坚决行动”等等，一直到“积极参加人民自我武装的事业”。

分界线是划得更远得多了，但是这条分界线又已经陈旧了，一下子

就证明了自己毫不中用。比方说，为什么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呢？

社会民主党人为着“用无情的革命战争来反对等级君主制度的一

切基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唯独不要

求他们为共和制而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挑剔，新火星派的错误确实具有最

实际的政治意义，“俄国解放联盟”就是证明（见《无产者报》第 ４

号）①。这些“沙皇制度的敌人”完全能适应新火星派的一切“要

１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① 在 １９０５ 年 ６ 月 ４ 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 ４ 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革命工人联
合会》的长篇论文（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６５—２７６ 页。———编者注）。
这篇论文转述了这个联盟所发表的宣言的内容，这个联盟采用了“俄国解放联盟”

的名称，并且说它的宗旨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召集立宪会议。其次，在这篇论文中

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非党的联盟的态度。至于这个联盟的实际情形如何，

它在革命中的命运怎样，我们就全不知道了。（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
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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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俄国解放联盟”的纲领中（或者在

其无纲领的立场中）充满了解放派的精神，解放派是能够很容易

地牵着它走的。而代表会议在决议的末尾一段中声称，“社会民

主党将照旧像反对虚伪的人民之友一样，反对所有一切打着自由

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但是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的政党”。“俄国解放联盟”不仅不拒绝，而且热心地表示愿意给

予这种支持。这是否就能担保它的领袖们即使是解放派但却不是

“虚伪的人民之友”呢？

由此可见，新火星派预先臆造出一些“条件”，提出一些虚张

声势的滑稽可笑的“要求”，这就立刻使他们自己陷于可笑的地

位。他们的条件和要求一下子就显得不能适合活生生的现实。他

们那种追逐公式的狂热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公式都不能把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虚伪、不彻底以及局限性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包罗无遗。

问题并不在于“石蕊试纸”，并不在于公式，并不在于写印成文的

要求，并不在于预先区分开虚伪的“人民之友”和非虚伪的“人民

之友”，而是在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

级民主派每一个“不坚定的”步骤都进行坚持不懈的批评。为了

“真正团结一切关心民主改造的社会力量”，并不需要像代表会议

那样勤勤恳恳、那样白费力气地规定种种“条款”，而是要善于提

出真正革命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把革命共和派资产

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任务降低到

君主派资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尽最大的

努力参加起义，而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推脱刻不容缓的武装起义

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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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
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上面各节写好以后，我们收到了《火星报》出版的新火星派高

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于写出一个好的结尾（Ｐｏｕｒ ｌａ ｂｏｎｎｅ

ｂｏｕｃｈｅ），我们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材料了。

《火星报》编辑部很公正地指出：“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高加

索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和全俄代表会议〈即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

通过的决议相似的〈老实话！〉决议。”“在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

政府的态度问题上，高加索的同志所通过的决议，坚决反对《前进

报》集团以及附和它的所谓代表大会代表们所宣传的新方法。”

“应该承认代表会议非常恰当地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

革命中的策略。”

真的，的确如此。对于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真是谁也不能够

比这表述得更“恰当”了。我们现在把这段表述全部抄录下来，先

在括弧中指出花朵，然后再指出末尾结出的果实。

下面就是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当然

啦！不过还要加上一句：用马尔丁诺夫精神来加深！〉无产阶级的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是用来加深意识，而不是用来争取共和制

吗？这是对革命的多么“深刻的”见解啊！〉，而为了保证党对正在产

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保证共和制不是我们

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只是保证批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产生

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

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请回想一下恩格斯

１２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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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证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之前 １０ 个月作出的决议，见
《无产者报》第 ３号２８４〉，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从下面，而不是

从上面〉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使国家制度达到尽可能的

〈？！〉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

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

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

切需要，直到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制不是迫切需要！决议起草

人竟天真得没有觉察到他们是在用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说话，仿

佛他们对参加资产阶级革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会迫使
獉獉獉

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十足的机会主义

思想交错（如同在西欧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见的一样）的地方。请看：

不要加入临时政府，因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

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哲学：

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

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

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

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

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

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

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

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阉割这些需

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

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

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就把叛卖革命、变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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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的全部实质表明了。我们在上

面从新火星派的错误中看到的倾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明确的原

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因为实现共和制会迫使（而且已

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例）资产阶级退出，所以要取消

争取共和制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坚决而彻底的民主

要求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所以

工人同志们啊，还是躲在你们的窝里吧，只要从外面行动，可别想

为了革命去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种种工具和手段，给自己

保留着“批评自由”就行了。

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在这里已

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马尔丁诺夫或新火星派对这个名词的“理

解”会直接造成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资产阶级的结果。

谁忘记了旧时的“经济主义”，谁不去研究它，不去回想它，谁

就很难了解现在复活起来的“经济主义”。请回想一下伯恩施坦

主义的《信条》１３２吧。当时人们从“纯粹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纲领

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要经济，只管真正的工人事

业，只要批评任何政客手腕的自由，只管真正加深社会民主主义的

工作，政治还是让他们自由派去干吧。愿上帝保佑我们别陷入

“革命主义”，因为这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谁要是全文读了《信

条》或《工人思想报》第 ９ 号增刊１３３（１８９９ 年 ９ 月），谁就可以看出

这一整个的推论过程。

现在还是这一套，只是范围很大，被用来估计整个“伟大的”

俄国革命———唉，这个革命事先就已经被正统庸俗主义的理论家

们给庸俗化和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需

要批评自由，加深意识，从外面行动。他们资产阶级却要有行动的

自由、从事革命领导（应读做：自由主义领导）的自由和从上面实

１２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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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良”的自由。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

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①。他们盗用马克思的

名义，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

资产阶级空谈家，这些空谈家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

识，但是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

的时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于是就把最坚

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

层的思想，即那些逃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而把这些任务交

给司徒卢威先生们去执行的最落后阶层的思想。

资产阶级一旦因社会民主党加入革命政府而退出革命，那就

会“缩小革命的规模”。

俄国工人们，听吧：如果革命是由那些不想战胜沙皇制度而只

想和它搞交易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吓退的司徒卢威先生们来

进行，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如果我们前面所概述的俄国革命两

种可能结局中的前一种结局得以实现，就是说，如果君主派资产阶

级和专制政府能在希波夫式的“宪法”上做成交易，革命的规模就

会更大！

在指导全党的决议中写出这样可耻的东西或者赞扬这些“恰

当的”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被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

神全部腐蚀掉的空洞说教弄得头昏眼花，竟看不出这些决议怎样

把他们的其他一切好话都变成了空谈。翻开他们在《火星报》上

写的任何一篇文章，甚至翻开我们的鼎鼎大名的马尔丁诺夫所写

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都可以看到关于举行人民起义，把革命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卷第 １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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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到底，力求依靠人民下层来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斗争一类的

言论。但是，当你们接受或者赞扬关于“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

阶级退出而“缩小”的思想时，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就立刻变成可怜

的空谈了。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应当和人民一起去

努力实现革命，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而不考虑那个不彻底

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或者是我们不容许这种

“不考虑”，而唯恐资产阶级“退出”，那我们就是把无产阶级和人

民出卖给资产阶级，出卖给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和畏首畏尾的资

产阶级。

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叫喊什么有人指责你们自觉地出

卖。不，你们向来都是不自觉地爬往泥潭，而且现在已经爬进了泥

潭，正像旧时的“经济派”那样沿着“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斜坡不可

遏止地、不可逆转地滑到专门从事反对革命的、没有灵魂和没有生

气的“卖弄聪明”的地步。

先生们，“革命的规模”取决于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你们想

过这个问题吗？我们不谈国外政治即国际配合方面的力量，虽然

这种力量现在发展得很有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去考察它

们，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俄国内部力量的问题。

请看看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反对革命的是专制政府、宫廷、警

察、官吏、军队和一小撮显贵人物。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

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其次，资产阶级现在整个说来是赞

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

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① 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

１２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①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卢威先生给饶勒斯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久以前由饶

勒斯刊登在《人道报》２８５上，由司徒卢威先生刊登在《解放》杂志第 ７２ 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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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人士和

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

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

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

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

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

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

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

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

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有小资产阶级

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具有

严格的阶级性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

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护私有制，不如

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

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能够

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

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

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

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

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

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必需，（并不像“社会

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从半农

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为了在

商品经济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

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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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

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

从对日战争以来，他们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许多惯于只

用学校尺度来衡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就会愈彻

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

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始

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制就会立刻成为他们的理想，因为

惯于做经纪人的资产阶级那种自觉的君主主义（连同参议院等等），

对农民来说是要他们照旧处于没有权利、备受压抑和愚昧无知的地

位，只不过把这种地位用欧洲宪制的油漆来稍稍涂饰一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

要寻求自由主义君主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

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

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尽一

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有人会反驳我说：这用不着证明，这是起码的常识，是一切社

会民主党人都非常了解的。不，这是那些居然说革命会因为资产

阶级退出而“缩小规模”的人所不了解的。这样的人重复着我们

土地纲领中被他们背得烂熟的话，但是不懂得这些话的含义，否则

他们就不会害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必然要从整

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我们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了，否则他

们就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规模来限制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规模了。这

样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具体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决议来推翻

自己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词句。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谁就不会说革

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

１２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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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

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

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够麻痹资产阶级的

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恰恰能够“迫使它退出”

的力量，《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为认识肤浅而对此感到

害怕）。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

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

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

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

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

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

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不过不要忘记在谈论革命的“规模”时往往被忽略的一种情

况。不要忘记，这里谈的并不是任务方面的困难，而是通过什么道

路去求得任务的完成。这里谈的并不是使革命具有强大的和不可

战胜的规模是否容易做到，而是应当怎样设法扩大革命的规模。

意见分歧所涉及的恰恰是行动的根本性质，是行动的方针。我们

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不细心或不诚实的人往往把两个不

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是关于道路的方向的问题，即从两条不同

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另一个是在选定的道路上目的是否容

易达到或是否能很快达到的问题。

我们在上面完全没有涉及这后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

们党内没有引起争论和分歧。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自然是极其重要

的，值得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极大的注意。忘记不仅吸引工人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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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群众，而且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运动这件事情会遇到种种困难，

这是一种不可容许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困难不止一次地断送了

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努力，而使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

级获得最大的胜利：既“获得”一笔借君主制来抵御人民的“资

本”，又“保持了”自由主义……或“解放派”的“清白”。但是有困

难并不等于无法实现。重要的是相信道路选择得正确，这种信心

能百倍地加强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有了这样的革命毅力和革命

热情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至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

重到什么程度，只要把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比较一下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代表大会

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一定会竭力把我们手里的革命

成果抢走。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

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我们决不会不经过战斗而把

我们的革命成果让给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

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可能退出革命。因此，工人同志们，

请不要考虑参加临时政府，否则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的规模

会因此而缩小！

一些人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而不要去考虑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

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

策略，前一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后

一种策略实质上纯粹是解放派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１２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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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肤浅的人，或者不

知道我们党内从“经济主义”时期以来的全部斗争历史而从旁判

断的人，还往往只是简单地援引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中

都有两种自然而然的、必不可免的、彼此完全可以调和的倾向，来

说明现在（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明朗化的策略分

歧。据说，一方面是特别强调寻常的、目前的、日常的工作，强调必

须展开宣传和鼓动，必须准备力量，加深运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

调运动的战斗的、一般政治的、革命的任务，指出武装起义的必要，

提出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无论对哪一方面都不

应当夸大，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

都不宜走极端，如此等等。

这类议论中无疑含有一些处世（以及带引号的“政治”）秘诀

的廉价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往往掩盖着人们对党的迫切紧急需要

的无知。就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现在的策略分歧来说吧。新火

星派谈论策略问题时特别强调日常的普通工作，这件事本身当然

还不会造成任何危险，也不会引起策略口号方面的任何分歧。但

是，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会议

的决议比较一下，这种分歧就一目了然了。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仅仅笼统地、抽象地指出

运动中的两个潮流和各走极端的害处，是不够的。必须具体地弄

清，当前的运动在当前的时期有什么弱点，对党来说，现在实际的

政治危险究竟在哪里。第二，必须弄清，这些或那些策略口号（也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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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缺乏这些或那些口号），对哪些实在的政治力量有利。你们

假如听信新火星派的话，就会得出一种结论，以为社会民主党所面

临的危险是抛弃宣传鼓动工作，抛弃经济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批评，而过分迷恋于军事训练、武装进攻、夺取政权等等。实

际上，党所面临的实际危险完全是来自另一方面。凡是稍微熟悉

一些运动的情况、仔细地和用心地观察运动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

火星派这种恐惧心理的可笑之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

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

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集会，集中于散

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支持经济斗争的口号。

没有一个党委员会，没有一个区委员会，没有一个中心会议，没有一

个工厂小组不是经常不断地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时间，

去执行所有这些早在 ９０年代后半期就已经确定的职能。只有完全

不了解运动情况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很幼稚的人或不了解

情况的人，才会真正相信新火星派特别郑重其事地重弹的老调。

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过分迷恋于起义的任务、一般政治口

号、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反而正好是在这方面落后得特别

显眼，这是最大的弱点，是能使运动由真正的革命运动蜕化（并且

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蜕化）为口头的革命运动的实际危险。在完

成党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组织、团体和小组中，没有一个不是从它

产生的时候起就从事于被新《火星报》中的聪明人当做新发现的

真理而大谈特谈的那种日常工作。相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团体

和小组已经认识到武装起义的任务，已经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已经

明白必须领导整个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经明白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必须提出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先进口号。

我们已经令人难于置信地落在先进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务后

１３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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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甚至还没有认清这些任务，我们往往没有

觉察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而加强起来

的事实。但是新《火星报》的作家们完全不顾事变的进程和时势

的要求，固执地一再重复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

这是代表会议所有一切重要决议中的一个始终不变的基调，而代

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确认旧的东西（但

是不翻来覆去地说它，因为它是已经由出版物、决议和经验解决了

和确定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提出新的任务，注意这个新任务，提

出新的口号，要求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为实现这个新口

号而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分成两派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此。

革命的时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见的新的任务。一些社

会民主党人坚决承认这些任务，并把这些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武装

起义刻不容缓，要立刻努力地准备它，要记住它是彻底胜利所必需

的，要提出共和制、临时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等口号。另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往后退缩，踏步不前，不是提出口

号而是一味论述引言，不是在确认旧的东西的同时还指出新的东

西，而是长篇大论、枯燥无味地翻来覆去谈论这种旧东西，制造借

口来拒绝新东西，不能确定彻底胜利的条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于

达到完全胜利的愿望的口号。

在我们这里，这种尾巴主义的政治上的结果已经表现出来了。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

的流言，始终只是流言而已，因为没有一件政治事实，没有一个权

威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

大会的文件可以证实这种流言。然而，以《解放》杂志为代表的机

会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却老早就在欢迎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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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更直接利用他们的水来推动自己的磨，采纳他们的一切字眼

和“思想”来反对“秘密活动”和“骚乱”，反对夸大革命的“技术”

方面，反对直接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反对提出极端要求的“革命

主义”，如此等等。高加索“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整个代表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新《火星报》编辑部赞同这个决议的事实，

对这一切作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政治总结：不要让资产阶级因为无

产阶级参加革命民主专政而退出啊！这就道破了一切。这就最终

确定了把无产阶级变为君主派资产阶级走卒的方针。这就在事实

上证明了———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声明，而是由整个派别特

别赞同的决议证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政治意义。

谁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些事实，他就会懂得社会民主运动有两

个方面和两种趋向这一流行说法的真正意义。试以伯恩施坦派为

例在更大范围内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趋向。伯恩施坦派就是一直在

一字不改地硬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

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

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施坦这样

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推崇单一的防御

策略，鼓吹“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施坦派也曾

大喊大叫，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推行“雅各宾主义”，说“著作

家”不懂“工人的主动性”，如此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

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最终目的，明

确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

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

平降低为“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考虑。最突出

地表现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这一分

１３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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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的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ｄüｒｆｅｎ ｗｉｒ ｓｉｅｇｅｎ？“我们敢不敢胜

利？”２８６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

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这个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必定会提出来，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

利，恐吓无产阶级，不让它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会引起种种不幸，

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

我们这里也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趋向和

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不过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

所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我们这里也提出了这

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胜利？”这个问题是

马尔丁诺夫在他的《两种专政》中提出的，他在那本书里预言：如

果我们很好地准备起义，并且十分顺利地实现起义，那就会遭到种

种不幸。这个问题在新火星派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一切文

献中都提出过，而且他们总是极力企图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机

会主义政府和瓦尔兰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２８７混为一谈，虽然

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由主张“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

的决议确定下来了。尽管考茨基现在冷嘲热讽，说我们在临时革

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像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一样，但是

这种讥讽只是表明，如果就道听途说的事情发表意见，甚至聪明的

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会陷入窘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能

很快就打死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

这只熊的争论已经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和政治实践意义。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还不能很快就“打死自己的熊”（实现民主革命），但是

我们“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未来和俄国社

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

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而成功地去聚集军队，领导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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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我们的旧“经济派”来说吧。他们也曾大喊大叫，说他们

的论敌是密谋家，是雅各宾派（见《工人事业》杂志，特别是第 １０

期，以及马尔丁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２３６讨论党纲时的发言），说

这些人因投身于政治而脱离群众，说这些人忘记了工人运动的基

础，无视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拥护“工人的主

动性”的人，都是些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任务的狭隘而庸俗的见解

强加于工人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谁都可以从旧《火

星报》上看到，反对“经济主义”的人并没有放弃或者轻视社会民

主党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丝毫没有忘记经济斗争，同时又善于尽

可能广泛地提出当前的紧急的政治任务，反对把工人政党变为自

由派资产阶级的“经济”附属品。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

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

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

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

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经济派”打着加深工作的幌

子，打着工人的主动性和纯粹的阶级政策的幌子，事实上把工人阶

级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去支配，即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

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现在新火星派也打着同样的幌子，事

实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即要

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经济派”认为

领导政治斗争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自由派分内的事情。

新火星派认为积极实现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

民主派资产阶级分内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最重要作

用的参与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总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仅就他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

１３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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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来说是“经济主义”的后裔，而且就他们现在对无产阶级在民

主革命中的策略任务的提法来说也是“经济主义”的后裔。他们

也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在组织方面，他们从知识分子

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开始，以“破坏—过程”而告终，他们在代表

会议所通过的“章程”２８８中，明文规定了党的出版物脱离党组织的

制度，规定了几乎是四级的间接选举制，规定了波拿巴主义２８９的

全民投票制以代替民主的代表制，最后还规定了部分和整体实行

“协商”的原则。在党的策略方面，他们也是沿着同样的斜坡滚下

去的。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中，把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

表讲话叫做“高级形式的示威”，认为政治舞台上只有两种积极力量

（是在 １月 ９日事件前夜！）即政府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加深

了”武装起来的迫切任务，把这个直接的实践的口号换成所谓用自

我武装的热望武装起来的号召。对武装起义、临时政府、革命民主

专政等任务，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加以曲解和磨掉锋

芒。“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决议的结语，

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那条道路要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

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它，

要善于把它应用在政治口号上。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

这一要求首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

提出了这个要求。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

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在温和谨慎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在和平

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精巧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

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但是，只有骚乱派—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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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否定或贬低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

庸俗学说的企图，往往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且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

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

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

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拯救自己的道路不是离开阶级斗

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

觉性、组织性和坚定性。谁贬低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

主党人由人民代言人变为工联书记。谁贬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

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

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它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

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它坚决主张无产阶

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为各个

“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

围内，因考虑不让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

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

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

业奋斗。

这就是现在的新火星派常常不理解的道理，他们不是提出民

主革命中的积极的政治口号，而只是说教式地重复“阶级的”这个

词，把这个词的用法变来变去！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

这个在备受压抑、愚昧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

最广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

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

１３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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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

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

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

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作为毫

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反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

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主动地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

务。贬低这些任务，就是在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就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避开

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在到达革命

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

们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

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谁也不能谴责他们。可

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考虑不让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

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削弱革命热情，那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

无产阶级，都是要谴责它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① 革命是被压

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

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

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

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政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

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

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社会

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

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让“解放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１６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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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们因害怕革命、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回曲折的妥协道路吧。

如果我们将被迫沿着这样的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

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

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

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

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者们心惊胆战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工人既不会为反动势力要

实行恐怖手段的思想所吓倒，也不会为资产阶级要退出的思想所

吓倒。工人并不期待做交易，并不乞求小恩小惠，他们力求无情地

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不用说，在风暴时期，比起自由主义缓慢进步的风平浪静的

“航行”时期，即工人阶级忍着痛苦让剥削者们慢慢榨取自己的血

汗的时期，我们的党的航船遇到的危险会更多。不用说，革命民主

专政的任务要比“持极端反对派态度”和单纯议会斗争的任务困

难千倍，复杂千倍。但是，谁要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故意选择平稳的

航行和安全的“反对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请他暂时放下社会民主

党的工作，请他去等待革命结束，等待盛大节日过去，等待寻常的

生活重新开始，那时，他那种寻常的狭小的尺度就不会显得这样令

人作呕地不协调，就不会这样丑恶地歪曲先进阶级的任务。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

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

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

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个策略问题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

号就是这样。

１３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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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说 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解放》杂志第 ７１—７２ 期和《火星报》第 １０２—１０３ 号，给我们

在本书第 ８ 节中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我们在

这里决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丰富的材料都利用起来，我们只谈谈最

主要的：第一，《解放》杂志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哪一种“现实主

义”，它为什么要称赞这种“现实主义”；第二，革命和专政这两个

概念的相互关系。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
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和《理智的胜利》这两篇文章

（《解放》杂志第 ７２ 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社会民

主党作的判断，这个判断对觉悟的无产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应

当向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荐这两篇文章，让他们从头到尾读

一遍，并且仔细考虑其中的每一句话①。我们先把这两篇文章的

主要论点转抄如下：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

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

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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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局外人来说，———《解放》杂志说道，———要弄清使社会民主党分裂

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困难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

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

切，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全面的评语。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

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

‘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

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这就使‘列宁

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起来，用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排挤掉

他们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摒弃了社会民主党

学说中的许多狭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

刻起义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合法的和半

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实际有益的同其他反对派别的妥协。与此相反，

少数派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

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以现实态度清醒地———当然是在社会民

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

认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充分彻底地贯彻自己

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思想政治创作活动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问

答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像某些社会革命党

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为工人阶级现

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解放》杂志的著作家接着引述了几个主要决议的内容，同时就这些决

议发表了几点具体意见来说明他的总的“思想”。他说，和第三次代表大会

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的”。“由于

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不同”，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也就互不相同。“同样的意

见分歧在对工会的态度上也暴露出来了。‘列宁派’在他们的决议中一句话

也没有提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这个最重要的出发点。

反之，少数派却制定了很郑重的决议。”在对自由派的态度方面，据说两派意

见一致，但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

普列汉诺夫提案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并否决了同一个代表大

会根据斯塔罗韦尔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

表会议双方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多数派’更强调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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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手段没收地主等人的土地的思想，而‘少数派’却想把要求实行国家

和行政方面的民主改良当做鼓动工作的基础”。

最后，《解放》杂志从《火星报》第 １００ 号上引证了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
其主要条文是：“鉴于现在单靠地下工作已不能保证群众充分地参加党的生

活，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使群众和党这个秘密组织对立起来，所以党必须对

工人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工会斗争加以领导，并且把这个斗争和社会民主主

义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解放》杂志在评论这个决议时喊道：“我们热烈欢

迎这个决议，它是理智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有了策略上的省悟

的表现。”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

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从这些判断中，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随时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

判断都浸透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

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袒和成见，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

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

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

益，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能够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

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

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

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

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

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

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么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

他，他总是能够从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

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尽管他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

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

无产者予以极大的注意。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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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借解放派之口向我们说了些

什么呢？

它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新火星派的趋向满意，称赞新火星派

的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理智的胜利、决议的郑重、策略上的省

悟、讲求实际等等，同时它又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第三次代表大会

的趋向不满意，斥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狭隘性、革命主义、骚乱主

义、否定实际有益的妥协等等。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恰巧使它觉

察到我们的书刊中用最准确的材料再三证明过的事情，即新火星

派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而他们的反对者是现

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自由派不能不同情前者的趋向，

也不能不斥责后者的趋向。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非

常了解，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工人阶级的“讲求实际、头脑清醒和

态度郑重”，即事实上把它的活动场所限制在资本主义、改良和工

会斗争等等的范围内。对资产阶级危险而可怕的是无产阶级的

“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任务而努力争

当俄国全民革命的领导者。

“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解放派心目中的含义确实是这样的，

这从《解放》杂志和司徒卢威先生过去对这个名词的用法中也可

以看出来。《火星报》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解放派的“现实主义”有

这样的含义。例如，请回想一下《火星报》第 ７３—７４ 号附刊上那

篇题为《是时候了！》的文章吧。该文作者（他一贯地体现了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泥潭派”２３７的观点）坦率地表

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与其

说是机会主义真正代表者的作用，不如说是机会主义幽灵的作

用”。《火星报》编辑部不得不立刻来纠正《是时候了！》一文作者

的说法，它在附注中宣称：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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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意见。阿基莫夫同志在纲领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

显的机会主义标记，这是《解放》杂志的批评家也承认的。这位批评家在该

杂志最近一期上说，阿基莫夫同志归附于‘现实主义的’———应读做：修正主

义的———派别。”①

可见，《火星报》自己十分清楚，解放派的“现实主义”就是机

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火星报》现在在攻击“自由派的

现实主义”（《火星报》第 １０２ 号）时，丝毫不提自由派称赞过它的

现实主义的事实，这是因为这种称赞比任何斥责都要辛辣。这种

称赞（《解放》杂志的这种称赞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实

际上证明了自由派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应

读做：机会主义）趋向，即新火星派因其整个策略立场的错误而在

他们的每一个决议中显示出来的那种趋向，是有血缘关系的。

其实，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暴露了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

彻底和自私自利———既暴露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议论中，又暴露于

大批自由派报纸的全部论调和内容中，还暴露于大批地方自治人

士、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一切站在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凯维

奇、罗季切夫等等先生们一边的人们的政治言论的性质上。资产

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说来，凭着自己的阶级嗅

觉却能很好地领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

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把他们当做炮灰，当做摧毁专制制度

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取得“对沙皇

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

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说明：“（参看《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

派》）”（《列宁全集》第 ２版第 ９卷第 ５５—５８页。———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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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微弱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使无产

阶级的活动以“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因

此，他们绝不反对工人运动，绝不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

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

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

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

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

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

渴望给“俄国全民革命”刻上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上无产阶

级彻底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

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千方百计通过书籍①、报告、演说、谈话

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有（资产阶级的）清醒头脑，要（像自由派那

样）讲求实际，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

诺式的）阶级斗争２０５，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１８６，如此

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

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

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

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

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２９０（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和《无产

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

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主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

“大胆的”话，使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和觉悟不高的工人很容易把

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做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① 参看普罗柯波维奇《俄国工人问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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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

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

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

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

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

民革命的思想”。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把《解放》杂志的公式颠倒过来了。这是个

绝妙的公式，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问题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的

观点。资产阶级想叫无产阶级只进行工会运动，从而“用（布伦坦诺

式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

想”，———这和伯恩施坦派《信条》起草人用“纯粹工人”运动的思想

来排挤掉工人意识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完全相同。反之，社会民主

党想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俄国

全民革命，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

们既然是个特殊的阶级，就应当只限于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就应

当为了“理智”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工会和使工会合法

化上面，就应当恰好是把这些工会看做“在政治上教育和组织你

们自己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应当在革命时期制定一些多半是

像新火星派的决议那样的“郑重的”决议，就应当爱惜那些“对自

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就应当选择那些想要成为“工人阶级现实

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的人来领导，就应当“保存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如果你们不幸已被这种“不科学的”教义

问答的“严格公式”所沾染的话）。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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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

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

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你们不应当局限

在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

反，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

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的社会主义

革命的任务。因此，在不忽视工会运动，不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

活动的机会的同时，你们应当在革命时期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

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把这当做取得人民对沙皇

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至于新火星派的决议因“路线”错误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

多么不彻底的、不一贯的、因而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喜爱的立场，就

不用多说了。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尔丁诺夫发表在《火星报》第 １０２ 号和第
１０３ 号上的文章。马尔丁诺夫企图证明我们把许多从恩格斯和马

克思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话解释得不正确而他却解释得正确，对

于这种企图，不用说，我们是不会去反驳的。这种企图是很不严肃

的，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一望而知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如果再加

以分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任何一个用心的读者，都会很容易识

破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不很巧妙的全线退却的诡计，何况《无产者

报》一部分撰稿人准备的恩格斯所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

马克思所著《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１８５０ 年 ３ 月）

的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２９１。只要从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中引证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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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话，就足以使读者看清马尔丁诺夫的退却。

马尔丁诺夫在《火星报》第 １０３ 号上说，《火星报》“承认成立

临时政府是发展革命的可能而适当的途径之一，否认社会民主党

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适当的，正是为了要在将来完全占有

国家机器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火星报》现在已经

承认，它的一切恐惧———怕革命政府必须对国库和银行负责，怕把

“监狱”拿到自己手里来会有危险而且还怕拿不到自己手里来等

等，都是荒诞不经的。《火星报》只是照旧糊里糊涂，把民主专政

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为了掩护退却，糊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新《火星报》的糊涂虫中间，马尔丁诺夫表现最为突

出，他是个头号的糊涂虫，甚至可以说是个才能出众的糊涂虫。他

每次大卖气力“加深”问题而把问题弄糊涂时，几乎总是同时“想

出”一些新的公式，把他所采取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无遗。

请回想一下，他在“经济主义”时代是如何“加深”普列汉诺夫，如

何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公式的。在

经济派的全部著作中，很难找到能比这个公式更恰当地表明这一

派的全部虚伪性的说法。现在也是如此。马尔丁诺夫很热心地替

新《火星报》效劳，并且几乎是一说话就为我们评价新火星派的虚

伪立场提供一些出色的新材料。他在第 １０２ 号上说列宁“悄悄地

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第 ３ 版第 ２ 栏）。

实际上，新火星派加给我们的一切罪名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罪

名。而我们是多么感谢马尔丁诺夫加给我们这样一个罪名啊！他

提出这样一个罪名，就在我们和新火星派的斗争中给了我们一种

十分宝贵的帮助！我们真要请求《火星报》编辑部更多地让马尔

丁诺夫出来反对我们，“加深”他们对《无产者报》的攻击，并且“真

正有原则地”表述这些攻击，因为马尔丁诺夫愈是努力要说得有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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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些，就愈是说得糟糕，就愈加清楚地暴露出新火星派的破绽，

就愈加成功地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作个有教益的解剖，使人们

看到新《火星报》的原则如何被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ｒｅｄｕｃｔｉｏ ａｄ

ａｂｓｕｒｄｕｍ）。

《前进报》和《无产者报》“调换了”革命和专政的概念。《火

星报》不愿这样“调换”。最可敬的马尔丁诺夫同志，事情正是这

样！您无意中说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您用新的说法证实了

我们的论点：《火星报》是在做革命的尾巴，它竟像解放派那样表

述革命的任务，而《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则提出了要把民主革命

引向前进的口号。

马尔丁诺夫同志，您不懂得这一点吗？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不妨费点气力来给您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

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

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已

不适用，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而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

资本家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

的资产阶级性质，却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工人争

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

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

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勇往直前，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

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

的最终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它只是不完全地

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无论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

拟定的“条款”（如斯塔罗韦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

款）来定出一个界限，借以鉴定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虚伪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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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自由之友的这种出卖自由的行为，都必然

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堆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中间的

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看风使舵，时而

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经常讨价还价，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

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僵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

评价不断发展的政治局势，揭露资产阶级不断表现出来的、难以预

料的不彻底性和叛变。

请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先生在秘密报刊上发表政治言论的历

史，回想一下社会民主党和他交战的历史，这样就会清清楚楚地看

到，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实现这些任

务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始是提出纯粹希波夫式的口号：“权利与

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见我发表在《曙光》杂志１４８上的文

章：《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①）。社会民主

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

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

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

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

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

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

并且以他们的君主主义立场为例证来揭露他们的民主主义所具有

的经纪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揭露这些解放派钱袋英雄廉价出

卖伟大俄国革命的利益的企图。

最后，专制政府冥顽不化，国内战争大踏步前进，君主派使俄国

陷入绝境，这些已开始使最保守的脑袋开窍了。革命已成为事实。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１８—６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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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不是只有革命家才承认革命的时候了。专制政府事实上

已经在腐烂，而且就在大家的眼前腐烂下去。正如一个自由派（格

列杰斯库尔先生）在合法刊物上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已经形成了事

实上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局面。专制制度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

它实际上已软弱无力；日益发展的革命事变已经开始把这个活生生

腐烂着的寄生机体干脆推到一边去。自由派资产者不得不以事实

上正在形成的现有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或者更正确些说，进

行政治投机），开始觉得必须承认革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

们是革命家，而尽管他们不是革命家，他们也得这样做。他们这样

做是迫不得已，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们愤怒地看着革命取得进

展，而责怪专制政府太革命，因为这个专制政府不愿妥协，而想作殊

死斗争。他们是天生的买卖人，仇恨斗争，仇恨革命，但是客观形势

迫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

我们在观看一场很有教益而又非常滑稽可笑的演出。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的娼妓企图穿上革命的外衣。解放派，———且慢发笑，

先生们！———解放派开始代表革命说话了！解放派开始要我们相

信他们“不怕革命”（司徒卢威先生语，见《解放》杂志第 ７２ 期）！！！

解放派已表示要“领导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的进步，而且更标志着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方面的进步：这个

革命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对它表示承认。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

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较有利的，可见专制制度已被动摇到什么

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这个证明整个运动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阶

段的现象，又向我们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务。不管资

产阶级某个思想家个人是否诚实，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承认不可能

是真心诚意的。资产阶级不会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性、小商人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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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气和卑鄙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

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

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

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现在，它

已经不够了。革命甚至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对它表示承认。现

在，要求于先进阶级的，是确切规定这个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任

务的内容本身。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

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词滥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

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

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阉割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现在，

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只提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

的，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

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

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例如，一再地自称为

“社会主义者”的就有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哈科特说：“现在我们

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Ｗｅ ａｌｌ ａ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ｎｏｗ”），还有俾斯

麦的信徒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朋友。“革命”一语也完全可以被

人们滥用，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滥用是不可避免

的。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

想起了梯也尔。在二月革命２９２前几天，这个侏儒怪物，这个资产

阶级政治叛变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

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宣称他属于革命党！（见马克思的

《法兰西内战》①）解放派转到革命党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１３１—１８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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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相同的。当俄国的梯也尔们开始说他们属

于革命党的时候，这就表明革命这一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什么也

不能说明，任何任务都不能确定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事实，而各

色各样的人都纷纷拥向革命方面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

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

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

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

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

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

经受不住强攻，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通过各个阶级和各

个集团的代表自己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到了一定的发展

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就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

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来

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

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

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５４也变成“革命者”

了！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

义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

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

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

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

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

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

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

定当前形势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革命”这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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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卖革命。

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他的那班朋友属于前一种情况。司徒卢威

先生和整个“立宪民主”地方自治派属于后一种情况。

马尔丁诺夫同志真是又机灵又精明，正好是在革命的发展要

求人们用专政的口号来确定革命任务的时候，他却责备别人“调

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马尔丁诺夫同志事实上又不幸做了尾

巴，在上上阶段上搁了浅，结果竟停留在解放派的水平上，因为目

前适合于解放派的政治立场，即适合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

的利益的，正是承认“革命”（口头上的革命），而不愿承认无产阶

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即事实上的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现在

通过司徒卢威先生表示赞成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社

会民主党人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时，新《火星报》

的一位聪明人又来介入这场争论，喊道：可别“调换”革命和专政

的概念呀！看，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注定要使他们永远做解放派

的尾巴，难道不是这样吗？２９３

我们已经指出，解放派在承认民主主义方面是一步一步上升

的（这里有社会民主党的鼓励推动作用）。起初，我们和他们争论

的问题是：希波夫主义（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６２）呢，

还是立宪主义？后来是：有限制的选举呢，还是普选制？再后来

是：承认革命呢，还是去和专制政府做经纪人的交易？最后，现在

是：承认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还是承认这两个阶

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专政要求？很可能解放派先生们（无论是现在

的解放派或者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的继承者，反正都

是一样）还会上升一步，就是说，很可能过一些时候（也许是在马

尔丁诺夫同志也上升一步的时候）也承认专政的口号。如果俄国

的革命顺利地前进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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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那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又将怎样呢？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

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

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

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

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

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

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

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

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

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

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

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也许是在将

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
马克思的专政观

　 　 梅林出版了 １８４８ 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集，

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

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

段”（《马克思遗著》第 ３ 卷第 ５３ 页）２９４。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

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

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

吵，认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

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们的马尔丁诺

夫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在新《火星报》上的那篇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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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讨伐”文章的结语中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所以偏爱专

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 １０３ 号第
３ 版第 ２ 栏）。这个绝妙的解释完全可以和资产阶级指责《新莱茵

报》鼓吹专政的说法相媲美。可见，马克思也被揭发为调换革命

和专政的概念，———不过不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揭发，而是为资产

阶级民主派所揭发！为了向马尔丁诺夫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

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

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１８４８ 年 ９ 月 １４ 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

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

指责康普豪森〈１８４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

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

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党派〈即反动的党派〉已在官僚

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

斗争。”①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篇长篇论文中所作

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

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

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火星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它告

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

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

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且是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忽略

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

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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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 ６月 ６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

的含义。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

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像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

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极

其周密的酝酿之后挖空心思炮制出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

吧。但是，如果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①

专政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会怎

样对待那些把“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叫做彻底胜利或者号召“始终

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决议！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

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 １ 月 ９ 日起在全国各地还继

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

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

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像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

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

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关于这个专政的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还写道：

“国民议会本来只需在各个地方用专政手段来抵御腐朽政府的反动

干预，这样它就能在人民的舆论中赢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

前所有的刺刀……都会碰得粉碎。……这个议会不去引导德国人

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使人民对它感到厌倦。”②按马克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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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专制

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的

成果即人民专制不受任何侵犯”①。

可见，马克思在 １８４８ 年向革命政府或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

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

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

还有，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

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

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

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

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

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

底的一定的成分。

在柏林无产阶级 ３ 月 １８ 日的胜利２９５以后，———《新莱茵报》

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

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人民专制；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

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

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

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

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

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者去组阁，而这些大资产者却邀请

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与自己结盟，这就立即表明了他们的倾向。

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什未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５ 卷第 １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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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黑体是我们用

的）。①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很

不够，甚至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很不够！甚至在武装斗争中

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 １８４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对军队的胜利）以

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

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

是转到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

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

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

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

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立刻就会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

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

让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么这种情形在俄国

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

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还需要更确切地断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

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Ｂüｒ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１８４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新莱茵报》一篇文章中的

下面的话给了明白的回答：“……１８４８ 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

１７８９ 年法国革命的滑稽讽刺的模仿。

１７８９ 年 ８ 月 ４ 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

天之内就取消了封建负担。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５ 卷第 ７２—７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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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负担就压在德

国人民身上。Ｔｅｓｔｅ Ｇｉｅｒｋｅ ｃｕｍ 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ｏ。①

１７８９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刻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

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

制度，就是形成一个自由的占有土地的（ｇｒｕｎｄｂｅｓｉｔｚｅｎｄｅｎ）农民

阶级。

１８４８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顾忌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

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

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

利，———这就是 １８４８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②

这是些很有教益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

（１）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

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

农民。（２）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形成一个自由的农民阶

级。（３）形成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

度，但这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４）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

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

力”反对反动势力。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②

“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

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季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

臣，他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

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实行

赎买。吉尔克先生很像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赫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

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但是不愿意

得罪地主。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５ 卷第 ３３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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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

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 １９０５ 年的俄国了。毫无

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

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

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 １８４８ 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

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

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解放

派先生们也在背叛农民，而且将来还会背叛农民，就是说，他们会

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战的时候站到地主方

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

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

也将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

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

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

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

清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像资产

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

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

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 １８４８ 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

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话说）和现代俄

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

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

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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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

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

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

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２９６。无

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

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蒂

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

而且 １８４８ 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

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

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

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

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

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

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

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

高的水平上……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

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

上看都是正确的……　 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

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

他们在 １８４９ 年 ４ 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

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

大会。”①

可见，只是在 １８４９ 年 ４ 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６ 卷第 ５０９、６９７、６９８、７０３—７０４ 页。———编
者注



６４１　　

（《新莱茵报》是从 １８４８ 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

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

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

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

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

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

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

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 １８４８ 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

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

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

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①）。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

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

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

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

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例如，在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

级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根本谈不上这种报纸哪怕有片刻会作为

“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

可是，在马克思和斯蒂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

种对立，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我国革命民

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潮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林说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斯蒂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能不满时，话说得太

缓和，太闪烁其词了。请看恩格斯在 １８８５ 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

段话（引自《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８５年苏黎世版序言）：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① 括号中的话在以前各版中都被略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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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同盟４３的盟员到处领导极端民主运动，这就证明

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

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

兄弟会’（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ｂｒüｄｅｒｕｎｇ）２９７，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

并且一直存在到 １８５０ 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

些太急于要成为大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Ｋｒｅｔｉ ｕｎｄ

Ｐｌｅｔｈｉ）‘称兄道弟’，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

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

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主义宣言》①的观

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

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

人想讨好一切人（Ａｌｌｅｎ ａｌｌｅｓ ｓｅｉｎ）。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

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

取得一个唯一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一切的活动场所〈黑体是我们用

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

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乌合之众就

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 １８４９ 年 ５ 月德累斯顿的

起义２９８并幸免于难。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

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徒有虚名，它的作用无足轻重，所以直到 １８５０ 年反动派才

觉得有必要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过了几年以后才被认为有必要

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②的波尔恩没有成为大政治家，而成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我在本书第 １ 版中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 Ｂｕｔｔｅｒｍｉｌｃｈ（酸
牛奶。———编者注）一字看做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

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尔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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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

是把温情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①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

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因为自己

“省悟”而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赞扬。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

人纠合在自己周围，奉承“经济派”，用“主动性”、“民主主义”和

“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

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３００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

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由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

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１ 卷
第 １—１２４ 页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①

　 　 《两年来》文集中），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上提起这个错误２９９，总而言
之，他们找到一种绝妙的借口来抹杀 １８４８ 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
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

向。利用论敌的错误———即使是关于波尔恩的姓氏问题的错误，本来是非常自然

的事情。但是利用纠正译文的手段来抹杀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

是害怕涉及争论的实质。（这是作者为 １９０７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第 ２４０—２４１ 页。———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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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１４ 日〕）

农民运动在俄国现今的民主革命中的巨大意义，所有的社会

民主党报刊都已经阐述过很多次了。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三次代表大会２６１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以便更加确

切地规定和统一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对目前农民运动所采取

的行动。虽然这个决议是预先准备好了的（第一个草案刊登在今

年 ３ 月 １０ 日（２３ 日）《前进报》３０１第 １１ 号上①），虽然这个决议曾

由力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已经确定了的观点表述出来的党代

表大会仔细修改过，它还是引起了在国内工作的许多同志的疑虑。

萨拉托夫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个决议不能接受（见《无产者报》２５９第

１０ 号）。我们当时就表示希望他们能对这种看法作出解释，可惜

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只知道，萨拉托夫委员会认为新火

星派代表会议２６２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它

所不满意的是这两个决议共同的地方，而不是它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收到的莫斯科一位同志的来信（用胶版印成传单），是关

于这个问题的新材料。现在把这封信全文转录如下：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９ 卷第 ３２８—３２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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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央委员会和

在农村工作的同志的公开信

　 　 同志们！莫斯科委员会的郊区组织已经在农民中间直接开始工作了。
由于缺乏组织这种工作的经验，由于我国中部的农村有其特殊的条件，由于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不够明确，以及在定期刊物和一般

刊物上几乎完全没有农村工作的参考材料，所以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央给我们

寄来原则性和实践性的详细指示，并请求各位从事同样工作的同志，把你们

从经验中得到的实际材料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阅读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的决议时所产生的疑虑，以及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农村实行的组织计划告诉

你们。

“（一）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宣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

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

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这一条首先就没有说清楚，党组织将要怎样进行和应该怎样进行宣传。

为了进行宣传，首先就要有一个同宣传对象十分接近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

所组成的委员会是否就是这样的组织，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进行口头宣传和文

字宣传的组织方法。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关于坚决支持的诺言也是如此。支持，而且还是坚决支持，这也只有在

当地有了组织以后才能办到。关于“坚决支持”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是极其

模糊的。社会民主党能不能支持没收那些用集约方法经营、采用机器和种植

贵重作物的地主土地呢？把这样的土地转交给小资产阶级私有者———不管

改善他们的状况是多么重要———就这种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会是倒退

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既是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在这个关于“支持”的

条文里加上如下的保留条件：“如果把这些土地没收来交归农民（小资产阶

级）所有的办法将是这些土地上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更高形式的话。”

其次：

“（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

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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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怀疑的是本条中最后一句话。问题在于“农民协会”一类的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组织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类的反动的空想主义的组织，是在自己的

旗帜下把农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一同组织起来的。我们

使农村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样的“农民”委员会，就会自相矛盾，就会

和我们对于联盟问题等等的观点相矛盾。

我们觉得这里必须作些修正，而且是很重大的修正。

这就是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些共同的意见。希望尽可能迅

速和尽可能详细地加以研究。

至于说在我们郊区组织中建立“农村”组织的计划，我们则要在第三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本没有提及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首先必须指出，我们

活动的区域———莫斯科省以及与它接壤的邻省各县———主要是从事工业的

区域，手工业不太发达，专门从事农业的居民为数甚少。这里有拥有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名工人的大工厂，也有散处于偏僻乡村的、拥有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名工人的小工厂。有人会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一定能

够为自己找到最适宜的基地，但是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肤浅的设想是经不起

批评的。虽然某些工厂已存在了 ４０—５０ 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无
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土地断绝关系。“农村”把无产阶级束缚得很紧，

以致“纯粹”无产阶级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条件和其他条

件，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并未发展起来。我们的“无产者”的农业，是一种

混杂的形式。工厂的织工雇用雇农去耕种他的一小块土地。他的妻子（如

果她不在工厂中工作）、儿女、老人、残废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而当他自

己老了，残废了或者因狂暴或可疑的行为而被逐出工厂的时候，也要到这里

来工作。这样的“无产者”很难叫做无产者。他们按经济地位来说是赤贫

者，按意识形态来说是小资产者。他们毫无知识，思想保守。“黑帮”分子就

是从他们中间招募来的。但是最近他们也开始觉醒起来了。我们以“纯粹

的”无产阶级为据点，把这些愚昧的群众从千百年的睡梦中唤醒，而且做得

不是没有成绩的。据点正在增加，有的地方正在巩固起来，无论工厂或农村

中的赤贫者都渐渐受到我们的影响，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在非“纯

粹”无产者群众中间建立组织，不会是不正统的。我们没有别的群众，如果

我们坚持正统原则，只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那我们就得解散我们的组织和

我们邻区的组织。我们知道，我们对于那种渴望没收被地主荒废了的耕地和

其他土地以及渴望没收僧侣们不能好好经营的土地的心理，是很难反对的。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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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民主主义君主”派（在鲁扎县有这样的派别）

起，直到“农民”协会止，都会和我们争着去影响“赤贫者”，但是我们要武装

后者去反对前者。我们要利用郊区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无论是知识

分子的或者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我们的由“赤贫者”组成

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我们将按下面的计划来进行工作。在每个县城或大

的工业中心，我们都要建立直属郊区组织的县小组委员会。县委员会在它的

辖区内，除建立工厂委员会外，还要建立“农民”委员会。为了保密起见，这

种委员会的人数不应该很多，其成员应该是最富于革命精神和最能干的赤贫

农民。在既有工厂又有农民的地方，必须把两者组织在一个分组委员会中。

这样的委员会首先应当明确地认清当地的情形：（一）土地关系：１ 农民
份地、租地、土地占有形式（村社占有、个体农户占有等等）。２ 周围的土地：
（ａ）何人所有；（ｂ）多少土地；（ｃ）农民同这些土地的关系；（ｄ）使用这些土地
的条件：（１）工役。（２）为租用“割地”而交纳过高的租金等等；（ｅ）欠富农和
地主等等的债务。（二）各种赋税，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课税的高度。（三）

外出做零工和手工业，身份证，有无冬季雇佣等等。（四）当地的工厂，那里的

劳动条件：１ 工资，２ 工作时间，３ 行政当局的态度，４ 居住条件等等。（五）
行政当局：地方官、乡长、录事、乡审判官、乡警官、神父。（六）地方自治机关：

农民代表、自治机关所属的教员和医生、图书馆、学校、茶馆。（七）乡会：成分

及其主管事宜。（八）组织：“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农民委员会了解到这些材料后，必须在乡会上根据各种不正

常现象作出决议。同时，这种委员会还应该在群众中间加紧宣传社会民主党

的思想，组织各种小组、飞行集会、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和书刊，给党募集经

费，并通过县小组去和郊区组织取得联系。

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许多这样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郊区组织员

我们当然不会去拟定这位同志所说的那种实践性的详细指

示，这是当地工作人员和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俄国中央机关的事

情。我们打算利用莫斯科同志的这封内容丰富的来信说明一下第

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迫切任务。从信里可以看到，第三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引起的疑虑，只有一部分是由于理论上发生怀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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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而引起的。引起这种疑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新的、先前没有

发生过的问题，即“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在农民中工作的“社会民

主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单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证明

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提到日程上

来的，已经是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是一些由于“农村”鼓动的实

际需要而产生的问题———现在这种鼓动已开始加强并且具有固定

的形式。写信人不止一次地忘记，他责备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明确，

其实他是在寻求党的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那种问

题的答案。

例如，写信人说，“只有”在当地建立了组织，才能宣传我们的

思想和支持农民运动，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组织

是我们很希望有的，而且在工作扩大的情形下是必须有的，但是上

面所讲的那种工作，即使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而

且必须进行的。甚至我们只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农民问题，而应该宣传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整

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声明，即我们支持农民起义。必须

通过书刊，通过工人，通过特别的组织等等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必

须使农民知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坚决支持他们，直到没收土

地（即无偿地剥夺私有者的土地）。

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应该用特别的保留

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变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财产”

的做法。不过，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恣意缩小了第三次代

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没有一句话提到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

没收来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问题。决议上说：我

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但是夺来

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根本没有去解决。代表大会把这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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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留做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 １１、１２、１５ 号）的

一些文章①中可以看到，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例如，在

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

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２３３不同，我们认

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

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

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在于农民要认识到并

且在实际上去用革命手段摧毁旧制度。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强调

“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革命农民委员会，我们说，没有革命

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

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然而决不是

直到制定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

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

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

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

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

任务。

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

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的）

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

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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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轻率地

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三

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说的是“肃清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

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一切场合和一

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

动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动成分，我们要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

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预

先把它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

争。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交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

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

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仍然要斗争，在

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

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

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

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

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

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

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

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

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

“社会化”的诺言，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

件，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

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

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

阶级反对一般农民。现在就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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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内部力量的组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入冒险主义，

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而且

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

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

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不许诺从现在农民起义的胜利

中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

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

们的学说并不像社会革命党人的天花乱坠的话语那样“甜蜜”，谁

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水给他喝，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

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

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解答了关于委员会的问题。

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农民委员会是不应该有的，因为如果是社

会民主党的，就不会只是农民的①；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

无产阶级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

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我

们自己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

农民，有赤贫者，有知识分子，有娼妓（不久前，一个工人写信来问

我们，为什么不到娼妓中间去进行鼓动），有士兵，有教员，有工

人，———总而言之，有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但没有一个不是社会民

主党人的人。这些委员会将从各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

作，同时又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专门和单独组织起来，因为社会民

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认为把没有完全清除各种旧残余的

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不正统”的，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很希

望是这样：信上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只是出于误解。城市工业无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① 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也绝不会专门是农民的”。———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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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像我

们党纲所说的那样，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手工业者、赤贫者、乞

丐、仆役、游民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教育

他们，组织他们，———当然是在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就是要他

们归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归附他们，要他们转到无产

阶级的观点上来，而不是无产阶级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

读者会问：那么革命农民委员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不需

要革命农民委员会呢？不，需要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各地

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

民主主义分子、集团以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

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

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似。① 我们主张农民起义。我

们坚决反对把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员和各种不同的政党混淆起来，

融合在一起。我们主张，为了起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推动全体革命

民主派，帮助他们全体组织起来，和他们肩并肩地———但是不和他

们融合在一起———在城市进行街垒战，在农村去反对地主和警察。

城市和农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万岁！当前革命中整个革命

民主派的先进部队———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１４ 日）
《无产者报》第 １６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１ 卷
第 ２１７—２２５ 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① 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农民运动是农民起义的开端。”———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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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３０２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１１ 月 ７ 日〕）

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

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各国

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

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

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

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 ３０ 年以前，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

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

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曼语国家，如法国、西班

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１１６、布朗基

主义７８、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

不是无产者的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

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

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

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

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

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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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

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 ２５ 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

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如果说，

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

得到了胜利，那么，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发

展———特别是 １９０２ 年著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３０３以后———则使

衰落了的民粹主义又稍微活跃起来。用欧洲时髦的机会主义（修

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１１７、对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陈旧的民

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２３３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

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

农民问题都占中心地位。

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否认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

战士的作用；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

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１２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完整

的学说现在只剩下一些残枝败叶了，但是为了自觉地弄清楚现在

的争论，为了不使这些争论成为互相谩骂，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国

的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迷误的一个总的和根本的民粹主义的

根源。

民粹派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农夫。这种看法是由迷信村

社的社会主义性和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命运所必然产生的。马克思

主义者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工人，而俄国农业和工业中资本主

义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他们看法的正确性。在俄国，工人运动已

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而关于农民运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之间的全部分歧，直到现在为止都表现在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不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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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上。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正好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它

正好意味着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它恰恰不承认任

何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它恰恰不是以大经济，而是以小经济为出

发点的。总而言之，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

社会主义运动。民粹派对农民村社的迷信以及民粹派的无政府主

义，完全说明了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

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像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民

主革命的必然伴侣，而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

级革命。农民运动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

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

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

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会铲除资本主义，

恰恰相反，它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

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展纯粹

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里就有两种正好相反的看法，凡是想要弄清社会革命

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原则分歧的人都应当清楚地了解这两

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看法认

为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

社会革命党人千百遍地反复说（例如参看《革命俄国报》２３２第 ７５

号）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忽视”（根本不理会）农民问

题，这表明他们是多么无知。要反对这种十分无知的说法，只有一

个方法：反复讲述一些最浅显的道理，把民粹派旧有的一贯看法说

清楚，一百遍一千遍地指出真正的分歧既不在于愿意或者不愿意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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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农民问题，也不在于承认或者忽视农民问题，而是在于对俄国

当前的农民运动和当前的农民问题有不同的估计。说马克思主义

者“忽视”俄国的农民问题的人，首先就是十分无知的，因为俄国

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主要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

歧》（这本书在 ２０ 多年以前就出版了）起，主要就是说明民粹派对

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谁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

农民问题，这就证明他企图逃避充分估计真正的原则性的意见分

歧：当前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按

其客观意义来说是不是反对农奴制的残余？

社会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

明确的回答，因为他们糊涂透顶，分不清旧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

的看法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

者所以把社会革命党人叫做抱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小资产阶

级思想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估计不能摆脱民粹派

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来重复最浅显的道理。当前俄国的农民

运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土地和自由。这个运动的完全的胜利将

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获得了自由，就会推翻地主和官吏在管理

国家方面的统治。如果它获得了土地，就会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

农民。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夺去地主的土

地）是否会消灭商品经济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

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灭农户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会

化的”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

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除拥有许多牛马的富裕农民和雇

农、日工之间，即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呢？

不，不会消除。恰恰相反，上层等级（地主）被粉碎和消灭得愈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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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峙也就愈深刻。农民起义

的完全胜利将有怎样的客观意义呢？这个胜利将会彻底消灭农奴

制的一切残余，但是决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会消灭资

本主义，不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划分为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当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的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

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

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当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

样的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

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①向农民解

释，单是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不够。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

还应当为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作准备，而要做到

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

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俄国资

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

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

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

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

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

们为了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

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

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

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

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① 手稿上在“应当”之后还有“不倦地”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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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

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

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主义这些起码的真理（这些真理是

社会革命党人始终不愿去研究的），我们就很容易评价社会革命

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下列“最新的”反驳意见了。

《革命俄国报》（第 ７５ 号）喊道：“为什么非得先支持全体农民

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全体农民，

而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

干，只有天晓得。”

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

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

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

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

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

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

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而在我们俄国，眼前摆着两种不同的社

会力量的两种不同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地方（告诉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农民村社内，即他们

认为是完全“社会化的”土地上，这种生产关系也是存在的）进行反

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小土地占有者阶层，即小资产者阶层的农

民进行反对一切农奴制残余、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只有完全不

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

会战争。用“立即”这种字眼蒙住眼睛不看这两种战争的区别，就等

于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不肯对现实作任何分析。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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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旧民粹主义观点的完整性，他们甚

至连民粹派本身的学说中的许多东西都忘记了。在同一号的《革

命俄国报》上还写道：“列宁先生在帮助农民剥夺地主的同时，不

自觉地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多少已经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形

态的废墟上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

看，这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先生们，你们该知道点羞耻吧！你们竟然把你们的瓦·沃·先

生忘了！查看一下他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尼古拉·—逊先生的

《概况》以及你们的哲人们的其他著作吧。那时你们就会记起俄国

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那时你们便会知

道还有工役制这种徭役制的直接残余的存在。假使你们再去看看

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３卷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你们就

会明白，除非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徭役制经济无论在什么

地方都没有而且也不能发展和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诋毁马克

思主义，你们使用的是极其平常的、早已被人揭穿了的方法：你们硬

把大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直接代替大的徭役制经济这种滑稽的简单

化的看法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你们说，地主的收成比农民的高，所

以剥夺地主是后退一步。这种议论只应当出自中学四年级学生之

口。先生们！请想一想吧，在农奴制度崩溃的时候，把收成低的农

民土地从收成高的地主土地中分开来，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现代的俄国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现

在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按其客观意义来说，就是农民同农奴制残余

的斗争。但是如果企图把一切单个的情况都列举出来，把每一单

个的情况都加以衡量，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哪里是农奴

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你们自己固有

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从小商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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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里买来的用品的价格中，哪一部分是劳动价值构成的，哪一部

分是欺诈等等构成的。先生们，这是不是可以说，劳动价值论应当

被抛弃呢？

现代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只有学

究先生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义务就是把每一单个的情

况下的每一个细小的特点都按它的某种社会性质加以衡量、计算

并一一记录下来。只有空想家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用

不着”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实际上，从这里只能作出

唯一的一个结论：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和自己的策略中，应当把反

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民主主义

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

在现代的半农奴制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发展得愈明

显，立即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也就愈加迫切，因为在上

述情况下，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没收，纯粹资本主义的或纯粹无产阶

级的对抗性都会愈加迅速地暴露出来。在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

特点愈突出，民主主义的没收就愈能迅速地推动真正的争取社会

主义的斗争的发展，也就是说，借助于“社会化”这种字眼把民主

革命虚假地理想化就愈加危险。这就是从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

和农奴制混在一起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所以，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

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

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

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

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彻底支持

最坚决的民主主义，但是它决不受那种想在商品经济下造成“平

均制”的反动幻想和尝试所迷惑，从而离开革命的道路。农民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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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斗争现在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经济和政治的

演进时期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革命的，我们支持这种革命的民主主

义的措施。不过，把这种措施称为“社会化”，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说什么在商品经济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可是一种反动

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个美名只好让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去独享了。

载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１１ 月 ７ 日）
《无产者报》第 ２４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
第 ３７—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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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２６ 日〕）

十月革命３０４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

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

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

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

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３０５还在“非法地”出版，但

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

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

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

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

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

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

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

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

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

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

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

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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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

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

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

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

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

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

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２５９，仍

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

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

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

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

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

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

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

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

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

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

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

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做

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做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

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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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

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

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

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

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

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

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

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

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

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

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

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

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

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

夫１０８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

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

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完成任务。不，在

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

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

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完成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

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

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

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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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

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

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

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

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

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

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

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

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

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

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

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

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

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

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

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

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

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

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

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

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

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

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

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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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做

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

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

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

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

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

的小说①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

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

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

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

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

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

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

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

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

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

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

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

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

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① 《新生活报》上显然误印为“в рамках”，按意思应为“в романах”。———俄文版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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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

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

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

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

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

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

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

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

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

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

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

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

运动汇合起来。

载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新生活报》第 １２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
第 ９２—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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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革命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２８ 日〕）

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３０６日益扩大。事情已临近总的解决了。

为自由而斗争的海陆军士兵甩开了长官。秩序井然。政府重演喀

琅施塔得事件的卑鄙的阴谋３０７未能得逞，未能挑起任何残杀暴

行。舰队拒绝开往海面，并且威胁着城市，如果当局企图镇压起义

者的话。曾因“大胆”扬言要用武器保卫 １０ 月 １７ 日宣言３０８所许

诺的自由而被撤职的海军中尉施米特，接受了“奥恰科夫号”舰的

指挥职务。据《俄罗斯报》３０９报道，今天（１５ 日）是规定海军士兵

缴械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了。

因此，我们正处在决定性关头的前夕。最近几天（也许几小

时）就能看出，是起义者获得全胜，还是他们被镇压下去，或者签

订某种协定。无论如何，塞瓦斯托波尔事件标志着军队中旧的奴

隶制度（即把士兵变成武装机器，把他们变成镇压任何自由意愿

的工具的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

俄国军队（像在 １８４９ 年那样）到国外去镇压革命３１０的那种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军队已经坚决摒弃了专制制度。军

队还并不都是革命的。陆海军士兵的政治觉悟还很低。但重要的

是他们已经觉醒了，在士兵当中开始了自己的运动，自由精神已经

渗入了各地的营房。俄国营房往往比任何监狱还恶劣；任何地方

也不会像营房这样压制和压迫个性；任何地方也不会有这种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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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的折磨人、毒打人和凌辱人的现象。现在这种营房也变成了

革命的策源地。

塞瓦斯托波尔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谈海

陆军中以往的那些直接起义的企图。我们只拿彼得堡的火星同塞

瓦斯托波尔的大火比较一下。我们回想一下现在彼得堡各部队士

兵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本报昨天已经登载了）。这一张要求的

清单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文件啊！它是多么清楚地表明，奴隶般的

军队在变成革命的军队。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类要求在一

切海陆军中扩散呢？

彼得堡的士兵想要改善衣、食、住的条件，增加饷银，缩短服役

期限和每日操练时间。但是，在他们的要求中还有大部分是只有

作为公民的士兵才能提出的。有权穿着军装“同所有公民一样”

参加一切会议；有权在营房中阅读和保存一切报纸；信仰自由；各

民族一律平等；完全取消一切在营房以外对上级的敬礼；取消勤务

兵；取消军事法庭并且把一切军事法庭的案件交给一般民事法庭；

有权提出集体控告；有权在长官稍有打人的意图时就实行自卫。

以上就是彼得堡士兵的最主要的要求。

这些要求表明，绝大部分军队同争取自由的塞瓦斯托波尔起

义者是一致的。

这些要求表明，专制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

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是不能指望得到士兵的丝毫

同情的。

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

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

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２６６的奴仆和警察

的帮凶。不能置身于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之外。谁对这个斗争漠

军队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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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心，谁就是支持警察政府胡作非为，这个政府许诺自由不过是

在嘲弄自由罢了。

作为公民的士兵提出的要求，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一切

革命政党的要求，是觉悟工人的要求。加入自由的支持者的行列，

转到人民方面来，这是自由事业获得胜利和士兵要求得以实现的

保证。

但是，为了真正彻底地和牢靠地实现这些要求，必须再前进一

小步。应当把那些饱受万恶的营房苦役折磨的士兵的一切个别愿

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要求。把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就是：取

消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

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

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

力的工具，成了资本用来反对劳动的奴仆，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

子手。在我国伟大的解放革命中，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些局部要求

上。我们要铲除祸根。要根本取消常备军。让军队同武装的人民

相结合，让士兵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带给人民，取消营房而代之以自

由的军事学校。如果武装的人民消灭了军阀，把所有的士兵变成

公民，把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变成士兵，如果俄国自由的砥柱

是这样的武装的人民，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敢来侵犯自由

的俄国。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

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

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

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

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

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

军队和革命



６７１　　

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

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载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新生活报》第 １４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
第 １０２—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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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１２ 月 ２ 日〔１２ 月 ９ 日和 １５ 日〕）

一

　 　 俄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地波及到愈来愈广泛的居民阶层，因而

许多非党组织相继建立。对人们要求联合的呼声的镇压和迫害愈

长久，这种要求也就愈强烈。各式各样往往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

经常产生，它们的性质也是非常独特的，这里的组织不像欧洲的组

织那样有明显的范围。工会带有政治性质。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

结合在一起（例如罢工），形成了种种临时性的或者比较固定的组

织的联合形式。

这种现象有什么意义呢？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现象应当采取

什么态度呢？

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

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

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

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

义工人政党而努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全体人民日益深刻地

划分成各个阶级，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项工作在群众中

的成效也就愈大。

俄国目前的革命产生了而且正在产生许多非党组织，这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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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以理解的。这个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民主革命，即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要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资产阶级制

度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阶级

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革命是全民革命。当然，这并不

是说，我国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这个革

命的矛头是指向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过时和就要过时

的那些阶级和等级的，因为它们同资产阶级社会格格不入，阻碍这

个社会的发展。既然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在它的一切基本特征上

已是资产阶级式的，既然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已经在资产阶级

的条件下生活，那么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区区少数，同“人民”比较

起来确实是“一小撮”。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必然表现

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斗争的“全

民的”、初看起来是非阶级的性质。

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像其他国家的一样，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比较不发展。诚然，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程度远远超过了 １８４８ 年的德国，更不要说 １７８９ 年的法国了。

但是毫无疑问，在我国，“文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

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

盾，就是说，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

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

斗争的条件。

其实，如果仔细看一看现在俄国每个工厂、每个办公室、每个

团队、每个巡逻队、每个教区、每个学校等等提出的无数要求、委托

和申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纯粹是“文明的”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求。我想指出，这本来不是特殊的阶级

要求，而是起码的法律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破坏资本主义，反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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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使资本主义走上欧洲方式的道路，会使资本主义摆脱粗暴、野

蛮、贿赂以及其他“俄国”农奴制的残余。实质上，无产阶级的要

求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仅限于这样一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

实现的改革。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迫切要求不是破坏资本主义，

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工人

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在运动的最初阶段

就自发地表现出来了，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还没有提出来，提

到日程上的只是工人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属于资本

主义范围内的经济要求。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

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至于农民这个在数

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广大居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最高纲

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

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

地发展起来。今天的农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不管这个

说法在我们那些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温情的骑士的温情的耳朵听来

是多么“逆耳”。

当前的革命的上述性质使一些非党组织相继产生，这是十分

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运动必然具有表面上非党性的迹象，

即非党性的外表，当然只是外表而已。对“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

求、对联合的要求、对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

笼罩了一切，联合了一切阶级，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党性，激励着还

远远不能提到党性高度的人们。由于对当前的、必需的起码的权

利和改良的迫切需要，对以后的一切事情的想法和考虑都推迟了。

对当前的斗争的热衷（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

斗争的胜利），使人们把这些当前的起码的目的理想化，把它们描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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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得十全十美，甚至有时给它们披上幻想的外衣；普通的民主主

义，即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被当做社会主义，被列入社会主义

“范畴”。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党的”；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构成

一个“解放的”（实际上，是解放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一切

的一切，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斗争中的先进

作用，都带有轻微的“社会主义”的味道。

在这种条件下，非党性的思想不能不暂时取得某些胜利。非

党性不能不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因为时髦就是毫无办法地跟在

实际生活后面做尾巴，而最“一般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就是非党

的组织，非党的民主主义，非党的罢工主义，非党的革命性。

现在试问，各阶级的拥护者、代表人物应当如何对待非党性这

一事实，如何对待非党性这种思想呢？应当不是指主观上，而是指

客观上，即不是指必须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而是指由于不同的阶级

利益和阶级观点，必然形成对待这个事实的某种态度。

二

　 　 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非党性是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产物（或者也可以说是：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

因为在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们当中，没有政党

就意味着没有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新的斗争。谁进行

“非党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谁就或者是不了解自由的资产阶级

性质，或者是把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神圣化，或者是把反对资产阶级

制度的斗争，把“改善”这个制度的工作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

日３１１。反过来说，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制度方面，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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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的思想。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

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

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

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

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

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

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

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３０４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

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

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

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观点漠不关

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地位，支持资

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冷淡态度

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

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

“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

来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

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

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

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

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就等于实

际上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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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虽然还处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但是已经提供了不少

的材料证明上述的一般看法的正确性。只有社会民主党，觉悟的

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我们的自由派，资

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不能够容忍社会主义的党性，不想听到阶级斗

争，这只要回想一下不久以前罗季切夫先生的演说就够了，这个人

已经上百次地重复国外《解放》杂志２６０和俄国自由派的无数附属

机关报所再三重复的东西。最后，俄国各色各样的“激进分

子”———从《我们的生活报》２６８、“激进民主派”３１２到“社会革命党

人”２３３为止———的观点鲜明地表现了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思

想意识。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说，在“社会化”（无须资本社会化的

土地社会化）的口号中最明显地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把社会主

义和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了。大家还知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激进

主义能够容忍，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性思想却不能容忍。

在我们的文章中没有分析俄国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纲领和

策略是怎样反映出各阶级的利益的。这里我们只是顺便提一提这

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谈一谈关于我党对待非党组织

的态度的实际政治结论。

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参加非党组织呢？如果可以，那么在什

么条件下可以参加呢？在这种组织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和原则地回答说：不可以。如果

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参加非党的（即或多或

少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的）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在民主

革命时代，拒绝参加非党组织，在一定的场合下就等于拒绝参加民

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必须把这些“一定的场合”限

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只有在严格规定的、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才

能够参加。这是因为，如果非党组织的成立，正像我们所说的，是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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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阶级斗争不太发展，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严格的党性则是

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

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

实际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他的“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

主义）信仰是多么真诚。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参加非党组织仅仅

作为一种例外才是允许的。而参加非党组织的目的、性质、条件等

等都应当完全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准备和组织社会主义无产阶

级自觉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形势可能迫使我们参加非党组织，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尤

其是在无产阶级起杰出作用的这样的民主革命时代。例如，为了

向没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听众宣传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社会

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参加非党组

织可能是必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参加非党组织是贯彻自己的

观点的一种手段；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而

缔结的战斗协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都只能是暂时的。在这

两种情况下，只有在充分保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以及在

被派到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当代表”的党员和党组接受全

党的绝对监督和领导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

当我们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

是有巨大的、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现在，当党愈来愈公

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

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

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就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党的

联合会或委员会中的活动提出报告，就这一活动的条件和任务提

出报告，一切党组织就这一活动作出决议，这些都应当作为工人政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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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日常活动。只有全党实际参加来指导这一活动，才能够切实

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明显地区别

开来。

我们在非党的联合会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第一，利用

一切可能性进行独立的联系，宣传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纲领。第

二，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

治任务，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政治口号，提出进行斗争的革命民主派

（不同于做交易的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应当实现的改革的“纲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让我们的党员参加今天由工人建

立、明天由农民建立、后天由士兵等等建立的非党的革命组织，并

在其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完成工

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

和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获

得自由，以便进行推翻资本统治的无情斗争。

载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１２ 月 ２ 日
《新生活报》第 ２２ 号和第 ２７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
第 １２３—１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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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９ 月 １１ 日〕）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的莫斯科》（１９０６ 年莫斯科版）一书３１３的问世，

是再及时不过了。吸取十二月起义的经验，是工人政党的迫切任

务。可惜的是，就像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这本书材料十分令人

感兴趣（尽管不完备），但是结论却作得非常草率，非常庸俗。关

于这些结论，我们以后专门来讲①，现在只谈一谈目前最迫切的政

治问题，谈谈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莫斯科十二月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和平的罢工和示威。绝

大多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然而，正是

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

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

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一切革命政党，莫斯科的一切工会，在宣布罢工时就已经意识

到，甚至感觉到，罢工必然会变成起义。１２ 月 ６ 日，工人代表苏维

埃曾作出决定，“要努力使罢工变成武装起义”。但是，事实上一

切组织对这件事都没有准备好，甚至战斗队联合委员会３１４谈到

（１２ 月 ９ 日！）起义时也好像是在谈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巷战发

生时它当然毫无所知，没有参加。各个组织都没有能够跟上运动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３ 卷第 ３８３—３８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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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规模。

罢工发展为起义，首先是由 １０ 月以后形成的客观条件促成

的。举行总罢工已经不能使政府措手不及了，政府已经把准备采

取军事行动的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了。无论 １０ 月以后的俄国革

命的总的进程或莫斯科 １２ 月期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都惊人地证

实了马克思的一个深刻原理：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联

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

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①。

１２ 月 ７ 日和 ８ 日这两天，群众举行了和平罢工、和平示威。８

日晚上，阿克瓦留姆花园被包围３１５。９ 日白天，龙骑兵在斯特拉斯
特纳亚广场屠杀群众，晚上菲德列尔学校被捣毁３１６。民情鼎沸。

街上无组织的人群完全是自发地但又犹犹豫豫地在构筑第一批

街垒。

１０ 日，开始向街垒和街上的人群进行炮击。构筑街垒已经不

再犹豫不决了，已经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大批地在构筑。全城的

民众都涌上街头；全城的主要中心地区都布满了街垒。战斗队员

同军队进行了好几天顽强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使军队疲惫不堪，

杜巴索夫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 １２ 月 １５ 日，政府军队才完全占

优势，１７ 日谢苗诺夫团才把普列斯尼亚区这个最后的起义据点

攻破。

由罢工和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构筑个别街垒进而构筑

大批街垒并同军队进行巷战。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各

种组织的前面，由罢工发展成了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个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７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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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用极大的牺牲作代价换来的。运动从政治总罢工发展到了

最高的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采

取极端的进攻手段的时机大大提前到来。反动派炮击街垒、房屋和

街上的人群以后，已经再也无路可走了。革命则除了组织莫斯科的

战斗队以外，还有别的道路可走，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

很多的道路可走。革命从十二月事件以后又大大前进了。革命危

机的基础已经更加广阔得多，这时刀锋必须磨得更加锐利了。

无产阶级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快地感觉到了要求由罢工转为起

义的客观斗争条件的变化。这时也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实践走

到了理论的前面。和平的罢工和示威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工人的要

求了，工人们问道：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构筑街垒的指示下达到各区很迟，当时中心地区已经在构筑街垒

了。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干这件事，但是他们对此还不满足，他们又

问道：下一步又怎么办？他们要求积极行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

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像一个这样的将领，他

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非常荒谬，以致他指挥的大部分队伍都没有

能积极参加战斗。工人群众曾经想方设法要得到关于采取积极的

群众性行动的指示，可是没有得到。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

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用不着举行那次不合时宜

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３１７。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

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

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因

此现在我们也就应当公开地大声承认举行政治罢工是不够的了，

应当在最广大的群众中鼓动武装起义，而不要用任何“预备阶段”

来掩盖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要模糊这个问题。向群众隐瞒必须进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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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你死我活的流血的歼灭性的战争这个未来行动的直接任务，就

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此。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

的性质、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变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

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说什么同

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行的，需要使军队成为革命的军队。当然，

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假使革命没有波及军队，那也就根本谈

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

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它

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看法

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军队的动摇是不

可避免的，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

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

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杜巴索夫自己说过，在

莫斯科 １５ ０００ 人的军队中，只有 ５ ０００ 人是可靠的。政府为了控

制动摇分子而无所不用其极：说服他们，诱惑他们，用发给表和钱

等等收买他们，用伏特加灌醉他们，欺骗他们，威吓他们，把他们禁

闭在营房里，解除他们的武装，通过告密和暴力把那些被认为最不

可靠的士兵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

地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我们未能利用我

们所拥有的力量，来积极、大胆、机智、主动地争取动摇的军队，而

政府却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成效。我们已经着手在思想上“影

响”军队，而且今后还要更加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

忘记在起义的时刻还需要进行实际具体的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

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

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在十二月的日子里给了我们从思想上“影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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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军队的卓越教训。例如，１２月 ８日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上，有

一大群人把哥萨克军队团团围住，同军队混合在一起，同他们联欢，

结果使他们撤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１０ 日那天在普列斯尼亚区，

在上万人的人群中，有两个青年女工打着红旗向哥萨克军队迎面走

去，她们大声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这时哥

萨克军队不知所措，只好在人群高呼“哥萨克万岁！”声中疾驰而去。

这些英勇无畏的范例，应该永远铭记在无产阶级的心里。

但是，请看看我们落后于杜巴索夫的例子吧。１２ 月 ９ 日，有

些士兵唱着马赛曲沿着谢尔普霍夫街行进，去同起义者会合。工

人们派代表去会见他们。这时马拉霍夫也亲自骑马拼命向他们那

里疾驰。工人们来迟了，而马拉霍夫却及时赶到了。他发表了激

昂慷慨的演说，把那些士兵说得动摇了，随后又用龙骑兵包围了他

们，把他们送回营房禁闭起来。马拉霍夫及时赶到了，而我们却没

有及时赶到，虽然在两天之内已经有 １５ 万人响应了我们的号召，

他们本来能够并且应当在街道上组织巡逻的。马拉霍夫用龙骑兵

包围了士兵，而我们却没有用掷弹队包围马拉霍夫们。我们当时

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何况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早已（旧《火星

报》１３９）指出，在起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民政长官

和军事长官。显然，在涅斯维日兵营前，在克鲁季茨基兵营前，在

无产阶级试图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团“撤走”时，在派代表到亚历

山德罗夫工兵队去时，在派往莫斯科的罗斯托夫炮兵中途撤回去

时，在解除科洛姆纳工兵的武装时，等等，都曾大致重复过谢尔普

霍夫街发生的情况。我们在起义的时刻，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争

取动摇的军队的任务。

十二月事件还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另一个深刻的、被机会

主义者遗忘了的原理。马克思写道，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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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准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３１８我们没有充

分领会这一真理。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学习这种艺术，学习这个无

论如何都要实行进攻的准则，也没有把它教给群众。现在，我们应

当竭力弥补我们的缺陷。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划分

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划分派别。

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

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

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局势将迫使我们按照这一

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

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必须

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敌方的长官，为争取

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莫斯科起义给我们的第三个伟大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战术和

起义力量的组织。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个真理，

恩格斯曾反复向马克思主义者作过通俗而详尽的解释３１９。现在，

军事技术已经不是 １９ 世纪中叶那样的了。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

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考茨基说得对，他说，在莫斯科起义

以后，应该重新审查一下恩格斯的结论了，因为莫斯科起义推出了

“新的街垒战术”３２０。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这种战术

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可以由十人、三人

甚至两人组成。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

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

一笑，不过是回避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巷战所提出的战术和组织

的新问题的一种最廉价的办法。先生们，你们仔细读一读关于莫

斯科起义的记述，就会明白“五人小组”和“新的街垒战术”问题有

什么联系了。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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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起义推出了这个新战术，但是远没有加以发展，远没有

在多少广泛一些的、真正群众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当时战斗队

员太少，工人群众没有接到大胆出击的口号，也没有实行这个口

号，游击队的性质还过于千篇一律，它们的武器和它们的活动方法

还不够多，它们领导群众的本领几乎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当弥

补这一切缺陷，而且只要我们学习莫斯科的经验，把这一经验推广

到群众中去，鼓励群众自己发挥创造精神，去进一步发展这个经

验，我们就一定能够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

以后几乎不断发生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一定会有助

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

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

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

留情地消灭和铲除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莫斯科人

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著名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里

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３２１。

最近时期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在对日战争中出现了手

榴弹。兵工厂已制造自动步枪出售了。这两种武器都已开始成功

地在俄国革命中采用，但还远远没有被广泛采用。我们能够而且

应当利用日益完善的技术，教会工人队大批制造炸弹，帮助工人队

和我们的战斗队储存炸药、导火管和自动步枪。如果工人群众参

加城市起义，如果向敌人大规模出击，如果进行坚决巧妙的斗争来

争取那些自从杜马解散以后，自从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事件３２２

以后愈发动摇的军队，如果保证农村参加总的斗争，在下次全俄武

装起义中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

让我们吸取俄国革命伟大事件中的教训，更广泛地开展我们

的工作，更勇敢地提出我们的任务吧！我们的工作是以正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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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阶级的利益和全民发展的需要为基础的。围绕推翻沙皇政

权、由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我们正在团结并将继续团

结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农民和军队。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

也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然而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一般的、经常的、基本的任务以外，俄国当

前所处的局势还加上了一些特殊的专门的任务。我们不要做书呆

子和庸人，我们不要用一些关于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候都

有永远不变的责任的空洞借口，来推脱当前的这些特殊任务，推脱

当前这种斗争形式的专门任务。

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

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在投入一

场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

的精神，以确保斗争的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

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

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

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

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

载于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无产者报》
第 ２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３ 卷
第 ３６５—３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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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击 战 争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１０ 月 １３ 日〕）

游击活动问题引起我们党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已经

不止一次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

完整的叙述，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①。

一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

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

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

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

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

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

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

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

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３ 卷第 ３６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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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

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

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

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

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

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

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

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

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

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

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

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

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在西欧，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证实上述原理的例证。欧洲社会民

主党人认为议会制度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

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８３和无题派１５０之类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意

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

完全准备承认起义的。７０ 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

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即推翻资

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

（特别是有了 １９０５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

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街垒斗

争，以后又根据 １９ 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在有了莫斯

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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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种斗争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的经验，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提

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二

　 　 我们既已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现在就来考察一下

俄国革命。我们先回忆一下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历

史发展。起初是工人的经济罢工（１８９６—１９００ 年），接着是工人和

学生的政治示威（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农民骚乱（１９０２ 年），以各种形

式同游行示威结合在一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兴起（１９０２ 年罗斯

托夫的罢工３２３，１９０３ 年夏季罢工３２４，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事件２６４）。

全俄政治罢工连同局部的街垒斗争（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３０４，群众性的

街垒斗争和武装起义（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和平的议会斗争（１９０６ 年
４—６ 月），军队的局部起义（１９０５ 年 ６ 月—１９０６ 年 ７ 月），农民的

局部起义（１９０５ 年秋—１９０６ 年秋）。

从一般斗争形式来看，截至 １９０６ 年秋天为止，情况就是这样。

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从 １９０３ 年春天的基什尼

奥夫事件起到 １９０６ 年秋天的谢德尔采事件３２５止的黑帮２６６大暴

行。在这整个时期，策划黑帮大暴行和屠杀犹太人、大学生、革命

者以及觉悟工人的办法变本加厉，日益精巧，除了收买无知之徒施

行暴力而外，还动用了黑帮军队，甚至在农村和城镇使用大炮，派

遣讨伐队和讨伐列车等等。

这就是情况的基本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也就呈现出本文所要

研究和评价的那一现象，当然这是一种局部的、次要的、附带的现

象。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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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在革命总进

程中有什么意义？它同社会民主党所组织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

的关系怎样？这就是现在我们勾画了这种情况的一般背景以后所

要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们所关心的这一现象是一种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个别

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一部分人

（在俄国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武装斗

争有两种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目的：第一，这种斗争的目

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第二，是要没收政

府的和私人的钱财。没收来的钱财一部分交给党，一部分专门购

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用来维持进行上述斗争的人的生

活。剥夺来的大笔款项（高加索 ２０ 多万卢布，莫斯科 ８７５ ０００ 卢

布）３２６，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小笔款项，首先，有时甚至完

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这种斗争形式，显然只是在 １９０６

年，即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尖锐到发生武

装斗争程度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

加剧，是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业游民、流氓分子和无

政府主义者集团，把这种斗争形式看做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

会斗争形式。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宣布戒严状

态，动员新的部队，施行黑帮大暴行（谢德尔采事件），设立战地

法庭３２７。

三

　 　 通常对这种斗争的评价可以归结如下：这是无政府主义、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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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主义７８、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

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瓦解运动，危害革命。

人们可以从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事件中随便找出一些例子，来证实

这种评价。

但是这些例子有说服力吗？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

这种斗争形式最发展的地方，即拉脱维亚边疆区。请看，《新时

报》１５（９ 月 ９ 日和 １２ 日）对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是怎样

发泄不满的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３２８（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的一部分）所办的报纸３２９，通常发行 ３ 万份。在通告栏内，公布

了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加以消灭的奸细的名单。帮助警察局的

人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应当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居民

向社会民主党捐款必须索取盖有印章的收条。党的最近账目中载

明，在全年 ４８ ０００卢布收入中，有 ５ ６００卢布是利巴瓦支部用剥夺

手段得来购置武器的。《新时报》自然暴跳如雷，反对这种“革命

立法”，反对这个“可怕的政府”。

谁也不敢贸然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活动，说成是

一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

里显然可以看出，新的斗争形式是同 １２ 月发生过而且现在又在酝

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就整个俄国来说，这种联系还不十分明显，但

是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斗争是在 １２ 月以后才开展起

来，这种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

化有联系，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

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是由工人战斗队员或

者就是失业工人进行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那些喜欢死

板公式的人容易想到的，但是在像拉脱维亚边疆区这样明显的起

义环境里，这种用滥了的标签显然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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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显然可以看出，在我国如此

常用的、不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

正确的、非科学的、非历史的。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考虑到两次

大规模起义行动之间的间隔时期的种种特点，应当了解这时必然

会产生怎样的斗争形式，而不是用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惯用

的无政府主义、抢掠、游民行为等这套字眼来敷衍了事！

有人说，游击活动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妨把这种议论

拿来同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以后的环境，同黑帮大暴行和戒严状态的时

代对照一下。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最能破坏运动呢？是不

抵抗，还是进行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我们可以把俄国中部同俄国

西部边区即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游击斗

争在西部边区开展得更广泛，发展得更迅速。同样毫无疑问，革命

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中部要比俄国西部边区一带受

到的破坏更大。当然，我们决不想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兰和拉脱维

亚的社会民主运动所受到的破坏较小是因为进行了游击战争。不

是的。由此只应得出结论说，１９０６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

破坏的事实不能归咎于游击战争。

人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以民族条件的特点为借口，但是

这种借口特别明显地暴露了目前流行的论据的不足。既然问题在

于民族条件，那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

主义这些全俄范围和甚至专门是俄罗斯范围的过失，而在于某种

别的缘故。先生们，请你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某种别的缘故吧！

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民族压迫或民族对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因为这在西部边区一带始终都是存在的，而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

史时期的产物。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

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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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

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

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

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

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咒骂游击行

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

组织的游击活动。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

不能消除它的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

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

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

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

以上我们关于运动受到破坏的问题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风

纪败坏的问题。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

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对游击行动的斥责和诅咒，丝毫也

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极明显的风纪败坏，因为这种斥责和诅咒绝

对不能阻止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现象。有人会反

驳说，我们不能阻止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但这也不能成为

党应该采取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斗争手段的理由。但是这种反

驳纯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为马

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

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

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

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

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

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

游 击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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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上的谴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

党。这是绝对无疑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就国内战争而言，可以

证明而且也可能证明国内战争的某种形式在某个时候是不适当

的。我们完全承认可以根据军事上的适当与否来批评国内战争的

各种不同形式，而且我们绝对同意在这种问题上的最后发言权

属于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可是我们根据马克

思主义的原则，绝对主张不要用一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

义和恐怖主义的老生常谈来回避对国内战争条件的分析，绝对

主张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游击战争问题时，不要拿某个

波兰社会党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活动方式

来吓唬人３３０。

对于所谓游击战争会使运动受到破坏的借口，我们应该批判

地对待。采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

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

“破坏”。我们以前的宣传员小组曾因转向鼓动而受到破坏。后

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转向游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战争中的

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某种破坏。但是决不能

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学会

作战。如此而已。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

是小偷，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

到这类话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吗？现

在黑帮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同居民展开武装冲突和搏斗。这种现象

在目前的革命发展阶段上，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居民自发地、无组

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同样用武装冲

游 击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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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袭击来对付这种现象。我明白，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和

准备不足，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放弃党对这种自发斗

争的领导。我明白，这个问题应当由当地的实际工作者来解决，改

造软弱无力的和准备不足的组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社

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政论家不但不对这种准备不足感到痛心，反

而用一种骄傲自满的态度、纳尔苏修斯２０８式的得意神情重复他在

少年时代背诵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

词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世界上最革命的

学说遭到诋毁而难过。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使觉悟的无产阶级堕落到不可救药的无

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

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做唯一的、甚至是主

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

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

种高尚的手段。没有后面这个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进行斗争

的一切手段，确实是一切手段，都会把无产阶级弄到那些高于或低

于它的非无产者阶层的地步，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

放荡，腐化堕落。听其自然发展的罢工，往往会堕落为工人同厂主

相妥协以对付消费者的“同盟”。议会会堕落为妓院，由一伙资产

阶级政客拿“人民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反教权

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畅销货来做批发和零售的交易。报

纸会堕落为廉价的皮条客，堕落为腐蚀群众、无耻迎合群氓卑鄙本

能的工具，等等，等等。社会民主党不知道有什么万能的斗争手

段，不知道有什么能用万里长城把无产阶级同稍高于或稍低于它

的各个阶层隔绝起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

的手段，并且始终为采用这种手段规定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上和组

游 击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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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上的条件。①

四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

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 １９０２ 年说过，将来的

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

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

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

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

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

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

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

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

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

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

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

游 击 战 争

① 有人往往责备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对游击行动持轻率偏颇的态度。因此，

在这里不妨指出，在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草案（见《党内消息报》３３１第 ２ 号和列宁

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３３２）里，拥护游击活动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他们
承认游击活动的如下条件：决不容许“剥夺”私有财产；不提倡“剥夺”官家财产，而

只在受党监督并把款项用于起义需要的条件下，才容许这样做。对政府暴吏和活

跃的黑帮提倡用恐怖式的游击活动，然而必须遵守下列条件：（１）要顾及到广大群
众的情绪；（２）要注意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３）要设法使无产阶级不要无谓地
耗费力量。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这个草案实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容许

“剥夺”官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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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冲突。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

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役中也能够尽量在

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

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

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

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

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

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都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

学习一样，我们的各级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应当根据实际经验进

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硬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

甚至也不想在书斋里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

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行动的问

题，看做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

是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

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

工人正确地提出这一新的困难问题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载于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无产者报》
第 ５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４ 卷
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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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
俄译本序言

（１９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１８ 日〕）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１８２上发表的马克

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

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己的私事谈得

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

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

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

是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

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新时代》

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

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 １９０７ 年，俄国社会党

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

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

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

荡的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

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

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

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

革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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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他在 １８６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写的一封信（第 ４２ 页及以下各

页）①。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

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

差的《资本论》读者会很自然产生、因而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

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百般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

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

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值规律。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

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

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把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

保持下去”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我希望，凡是开始研

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

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

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

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

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聆听这位天才思

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顺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

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１１６的评论（第 １７ 页）。只是轻

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

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

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惟妙惟肖。②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８９—２９１ 页。———编
者注

同上书，第 ２４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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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林的评论（第 ３５ 页）①好像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

起）在 ９ 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

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

漏，而且有不少错误。信里还有对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

李嘉图的地租论。② 马克思早在 １８６８ 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的

错误”，而在 １８９４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３ 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

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

帮”２６６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所有这些

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其中谈到他的庸俗唯物

主义和从朗格著作（“教授式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正常的依据！）中

抄来的“肤浅的废话”（第 ４８ 页）③。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

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

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俄国

这样发生如此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

命采取如此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

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

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

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

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②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８０—２８１ 页。———编
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２ 卷第 ５２５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５６７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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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

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 １８６６ 年 ４ 月 ６ 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

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 １４ 年前，

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 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估价。３３３１８５０ 年，他自

己否定了自己在 １８４８ 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

幻想①。在 １８６６ 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

候，便写道：

“但愿，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最终会认识到，如

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必将再一

次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第 １３—１４ 页）②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

生的，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

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

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

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

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

“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

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经历

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

得出结论说（第 ５６页）：“这样一来，整个历史的涡流就翻腾起来了！

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的形势也会发展到这一步呢！”③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②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７ 卷第 ５１３—５１４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１ 卷第 ５１８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２ 卷第 ５８４—５８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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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

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

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像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

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

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

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

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

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２０５、司徒

卢威主义１６１和桑巴特主义３３４。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

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

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

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

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

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

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

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

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

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

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

益的。普列汉诺夫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

用不着拿起武器。”３１７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

１８７０ 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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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

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

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

武器，必须武装起来。３３５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

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

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做一个

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

际宣言３３６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

揭露了以为 １７９２ 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

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 １８７１ 年
３ 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

用这一点（像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

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７８呢？他是

否像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

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

堂呢？他是否也像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

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

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 １８７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

的信①，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

把这封信当做座右铭。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卷第 ３５２—３５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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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 １８７１ 年 ４

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

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

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

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

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

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

精神！”（第 ８８ 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和 １２ 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

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

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

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

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大骂革命浪

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

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

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２６９看到这种

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

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像绝顶聪明的■鱼３３７那样害怕讨论革命

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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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像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

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

赛进军的……”

这是在 １８７１ 年 ４ 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

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

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

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

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

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

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

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

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

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

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

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

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①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１３１—１８６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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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８３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

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

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 １８４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的和平示威

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１８７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

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把起义叫做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

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

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

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

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

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

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

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

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

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

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

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后开始
“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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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 年 ９ 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进行

战斗，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

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①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

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

的”本领。

１９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

载于 １９０７ 年由新杜马出版社
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册子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４ 卷
第 ３７３—３８２ 页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第 ３５３—３５４ 页。———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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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
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

俄译本序言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 ６ 日〔１９ 日〕）

现在介绍给俄国读者的这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贝克

尔以及 １９ 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领袖的书信集，对我国先进的马

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我们不打算详谈这些书信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对于全面

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无须说明的。

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就是，要了解这些书信，就必须熟悉论述国

际史的基本著作（见耶克的《国际》俄译本，知识出版社出版），熟

悉论述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著作（见弗·梅林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史》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等等。

我们也不打算对这部书信集的内容作概括的叙述，以及对这

些书信所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加以评论。这一点梅林在他的《与

左尔格通信集》（《新时代》杂志１８２第 ２５ 年卷第 １ 册和第 ２ 册）一

文中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出版者大概会把它附在本书后面，或者以

俄文单行本形式发行。３３８

在我们所处的革命时代，对俄国社会党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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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从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近 ３０ 年
（１８６７—１８９５ 年）的私人交往的活动中应当得出的那些教训。因

此，我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最初尝试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

斯给左尔格书信的时候，也正是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

面的“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杂

志３３９，孟什维克的《评论》３４０），这是毫不奇怪的。现在我们要请

读者注意的，也就是对本书信集中那些从俄国工人政党目前任务

来看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作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谈得最多的是英美两国和德国工人运

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当时住在

英国，而且又是同他们那位住在美国的同志通信。对于法国工人

运动的问题，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问题，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主

义者库格曼的信①中谈得最多，也最详细。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

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

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这

些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

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

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

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

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

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

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见《马克思致库格曼医生书信集》，俄译本由尼·列宁编辑并作序。１９０７ 年圣彼得
堡版（序言见本卷第 ６９９—７０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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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

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英国“社会民主联

盟”１４４（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大量言

论中，始终贯穿着的是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

“刻板的（ｓｔａｒｒｅ）正统思想”，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

不是行动的指南”①，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

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很旺盛、气势很磅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的信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在

１８６４—１８７３ 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我

们今天会处于什么境地呢？”②在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里（１８８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恩格斯谈到亨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问题时写道：

“一二百万工人在下一个 １１ 月投票拥护真正的（“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学理上

无可挑剔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③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我们这里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急

忙引用这段话来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３４１的主张或建立拉林的

“广泛的工人党”一类的主张辩护。我们要问问这些急于“引用”恩

格斯的话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一段话为“左派联盟”辩护呢？这

几封被引证的信是在美国工人投票选举亨利·乔治的那个时期写

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位嫁给俄国人的美国人，翻译过恩格

斯的著作———当时请求恩格斯（这可以从恩格斯给她的回信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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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把亨·乔治狠狠批评一顿。恩格斯回信说（１８８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来到，最好是让工人政党根据不完全纯正

的纲领开始形成起来。然后，工人自己就会明白问题在哪里，就会

“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而妨害“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

（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个大错误”①。

至于亨·乔治的思想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完全荒谬的反动

的这一点，恩格斯自然非常清楚，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给左

尔格的书信中，马克思 １８８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一封信很值得注意，在

这封信里，他对亨利·乔治作了评价，说他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

家。马克思当时写道：“亨·乔治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ｔｏｔａｌ

ａｒｒｉèｒｅ）。”②但恩格斯并不怕同这位货真价实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

起去参加选举，只是要有人善于事先向群众说明“他们自己的错

误会造成什么后果”（恩格斯 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信）③。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美国工人的一个组织“劳动骑

士”３４２（Ｋｎ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时说：“‘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直译

是：腐败的地方，ｆａｕｌｓｔｅ〉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 　 每

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

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

党就行。”④

显然，这里一点也找不到可以替从社会民主党跳到非党工人

代表大会等等主张作辩护的东西。而任何一个不愿意被恩格斯指

责为把马克思主义贬低成“教条”、“正统思想”和“宗派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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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人，则应当从这里认识到有时候必须同激进的“反动社会主

义者”一起搞选举运动。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谈论美俄两国的这些对比（我们提

到这些，只是为了回答论敌），而是要分析英美工人运动的基本

特点。这些特点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比较重大的全国性的民主

任务；无产阶级还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一小撮社会主义

者由于宗派主义立场而脱离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

丝毫不受工人群众欢迎等等。谁要是忘记了这些基本条件而从

“美俄两国的对比”中得出一些广泛的结论，那就暴露出他自己

极其肤浅。

恩格斯所以强调在这种条件下要成立工人的经济组织，是因

为当时已经非常稳固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纯

粹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所以强调成立一个即令是纲领欠妥的独立工人政党的

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所说的那两个国家中的工人根本就没有什么

政治独立性，他们在政治上过去和现在多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如果企图把从这种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应用到如下的国家或

历史时期，在这些国家或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比自由派资产者

更早成立了自己的党，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投票选举资产阶级政

客的传统，直接摆在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任务而是资产阶级民

主任务，———如果企图这样做，那就是对马克思历史方法的

嘲弄。

如果我们把恩格斯对英美两国运动的评论和对德国运动的评

论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更加明了我们的意思。

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在本书信集中也很多，并且非常值得注意。

所有这些评论贯穿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要谨防工人政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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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翼”，要向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无情地（有时是猛烈地，

如马克思在 １８７７—１８７９ 年间所做的那样）开战。

我们先从书信中引证一些论述来证实这一点，然后再来作出

评价。

这里首先必须指出卡·马克思对赫希柏格之流的评论。弗·

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中竭力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

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而且做得我们认为有点过分。例如，

在谈到赫希柏格之流的时候，梅林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拉萨尔

和拉萨尔派１１８的评价不正确。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我们认为

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某些社会主义者的抨

击是否正确或者是否过分，而是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

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

马克思抱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拉萨尔派和杜林妥协（１８７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的信），同时也指责“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

聪明的博士〈德语“博士”是相当于我国“副博士”和“大学优等毕

业生”的一种学位〉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

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

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

们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未来》杂志３４３的出

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已经‘捐资’入

党，———我想他可能怀有‘无比高尚的’意图，但是，我对‘意图’不

感兴趣。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糟

糕、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第 ７０ 封信）①。

在过了将近两年以后（１８７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写的另一封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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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驳斥了那种说他和恩格斯支持约·莫斯特的谣言，并向左

尔格详细说明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

《未来》杂志是赫希柏格、施拉姆、爱·伯恩施坦三人主办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拒绝参加这种刊物的工作，可是当谈到由同一

个赫希柏格参加并提供经费创办一种新的党的机关刊物问题时，马

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要求接受他们所指定的主笔希尔施去监督那些

“卑鄙无耻的博士和大学生之流以及奸诈恶劣的讲坛社会主义者”，

然后又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

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说：如果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变自

己的路线，那他们就要公开反对“这种糟蹋〈Ｖｅｒｌｕｄｅｒｕｎｇ———这个词

的意思在德语中还要厉害些〉党和理论的行为”。①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像梅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

“混乱的一年”（爯Ｅｉｎ Ｊａｈｒ ｄｅｒ Ｖｅｒｗｉｒｒｕｎｇ爲）。在“非常法”１５２颁布

以后，党并没有立刻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初还迷恋于莫斯特的无政

府主义和赫希柏格之流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当时在谈到赫希柏格

时写道：“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

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变得

温和一些，特别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变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

下，或者像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

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

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②

马克思所进行的“猛烈的”进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以至……

销声匿迹了。马克思在 １８７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的一封信里通知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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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柏格已被排除于编辑委员会之外，而党的所有有名望的领袖如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都已摒弃了他的那种思想。① 社

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１９０已经由当时站在党的革

命派方面的福尔马尔担任编辑。又过了一年（１８８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可

悲”（ｍｉｓｅｒａｂｅｌ）的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

（“ｗｏｂｅｉ’ｓ ｏｆｔ ｓｃｈａｒｆ ｈｅｒｇｅｈｔ”）。李卜克内西 １８８０ 年曾到过马克

思那里，他保证在各方面都要“加以改进”。②

和平恢复了，战争还没有一点迹象。赫希柏格隐退了，伯恩施

坦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到 １８９５ 年恩格斯逝世的

时候止。

１８８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这一斗争已成往

事：“德国的情况总体上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

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转变，但是他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社会主义的

工人在各方面都备受凌虐，这使他们在各方面都变得比三年前更

加革命了。……这些人〈党内著作家〉不惜一切代价，力图用温良

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这项法令剥

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一旦这项法令被取消，就有可能发生公开

的分裂，菲勒克、赫希柏格……之流就会形成一个单独的右翼；到

那时，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同他们进行谈判，直到他们最后彻底

垮台。上述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那时

候，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３４４上抛出文章，采用在当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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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十分卑鄙的方式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有教养

的〈原文是“ｊ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ｓ”，不是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ｓ。恩格斯这里是指德国著

作家的柏林口音〉、恭谨礼让的、文雅体面的做法。”①

１８８２ 年对伯恩施坦派１１７所作的这种预言，在 １８９８ 年以及后
来的年代已被光辉地证实了。

从那时起，特别是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

斯始终不渝地在“过分地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

１８８４ 年底。恩格斯斥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投
票拥护航运补助金３４５（“Ｄａｍｐｆｅｒｓｕｂｖｅｎｔｉｏｎ”，见梅林的《党史》）时
所表现的那种“市侩偏见”。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不得不为

此写很多信（见 １８８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信）。

１８８５ 年。恩格斯在评述航运补助金案全部经过时写道（６ 月
３ 日）：“事情几乎弄到分裂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市侩欲

望”是“多么巨大”。恩格斯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在

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②

１８８７ 年。左尔格写信给恩格斯说，党选举菲勒克之类的人
（赫希柏格式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国会议员，只会使自己丢脸。恩

格斯在回信中辩解说，没有别的办法，工人政党无法找到参加国会

的理想人选。“右翼的先生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

有反社会党人法；一旦党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他们就会立即被驱逐

出去。”并且一般说来，最好是“党比自己的议会英雄们好，而不要

与此相反”（１８８７ 年 ３ 月 ３ 日）。恩格斯抱怨说，李卜克内西是一

个调和分子，他总是用空话来掩盖分歧。但是事情一旦弄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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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在决定关头，他是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①

１８８９ 年。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３４６。

机会主义者（以法国的可能派１４３为首）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分

裂了，恩格斯（他当时已经 ６８ 岁）像一个少年一样投入战斗。有

许多书信（从 １８８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至同年 ７ 月 ２０ 日）都是谈同机会

主义者的斗争的。当时不仅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抨击，而且李卜克

内西和倍倍尔等德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调和态度而受到了抨击。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写道：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政府。

他还揭露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Ｓ． Ｄ． Ｆ．）成员同可能派的联

盟。② “为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我东奔西走，写许多信，没有功

夫做别的事。”（１８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恩格斯气愤地说，可能派奔走

张罗，而我们的人却在睡大觉。现在连奥尔和席佩耳都要求我们

去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但是这“终于”使李卜克内西睁开了

眼睛。③ 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写了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小册子

（由伯恩施坦署名，但是恩格斯称它们为“我们的小册子”）３４７。

“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会

主义组织的拥护〈１８８９ 年 ６ 月 ８ 日〉。所以他们只得回到非社会

主义的工联方面去。”（请我国崇拜广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会

等等的人们注意！）“从美国来参加他们大会的只有一个劳动骑士

的代表。”对手还是在同巴枯宁派１３７作斗争中遇到的那个。“只是

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

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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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市参议会、劳动介绍所等等）。”布鲁斯（可能派的领袖）和海德

门（同可能派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正在攻击“权威的

马克思主义”，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

“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说

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１８８９ 年 ６ 月 ８ 日）①当两个代表

大会已经开过，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量上超过可能派（可能

派当时同工联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以及部分奥地利人等等联合

起来了）的时候，恩格斯简直高兴极了。（１８８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②他

高兴的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调和主义方案和提案都宣告失败了。

（１８８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

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被狠踹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

的病医好一些时候。”③

……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

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

叫苦。”恩格斯有一次写道：“如果他们以为用自己的那些小针头

就能刺穿我这苍老、坚韧而又厚实的皮，那他们就错了。”④梅林在

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写道：他们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那种不为

情感所动的性格。

１８９３ 年。把“费边派”１４４鞭打了一顿，这是……谴责伯恩施

坦派的时候自然要做的事（要知道，伯恩施坦在英国“费边派”那

里“培养”他的机会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伦敦这里，费边派

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②
③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７ 卷第 ２２２、２２３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２４１—２４３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２４５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５７ 页。———编者注



７２０　　

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

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

则。他们是地道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

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

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

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做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

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

主义，不是用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硬

塞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费边

派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

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

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

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

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①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
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１８９４ 年。农民问题。恩格斯在 １８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写道：“在

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

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也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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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而且还说：必

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

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

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

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

累的小农，而是剥削男女雇工并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

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①

１８９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巴伐利亚人已经变得非常机会主义

了，并且几乎成了鄙俗的人民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

入党的人）；他们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

福尔马尔还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

那些占有 ２５—８０ 英亩（１０—３０ 公顷）土地因而不得不使用雇工的

大农，而不是为了吸引那些大农手下的雇农。……”②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在对德国社会民

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庸俗

习气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

会民主党被看做实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

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经常不断地同该党“右翼”（恩格

斯的说法）作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秘密转向公

开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

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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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劝告、指示、纠正、威胁和教导中，贯穿着两条路线。对于英美

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号召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

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教导不要陷入庸俗习气、“议会迷”２７４（马

克思在 １８７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信里使用的说法）①和市侩知识分子机

会主义的泥坑。

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一种劝告，而

闭口不谈后一种劝告，这难道不值得玩味吗？在评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书信时所表现的这种片面性，难道不是我们俄国某些社会民

主党人的……“片面性”的明证吗？

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严重动荡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

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表现引起完全相反的

革命工团主义的极端表现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英美社

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时所采取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

重要的意义。

在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工党、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

议会、不论在选举中或报刊上都根本看不到一贯的坚定的社会民

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教导社会党人无论如何

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使无产阶级在

政治上振作起来，因为在 １９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无产阶

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

国家的政治舞台———在几乎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历史任务

的条件下———完全被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占据着，被这个在欺

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上举世无双的资产阶级占据着。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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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

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

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

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

相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过去和现在都被“以

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

中使用的说法）①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社会

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

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我们尤其应当把马克思主义

的这一方面加以强调，提到首位，因为我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广大

的、“出色的”、富有的报刊正用各种办法向无产阶级鼓吹邻邦德

国工人运动“模范的”忠顺态度和合法的议会活动，鼓吹它如何温

文尔雅。

背叛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制造这种别有用心的谎言，并

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立宪民主党８３营垒中某些过去的大臣

或未来的大臣品德败坏。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自

由派资产者的根本的经济利益。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在同这种谎

话、这种“愚化群众”（“Ｍａｓｓｅｎｖｅｒｄｕｍｍｕｎｇ”———恩格斯 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信中使用的说法）②的行为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书信当做必不可少的武器。

自由派资产者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谎言，要人民相信德国社会

民主党人举止如何“文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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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的创始人则告诉我们说：

“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伙〈即德国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显

得更加苍白无力〈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

泽维尔工人罢工３４８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一事〉。

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

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经过这次辩论，我们又能给高尚正直

的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了，而过去的辩论并不总能收到这样的效

果。特别是在德国人推选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当然这是难

免的）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

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

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１８８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的信）①

这就是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

当好好吸取的教训。

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 １９ 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的书信

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

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

不使用心计。

至于这种精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中究竟贯穿到什

么程度，还可以从下面一些虽属较为局部性的但是极能说明问题

的言论中看出来。

１８８９ 年，英国开始了由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
（煤气工人、码头工人等）进行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新的革

命精神的运动。恩格斯对这件事特别高兴。马克思的女儿“杜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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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Ｔｕｓｓｙ）当时在这些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恩格斯对她极为

夸奖。１８８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他从伦敦写信说：“这里最可恶的，就是

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

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

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

种东西已经存在得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使得资产者要搞欺骗

还相当容易。例如，我决不相信，在约翰·白恩士（Ｂｕｒｎｓ）心中，他

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

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Ｃｈａｍｐｉｏｎ）（退伍的中尉）

历来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却在教会的教

士会议上鼓吹社会主义等等。甚至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

人物汤姆·曼（Ｍａｎｎ）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

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革命有什么好处。”①

这段话是用不着解释的。

再举一个例子。１８９１ 年，欧洲出现了战争危险。恩格斯当时

常常同倍倍尔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受到俄国

侵犯，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不

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

尽。如果发生最有利的情况，斗争变得异常激烈，以至德国只有采

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那样一来我们就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

权，演一次 １７９３ 年。”（１８９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②

请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俄国工人政党在 １９０５ 年所设想

的“雅各宾式的”远景不合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们听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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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８ 卷第 １８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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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向倍倍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不

得不参加临时政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有这样的看法，

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就

是十分自然的了。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来

始终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

拿马克思 １８７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一封信来看。东方的危机３４９使

马克思非常高兴。“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槛前面，为此所必需

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　 这就

将变革的爆发提前了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ｓｅｃｕｎｄｕｍ

ａｒｔｅｍ”），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惊人的剧变
（ｉｌ ｙ ａｕｒａ ｕｎ ｂｅａｕ ｔａｐａｇｅ）。要是大自然母亲不特别苛待我们，我

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①（马克思当时 ５９ 岁）

大自然母亲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

的日子”。但是“立宪的把戏”被他说中了，他的话就像是昨天针对俄

国第一、二两届杜马３５０说的。要知道，告诫人民防止“立宪的把戏”，

正是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非常痛恨的那个抵制策略的“灵魂”……

再看看马克思 １８８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的一封信。由于《资本论》在

俄国大受欢迎３５１，他感到十分高兴，并站在民意党人３１一边反对

当时刚刚产生的土地平分派２１４。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

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

粹派—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

词句猛烈地抨击了土地平分派：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按照他们的主张，俄国应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４ 卷第 ２７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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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

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

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①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革命

行动”对于 １９０５ 年和以后年代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了②。

再看看恩格斯 １８８７ 年 ４ 月 ６ 日的一封信。“而俄国看来会发

生危机。最近的几次谋刺３５３使一切都陷入混乱……”③１８８７ 年 ４

月 ９ 日的信上也这样说：“军队中尽是心怀不满和搞密谋活动的

军官〈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

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 １８ 年后极其光辉地表

现出来的革命性〉。……我认为这种局面不会拖到年底……　 如

果人们在俄国动手干起来（“ｌｏｓｇｅｈｔ”），那就太好了！”④

１８８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一封信说：“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

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样子，俾斯麦似乎要将一切都准备停

当，以便在俄国爆发革命时（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

事），人们在德国也会立即揭竿而起（“ｌｏｓｇｅｓｃｈｌａｇｅｎ ｗｅｒｄｅｎ”）。”⑤

事实证明，这几个月很长很长。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一些庸人

要皱眉蹙额，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取宽容态度，对

这位亡命国外的老革命家的陈旧的空想一笑置之。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①
②

③
④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４ 卷第 ４５３ 页。———编者注
顺便谈一下，我记得是普列汉诺夫还是维·伊·查苏利奇 １９００—１９０３ 年期间对我
说过，恩格斯曾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当前

革命的性质。我们很想知道是否确实有过这样一封信，它是否还保存着，现在是

否应该把它公布出来。３５２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６ 卷第 ６２２—６２３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６２４—６２５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６２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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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

希望革命（例如 １８４８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

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

忆他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

呼那个时代３５４），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 １８７１ 年也犯了

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

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朋友，见 １８７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的第 １４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

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还说：“如果我们能在三四月

间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

公社得到挽救。”（第 ２９页）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
（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

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

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

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

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

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以没有错

误而自夸吧。

尼·列宁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 ６ 日

载于 １９０７ 年圣彼得堡出版的《约·菲·
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

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

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５ 卷
第 １９６—２１６ 页

《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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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对 抵 制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３５５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７ 月 ９ 日〕）

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３５６，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社

会革命党人２３３影响的，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代表的直接

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３５７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

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３５８一起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认

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该由

非党的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来决定。

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出

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定，也没有看到社

会革命党的文件，但是从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

社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

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社会革命党究竟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呢？教师代

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讲到了第三届杜马毫不中用，搞六三政变８５的

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等等①。

① 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原文：“鉴于：（１）作为召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依据的新选举法
剥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一点起码的选举权；

（２）该选举法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竟公然粗暴地强奸民意；（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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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论据是这样提的：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抵制这样

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

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对可

以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作分析。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出发，认为实行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如

俄国革命经验现在也已经表明的那样，取决于实行称做抵制的这

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

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就只好说这种

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学到。现在我们就是试图从分析

这个经验来着手研究一下抵制问题。

一

　 　 抵制布里根杜马３５９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

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

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

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

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

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反 对 抵 制

　 　 三届杜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组成来说，是反动政变的结果；（４）政府是要利用人
民群众参加杜马选举这一点来说明人民承认政变，———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

家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１）拒绝同第三届杜马及其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
系；（２）不以组织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选举；（３）以组织名义广泛宣传本决议中
所表明的对第三届国家杜马及杜马选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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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

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

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像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

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

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

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

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

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

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

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

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

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

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

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

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１９０５ 年清楚

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１ 月 ９ 日２６４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

起义（“波将金号”）２５８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

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

（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 ８ 月 ６

日的法令３６０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

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

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

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

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

反 对 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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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

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

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

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

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

夫在 １９０５ 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

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

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

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

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

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

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

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

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

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

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

问题，而 １９０５ 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

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

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

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

问题。１９０５ 年 １０—１２ 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

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

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

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

１０—１２ 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

反 对 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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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

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旧政

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

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

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

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１９０５ 年十二月

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 １９０６ 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

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３５０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

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

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

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

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

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

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

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

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

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

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

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

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

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

一些。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 １９０５ 年（１０ 月以前）的书

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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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

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像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

入里海３６１，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

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

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

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

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

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

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

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２６９，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

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

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

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

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

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

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

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

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

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像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

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 １８４８ 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

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

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

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

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

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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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

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７８流亡者的宣言的文章

（１８７４ 年）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

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

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

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

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

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

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②。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

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

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

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

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

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

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

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试问，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

呢？究竟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

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一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

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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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

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

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

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

确定各种有助于弄清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想把历史的

经验教训运用到第三届杜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广

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是 １９０５ 年抵制得到成功的

条件。现在应该研究，第一，特别强大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

系；第二，特别强大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我们已经指出，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机关的范围内

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

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

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

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

关①。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

需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

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

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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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

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的、但

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

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不是

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

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

处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

在谈到 １９０５ 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

时的情况是革命展开不间断的群众性的进攻，不断攻击敌人并迫

使敌人退却。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１

月 ９ 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罗兹的街垒战３６２、“波将金

号”的起义。在出版、结社、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

围到处都在不断地被冲破，冲破这种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者”，

而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确实已被削弱，确实已经老朽得失去

了控制能力。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和准确无误的（从革命组织的

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者提出的口号不仅不是毫无反响，而是

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 １ 月 ９ 日的事件，还是以后的群众性

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走到了革命者直接号召的前头。在

１９０５ 年，群众对革命者发出的任何一个号召从来没有持消极态

度，没有默不做声，没有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

对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什么

“凭空虚构”，它只是准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

击的高潮。恰恰相反，搞“凭空虚构”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

克，他们回避革命高潮，迷恋于沙皇在宣言上或 ８ 月 ６ 日的法令上

许下的空洞诺言，对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

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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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

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了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

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

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

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

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向立宪

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

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

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

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

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三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

一方面加以研究。１９０５ 年秋季和 １９０６ 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

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

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度所要求的迂

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

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才是整

个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

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

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

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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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３３２上的

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

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乍一看，孟什维克就像一个人扬扬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

麦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

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宣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

义吗？难道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

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将

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

看做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

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

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像任何资产阶级革

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

公认的道理。这个公认的道理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

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

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

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

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

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给你

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

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 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０６ 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

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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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在下一步将要取得

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

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君

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所谓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扯

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现在已经作

出了回答。

１９０５ 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

争。１０—１２ 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

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而与

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

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

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

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

弄不懂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

潮时期（１９０５ 年）和低潮时期（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在第一个时期，

人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

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

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

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

接着，在第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

不发达并不断低落，———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

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

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哪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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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

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会把 １９０５ 年到
１９０７ 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宪的”

（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

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宪

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３５０时期，我们

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

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 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０６ 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营

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

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

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

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８３奴才的心灵深

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

行了俄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

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

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

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

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

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

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

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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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在这个时期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

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

偶像的时期，就像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

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

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

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

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

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

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

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 １９０５ 年秋天气势汹

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

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　 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

《同志报》２９９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像一个革命的社会民

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

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

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

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

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

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

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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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

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

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

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

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

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

“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

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

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

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

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

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

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

“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

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

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

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

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

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

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

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

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

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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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

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

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

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

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

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

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

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

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

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

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

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

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

恋，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

制就没有必要了。

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

这个观点出发来把 １９０７ 年秋季和 １９０５ 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

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

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

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

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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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

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

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

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

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

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

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

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

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 １９０５ 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

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

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

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

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

的共和性质了呢？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

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

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

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

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

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

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

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

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

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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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

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

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

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 １９０５ 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

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

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做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

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

群众的响应。例如，１９０６ 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１９０６ 年夏季

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

１９０７ 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

员会关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３６３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

威、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

召。１９０７ 年 ６ 月基辅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３６４是用行动发出的

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

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

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

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

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

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

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

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

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

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

号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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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

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

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

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

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

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

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

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

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

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

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

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

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

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

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

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

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

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

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

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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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

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

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

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

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

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

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

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

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

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

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

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像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

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

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

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

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像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

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

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 １８４８ 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

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① 这里，反动派和无

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

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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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ｄａｓ ｔｏｌｌｅ Ｊａｈｒ”的

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

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 １８４８ 年的用语）。

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斗争

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韦伯夫妇

力图把宪章运动１１４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

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３６５，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

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

１８４８ 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

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

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像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

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

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

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

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

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

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

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

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

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

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８４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

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

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

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

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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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

和莫尔恰林习气８８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

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

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

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

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

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３６６和莫尔

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

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

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

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

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

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

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

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

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

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

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

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

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

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

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１７９２ 年法国的“民

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

１８７０ 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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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３６７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

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

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

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

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

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

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

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

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

是不行的。

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０６ 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

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

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

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

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

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

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

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

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

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

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

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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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给了黑帮２６６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

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

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

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

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

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

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

说，１９０７ 年六三政变是 １９０５ 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

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

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

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

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

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

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３６８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

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

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

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

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扬扬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

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

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

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

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

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

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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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

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 １０—１２ 月的战

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像第二届杜马那样加

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

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

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

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

简单而微不足道的①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

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

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

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

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

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

马的原因。由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的失败，由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挽回”

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

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

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

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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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 １９０５ 年《无产者报》２５９（日内瓦出版）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
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１ 卷第 １６０—１６７ 页。———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
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为争取直接的革

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 １９０６ 年《无产者报》３６９（俄国出版）第 １ 号上的文章《论
抵制》（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３ 卷第 ３３６—３４３ 页。———编者注），这篇文章强
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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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

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

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做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

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

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

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

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１９０５ 年春在伦

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２６１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

维克代表会议２６２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

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

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

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

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

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

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

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

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

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

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六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

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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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

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

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

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

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发，

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

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

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１０—１２ 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

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

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

（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

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 １２ 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

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

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

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

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使工人群众的

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

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

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

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

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

和同盟歇业时期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

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

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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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最大的罢工。１ 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 １９０７ 年初就曾

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定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

第二次来开会的，已经是 ２ 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

会有 ４０ 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

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

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

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

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

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

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

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推进这

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

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变成对专

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

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的运动

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

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

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

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置疑的，这

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

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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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规避还是不规避①？———毫无共同

之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

化、工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做是已经得到证实

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有革命意义

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② 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

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

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

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

部的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

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

促进当前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

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

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１２ 月以后事

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

争的必要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

主事业像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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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前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撰稿人、现自由派报纸撰稿人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

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

有人认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是

对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

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把许多没有完全“在马鞍上坐稳的”社会

民主党人引上歧途；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社会民主

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斗争。一旦我们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会像我

们所提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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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

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

国的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

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届杜马，要学习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

唐可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

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

热衷于在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

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

立宪机关了。

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０６ 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

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

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

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

是相信杜马，而是对高潮缺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

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有削弱我们

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

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不见高

潮的力量。

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

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过也

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

反 对 抵 制



７５９　　

的口号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

不去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

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

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

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宣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

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

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

进攻。

七

　 　 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

物。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０６ 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

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

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

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

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１９０７ 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

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

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

二月失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

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

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

反 对 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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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

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

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载于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底圣彼得堡
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

小册子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
第 １—３３ 页

反 对 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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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来》文集序言３７０

（１９０７ 年 ９ 月）

推荐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集了 １８９５—１９０５ 年这一时期的文

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都是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问题、策

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在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右翼所作的斗

争中，这些问题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进行研究。

起初，这场斗争是在纯理论领域中进行的，针对的是我国 ９０

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１６１的主要代表司徒卢威先生。１８９４ 年底和

１８９５ 年初是我国合法的政论界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马克

思主义首次在我国政论文章中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在

国外的“劳动解放社”３０活动家，而且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著作界的活跃景象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几乎完全主宰着进步著

作界的民粹派老首领（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进行的激烈

论战，是俄国大规模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

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即 １８９６ 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

工７５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

来持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

当时的写作条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使用伊索式的语言，而且

只限于谈那些同实践和政治相距很远的最一般的原理。这种情况

使得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容易

结成联盟。进行这一斗争的除了国外的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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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司徒卢威先生、布尔加柯夫先生、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别

尔嘉耶夫先生等人。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民

粹派决裂，就是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转到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像我们那样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现在，俄国革命的历史，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８３的历史，尤其

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演变（几乎演变成十月党８４），使这个道理不言

自明了，使它成了政论界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在当时，即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期间，还只能根据某个著作家稍稍偏离马克思主义

的行为来证明这个道理，那时这个常识还刚开始被了解。因此，现

在把我本人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

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①，该文署名克·土林，载

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３７１

１８９５ 年圣彼得堡版）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由于读者

已经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反对马

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所以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就是有

意义的。第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和司徒卢威先生共同反对

民粹派的同时就向他提出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

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政

治生涯，也都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

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鉴。这个借鉴表明了

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革命的社会民主

党人无数次受到指责，他们被说成过分热衷于同“经济派”１３４、伯

恩施坦派１１７、孟什维克进行这样的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

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半社会主义“同情者”中间很有市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２９７—４６５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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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我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

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过分热衷于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还

喜欢忘掉这样一点：人们过分热衷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这是

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尤其是

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看

十年以前的情况，看看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当时已有哪些

分歧，以及哪些不大（初看起来不大）的分歧造成了各政党在政治

上的彻底分野，引起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民众集会等场合

的无情斗争，是很有好处的。

谈到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

的基础就是 １８９４ 年秋天我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

者的小组里所作的报告。在当时彼得堡进行工作的一批社会民主

党人（一年后他们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７４）中，参加这

个小组的有斯塔·、拉·和我。当时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参

加这个小组的有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和克·。

在这个小组里，我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

级著作中的反映》。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同司徒卢威的论战，比

１８９５ 年春发表的那篇文章尖锐得多和明确得多（就社会民主主义

的结论来说）。那篇文章里讲得比较温和，一方面是考虑到书报

检查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共同

反对民粹主义。当时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把司徒卢威先生“往

左推”的做法，并不是毫无效果的，司徒卢威先生发表在被烧毁的

文集（１８９５ 年）中的文章和发表在《新言论》杂志６７（１８９７ 年）上的

某些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读 １８９５ 年反驳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时必须注意到，

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是后来的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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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纲要。末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篇文章的最后几页，在

这几页中，着重指出了民粹派作为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

的国家里的革命民主派别的积极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特征

和方面。这里从理论上对一些论点作了阐述，这些论点在过了十

二三年以后的第二届杜马选举时的“左派联盟”和“左派联盟”的

策略中，都在实践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反映。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

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并坚持绝对不容许建立左派联盟的那部

分孟什维克，在这方面背叛了《曙光》杂志１４８和旧《火星报》１３９所

竭力维护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极其重要的老传统。不言而

喻，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必然还是以马

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于民粹主义的那些基本看法为依据的。

紧接着反驳司徒卢威的文章（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之后，是 １８９７

年底根据社会民主党人 １８９５ 年在彼得堡的工作经验写的《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①。那些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

册子中以同社会民主党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观点，在这本小册

子中则是以正面方式阐述的。这里重印了《任务》一文的几篇序

言，以便指明这篇文章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例

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

义”斗争的联系，而 １９０２ 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３１和民权

党人３９的演变）。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②一文于 １９０１

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勾销了社

会民主党人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１８９５ 年人们就警告过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①
②

见本卷第 １３９—１５９ 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１８—６４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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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谨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保持距离。１９０１ 年又向他这个连纯

民主的要求都不能比较彻底地加以坚持的自由派分子宣战。

１８９５ 年，即西欧出现“伯恩施坦主义”、而俄国许多“进步”著

作家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的前几年，我就指出司徒卢威先生是

一个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他划清界限。

１９０１ 年，即立宪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出现和该党在第一届和第二

届杜马３５０中政治上遭到惨败的前几年，我就指出了那些后来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间的群众政治活动和政治行动中表现出的俄国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批评的是一

个自由派分子的错误论调，这个批评对于今天我国革命中最大的

自由派政党的政策也几乎完全适用。有些人总以为我们布尔什维

克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间同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无情斗争违

背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自由派的老政策，《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篇

文章可以给这些人指明他们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仍然忠于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并未受资产阶级狂热的影响，这种狂热在“立

宪的曲折道路”时代受到自由派的支持，并且一度模糊了我们党

右翼的意识。

接下来是《怎么办？》①，这本小册子是 １９０２ 年初在国外出版

的。书中所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

中的右翼了。１８９８ 年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２６，这

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联合会”７３，其中也包括“劳动解放社”，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

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所摧毁，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

在，那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一项指示。由于对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① 见本卷第 ２９０—４５８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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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恋，当时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

谓“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小组 １９００ 年底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

时，由此产生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１９００ 年春，普列汉诺夫退

出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

织———“社会民主党人”３７２。

《火星报》开始工作时，表面上同这两个派别无关，实际上是

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反对“联合会”。合并的尝试（１９０１ 年 ６ 月在

苏黎世举行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没有成

功１４０。《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意见分歧的原因和

《火星报》的策略及组织活动的性质。

《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经常被布尔什维克目前的论敌孟什维

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同志

报》２９９中的“无题派”１５０等）提到。所以，我重印这本小册子时，只

是将它稍加删节，省去一些有关组织问题的细节或论战中的零碎

意见。关于这本小册子内容的实质，必须提请现在的读者注意以

下几点。

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

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

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例如，帕尔乌

斯就明显地犯了这个错误（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了），他

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多年以后写文章说，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建立职

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

今天，这种意见简直让人觉得可笑，因为人们似乎想把我们党

的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笔抹杀，想把当时必须为之斗争、而现

在早已巩固下来并且业已完成使命的成果一笔抹杀。

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 １９０１ 年和 １９０２ 年！）建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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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

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

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

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

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

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

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

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怎么办？》一书是 １９０１ 年和 １９０２ 年火星派的策略、火星派的

组织政策的总结。确切地说，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总结”。谁要是

费神去读一读 １９０１ 年和 １９０２ 年的《火星报》，他肯定会确信这一

点①。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却又不知道火星派同当时占优势的

“经济主义”的斗争，不理解这场斗争，那他就是信口开河。《火星

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 １９０１ 年和 １９０２ 年斗争

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 １９０３ 年最终建

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

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

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到 １９０７ 年，始

终保存了这个组织。

现在，争取建立这个组织的斗争早已结束，种子播下了，谷物

成熟了，收割完毕了，这时有人居然出来宣称：“建立职业革命家

组织这一思想被夸大了！”这不是很可笑吗？

只要把整个革命前的时期和革命这最初的两年半（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 年）作一个总的回顾，只要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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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和政策的继承性同其他政党比较一下，那你

一定会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比立宪民主

党、社会革命党２３３等等优越，这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民主党在革

命前就制定了为全体党员正式承认的社会民主党纲领，在对纲领

进行修改时并没有因为纲领而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

生了分裂，但是它在 １９０３—１９０７ 年（正式是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 年）仍

然为公众提供了关于党内情况的最充分的资料（党的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２３６、布尔什维克的第三次代表大会２６１、第四次统一代表

大会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３３２的记录）。社会民主党尽管后来发

生了分裂，但它还是比其他各政党更早地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

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

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

立宪民主党至今都还没有做到的，虽然立宪民主党是一个几乎合

法的、组织得最好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经费比我们多得多，利用

报刊的自由和公开存在的可能性也比我们大得多。有各个政党参

加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难道不是很明显地证明了我们党和我们

杜马党团在组织上的团结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强吗？

试问，我们党的这种高度的团结、巩固、稳定是由谁来实现，谁

来实施的呢？是由主要在《火星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职业革命

家组织实现的。凡是清楚我们党的历史、亲身参加过党的建设的

人，只要看一看我党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组成，例如出席伦敦代表

大会３７４的各派别的代表组成，他就会相信这一点，并且会马上看

出其中有一批比其他党员更尽心竭力地培育了我们党的老骨干。

当然，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条件是：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资本

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它的优秀分子建立了社会民主

党）最有组织能力。没有这一条件，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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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戏，就是冒险行为，就是一个空招牌，所以《怎么办？》这本小册子

再三强调：它所主张建立的组织只有同“真正革命的和自发地起来

斗争的阶级”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产阶级联合成为阶级这

一客观上极强的能力，是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实现的，是只有通过一

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 １９００—１９０５年的

俄国，除火星派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建立像现在已经建立

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职业革命家完成了他们在俄国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使命。任何力量现在都破坏不了这个

早已突破 １９０２—１９０５年“小组”这种小框框的事业。有人埋怨那些

当初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保证正确完成战斗任务的人夸大了战斗任

务，任何这样的事后埋怨都抹杀不了既得成果的意义。

我刚才提到了旧《火星报》（从 １９０３ 年底第 ５１ 号起，《火星

报》转向孟什维主义，并且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

间有一道鸿沟，”———这是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所赞许的

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中说的一句话）的小组这种小框框的问题。关

于这种小组习气，必须向现在的读者解释一下。无论在《怎么

办？》这本小册子中还是在随后的《进一步，退两步》①这本小册子

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

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一斗争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毫无疑

问，这场小组斗争是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还不成熟时

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

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

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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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

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

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的《新生活报》３７５上宣布，一

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①，这

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是的，正是“同过时的东西决裂”，因为一味责难小组习气是

不够的，还必须善于了解它在过去那个时期的独特条件下所起的

作用。当时小组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个专

制制度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所造成的那

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而来。小组这种狭

窄的、封闭的、几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结

合，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必经的阶段。随着这

一运动的发展，才出现了把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小组之间的牢

固联系和保持继承性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在专制

制度“所能顾及的范围以外”，也就是在国外建立稳固的作战基

地。国外小组就是这样出于需要而产生的。各国外小组之间还没

有联系，俄国党对它们还没有权威，因此，它们在对当前运动的基

本任务的理解上，也就是在对究竟应当如何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

哪一方面来促进全党的建设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必然会发生分歧。

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小组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我

们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哪一个小组确实可以起到作战

基地的作用。但是当时各个小组刚刚开始活动，这点谁也说不清，

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争论。记得后来帕尔乌斯曾经指责旧《火

星报》进行残酷的小组斗争，他在事后鼓吹调和主义的政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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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事后这样说说容易，而这样说，也正暴露了他对当时情况的无

知。首先，当时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力量和重

要性。许多小组徒有虚名，现在已被人忘掉，但当时它们却想通过

斗争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其次，各小组之间的分歧，是在于

如何进行在当时还是新的工作。我当时就指出（在《怎么办？》

里），分歧看来似乎很小，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新的

工作开始的时候，在社会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确定这一工作和这

一运动的总的性质，对于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产生极大的影

响。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一切争论所涉及的，都是工人政党

在某一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而当时所涉及的，

是确定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任务。

小组活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小

组活动所以过时，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小组斗争以最尖锐的方

式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以不可调和的革命精

神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为广泛的党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著作界曾就《怎么办？》一书提出一些枝节问题，我现在只谈

以下两个问题。１９０４ 年，在《进一步，退两步》小册子刚出版不久，

普列汉诺夫曾经在《火星报》上声明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

同我有原则分歧。我既没有对他的这个声明作答（如果不算日内

瓦的《前进报》上的一个附注３７６的话），也没有对孟什维克书刊上

出现的许多重复这一内容的文章作答，我没有作答，是因为普列汉

诺夫的批评显然是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抓住我个别的表述得不

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说法，完全无视小册子的总的内容和整

个精神。《怎么办？》是在 １９０２ 年 ３ 月出版的。党纲草案（由普列

汉诺夫起草并经《火星报》编辑部修改过）是在 １９０２ 年 ６ 月或 ７

月发表的。这个草案中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的表述，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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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火星报》编辑部的一致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同我在纲领问题上

的争论是在编辑部内部进行的，但是争论的正好不是这个问题，而

是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对无产阶级以至劳动阶级的观点要

作区分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我要求表述得比普列汉诺夫更明

确些，在后一个问题上，我主张给党的纯无产阶级性质下一个更严

格的定义）。

因此，根本谈不到纲领草案和《怎么办？》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

什么原则区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１９０３ 年 ８ 月），当时的“经济

派”马尔丁诺夫曾反驳我们在纲领中所表述的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

看法。如我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所

有火星派分子都反对马尔丁诺夫①。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

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

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

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做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

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

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 １９０４ 年

日内瓦版《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

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②。

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

“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

的。这里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反驳《怎么办？》的文章并没有收入

新《火星报》的文集（《两年》），所以我现在不去谈普列汉诺夫的

论据，只是向现在的读者说明一下问题的实质，因为他们会发现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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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克的许多著作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其次要指出的是关于经济斗争和工会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

观点常常被著作界曲解。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怎么办？》中有许

多篇幅是用来阐述经济斗争和工会的重大意义的。比如说，我当

时曾经主张工会中立。同我的论敌的种种断言相反，从那时起，无

论在小册子中或在报纸文章中，我都没有改过口。只是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３７７，才使

我得出结论：在原则上坚持工会中立的主张是不行的。工会要同

党密切接近———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竭力使工会同党接近并且

同党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我们的政策，而且必须在我们的一

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坚决地加以贯彻，既不追求我们的政策

得到别人简单的“承认”，也不把思想不一致的人逐出工会。

　 　 　 　 　 　 　 　 　 　 　 　 
《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是 １９０４ 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

的。它叙述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０３ 年 ８ 月）上开始出现的分裂的第一阶段。我把这个小册子

删去了将近一半，因为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党中

央机关人选问题上的斗争细节，现在的读者绝对不会感兴趣，实际

上也是应予忘记的。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有关策略观点和其他观点的斗争的分析以及反对孟什维克组织观

点的那场论战。要了解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个对工人

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全部活动产生深刻影响的派别，就必须弄清

这两点。

在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争论中，我要指出的

是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当时的纲领（归

还割地３５）是过分狭窄了，低估了革命民主主义农民运动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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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 ２ 卷①中去详谈。这里重要的是

要强调指出：就连这样一个过分狭窄的土地纲领，当时社会民主党

的右翼也觉得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对

这个纲领，理由是它似乎走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

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

当时（１９０４ 年上半年）同孟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只限于组织问

题。我曾把孟什维克的立场说成“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反对这个说法，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

“我智力低下，不能理解‘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它

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跟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没有有机联系的东西

提出来的。”（１９０４ 年 ６ 月 ６ 日给考茨基的信，收入新《火星报》的
《两年》文集第 ２ 卷第 １４９ 页）

组织观点上的机会主义同策略观点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什么

有机的联系，孟什维主义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的全部历史已经作了充

分的说明。至于说到“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个“不可理解的

东西”，那么实际生活已经非常出色地证实了我的评价，这是我自

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只要提一下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例子就够

了，连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见他关于 １９０７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伦敦代表大会的小册子）阿克雪里罗得的组织计划（臭名远扬的

“工人代表大会”３４１等等）只会造成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分裂。不

仅如此，这个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小册子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在伦

敦曾经不得不在孟什维克派内部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

所以，既然切列万宁和普列汉诺夫在 １９０７ 年都不得不承认有影响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第 ２２１—２２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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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孟什维克有“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那么我在 １９０４ 年反对“组

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就不是徒劳之举了。

孟什维克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

《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①这本小册子（１９０４ 年底，大

概是 １１ 月或 １２ 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

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遇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在

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

治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引起的。读者可以看出，这种看法

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

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因为 １９０２ 年罗斯托夫罢工３２３、

１９０３ 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３２４发生之后，也就是在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的前夕，孟什维克把向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吹捧成了示威运动

的最高形式。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个评

价，已经由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第 １ 号（１９０５ 年 １ 月在日内瓦

出版）上的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表达出来了，那个

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②。

收入本文集的最后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③，是 １９０５ 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该小册子系统地

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

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２６２的决议把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

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着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①
②
③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９ 卷第 ５９—７８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１１７—１２２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５２７—６４３ 页。———编者注



７７６　　

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应在民主革命

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担当“极端反对

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正面肯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

义，说胜利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

克总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得极不正确，以至认为无产阶级

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角色。

谁都知道这些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是怎样反映到实践活动上来

的。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３５９，孟什维克则动摇不定。布尔什

维克抵制维特杜马，孟什维克也动摇不定，他们号召参加选举，但不

参加选举杜马代表３７８。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

内阁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则坚决地揭露立宪幻想和

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性，同时宣传建立“左派执行委员会”的主

张３７９。再往后，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左派联

盟，而孟什维克则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如此等等。

现在，俄国革命中的“立宪民主党时期”（这是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出

版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的

说法）①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被完全揭

穿。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

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

阶级现在愈是仔细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回顾这整个

“立宪的曲折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事先对这

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

克确实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

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①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第 ２４２—３１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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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 １２ 年以来（１８９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俄

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派的斗争作一个总的回顾，那就不能不得出这

样的结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

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合法马

克思主义”（１８９４ 年）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

“经济主义”作为 １８９７ 年和随后几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

个特殊派别，实际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信条”：工人进行

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孟什维主义不仅是著作界的一

个流派，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而且是一个派别

组织，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所执行的，实

际上是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政策①。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通过许多过渡环节同

它的右邻———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

要形成明显程度不同的右翼，这个右翼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

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

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

期，这些倾向不能不比欧洲的任何地方表现得突出得多、明确得多

和鲜明得多。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

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① 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之间斗争的分析（见 １９０４ 年出版的小
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 １８９７ 年和随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
“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同 １８９５—１８９７ 年
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１９０２
年）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仅有思想上的

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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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１９０７ 年 ９ 月

载于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圣彼得堡种子
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
第 ８６—１０５ 页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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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
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３８０

（节选）

（１９０７ 年 １１—１２ 月）

结　 束　 语

　 　 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

命的民族特点。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民为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了消灭

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进

行斗争。

欧俄 １ ０５０ 万农户共拥有 ７ ５００ 万俄亩土地。３ 万个大地主
（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 ５００ 俄亩以

上，总共拥有 ７ ０００ 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

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

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是经济意义上的农奴主：他

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名门贵族数百年

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

制６１（即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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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剥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佣制、年租、对分制地租、工役租以及

利用债务、割地３５、森林、草地、饮马场等等来进行盘剥）的经济。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

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的斗争已

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

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

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

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

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２６６地主及

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

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

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

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

社１２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

毁村社。他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

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

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

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

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

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３８１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

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

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

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

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

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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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

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

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钝的小市民，才会梦

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

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

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

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

历史已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

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

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

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

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官僚式的态

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

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

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

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

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

顽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

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

到俄国的边疆地区①。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

结　 束　 语

① 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１９０５ 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
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

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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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

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

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像把人赶

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

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

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

面造成份地３３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

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

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

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

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

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

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

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

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

“清扫”。

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

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

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

多数小私有农民在 １９０５ 年农民协会３８２代表大会上，在 １９０６ 年第

一届杜马中和在 １９０７ 年第二届杜马３５０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

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

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

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

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

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７８３　　

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

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

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

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中斗争着的各阶级对土地私有制问题

持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受了哪一种理论

的影响（如有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不同的态度，

完全取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在当前这个发

展时期提出的要求。全体黑帮地主、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包括

十月党人８４和立宪民主党人８３在内）都拥护土地私有制。全体农

民和整个无产阶级则反对土地私有制。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

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

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

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

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以及全部旧的政

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

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

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

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

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

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

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

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

果都永远巩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的不巩固和内部的

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内在的固有的现象。“臆造”“防止复辟

结　 束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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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不过是糊涂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

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

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

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

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正如我党纲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

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政治改革的一定形式和一定阶段联系起

来，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正如我党纲

领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小资产阶级的幻

想、同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的废话、同巩固村社或平均

使用土地这类反动的空话严格地区别开来。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

的不是为某一资产阶级变革臆造出特殊口号、特殊“计划”或“体

系”，而只需要彻底地表明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清除对经济上不

可抗拒的客观条件的幻想和空想。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

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

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暂时拒绝这个正确的土地纲领，有三

个原因。第一，俄国“地方公有化”的倡导者彼·马斯洛夫“修改

了”马克思的理论，摒弃了绝对地租理论，翻新了半陈腐的资产阶

级学说，即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这一规律同地租理论的联系

等等的学说。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

观点。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具体看到农民革命的开始，

他们对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不能不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要取得这场

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有许多特别有利的条件，需要有群众特别高

涨的革命觉悟、革命劲头和革命首倡精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

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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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

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

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

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３８３），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

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采纳马克思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一切旧纲

领，这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德国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容克—

资产阶级的国家，那里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都

已经成为过去，那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拥护国有化的人民

运动。由于容克—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

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德国人拒绝谈论什

么国有化，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结论搬到俄国来（其实，我国那

些看不出地方公有化思想同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理论有什么联系

的孟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那就是不善于思考各个具体的社会

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的任务。

第三，地方公有化纲领明显地表现出孟什维主义在俄国资产

阶级革命中的整个错误的策略方针，即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联盟”①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

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力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观，使它去适应

不彻底的革命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帮手（其

实是替自由派资产阶级当粗工和奴仆）。“工人们，不要迷恋吧，

要适应情况，慢慢前进”———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针对“经济

派”１３４（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第一批机会主义者）说的这句

话２４８，充分表达了我党现行土地纲领的精神。

结　 束　 语

① 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第 ２ 版中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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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迷恋倾向”进行斗争，不应该

缩小而应该扩大革命的规模和无产阶级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我们

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

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

各民族彼此隔绝。不，我们应当向农民讲清楚统一对于胜利的意

义，应当提出口号，使运动的范围扩大而不是缩小，将资产阶级革

命不能圆满完成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不是归咎于无产阶级

的考虑不周。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

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

“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

阶级革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

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

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

制，———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

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

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

不要认为在当前这种历史时刻，当黑帮死硬派在第三届杜

马３５７中疯狂叫嚣，反革命势力猖狂到了极点，反动势力对革命

者、尤其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野蛮地进行政治报复

的时候，“不宜于”提出“广泛的”土地纲领。这种想法是同那些加

入或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背叛变

节、灰心丧气、四分五裂、颓废堕落一脉相承的。把这些垃圾从工

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动势力愈猖獗，

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然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民主运

动更大规模的高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

的时期，有批判地对大革命的经验进行研究，进行检验，去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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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糟粕，并且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１９０７ 年 １１—１２ 月

１９０８ 年由彼得堡种子出版社
印成单行本

１９１７ 年由彼得堡生活和知识
出版社第二次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
第 ３８７—３９５ 页

结　 束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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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３８４

　 　 本书写于 １９０７ 年年底。１９０８ 年在彼得堡印好后，被沙皇书

报检查机关抄获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书末还缺了几页

（本版第 ２６９ 页以后的几页），这个结尾是现在补写的。

目前，革命提出的俄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比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间要

广泛、深刻、尖锐得多了。我希望，了解我党在第一次革命中的纲

领的历史，会有助于大家更正确地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

特别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到空前的灾祸，

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已经把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

产和分配、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强迫辛迪加化（合并成为联合组

织）等等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纲领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必然要有

另一种提法。这就是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

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

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农民代

表苏维埃转到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上来，另一方面必须要求把地

主田庄的耕畜和农具收归国有，并在这些田庄上成立由农业工人

代表苏维埃监督的示范农场。

这里我当然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了，只好请

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７８９　　

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阅读目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和我的

两本小册子：《论策略书》①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

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②。

作　 者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９１７ 年载于《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
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
第 ３９６—３９７ 页

跋

①
②

见本版选集第 ３ 卷第 ２３—３６ 页。———编者注
同上书，第 ３７—７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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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
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一书于 １８９４ 年写成（第 １ 编
于 ４ 月完稿，第 ２、３ 编于夏天完稿）。１８９２—１８９３ 年列宁在萨马拉开始
为写作此书作准备，他当时曾在萨马拉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作过一

些报告，批评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和谢·尼·克里文柯等人。

这些报告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准备材料。

这部书于 １８９４ 年在彼得堡、莫斯科、哥尔克等地分编胶印出版，在
俄国其他一些城市也传抄和翻印过。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和其他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也看到过这部著作。

这部书的第 １、３ 两编的胶印本于 １９２３ 年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
案馆和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差不多同时发现。

《列宁全集》俄文第 １、２、３ 版就是根据 １９２３ 年发现的胶印本刊印的。
１９３６ 年发现了新的胶印本，上面有许多显然是列宁所作的文字修改。
《列宁全集》俄文第 ４、５ 版是根据这个胶印本刊印的，还补上了前几版
遗漏的列宁对附录一的统计表的说明。

这部书的第 ２ 编至今没有找到。———１。

　 ２　 《俄国财富》杂志（爯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爲）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
１８７６ 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１８７９ 年以前为旬刊，以
后为月刊。１８７９ 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１８９２ 年以后由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

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

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 １８９３ 年以后的几年
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

现实主义作家。１９０６ 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１９１４—１９１７ 年 ３
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１９１８ 年被查封。———１、９８、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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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写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
的法庭上》一文，载于 １８７７ 年 １０ 月《祖国纪事》杂志第 １０ 期。———３。

　 ４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主要著作之一，
１７６２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人是生而自由平等
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

则人民有权进行革命，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这部著作对法国大革

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７。

　 ５　 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卷第 ４６３—４６７ 页）。这封信是马克思在 １８７７ 年底
读到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

庭上》一文时写的，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抄寄俄国。恩格斯说：“这封

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 １８８６ 年发表
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俄译文又在俄国国内发表。这封信同所

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卷第 ４６１页）———１４。

　 ６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 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此书在他们生前未能全部出版，只发表了第 ２ 卷的第 ４ 章。１９３２ 年由
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全文发

表。———１４。

　 ７　 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

１８７６ 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
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

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ｍａｉｓ”（即“但
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

是”就相当于俄国人所说的“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

这样的事情。———１７、４１１。

　 ８　 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由
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内部严禁通婚。若干氏族为一个部落，若干部落

结成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人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着原

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

级，没有剥削。氏族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为母权制，到新石器

时代的晚期逐步过渡到父权制。氏族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

列 宁 选 集



书书书

７９３　　

产生而解体。关于氏族组织，可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

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４５ 卷第 ３２８—５７１
页）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第 １３—１９８ 页）。———１８。

　 ９　 采邑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采邑是封建君主的财产，由君
主暂时赐给军中供职人员或宫廷官吏使用，条件是要履行一定的、多半是

军事性的义务。采邑制度的出现是与中央集权的形成和集中的军队的建

立分不开的。在俄国，采邑制度出现于 １５ 世纪，至 １６ 世纪为鼎盛时期。
从 １７ 世纪起，采邑和世袭领地这两种封建土地占有制之间的区别逐渐消
失。在 １７１４ 年彼得一世颁布关于采邑世袭制法令以后，采邑完全成为贵
族地主的私有财产。———２０。

１０　 指俄国古代的基辅罗斯（９—１２ 世纪初）。———２２。

１１　 即莫斯科国时期（１５ 世纪末—１７ 世纪）。———２２。

１２　 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
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

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

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

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

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

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

他们的生活。早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
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 ９０ 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
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

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

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做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
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沙皇
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

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 ９ 年中，有 ２００
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 １９１６ 年底，欧俄仍
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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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２２、１０２、１６４、２５０、
６５４、７８０。

１３　 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指卑劣的论战手法。维·彼·布勒宁是俄国政论家
和作家，反动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

物肆意诽谤。———２３。

１４　 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

织，１８６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
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它的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指导下，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

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

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

国际工人协会在 １８７２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１８７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正式宣布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
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作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

全集》第 ２ 版第 ３６ 卷第 ２９０ 页）。———２３、９５、２６６。

１５　 《新时报》（爯Новое Время爲）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８—１９１７ 年在彼得堡出版。
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 年采取进步自由主
义的方针。１８７６—１９１２ 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
最没有原则的报纸。１９０５ 年起是黑帮报纸。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
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１１ 月 ８ 日）被查封。———２５、６９２。

１６　 指维·彼·布勒宁 １８９４ 年 ２ 月 ４ 日在《新时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批评随
笔》的杂文，极力称赞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一

事。———２５。

１７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
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

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２６。

１８　 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寓言故事《风干鲤鱼》。在

本文中，干鱼被用来比喻没有思想内容的空洞提法。———２７。

１９　 指《德法年鉴》杂志。
《德法年鉴》杂志（爯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爲）是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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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１８４４ 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
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第 １—２ 期合刊就
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

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

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２９、９３。

２０　 《欧洲通报》杂志（爯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爲）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
治和文学刊物，１８６６ 年 ３ 月—１９１８ 年 ３ 月在彼得堡出版。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年
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

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３３、１１９、１６６。

２１　 这篇短评是彼得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伊·考—曼）写的。马克
思认为它对辩证方法作了恰当的叙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５ 卷第 ２０—２１ 页。———３３。

２２　 以下引用的恩格斯的答复，见《反杜林论》第 １ 编第 １３ 章（《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９ 卷第 １３６—１４２ 页）。引文是列宁亲自
译成俄文的。———３５。

２３　 据罗马神话，雷神丘必特变成一头公牛，拐走了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
欧罗巴。这自然不是所有公牛都能做到的。“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

做”一语即由此演变而来。———４１。

２４　 《祖国纪事》杂志（爯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爲）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
版。１８２０—１８３０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
１８３９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１８３９—１８４６ 年，由于维·
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６０ 年
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１８６８ 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

知识分子的中心。１８７７ 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
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

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１８８４ 年 ４ 月被查封。———４１、９９、１７０。

２５　 金犊据圣经传说是以色列人为了走出埃及而祈求祭司亚伦用黄金铸造的
领路之神（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４３。

２６　 指《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下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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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

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的一般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４４—４５ 页）———４４。

２７　 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当时写的两篇文章：《关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俄
文版》（１８７２ 年 ４ 月《祖国纪事》杂志第 ４ 期）和《卡尔·马克思在尤·茹
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１８７７ 年 １０ 月《祖国纪事》杂志第 １０
期）。———４８。

２８　 指谢·尼·尤沙柯夫。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
会民主党人？》一书的第 ２ 编里着重批评了这个民粹派分子的政治经济学
观点（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１７１ 页）。———５２。

２９　 《俄国思想》杂志（爯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爲）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
刊），１８８０—１９１８ 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
派的刊物。１９０５ 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
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十月革命后于 １９１８ 年被查封。后由司徒
卢威在国外复刊，成为白俄杂志，１９２１—１９２４ 年、１９２７ 年先后在索非亚、
布拉格和巴黎出版。———５３、２１１。

３０　 指劳动解放社。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

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

尼·伊格纳托夫于 １８８３ 年 ９ 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

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

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

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

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

案———１８８３ 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 １８８５ 年的《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

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

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

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

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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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

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
第 ５３２ 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
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

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

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 １９０３ 年 ８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
会上宣布解散。———５９、１４８、２６２、２８３、３１８、４９４、７６１。

３１　 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 １８７９

年 ８ 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
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

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

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

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

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

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

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

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

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

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 １８８１ 年 ３
月 １ 日（１３ 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
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 １８８１ 年以后就瓦解
了。———６４、１３９、２７１、２８４、２９４、４７１、７２６、７６４。

３２　 指俄国 １８６１ 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
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１８６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３ 月 ３ 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
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２ ２５０ 万地主农民，但是
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

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

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 ４９ 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
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 ７ １５０ 万俄亩，农民则只有 ３ ３７０ 万俄亩。改革
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

１／５，甚至
２／５。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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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

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

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

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

１９ 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 ５ 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
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像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

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６７、１００、２５０。

３３　 份地是指 １８６１ 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
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７０、１０１、７８２。

３４　 赎金指俄国 １８６１ 年改革后农民为赎取份地每年交纳的款项。按照改革
的法令，农民的宅地可以随时赎取，而份地则须经地主与农民自愿协议或

地主单方面要求始可赎取。份地的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 ６％的年利率
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 ６ 卢布，赎价就是 １００ 卢布。所
以农民所赎取的在名义上是土地，实际上也包括人身自由在内，赎价远远

超过了份地的实际价格。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 ２０％—２５％
（如果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 ７５％—８０％由
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 ４９ 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
因此赎金实际上成了前地主农民交纳的一种沉重的直接税。由于农民赎

取份地的最后限期为 １８８３ 年，赎金的交纳要到 １９３２ 年才最后结束。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
１９０７ 年 １ 月起废除了赎金。———７０、２１０、３４８。

３５　 割地是指俄国 １８６１ 年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果地
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

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
１／３（草原地区为

１／２），
就从 １８６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
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

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

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

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

号之一，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
１９０５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
代替这一要求。———７０、１０１、７７３、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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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彭帕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彭帕

杜尔先生们和彭帕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

易十五的情妇彭帕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彭帕

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

７１、４７０。

３７　 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

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

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

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７２。

３８　 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贪欲意思是极端的专横和残暴。阿·安·阿拉克切耶
夫是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推行反动的警察制度，用

极端残暴的手段对付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任何要求自由的表

现。———７２。

３９　 指民权党。
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１８９３ 年夏成立。参加

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

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

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

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１８９４ 年春，民权党的组织
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７３、
１３９、７６４。

４０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狗鱼》。狗鱼因危害鱼类而受
到审判。糊涂法官听从了和狗鱼狼狈为奸的检察官狐狸的建议，判决把

狗鱼投到河里淹死。———７６。

４１　 出典于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拉斯提斯把所有落到他手里的过路客强按
在一张特制的床上，身材比床长的就剁去腿脚，比床短的就抻拉身

躯。———８１。

４２　 指《工作者》文集。
《工作者》文集（爯Работник爲）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

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１８９６—１８９９ 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
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１８９５ 年 ５
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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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１８９５ 年 ９ 月回国以后，他
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 １８９５ 年 １２ 月被捕
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外，还给文集编辑部

寄去了别人写的几篇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 ６ 期（３ 册）；另外，还出了
附刊《〈工作者〉小报》１０ 期。———８９、１３９。

４３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
党，１８４７ 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 １８３６ 年成立的正义
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

密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

的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 １８４７ 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１８４７ 年 ６ 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
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

同盟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

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１２ 月 ８ 日，
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

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 １８４８ 年 ２ 月
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１８４８ 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
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德国三月革命爆

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并动员和组织同盟成员回国参加革命。他们在

科隆创办《新莱茵报》，作为指导革命的中心。欧洲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
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１８５１ 年同盟召开
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判了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冒险主义策略，

并决定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 １８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宣布解
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

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

９３、６４２。

４４　 《新莱茵报》（爯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爲）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
产阶级一翼的日报，１８４８ 年 ６ 月 １ 日—１８４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科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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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

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亨·毕尔格尔斯等都是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盟员。报纸编辑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实际

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

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

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１８４８
年 ９—１０ 月间曾一度停刊。１８４９ 年 ５ 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
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于 ５ 月 １９ 日被
迫停刊。———９３、４６２、５４１。

４５　 指《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９ 卷第
３—３９８ 页。———９４。

４６　 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１８９２ 年俄文版使用
的书名。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９４。

４７　 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第 ３５１—３９４ 页）。这篇文章是维·伊·查
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

撰写的，刊载于 １８９０ 年 ２ 月和 ８ 月出版的该评论集第 １ 集和第 ２
集。———９４。

４８　 《社会民主党人》（爯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爲）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
解放社于 １８９０—１８９２ 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 ４ 集。第
１、２、３ 集于 １８９０ 年出版，第 ４ 集于 １８９２ 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
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

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

用。———９４。

４９　 指恩格斯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 年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蒲
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再论蒲鲁东

和住宅问题》。这几篇文章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标题出了单行本（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２３５—３３４
页）。———９４。

５０　 指恩格斯 １８７５ 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 １８９４ 年写的《〈论俄国的
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３８９—４０２ 页，第 ４ 卷第 ４５１—４６７ 页）。———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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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这部著作
称为《资本论》第 ４ 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２ 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
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

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
人民出版社版第 ６ 卷第 ４ 页）《剩余价值理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 版第 ２６ 卷。———９５。

５２　 参看马克思的《协会临时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 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１６
卷第 １５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２２６ 页，
第 ２ 卷第 ２１ 页）。———９６、２８４、５３７。

５３　 指 １８７０ 年的普法战争。———９６。

５４　 《莫斯科新闻》（爯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爲）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１７５６
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１８４２ 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
次，从 １８５９ 年起改为日报。１８６３—１８８７ 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
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１８９７—１９０７ 年由
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

子。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１１ 月 ９ 日）被查封。———９８、６３１。

５５　 马克思阅读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时作过摘要（见《马
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８ 年俄文版第 １１ 卷第 １１９—１３８ 页）。把马克思的
摘要和列宁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本书的

事实材料和结论的态度是一致的。———９９。

５６　 代役租是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实物或货币，也指沙皇政府向国家农民、皇族
农民征收的一种税，这种税起初按人口征收，后来改为按土地和手工业收

入征收。在农民改革以后，代役租逐渐为赎金所代替。———１０１。

５７　 曼彻斯特派是 １９ 世纪上半叶主张贸易自由和废除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
法律（如谷物法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自由贸易主义的拥护者。

其活动中心是英国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领导曼彻斯特学派的是两个纺

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１０２。

５８　 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
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

直到 １９０６ 年才最终取消。———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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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指古罗马帝国时代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不管种这些土地怎么亏本，
他们也不能离开。———１０３。

６０　 村团即村社，见注 １２。———１０６。

６１　 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活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
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１０７、１６２、
２５３、７７９。

６２　 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
１８６４ 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
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

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

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

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

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

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

的不动产税。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
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

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

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

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

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 ３４ 个省和顿河军屯州。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 ４３ 省。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
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

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

销。———１０８、２０７、２５１、３６９、６３２。

６３　 这里说的“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是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
基。列宁在谈到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思想遗产时援引斯卡尔金，是出于应付
书报检查的考虑。他在 １８９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
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１０９。

６４　 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 ９０ 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
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１１５、１７０。

６５　 《农业报》（爯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爲）是俄国沙皇政府国家产业部（１８９４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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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改为农业和国家产业部）的报纸，１８３４—１９１７ 年在彼得堡出版。起
初每周出版两号，１８６０ 年起改为每周出版一号，同时每月出版两期附刊
《农村小报》。该报主要刊登有关农业的政府法令、经济时评、新闻报道

等，在地主和富农阶层中很有影响。———１１５。

６６　 这里指的是斯卡尔金。列宁引用的是他的书中的话（见《在穷乡僻壤和
在首都》１８７０ 年圣彼得堡版第 ２８５ 页）。———１２３。

６７　 《新言论》杂志（爯Новое Слово爲）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
１８９４—１８９７ 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１８９７ 年春
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

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

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 ３ 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
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１８９７ 年 １２ 月被查封。———
１２６、２０１、７６３。

６８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 １８９７ 年 ９ 月《新言论》杂志第 １２ 期上用笔名
恩·卡缅斯基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文。———１３４。

６９　 《施穆勒年鉴》（爯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ｓ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爲）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
经济年鉴》（爯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牞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爲），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杂志，１８７１ 年创刊，１８７７ 年起由德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弗·霍尔岑多尔夫和路·布伦坦

诺出版，１８８１ 年起由古·施穆勒出版。———１３７。

７０　 《星期周报》（爯Неделя爲）是俄国政治和文学报纸，１８６６—１９０１ 年在彼得堡
出版。１８６８—１８７９ 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１８８０—
１８９０ 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
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

事“平静的文化工作”。———１３７。

７１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是 １８９７ 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
写的，１８９８ 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首次出版，曾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广
泛流传。小册子的手稿未找到，现只保存下来手稿的一个转抄本，抄录人

不详。１９０２ 年和 １９０５ 年，小册子在日内瓦先后出了第 ２ 版和第 ３ 版，列
宁为这两版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６ 卷第 ３８７—３９２ 页，第 １１
卷第 ２０６—２０７ 页）。这本小册子还被编入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出版的列宁的
《十二年来》文集。手稿转抄本和小册子第 １ 版都收了传单《“斗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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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作为补充，但是 １９０２、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的版本
没有收这份传单。———１３９。

７２　 《“民意社”快报》（爯Летучий Листок爯Группы Народовольцев爲爲）是俄国
革命民粹派组织民意社的刊物，１８９２—１８９５ 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 ４
期。———１３９。

７３　 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

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 １８９４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
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１８９６—
１８９９ 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
１８９８ 年 ３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
代表机关。１８９８ 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
１８９８ 年 １１ 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
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

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 １８９９ 年 ４ 月起
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１９００ 年 ４ 月，在日内瓦
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

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

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

表。１９０３ 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
布解散。———１３９、２７２、２９８、７６５。

７４　 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 １８９５ 年 １１ 月创立的，由彼

得堡的约 ２０ 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１８９５ 年 １２ 月定名为“工
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

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 １０ 多人，其中 ５
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

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 ３ 个区小组。中心
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 ７０ 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
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

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

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 １８９５ 年和 １８９６ 年彼得堡工人的罢
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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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

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

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１８９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２０ 日）夜
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 ５７ 人。但
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

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科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

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１８９６ 年 １ 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
会仍领导了 １８９６ 年 ５—６ 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１８９６ 年 ８ 月协会
会员又有 ３０ 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
从 １８９８ 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
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

１８９８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１３９、
３１８、７６３。

７５　 指 １８９６ 年 ５—６ 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俄国工人运
动高涨，１８９５—１８９６ 年间相继爆发大罢工，如 １８９５ 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
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 １８９６ 年彼得堡纺织工
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最大。这次罢工的起因

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

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

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 ３ 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协会散发了传单和宣

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

１０ １／２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
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

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

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 １８９７ 年 ６ 月 ２ 日（１４ 日）颁布了将工业企
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 １１ １／２小时的法令。———１３９、１６０、２７６、
３１６、７６１。

７６　 指 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年内务大臣尼·巴·伊格纳季耶夫执行的政策。伊格纳
季耶夫竭力愚弄自由派，用民主的把戏为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倒行逆施

打掩护。他曾召集由大臣们所挑选的“有识之士”（贵族代表、地方自治

局主席等）讨论关于降低赎金、调整移民和改革地方行政等问题。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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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沙皇政府将召集全国的代表参与立法活动。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

都随伊格纳季耶夫的辞职而收场（参看《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３９—
４６ 页）。１８８２ 年 ５ 月，德·安·托尔斯泰接任内务大臣并兼宪兵司令，俄
国从此开始了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反动时期。———１４６。

７７　 指老民意党人小组（彼·拉·拉甫罗夫、尼·谢·鲁萨诺夫等）于 １８９３—
１８９６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资料》。这部文集原拟出
１７ 册，实际出了 ４ 编 ５ 册。———１５０。

７８　 布朗基主义是 １９ 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
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

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

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

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１８７２ 年秋天，在伦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发
表了题为《国际和革命》的小册子，宣布拥护《共产党宣言》这个科学共产

主义的纲领。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予以肯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３５７—３６５ 页）。———１５１、２６８、４９３、
６５３、６９２、７０４、７３５。

７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 １８９５ 年
底—１８９９ 年 １ 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
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

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

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

６００ 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
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助收集到的。列宁于 １８９８ 年 ８ 月 ９ 日（２１
日）写完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 １８９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２ 月 １１
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

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

托给了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为争

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

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

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

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

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１８９９ 年 ３ 月底，本书在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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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 ２ ４００ 册，很快就销售一
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

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１９０８ 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
出了第 ２ 版。———１６０。

８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２ 版于 １９０８ 年 ２—３ 月间出版。在这一版里，
列宁根据新的统计资料对本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订，主要是：在第 ２ 章中
增添了分析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 年军马调查总结的一节（第 １１ 节）；引用了证明
他先前所作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厂统计

的新材料；分析了 １８９７ 年人口普查的总结，更全面地揭示了俄国的阶级
结构。在这一版里，还总结了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书所涉及的基本

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此外，初版为应付检查而使用的“学生”、“劳动人民

的拥护者”等用语，都相应改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并且不

再用“新理论”这一说法，而直接提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义。据计算，

在第 ２ 版里共增添了 ２４ 条脚注，新写了两节，加了一个表，新写了 ８ 段正
文并对原有文字作了 ３ 处大的补充，还作了约 ７５ 处小的补充和修改。在
第 ２ 版出版后，列宁对本书的修订仍未停止。列宁在第 ２ 版序言的脚注
中曾提到，将来修订本书，准备把它分为两卷：第 １ 卷分析革命前的俄国
经济，第 ２ 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包括 １９０７ 年
底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第 １８５—３９７ 页），都是研究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
革命的总结和成果的。———１６０。

８１　 指 １９０１ 年遍及俄国各地的罢工和“五一”示威。它们显示了俄国工人运
动已由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和示威。在这一年发生的彼得堡奥布霍

夫工厂的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厂方开除了一些参加“五一”

罢工的工人，工人群众于 ５ 月 ７ 日举行抗议性罢工，提出开除为工人所痛
恨的工头等要求。工人们对调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持续 ３ 个小时的英勇
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次斗争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

新形式，史称“奥布霍夫保卫战”。———１６０。

８２　 容克经济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
文 Ｊｕｎｋｅｒ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 １６ 世纪起就利用农
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

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 １９ 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
革，主要是：１８０７ 年废除了农奴制；１８５０ 年 ３ 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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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

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三分之一的农民土地；另

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

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

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

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为普鲁士式的道路。———１６２。

８３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
的主要政党，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

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

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

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

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

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

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

解人。１９０６ 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
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

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

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

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

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

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

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１２ 月 １１ 日）宣布立宪
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

亡国外。１９２１ 年 ５ 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
不复存在。———１６２、２９８、５３１、６８９、７０７、７２３、７４１、７６２、７８３。

８４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
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

右翼。该党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宣言。
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大

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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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

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

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

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

“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

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

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

担任要职。———１６２、７４９、７６２、７８３。

８５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３ 日的政变是指俄国沙皇政府在这一天发动的反动政变，史
称六三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

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

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 ６ 月 ２ 日（１５ 日）晚逮捕了
他们。６ 月 ３ 日（１６ 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宣言中作
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

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

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 ４４％减到 ２２％，工人复选人由
４％减到 ２％），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
级复选人共占总数 ６５％，其中地主复选人占 ４９ ４％），这就保证了地主资
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

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

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 ２９ 席减为 １０ 席，波兰王国由 ３７ 席
减为 １４ 席）。六三政变标志着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
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１６３、７２９。

８６　 人民社会党人是 １９０６ 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
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

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

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

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

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
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

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１９１７ 年 ６ 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
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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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１９１８ 年后不复存在。———１６３。

８７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
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１９０６ 年 ４ 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
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

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

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

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

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

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

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

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

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

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１９１７ 年 ６ 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
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１６３。

８８　 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
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衷于功名利

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

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１６３、７５０。

８９　 “劳动派”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１６３。

９０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１ 版（１８９９ 年）中，本章标题是《向理论求
证》。———１６４。

９１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
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

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

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

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

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１７５。

９２　 这里指的是 １８７２ 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 １ 卷。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
恩格斯删去了这句话。———１７５。

９３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 ４ 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
前 ３５６ 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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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

称。———１８３、３０５。

９４　 《世间》杂志（爯Мир Божий爲）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
１８９２—１９０６ 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
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

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

可夫、马·高尔基等。９０ 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
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１８９８ 年刊载过列宁
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１９０６—１９１８ 年
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１８４。

９５　 《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爯Труд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爲）是俄国帝国自由经济学会的定期刊物，１７６５—１９１５ 年在彼得
堡出版。该杂志登载学会的研究结果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和讨论的速记记

录。———１９６。

９６ 　 《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爯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牞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爲）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１８８３ 年 １１ 月—１９１７ 年在
彼得堡出版，１８８５ 年 １ 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
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１９６。

９７　 《法学通报》杂志（爯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爲）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
刊物（月刊），１８６７—１８９２ 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
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

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２１１。

９８　 《事业》杂志（爯Дело爲）是俄国学术性文艺月刊，１８６６—１８８８ 年在彼得堡出
版。该杂志继承《俄罗斯言论》月刊的进步传统，关注社会问题，反对农

奴制残余；在文学艺术上提倡现实主义，反对“纯艺术”论。由于沙皇政

府和书刊检查制度的压制，１８８４ 年起转为温和的自由派杂志。———２１１。

９９　 《俄罗斯通报》杂志（爯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爲）是俄国文学和政治刊物，１８５６ 年
由米·尼·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创办，起初为双周刊，１８６１ 年起改为月刊。
该杂志初期持温和自由派立场，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１８６２ 年起变成了
反动势力的喉舌。１８８７ 年卡特柯夫死后，该杂志曾迁到彼得堡出版，
１９０６ 年停刊。———２１９。

１００　 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

列 宁 选 集



８１３　　

他粗暴蛮横，厚颜无耻，嗜财如命，是愚蠢贪婪的农奴主的典

型。———２２６。

１０１　 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
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讲究虚伪客套。意为耽于幻

想、无所作为的马尼洛夫精神一语即由此而来。———２２６、４７４。

１０２　 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 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 １９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
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

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２３２。

１０３　 分成制是俄国北方捕捉海兽和鱼类的劳动组合中的经济关系形式。在这
种劳动组合里，生产工具属于主人，工人对主人处于依附地位。主人通常

分得捕获物的
２／３，而工人们只能分得

１／３，并且还不得不把自己这一份低价
让给主人，由主人用生活用品抵偿。———２３６。

１０４　 《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是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帕·尼·斯克沃尔佐
夫恶意攻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作的答复。列宁于 １９００ 年 １
月他的流放期将满的时候在舒申斯克村开始写这篇文章，而于 １９００ 年 ３
月从流放地返回后写完。文章刊登在 １９００ 年 ５ 月和 ６ 月《科学评论》杂
志上。它是列宁出国以前在俄国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

章。———２３９。

１０５　 《科学评论》杂志（爯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爲）是俄国科学刊物（１９０３ 年起是
一般文学刊物）。１８９４—１９０４ 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
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１９００ 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
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１８９８ 年）、《再论实现论
问题》（１８９９ 年）、《非批判的批判》（１９００ 年）等文章。———２３９。

１０６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据说他性情暴戾，动
辄发火，一动怒就投掷轰雷和闪电。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

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２３９、３７８。

１０７　 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
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

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的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

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

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　 总之，用这个十分简
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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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

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您不要以为我在打

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您听，这位先生如此写

作，只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２４２。

１０８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
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

的地主。———２５５、５０４、６６４。

１０９　 新康德主义是在复活康德哲学的口号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
学流派，１９ 世纪中叶产生于德国。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
等人。１８６５ 年李普曼出版了《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该书每一章都以
“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结束。他还提出要纠正康德承认“自在之物”

这一“根本错误”。朗格则企图用生理学来论证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

后来形成两大学派：马堡学派（赫·柯亨、保·格·纳托尔普等）和弗赖

堡学派（威·文德尔班、亨·李凯尔特等）。前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成

就，特别是利用数学方法向物理学的渗透，来论证唯心主义；后者则把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宣称历史现象有严格的独特性，不受任何规

律性的支配。两个学派都用科学的逻辑根据问题来取代哲学的基本问

题。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宣布“自在之物”是认识所趋向的

“极限概念”。他们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认识的对象并不是自

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而仅仅是意识的现象。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不

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变种，断言科学没有力量认

识和改变现实。新康德主义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

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依据自己的认识论，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

追求但不可能达到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

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新

康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和

弗·梅林都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列宁揭露了新

康德主义的反动实质并指出了它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内在论者、

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联系。———２５９。

１１０　 《生活》杂志（爯Жизнь爲）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１８９７—
１９０１ 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 １８９９ 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
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

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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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

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

该杂志于 １９０１ 年 ６ 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１９０２ 年 ４—１２ 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

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

了 ６ 期，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１２ 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
种。———２６０。

１１１　 这里指列宁自己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
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著作（见《列宁全

集》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２９７—４６５ 页）中对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
所作的批判。———２６１。

１１２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思潮作了系统的分
析。列宁这部重要哲学著作于 １９０８ 年写成，１９０９ 年在莫斯科出
版。———２６１。

１１３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在流放地接到姐姐安·伊·乌里扬
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个经济派文件之后于 １８９９ 年 ８ 月
写的。列宁的姐姐称这个文件为“青年派的信条”，它的作者叶·德·

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成员。为了捍卫马克

思主义，列宁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

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这个经济派文件和列宁起草的《抗议书》。与会的

１７ 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他们是：列宁、娜·康·克鲁普
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А． М．斯塔尔科娃、格·马·克尔日扎诺
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弗·威·林格尼

克、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Д． В．瓦涅耶娃、米·亚·西
尔文、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

辛斯卡娅以及彼得堡工人奥·亚·恩格贝格、亚·西·沙波瓦洛夫、Н．
Н．帕宁。赞同《抗议书》的还有未出席会议的伊·卢·普罗明斯基、
М． Д．叶菲莫夫、切卡利斯基、柯瓦列夫斯基以及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
（尔·马尔托夫等人）和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市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

列宁把《抗议书》寄到了国外。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立即将

它发排，供《工人事业》杂志最近一期刊用。然而，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

国外联合会青年派成员，没有通知普列汉诺夫，就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将
《抗议书》单另印出，并附一篇编后记，说《信条》只反映某些人的看法，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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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立场对俄国工人运动并无危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

会内部不存在经济派，等等。１９００ 年初，普列汉诺夫把《抗议书》收入
他所编辑的批评经济派的文集《〈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列宁

全集》俄文第 ５ 版收载的本文献，前一部分按手稿刊印，后一部分按《工
人事业》杂志抽印本刊印，并和《〈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一书核

对过。———２６２。

１１４　 宪章运动是 １９ 世纪 ３０—５０ 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
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 １８３６
年成立，１８３７ 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１８３８ 年 ５ 月在伦敦
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 ２１ 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
（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

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

民人数产生代表。１８４０ 年 ７ 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
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在 １８３９、１８４２、１８４８ 年出现过三
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

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朱·哈尼、厄·琼斯保

持联系，并积极支持宪章运动。———２６６、７４９。

１１５　 “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从 １８４４ 年起在德国知识
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

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宣扬超阶级的爱、

抽象的人性和改良主义思想，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否认

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
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

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不利于在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

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１８４５—１８４８ 年的许多著作中对“真正的社会主
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１ 版第 ３ 卷第 １１—６４０ 页；节选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卷第 ５０７—５９１ 页）、《反克利盖的通告》（参看《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４ 卷第 １—２０ 页）、《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
主义》（同上书，第 ２２３—２７５ 页）、《“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参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 卷第 ６４１—６９２ 页）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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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３—６７ 页）。———２６６。

１１６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
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

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

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

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

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

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

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

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２６６、２８９、６５３、７００。

１１７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
产生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
党的任务》（１８９９ 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
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

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

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

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

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

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

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经济派等。———２６６、２８４、２９４、４９４、５８２、６５４、７１７、７６２。

１１８　 拉萨尔派是 １９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
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冯·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

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 １８６３ 年 ５ 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
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

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

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俾斯麦所

奉行的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多次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１８７５ 年，拉萨尔派同
爱森纳赫派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２６７、７１４。

１１９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思想，主要代表为约·卡·洛贝尔图斯和斐·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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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由普鲁士王朝制定工资标准，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的

国有化。拉萨尔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地过渡到

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麻痹

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

影响。———２６８。

１２０　 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
帮。这个论点写入了 １８７５ 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
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４３７—４３８ 页）。———２６８。

１２１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革命政治组织之一，１８７８ 年底
在彼得堡成立。创建人是钳工维克多·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工斯捷潘·哈

尔图林。会员和同情者各约 ２００ 人。协会只吸收工人参加，其活动是秘
密的。协会的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工人争得政治权利

和自由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纲领号召俄国工人同其他

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进行阶级斗争，并提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

家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纲领也还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某些

痕迹。协会在彼得堡各工厂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

罢工斗争。１８８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它出版了俄国最早的秘密工人报纸《工人
曙光报》创刊号。此后不久，报纸的印刷厂被破坏，协会也由于主要成员

被捕而停止活动。———２６８。

１２２　 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治组织，１８７５ 年 ７ 月间由革命知
识分子叶·奥·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创立。协会有会员 ６０ 人，同情者
１５０—２００ 人。协会章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到工人反对资本
压迫的斗争，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并且

和 ７０ 年代前半期一些民粹主义纲领截然不同，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
的问题。但是这个章程总的说来还未摆脱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协会成员

阅读和传播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组织罢工，并试图在南俄其他工业城市开

展协 会 的 活 动。协 会 于 １８７５ 年 底—１８７６ 年 初 被 沙 皇 政 府 破
坏。———２６８。

１２３　 《工人思想报》（爯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爲）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１８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０２年 １２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 １６ 号。
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 ５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
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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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

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

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

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

倾向》（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２０９—２３８ 页）和《怎么办？》（见《列
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６ 卷第 １—１８３ 页；节选部分见本卷第 ２９０—４５８ 页）等
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２６９、２７５、２８３、３０６。

１２４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爯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Листок爲）是俄国彼
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 １ 号于 １８９７ 年
２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 １ 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 ３００—４００ 份；第 ２
号于同年 ９ 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
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２７０、３１９。

１２５　 《工人报》（爯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爲）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
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

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 １ 号于 １８９７ 年 ８ 月出版；第 ２ 号于同年 １２
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 １１ 月）出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
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

《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

１８９８ 年 ３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
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

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 ３ 号没能出版。１８９９ 年该
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２７０、２９１。

１２６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１８９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１３—１５

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 １８９５ 年 １２ 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
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

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

代表大会的有 ６ 个组织的 ９ 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
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 １ 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
表 ２ 名，崩得的代表 ３ 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
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

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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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

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国外俄

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

《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

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

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

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

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

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

义全胜为止（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

编》１９６４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分册第 ４—６ 页）。
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

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

有建立起来。———２７０、２７７、２８６、３１９、７６５。

１２７　 《我们的纲领》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
１８９９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
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组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

表。———２７３。

１２８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
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施坦的批判。———２７４。

１２９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９—１４ 日在汉诺威

举行。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决议。关

于这一决议的内容，参看注 １５７。———２７４。

１３０　 指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 年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１８５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德里东北密拉特城的西帕依部队首先举行起义，随即攻占了德里。不久，

印度中部、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一部分封建

主也参加了起义。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封建主的背叛，这次起义于

１８５９年在英军镇压下遭到失败。但它仍迫使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政策方
面作了若干让步。———２７９。

１３１　 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是指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０２ 年 ５ 月英国对布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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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１９ 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
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

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１９１０ 年被并
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２７９。

１３２　 《信条》是经济派于 １８９９ 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
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

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 １８９９ 年 ８ 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
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

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 ２６２—２７２ 页）。
与会者 １７ 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 １７ 人抗议书。
《抗议书》引用了《信条》的全文。———２８３、３０５、６０１。

１３３　 《〈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

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

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２０９—２３８ 页）和《怎么
办？》（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６ 卷第 １—１８３ 页；节选部分见本卷第
２９０—４５８ 页）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２８３、３０９、６０１。

１３４　 经济派是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是国
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其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

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

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

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１８９７—１９０２ 年）和《工人事业》杂志（１８９９—
１９０２ 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

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

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

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

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

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

书》（见本卷第 ２６２—２７２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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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

《列宁全集》第 ２版第 ６卷第 １—１８３页；节选部分见本卷第 ２９０—４５８ 页），
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２８４、２９１、４７３、５４２、７６２、７８５。

１３５　 工人革命家彼·阿·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出自他 １８７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２ 日）在彼得堡沙皇法庭上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于 １８７７ 年第一次刊
登在伦敦的《前进》杂志上，后来经许多秘密报刊转载，在俄国工人中广

为流传，对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２８７。

１３６　 １８６６ 年国际代表大会即 １８６６ 年 ９ 月 ３—８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
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 ６０ 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协
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

克。大会接受了 １８６５ 年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由总委员会制定的议事日
程。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

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

读。《指示》很重视工会，不仅把它看做“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

的中心，而且看做工人阶级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斗争的组织中心。

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

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特别是激烈地反对工会。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

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２８８。

１３７　 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 １９ 世
纪 ６０ 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
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

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

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

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

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

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１９ 世
纪 ６０ 年代末和 ７０ 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
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

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

１８６８ 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

采取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

而实际却继续保留，并于 １８６９ 年 ３ 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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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

大量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揭露和批判。１８７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把巴枯宁和另一位巴枯宁派首领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１９ 世纪最后
２５ 年间，巴枯宁主义者蜕化成了脱离群众的小宗派。———２８９、７１８。

１３８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的写作工作早在 １９０１ 年春天
就开始了，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曾预告要出这本书。后来由于情

况变化，列宁修改了原定计划，直到 １９０１ 年秋天才正式撰写。１９０２ 年 １
月列宁写完了这本书，２ 月撰写了序言。３ 月 １０ 日，《火星报》第 １８ 号登
出了该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消息。

１９０２—１９０３ 年，《怎么办？》在俄国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广为传播。
不少人受了它的影响而成为《火星报》的拥护者。《怎么办？》一书对于俄

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对于列宁火星派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中，以及以后在 １９０３ 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取得胜利，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对列宁这本书的评价有过分歧，可是这种分

歧并没有越出《火星报》编辑部的范围。书中的主要论点，即关于工人运

动的自觉因素和自发因素的关系的论点，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

的领导作用的论点，已写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而这个纲领草

案是由普列汉诺夫起草、经《火星报》编辑部修订并得到全体成员一致同

意的。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反火星派（亚·马尔丁诺夫、弗·

彼·阿基莫夫）通过批评《怎么办？》来反对《火星报》编辑部所制定的党

纲草案时，火星派（包括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都表示赞

同列宁的这本书以及它对“自觉因素”即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中的作用问题的提法。可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孟什维克开始

对旧《火星报》的基本思想进行系统的修正时，普列汉诺夫却承担起“反

驳”列宁《怎么办？》一书的观点的任务。１９０４ 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
报》上声称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列宁早就有原则的分歧。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前进报》第 １１ 号发表了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蛊惑
宣传的产物》，对普列汉诺夫作了答复。这篇文章经列宁校阅、修改和补

充过，列宁还给它写了一条很长的脚注（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９ 卷第
３３８ 页）。
１９０７年 １１ 月，列宁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第

５ 章第 １ 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同时增加了 ５ 条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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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里指出《怎么办？》的写作背景、它的历史作

用和意义，并驳斥了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们对

该书的攻击和歪曲（参看本卷第 ７６５—７７３ 页）。———２９０。

１３９　 《火星报》（爯Искра爲）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
创刊号于 １９００ 年 １２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
敦（１９０２ 年 ７ 月起）和日内瓦（１９０３ 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
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

格·斯米多维奇—列曼，１９０１ 年 ４ 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
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

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

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

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

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１９０２ 年 １ 月在萨马
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

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

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

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

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 ４６—５１ 号是
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

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１１ 月 １ 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 ５２ 号是由
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１９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２６ 日），普列汉诺夫把原
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

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 ５２ 号起，《火
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 ５２ 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
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第 １００ 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
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 １１２ 号。———２９０、４６９、５２９、
６８４、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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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１９０１ 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
外组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社会民主党

人”革命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等）举行了关于协议和统

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召开实现统一的代表大会，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于

１９０１ 年 ６ 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通称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
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

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并谴责

了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但

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

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工人事
业》杂志第 １０ 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
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

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和补充上。在这种情况

下，火星派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１０ 月 ４—５ 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列宁（化名“弗雷”）参加了这次
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揭露了联合会背弃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行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２４５—２４９ 页）。在代表大会宣布了联合
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

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

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

出了代表大会。———２９１、７６６。

１４１　 《工人事业》杂志（爯Рабочее Дело爲）是俄国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
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１８９９ 年 ４ 月—１９０２ 年 ２ 月在日内瓦
出版，共出了 １２ 期（９ 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
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

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

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２９１、４８０。

１４２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
中的两个派别。关于拉萨尔派，见注 １１８。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

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 １８６９ 年 ８ 月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
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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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

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 １８７５ 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２９４。

１４３　 盖得派和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盖得派是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

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
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１８７９ 年组成了法国
工人党。１８８０ 年 １１ 月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
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１９０１ 年与其他反入
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过重

要贡献。１９０５ 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
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

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

国政府。１９２０ 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
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可能派（布鲁斯派）是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
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

改良主义的一翼，１８８２ 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
１８８３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
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１９０２ 年，可能
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

会党。

１９０５ 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
际法国支部）。———２９４、７１８。

１４４　 费边派是 １８８４ 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韦伯、比·韦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

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

前 ２１８—前 ２０１ 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
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

渐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

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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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译“市政社会主义”）。１９００ 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
员会），但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

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

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
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 ４ 章第 ７ 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
爱理论》（《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第 ３２２—３２７ 页，第 ２６ 卷第 ２７８—
２８４ 页）。

社会民主党人是指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是英

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 １８８４ 年 ８ 月成
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

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

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

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

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１８８４ 年秋联
盟发生分裂，联盟的左翼在 １８８４ 年 １２ 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
义同盟。１９０７ 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１ 年，英国社
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２９４、
７１１、７１９。

１４５　 内阁派，或内阁主义、米勒兰主义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机
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亚·埃·米勒兰于 １８９９ 年参加瓦尔德克—

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

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

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２９４、４９２、５３８。

１４６　 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
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

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

来，人们常用“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

一开始就完美无缺。———２９５。

１４７　 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两只桶》。寓言说，有两只桶在路
上滚。一只桶里装着酒，稳稳当当地前进。另一只桶是空的，一路上隆隆

作响。尽管空桶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却不像第一只桶那么有分

量。———２９７。

１４８　 《曙光》杂志（爯Заря爲）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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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部编辑，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 ４ 期（第 ２、３ 期为合
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

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

《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

“马克思的批评家”》前 ４ 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
领》。———２９８、６２８、７６４。

１４９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 １８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
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

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铲除专制

制度和封建主义，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

东、安·路·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

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许多领导人在

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的领袖是

雅·皮·布里索、皮·维·维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该派

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

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

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

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

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

２９８、４９３、５６４、５６５。

１５０　 无题派是指 １９０６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

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

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

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

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

《同志报》周围。———２９８、６８９、７６６。

１５１　 指像俄国历史学家德·伊·伊洛瓦伊斯基那样研究历史。伊洛瓦伊斯基
把历史主要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活动，用种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事件来解释

历史过程。———２９９。

１５２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
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 １８７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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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查封工

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

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 １ ０００ 多种书刊被查禁，３００ 多个
工人组织被解散，２ ０００ 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
党人非常法于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被废除。———２９９、７１５。

１５３　 《前进报》（爯Ｖｏｒｗｒｔｓ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１８７６ 年 １０ 月在
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１８７８ 年 １０
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
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 １８８４ 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
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 １８９１ 年 １ 月
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

进报》撰稿，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１８９５ 年恩格斯逝世以后，
《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

对苏维埃的宣传。１９３３ 年停刊。———３００。

１５４　 有关登载恩格斯论文的争论发生在 １８７７ 年 ５ 月 ２７—２９ 日在哥达举行的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这年 １—５ 月，恩格斯在该党中央机关
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批判欧·杜林的文章（《反杜林论》第 １ 编）。
这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企图禁止《前进

报》继续发表恩格斯的反对杜林的文章。代表大会没有接受他们的意

见，但从实际考虑，决定今后不在《前进报》正刊而在其附刊上继续对各

种理论问题展开争论。所以，《反杜林论》第 ２、３ 编是在《前进报》附刊上
发表的。———３００。

１５５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 １９ 世纪 ７０—９０ 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人
物。这些人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有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

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鼓吹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

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

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

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

反科学的性质。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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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３００。

１５６　 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话。诺兹德
列夫是《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

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

都要闹出点“故事”来。———３００。

１５７　 汉诺威决议是指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９—１４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的
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的决议。代表大

会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

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

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奥·倍倍尔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列宁给予这个报

告以高度评价（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３ 卷第 ３８２—３８８ 页）。代表大
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该决议指出：“资产阶级社

会的发展至今并未提供任何理由使党放弃或改变自己对它的基本看法。

党一如既往立足于阶级斗争，而根据这一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

阶级本身的事业。因此，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借

助于政权，通过生产工具社会化和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方式来保

障最普遍的幸福生活。”在不拒绝与资产阶级各政党为达到一定的实际

目标而进行暂时联合的同时，“党任何时候在自己全部活动中都完全保

持独立自主，并把所取得的每一成就只看成是使它接近它的最终目标的

一步”。决议最后写道：“党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自己的主要要求和基本

观点，或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名称……　 党坚决反对模糊或改变党对待现
存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一切尝试。”

汉诺威决议虽然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没有对伯恩施坦主义

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有力的批判。这引起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罗·卢森

堡等）的不满。伯恩施坦的拥护者也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３００。

１５８　 吕贝克决议是指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 ２２—２８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吕贝克举行的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最为关注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

问题。当时修正主义已经最终形成，既有自己的纲领，也有自己的机关刊

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爱·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上

发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吕贝克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问

题展开了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指出：“党代表大会无保留地承认

自我批评对于我党在思想上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伯恩施坦同志

最近一些年来完全片面地从事这种批评，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代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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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批评，这种做法使他处于一种暧昧地位并引起党内大部分同志的不

满。”尽管在吕贝克决议中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的警告，但由于多数领

袖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大会没有在原则上提出修正主义者不得留在社会

民主党内的问题。———３００。

１５９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 １８９８ 年 １０ 月 ３—８ 日在斯图

加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问

题。侨居国外的爱·伯恩施坦给大会寄来的一份专门声明，为他以前在

《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的机会主义

观点辩护。代表大会宣读了他的这份声明。从代表大会的讨论中看到，

反对伯恩施坦的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以奥·倍倍尔、卡·考茨基为首

的一部分人害怕党的分裂，力主把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原则斗争同小心

谨慎的党内策略结合起来；以罗·卢森堡、亚·李·帕尔乌斯为首的一部

分人持比较坚决的立场，主张开展广泛深入的辩论，不怕分裂，他们在代

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大会没有就此问题作出任何决议。会后，在该

党的报刊上展开了辩论。———３０１。

１６０　 斯塔罗韦尔（亚·尼·波特列索夫）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文（载于
１９０１ 年 ４ 月《曙光》杂志第 １ 期）中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马克思
主义中的臭名远扬的‘改良派’（指伯恩施坦）的怀疑论比在任何地方获

得的成就都大？同时为什么在俄罗斯，这种理论的隐蔽的拥护者这么多，

公开的拥护者这么少？伯恩施坦主义就像不可告人的暗疾，得了这种病

通常是不好大声坦白承认的。”———３０２。

１６１　 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
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

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

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

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

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

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

义。———３０３、５１５、５４７、７０３、７６１。

１６２　 《自命不凡的作家》是俄国作家阿·马·高尔基的一篇短篇小说的标
题。———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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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他自己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
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和《〈十二

年来〉文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２９７—４６５ 页；本卷第
７６１—７７８ 页）。１８９４ 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
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

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上述文章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于 １８９４ 年底
至 １８９５ 年初写成的。此文最初用克·土林的笔名刊载于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出
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１９０７ 年底，列宁把这篇文章
编入了《十二年来》文集。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列宁说明了这

篇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即下段正文中提到的《俄国

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于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由公开的印刷所印了 ２ ０００ 册。
除列宁的上述文章外，文集还收入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悲观论是

经济现实的反映》、《向我们的论敌进一言（俄国著作界的文明史资料）》，

彼·伯·司徒卢威的《致我的批评者》以及其他文章。沙皇政府先是禁

止该文集发行，一年后又将其没收焚毁。保存下来的仅有 １００ 册，在彼得
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秘密传阅。———３０４。

１６４　 指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该书
于 １９０１ 年出了三种俄文译本，书名互不相同：（１）《历史唯物主义》，莉·
坎采尔译，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在一年内出了两版）；（２）
《社会问题》，彼·谢·科甘译，莫斯科康恰洛夫斯基出版社出版；（３）《社
会主义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К． Я．布特科夫斯基译，莫斯科叶菲莫
夫出版社出版。———３０５。

１６５　 谢·瓦·祖巴托夫向工人推荐爱·伯恩施坦和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
著作一事，是署名“一位原经济主义者”的读者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

揭露的。尔·马尔托夫在《再论当前的政治腐蚀》一文（载于 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火星报》第 １０ 号）中，引用了这封信中的材料。———３０５。

１６６　 《往事》杂志（爯Былое爲）是俄国历史刊物，主要研究民粹主义和更早的社
会运动（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等）的历史。该杂志由弗·李·

布尔采夫创办，１９００—１９０４ 年在伦敦和巴黎出版了 ６ 期。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该杂志在彼得堡出版（月刊），编辑是瓦·雅·鲍古查尔斯基和帕·

叶·晓戈列夫，布尔采夫也参加编辑工作。１９０７ 年该杂志被沙皇政府查
封后，为代替杂志第 １１、１２ 期出版了历史文集《我们的国家》。１９０８ 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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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去的年代》杂志，１９０９ 年改为历史文集《过去》。１９０８ 年布尔采夫
恢复了《往事》杂志的国外版（巴黎），一直出到 １９１２ 年。在俄国，《往事》
杂志于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在彼得格勒复刊。十月革命后由晓戈列夫担任编辑
继续出版，１９２６ 年停刊。———３０６。

１６７　 指《〈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这是一本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
伍中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

《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经济主义观点的资料汇编，由格·瓦·普列汉

诺夫编辑、写序，劳动解放社于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在日内瓦出版。———３０６。

１６８　 《宣言书》是基辅委员会在 １８９９ 年起草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表明了基
辅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观点，其内容有很多地方和经济派的《信条》相同。

列宁在《论〈宣言书〉》一文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２７２—２８１ 页）。列宁原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
《宣言书》连同他的《论〈宣言书〉》一起发表，但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

未果。———３０６。

１６９　 《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是劳动解放社在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下旬收到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之后，于 １２ 月由帕·
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格·瓦·普列汉诺夫定稿的一个文件。在这个

声明中，劳动解放社表示完全赞同《抗议书》提出的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

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声明于 １９００ 年初印成单
页发表，并收入《〈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一书的《附录》。声明所

阐述的纲领，直到《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才得到实现。

关于劳动解放社，见注 ３０。———３１０。

１７０　 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１ 年 ９ 月下半

月在苏黎世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机会主义在联合会里取得

了最终胜利。大会对 １９０１ 年六月代表会议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
外组织的原则协议）作了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修正和补充。这就

预先决定了在这次代表大会几天以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

“统一”代表大会的失败。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批准了《给〈工人事业〉杂志

编辑部的指示》，这个指示只字不提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

运动中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提批判修正主义和论证马克

思主义革命本质的必要性。———３１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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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　 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
瓜伊万努什卡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而挨揍。一次，他看到农民在

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

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

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

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３１１、５０１、５８３。

１７２　 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
两派———爱森纳赫派（１８６９ 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１８６３
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于 １８７５ 年 ５ 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
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它是爱森纳赫

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

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拉萨尔主义的一系列

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谓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是

反动的一帮，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

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国家”等。马克

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彻底的批判（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４１９—４５０ 页），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
被认真考虑。哥达纲领于 １８９１ 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３１１。

１７３　 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 １８９８ 年写的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
前任务和策略问题》。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在社会民主党把注意力仅

仅集中到纯经济斗争时，那些无法给自己的政治追求找到出路的无产阶

级最革命分子就可能像 ７０ 年代那样去从事恐怖活动，或者去从事任何一
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３１２。

１７４　 《论鼓动》这本小册子是亚·约·克列梅尔在 １８９４ 年写的，经尔·马尔托
夫审定。该书起初以手抄本和胶印本的形式流传，后于 １８９６ 年底在日内
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和跋。该书总结了社会民

主党人在维尔诺的工作经验，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转向在工

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因此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很大的影响。

但它夸大纯经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含有经济主义的萌芽。格·瓦·普

列汉诺夫在《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中对它作了批评性的分

析。———３１８。

１７５　 这篇社论标题为《告俄国工人》，系列宁所写，至今没有找到。———３１８。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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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　 《俄国旧事》杂志（爯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爲）是俄国历史刊物（月刊），由米·
伊·谢美夫斯基创办，１８７０—１９１８ 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主要登载俄
国国务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录、日记、札记、函件等以及各种文献

资料。它是俄国第一家长期刊登俄国革命运动史料的杂志。———

３１８、５５０。

１７７　 指沙皇政府对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工人罢工的镇压。这次罢工发生于
１８９５ 年 ４—５ 月。罢工的起因是厂方采用新的计件单价，降低了工人的
工资收入。参加罢工的有 ４ ０００ 多工人。罢工遭到特地调来的沙皇军队
法纳戈里团的镇压，结果工人死 １ 人，伤 １４ 人，１１ 人被交付法庭审判。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呈交给他的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事件的报告上批

道：“感谢法纳戈里团的好汉们在工厂闹风潮期间采取坚定果敢的行

动。”———３１９。

１７８　 非正式会议是指“老年派”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创建人列
宁、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尔·马尔托夫等同

斗争协会新成员的代表一起于 １８９７ 年 ２ 月 ２６ 日和 ３ 月 １ 日之间在彼得
堡斯·伊·拉德琴柯和马尔托夫的住处举行的会议。当时俄国当局允许

协会的老成员在赴西伯利亚流放地之前在彼得堡停留三天处理私事，非

正式会议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举行的。会上，“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在

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但是，曾于 １８９３—１８９５ 年参加
“老年派”小组的阿·亚·雅库波娃，坚持刚刚产生的经济主义的观点，

而“青年派”分子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却支持列宁等“老年派”。

列宁后来在康·米·塔赫塔廖夫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上加的按语中

说：“可见，我的划分的不准确之处就在于，有一个‘青年派’分子维护‘老

年派’，有一个‘老年派’分子维护‘青年派’。”此信和按语载于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火星报》第 ４０ 号。———３２１。

１７９　 《〈工作者〉小报》（爯Листок爯Работника爲爲）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
会的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的附刊，１８９６ 年至 １８９８ 年在日内瓦出版。
共出了 １０ 期。第 １—８ 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后因联合会大多数成员转
向经济主义，劳动解放社拒绝继续编辑联合会的出版物。《〈工作者〉小

报》第 ９—１０ 期合刊由经济派编辑，于 １８９８ 年 １１ 月出版。———３２１。

１８０　 指俄国沙皇政府的警察。———３２２。

１８１　 瓦·沃·是 １９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瓦·巴·沃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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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佐夫的笔名。他为陈腐的民粹派思想辩护，到 ９０ 年代堕落成为否定群
众政治斗争的反动分子。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

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经济派，他们把工人

阶级的政治斗争放到次要地位，向工人阶级宣扬原始的狭隘的斗争方法

和渺小的斗争目的，因而在工人运动中起反动作用。———３２３。

１８２　 《新时代》杂志（爯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１８８３—
１９２３年在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１８８５—１８９５ 年间，杂志
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帮

助它端正办刊方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

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
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１９１０ 年以
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

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３２５、４６１、５１１、６９９、７０９。

１８３　 指 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
的新党纲。１８９９ 年的布隆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 １８８８ 年的海因菲尔德纲
领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问题。当时成立了

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主要起草者是维·阿德勒。党纲草案于

１９０１ 年 ８ 月公布。党内对它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性意见，主要是指责它向
伯恩施坦主义让步。卡·考茨基在 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新时代》杂志第
３ 期上发表了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文章：《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
考茨基把党纲的新旧条文加以对照，主张保留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原则部

分，因为它比较充分和正确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历史发展总过程和工

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阿德勒不同意考茨基的建议。后来这个党纲草案

经过维也纳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稍加修改后通过。———３２５。

１８４　 进步党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１８６１ 年 ６ 月成立，创始人和领袖为
鲁·微耳和、贝·瓦尔德克、海·舒尔采—德里奇、汉·维·翁鲁等。进

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

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１８６６ 年 １０ 月，进步党中的右翼分裂出去组成
民族自由党。１８８４ 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
成德国自由思想党。１８９３ 年，该党又分裂成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
人民党两派。进步党反对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主要敌人。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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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和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进步党的活动家

舒尔采—德里奇、麦·希尔施、弗·敦克尔等人积极进行了建立工会的

活动。———３２７。

１８５　 指 １８９９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西欧工人运动。批
判性研究的尝试。第 １ 卷。德国和比利时》一书和载于 １８９９ 年《社会立
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第 １４ 卷的彼·伯·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的社会发
展理论》一文以及他为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

的任务》、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两本书写的书

评。普罗柯波维奇在书中企图证明德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缺少进行革

命斗争和实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的条件。司徒卢威在文章中企图驳

倒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前提，证明社会矛盾越来越不尖锐，否认社会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３２８。

１８６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１８６８ 年由进步党活动家
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

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

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

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

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

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

１８９７ 年它的会员不过 ７５ ０００ 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 ４１９ ０００
人。１９３３ 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
“劳动战线”。———３２８、６２３。

１８７　 指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
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是经济派的一个小组织，１８９８ 年秋在彼得堡成

立，只存在了几个月。说明该社宗旨的宣言所署日期是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载
于同年 ７ 月在伦敦出版的民粹派刊物《前夕》杂志。该社还公布过它的
章程，印发过几份给工人的传单。———３３０。

１８８　 《前夕》杂志（爯Накануне爲）是俄国民粹派的刊物，由叶·亚·谢列布里亚
科夫主编，１８９９ 年 １ 月至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共出版了 ３７
期。该杂志宣传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敌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敌视俄国革命

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周围集结了一批各种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人

物。———３３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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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这里说的是劳动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列宁 １８９７ 年底在西
伯利亚流放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见本卷第 １３９—１５９
页），于 １８９８ 年下半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
罗得在给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表示赞同列宁的观点，并指出，不久前到

国外来的年轻同志同列宁这本小册子的观点相距甚远。阿克雪里罗得提

到的“年轻同志”，是指当时已转向经济主义并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一批人（即后来的工人事业派）。１８９９ 年 ４ 月，
《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 期刊登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
子的评论。《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在评论中掩饰自己的真实倾向，否认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性质，否认经济派在俄国社会

民主党组织中的影响有所增强，断言列宁阐述的观点同该编辑部的纲领

完全一致，并说编辑部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序言中所说的究

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

１８９９ 年 ８ 月，阿克雪里罗得在给《工人事业》杂志的信中驳斥了上述
论点。他说：《工人事业》杂志试图证明自己同列宁所阐述的观点一致是

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转向经

济主义的派别（“青年派”），这个派别力图“人为地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停

留在原始发展阶段上”。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工人事业》杂志作为抽印本刊印了列宁在 １８９９ 年夏
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 ２６２—２７２ 页），并加写了编
后记。该杂志诡称赞同这一文献，并辩解说《信条》只不过是代表“个别

人”的意见，又说担心俄国社会民主党可能向纯粹经济斗争方面发展是

没有充分根据的。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编的《〈工人事
业〉杂志编辑部指南》。书中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和书信（包括《信条》作者

叶·德·库斯柯娃和联合会书记格里申的带有政治性的私人信件），证

实在集结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侨居国

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机会主义分子和经济主义思想实际上占了统治

地位。

１９００ 年 ２—３ 月，《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尼·克里切夫斯基针对
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和普列汉诺夫的《指南》写了编辑部的《回答》，十

分明显地暴露了该杂志的机会主义性质。

后来，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转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继续进

行。———３３１。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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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爯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爲）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威·李卜克

内西。１８７９ 年 ９ 月—１８８８ 年 ９ 月在苏黎世出版，１８８８ 年 １０ 月—１８９０ 年
９ 月在伦敦出版。１８７９ 年 ９ 月—１８８０ 年 １ 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
１８８１—１８９０ 年爱·伯恩施坦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
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

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恩格斯曾称赞它是德国

党的旗帜。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

３３５、７１６。

１９１　 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尔·马尔托夫在他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
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上所署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这首诗

载于 １９０１ 年 ４ 月《曙光》杂志第 １ 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
自发性的盲目崇拜。———３３７。

１９２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１８９７ 年 ９ 月在维尔
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

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

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 １８９８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

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

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 １９０６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 １９０１ 年起，崩得是
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

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
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
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

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１９２１ 年 ３ 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
产党（布）。———３４５、４６７、４８９。

１９３　 指悉·韦伯和比·韦伯合著的《工业民主》一书。———３４６。

１９４　 《自由》杂志（爯Свобода爲）是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刊物，１９０１—
１９０２ 年在瑞士出版，共出了两期。列宁指出：“《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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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

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

卑劣的哗众取宠。”（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３２２ 页）
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纳杰日丁）于 １９０１ 年 ５

月创建的。列宁认为该社是一个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

组织，又在群众中毫无根基的集团。除《自由》杂志外，自由社还出版了

《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 １ 期、《评论》第 １ 期和纲领
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自由社宣传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

支持彼得堡经济派反对火星派。１９０３ 年，自由社停止活动。列宁在《关
于“自由社”》一文中对自由社作了专门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５０—５１ 页）。———３５８。

１９５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 １８９７ 年 １２ 月写给《工人报》的第二封信（已编
入《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小册子）中，阐述了俄

国工人运动今后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前途：纯粹经济斗争的前途和在一般

民主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前途。———３６０。

１９６　 即 １９０１ 年 ２—３ 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山、雅罗斯拉
夫尔、华沙、比亚韦斯托克、托木斯克、敖德萨和俄国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学

生和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导火

线是当年 １ 月沙皇政府把参加大学生集会的 １８３ 个基辅大学生送去当兵
（参看列宁的《１８３ 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３４６—３５１ 页）。各地游行队伍被沙皇政府派来的警察和哥萨克驱
散，游行群众遭到毒打。３ 月 ４ 日（１７ 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
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特别残酷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数千名大学生和

工人中，有数百人受到毒打，其中数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致残。１９０１ 年二
三月事件证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３６２。

１９７　 这是彼得堡一个织布工人给《火星报》的信中的话。该信刊登在 １９０１ 年
８ 月《火星报》第 ７ 号“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内。信里说：“……
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都弄破了，而这号报

纸却是很宝贵的……　 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
这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当你读到报纸时，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带领我们前进的那些知识分子了。这

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钱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工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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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得真对！……　 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
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必须争取自

由，用胸膛去争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愿意看书，只是可惜

我们没有书。在前一个星期日，我们召集了 １１ 个人在一起阅读了《从何
着手？》一文，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

彻……　 我们很想向你们《火星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们大
家应该怎样着手，并且还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活和怎样死。”———３７２。

１９８　 指彼·伯·司徒卢威 １９０１ 年 ２ 月和 ５ 月在《火星报》第 ２ 号和第 ４ 号上
发表的文章《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火星报》登载司徒卢威的文

章和曙光杂志社刊印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

方自治机关》（附有司徒卢威（尔·恩·斯·）写的序言和注释）这两件事

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民主反对派自由社

的代表司徒卢威于 １９０１ 年 １ 月达成了共同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协议。
这个协议的寿命不长，当年春天就暴露出根本不可能同民主反对派继续

合作下去，于是和司徒卢威的联合也就解体了。———３７５。

１９９　 《俄国报》（爯Россия爲）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１８９９—１９０２ 年在彼得堡出
版。主编是格·彼·萨宗诺夫。该报在资产阶级阶层中销行甚广。１９０２
年 １ 月由于登载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
们》而被政府查封。———３７７。

２００　 指 １９０１ 年 ４ 月《火星报》第 ３ 号上的维·伊·查苏利奇的文章《谈谈当前
的事件》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栏中的大学生风潮要闻，以及 １９０１ 年 ６ 月
《火星报》第 ５ 号上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文章《论毫无意义的幻想》
和短评《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

“毫无意义的幻想”是 １８９５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时
申斥他们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力的用语。———３７７。

２０１　 指 １９０１ 年 ８ 月《火星报》第 ７ 号和 １０ 月《火星报》第 ９ 号分别发表的两篇
评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和《维亚特卡的“工

贼”》。———３７７。

２０２　 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俄国作家
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中首次把

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为《有何吩咐报》。———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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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　 《圣彼得堡新闻》（爯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爲）是 １７０３ 年创办的第
一家俄国报纸《新闻报》的续刊，１７２８ 年起在彼得堡出版。１７２８—１８７４
年由科学院出版，１８７５ 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１９１７ 年底停
刊。———３７９。

２０４　 《俄罗斯新闻》（爯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爲）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３—１９１８ 年在莫斯
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

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 ７０ 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之一。８０—９０ 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１８９８ 年和
１９０１ 年曾经停刊。从 １９０５ 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３７９。

２０５　 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亦即布伦坦

诺主义。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

一种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参

看本版选集第 ３ 卷第 ５８７—５８８ 页）。———３７９、６２３、７０３。

２０６　 指工人反资本斗争社。
工人反资本斗争社于 １８９９ 年春在彼得堡成立。它的创建人是维·

阿·古托夫斯基（即后来有名的孟什维克叶·马耶夫斯基），成员是一些

工人和知识分子。该社同彼得堡工人运动没有牢固的联系，并且存在时

间极短，１８９９ 年夏即被取缔。该社观点接近经济派。它的一份传单《我
们的纲领》中说，沙皇政府就是资本自身，反资本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斗

争。这份传单是油印的，由于组织瓦解，没有散发出去。———３８５。

２０７　 《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 １ 期是俄国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 １８９８ 年出
版的。文集的撰稿者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否认成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

的必要性，认为用总罢工的方法就能完成政治革命。———３８６。

２０８　 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３８７、６９６。

２０９　 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旧约全
书·出埃及记》第 ３３ 章）。此处是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经济派的尾巴
主义特征。———３８８。

２１０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看来是指他 １９０１ 年同亚·马尔丁诺夫的第一次会
见。马尔丁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了这次会见的情形：“我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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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谈到了纲领，谈到了党的政治任务，谈到了政治策略，我们好像没有

任何意见分歧。可是谈话结束时，列宁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您是怎

样看待我的组织计划呢？’当时我马上激动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

不同意您的意见。我看您的组织计划好像是在建立马其顿人的武装游

击队。您建议在党内实行某种军事纪律，但这样的事，不论是在我们俄

国还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眯缝着眼，笑眯眯地回答说：‘您只是在这一点上同我不一致，而这一

点正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说，您我之间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我们于是分道扬镳……好多年。”（见亚·马尔丁诺夫《伟大的无产阶

级领袖》１９２４ 年莫斯科版第 ８—９ 页）———３９２。

２１１　 阿法纳西·伊万内奇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是俄国作家尼·瓦·
果戈理的小说《旧式的地主》中的一对地主老夫妻。他们一辈子住在

自己的小庄园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３９６。

２１２　 指列宁领导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老年派”）小组。以该小组为基
础，于 １８９５ 年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４０６。

２１３　 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
过来。”———４０６。

２１４　 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
密革命组织，１８７６ 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
民粹派协会，１８７８ 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出现的一
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

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

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

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

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

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

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

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

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

传播革命书刊，参加 ７０ 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
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

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

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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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１８７９ 年 ８ 月，土地和自由
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的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

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

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

伊·查苏利奇、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

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

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

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 １８８３ 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
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 １８８１ 年
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４１４、４７１、７２６。

２１５　 指 Ｅ．拉扎列夫的两篇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 １９００ 年 ４ 月
和 ５ 月《前夕》杂志第 １５ 期和第 １６ 期）和《谈谈一次分裂》（见 １９００ 年
６月《前夕》杂志第 １７—１８ 期合刊）。拉扎列夫将格·瓦·普列汉诺夫
出版批评“青年派”的《指南》一事说成是“把真诚的、积极的和善良的

同志革出社会民主党人教门”。———４１９。

２１６　 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借喻最高权威的裁
判。———４１９。

２１７　 这个报告的全称是：《向 １９００ 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
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该报告是《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受国

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委托起草的，１９０１ 年由联合会在日内瓦出
版。———４２２。

２１８　 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
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

个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

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４２２。

２１９　 这个意见是《〈工人思想报〉增刊》（１８９９ 年 ９ 月）上发表的尔·姆·的
《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提出的，参看本卷第 ３５３ 页的引文。———４２６。

２２０　 《南方工人报》（爯Южный Рабочий爲）是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１９００ 年 １
月—１９０３ 年 ４ 月出版，共出了 １２ 号。第 １、２ 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
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

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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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

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

阿·扎·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В． Н．罗扎
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

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

组织。在 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
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

《南方工人报》停刊。———４２７。

２２１　 指《工人思想报》印发的调查表《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１８９８
年）和小册子《收集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料问题集》（１８９９ 年）。前者
列出了 １７ 个有关工人劳动生活条件的问题，后者列出了 １５８
个。———４２９。

２２２　 １８８５ 年的罢工运动席卷了俄国弗拉基米尔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和
其他几个工业中心省份的许多纺织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 １８８５ 年 １
月 ７—１７ 日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
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

化而引起的。如 １８８２—１８８４ 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低五次，对工人的罚
款达到工资额的

１／４—
１／２。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

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 ８ ０００
人。他们要求恢复 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罚款并
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

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 ６００ 多名工人被捕，其中 ３３ 人受
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

１８６６ 年 ６ 月 ３ 日颁布了罚款法。
关于 １８９６ 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罢工及要求，参看注

７５。———４３０。

２２３　 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
亚斯养牛 ３ ０００ 头，３０ 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
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４３２。

２２４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中的下列事实：
第一件事实：１８９７ 年夏，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曾同流放

中的列宁商谈出版工人丛书的问题，为此列宁写了正文中提到的两本

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于 １８９８ 年和 １８９９ 年先后在日内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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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实：１８９８ 年，被流放在图鲁汉斯克的尔·马尔托夫根据
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写了小册子《俄国的工人事业》，于 １８９９ 年在
日内瓦出版。

第三件事实：１８９９ 年，崩得中央委员会同列宁商谈《工人报》复刊
的问题。正文中提到的几篇文章就是列宁为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第 ３
号写的。

第四件事实：１９００ 年初，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委员会倡议，并得到崩得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支持，曾打

算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重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恢

复出版中央机关报———《工人报》。１９００ 年 ２ 月，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
员会委员伊·克·拉拉扬茨赴莫斯科同列宁商谈，他建议正在筹办

《火星报》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参加代表大会，并负责编辑

《工人报》。列宁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都认为召开代表大会为时尚早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 卷第 ２８４—２８５ 页），但是劳动解放社没有
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委托列宁代表它出席，并从国外给他寄去了委托

书。由于警察在 １９００ 年 ４—５ 月间进行了大逮捕，代表大会没有开成。
前来出席拟于 １９００ 年春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崩得、南
方工人社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三个组织的代表。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事实，正是按它们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的。

他在脚注中说“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是出于保密

的考虑。———４３５。

２２５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

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于 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
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

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

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

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 １９０３ 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

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

同盟内增强，他们于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
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

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

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 １９０５ 年同盟撤销为止。———４３５、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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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　 《〈工人事业〉杂志附刊》（爯Листок爯Рабочего Дела爲爲）是国外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不定期附刊，１９００ 年 ６
月—１９０１ 年 ７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 ８ 期。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
中称《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的巢穴，对《〈工

人事业〉杂志附刊》第 ６ 期上的文章《历史性的转变》进行了尖锐批判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第 １—１０ 页）。《工人事业》杂志第 １０ 期
上发表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一文是对列宁

的批判的答复。———４４９。

２２７　 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下面一段话：“黑格
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

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

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４７０
页）———４４９。

２２８　 １９０１ 年 １１—１２ 月，俄国许多城市掀起了得到工人支持的大学生游行示
威的浪潮。在下诺夫哥罗德（抗议政府无理驱逐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

姆·高尔基）、莫斯科（抗议政府当局禁止举行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

家和文学评论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晚会）、叶

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在基辅、哈尔科夫、彼得堡等

地也发生了大学生集会和学潮。有关这些情况的报道均载于《火星

报》１９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第 １３ 号和 １９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１４ 号“我们的社
会生活”栏。列宁的《游行示威开始了》（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５ 卷
第 ３３３—３３６ 页）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游行示威》（见《火星报》
第 １４ 号）专门对此进行了评论。———４５２。

２２９　 扬尼恰尔是 １４ 世纪土耳其的正规步兵，是苏丹专制政府的一支最重要
的警察部队，以残酷闻名，１８２６ 年被解散。列宁把沙皇的警察叫做扬
尼恰尔。———４５３。

２３０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１８９２ 年 １１ 月）确定的纲
领方针为基础于 １８９３ 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
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

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

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

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 １９０５ 年 ２ 月起，以
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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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
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

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

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 １９０９ 年重新使用波
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

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

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

立波兰军团）。１９１８ 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
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１９２６ 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
发动的政变，同年 １１ 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
反对党。———４５９。

２３１　 《黎明》杂志（爯Ｐｒｚｅｄｓ ｗｉｔ爲）是波兰政治刊物，由一些波兰社会主义者于
１８８１ 年创办。１８８４ 年起是波兰第一个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党的机关
刊物。１８９２ 年起被右翼社会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所掌握，但偶尔也刊
登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１８９３—１８９９ 年该杂志是波兰社会党人
国外联合会（波兰社会党的国外组织）的机关刊物，１９００—１９０５ 年是波
兰社会党的理论性和争论性机关刊物。１９０７ 年起，该杂志是右派波兰
社会党（所谓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机关刊物；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是波兰
社会党的机关刊物。１９２０ 年停刊。１８８１—１９０１ 年《黎明》杂志在国外
（日内瓦、利普斯克、伦敦、巴黎）出版，后来在波兰（克拉科夫、华沙、利

沃夫）出版。———４５９。

２３２　 《革命俄国报》（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爲）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
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 １９００ 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
安·亚·阿尔古诺夫。１９０２ 年 １ 月—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作为社会革命党
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

夫。———４６０、６５５。

２３３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
是 １９０１ 年底—１９０２ 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
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

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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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１９０１—１９０４ 年）和《俄国革命通
报》杂志（１９０１—１９０５ 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
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

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

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

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

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

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

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
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

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

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

不统一造成了 １９０６ 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
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

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

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
后，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党的领导人

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等参加了资

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该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

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组成了一个
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

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

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

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

叛乱。１９２２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４６０、５２７、６４９、６５４、６７７、
７２９、７６８。

２３４　 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 １８４８ 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１８４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
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

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害怕接

管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

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直至

１８４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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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

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

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

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 １８４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６ 月 １８ 日，
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４６２、５４１。

２３５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于 １９０４ 年 ５ 月在日内瓦出
版。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

制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写这本书，列宁在几个

月的时间内详细地研究了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

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从《〈进一步，退两步〉一书

材料》（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８ 卷第 ４７７—４９６ 页）中可以看到，列宁
写作此书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孟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

夫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派也曾

试图阻止它的印刷和发行。尽管如此，列宁的这部著作仍在俄国先进

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４６８。

２３６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

８ 月 １０ 日（２３ 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是《火星报》
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

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４３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 ２６ 个组织
（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

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

民主党的 ２０ 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 ５１ 票（有些代表有两票）。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 １４ 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
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

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

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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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

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

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

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

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 １
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

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

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 １ 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
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 ３３ 票，“泥潭派”（中派）１０ 票，反
火星派 ８ 票（３ 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 ５ 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
（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

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８ 月 ５ 日（１８ 日）７ 名反火星派分子（２
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 ５ 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
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

马尔托夫派（共 ７ 人）成为少数派，共有 ２０ 票（马尔托夫派 ９ 票，“泥潭
派”１０ 票，反火星派 １ 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 ２０ 名彻底的火星派分
子成为多数派，共有 ２４ 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
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

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

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

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

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

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１９０３
年开始的。”（见本版选集第 ４ 卷第 １３５ 页）———４６８、６１３、７６８。

２３７　 泥潭派原来是 １８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
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

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

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

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

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４６９、６２１。

２３８　 这一事件发生在 １９００ 年。汉堡的 １２２ 名泥瓦工组织了“泥瓦工自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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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罢工期间违反泥瓦工工会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做包工活。泥瓦工

工会汉堡分会向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

会民主党党员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地方党组织把这一问题转交给社

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指定党的仲裁法庭审理此案。

仲裁法庭斥责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行为，但否

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４７７。

２３９　 科斯季奇（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章第 １ 条条文
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

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该组织的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１９５９ 年俄文版第 ２８１ 页）———４８１。

２４０　 即组织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是在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１５—１６ 日）举行的普斯科

夫会议上成立的，负责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９０２
年 ３ 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
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

崩得中央委员会的 К． Я． 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
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

着手工作。

１９０２ 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彼得
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

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４４ 卷第 ２２０、
２２２—２２３、２３７—２４０ 页）。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
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

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

员会也是必要的。１９０２ 年 ８ 月 ２ 日（１５ 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
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

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

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

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的委员的权利。

１１ 月 ２—３ 日（１５—１６ 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
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

《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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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国内组织的克拉西科夫、林

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

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

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 １９０２ 年 １２ 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

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

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
第 ８０—８６ 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１９０３ 年 ２ 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 ２ 次会议。会议

决定吸收《火星报》国内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

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 В． Н．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
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А． П．多利沃—多布

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

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

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地方委员会

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 １６
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

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

一章程进一步开展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

“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

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

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８ 卷第
２７４ 页）。———４８３。

２４１　 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
琉斯和海洋女神西蒂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

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

后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

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后跟而死。———４８５。

２４２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些话出自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
任务》一文，其中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革命的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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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这里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１８９４
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

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

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同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篇报告后来成

为他 １８９４ 年底至 １８９５ 年初撰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
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 卷第 ２９７—
４６５ 页）的基础。———４９２。

２４４　 列宁指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 ６２ 号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
吗？》一文。该文与拥护多数派的三个乌拉尔委员会论战，反对它们坚持

的必须建立严格保守秘密的组织以准备全俄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

空想和搞密谋活动，是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法国革命家的策
略。———４９５。

２４５　 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出自俄国诗人
米·尤·莱蒙托夫的对话体诗《编辑、读者与作家》。诗人通过读者对编

辑的批评，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嘲讽

新《火星报》。———４９６。

２４６　 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
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

没熟，全是酸的！”———４９８。

２４７　 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出自俄国说书艺人伊·费·哥尔布诺夫讲的故
事《在大炮旁》。故事说，两个士兵在大炮旁边议论炮弹。士兵甲认为这

门大炮要是装上铁弹就好了，士兵乙却认为要是装上炸弹就更好。两人

争论起来，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

东西。———５００。

２４８　 这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参看
注 １９１。———５０２、７８５。

２４９　 吉伦特主义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在国家体制问题上关
于各省自治、成立联邦的主张。关于吉伦特派，参看注 １４９。———５０６。

２５０　 指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火星报》第 ６０ 号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
《当务之急》。他在这篇文章中鼓吹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决定自己的人

选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独立性”，并且攻击莫斯科委员会在讨

论这个问题时通过的决议：该委员会根据党章第 ９ 条服从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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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命令。———５０７。

２５１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３ 年 ９ 月 １３—２０ 日在德

累斯顿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

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

修正主义观点，并以压倒多数票（２８８ 票对 １１ 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
者力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

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

观点。———５０９。

２５２　 《社会主义月刊》（爯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爲）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
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１８９７—１９３３ 年在柏林出版。
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

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耳等。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刊物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５０９。

２５３　 指维·伊·查苏利奇在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同盟代表大会第 ３ 次会议
上的发言。在谈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

时，她认为，即使编辑部内部有分歧，由党的代表大会来改变编辑部的

组成也是不必要的。———５１３。

２５４　 解放派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因其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于 １９０２ 年 ６ 月创办《解放》杂志而得名。解
放派以《解放》杂志为基础，于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在彼得堡成立解放社，领导
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

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

权。１９０５ 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
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解放社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
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５１３、５３１。

２５５　 《法兰克福报》（爯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爲）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
报），１８５６—１９４３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５１４、５７９。

２５６　 指尔·马尔托夫攻击多数派的诙谐性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简明宪
法（“坚定派”最高章程）》。这个《宪法》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一文的

附录发表于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火星报》第 ５８ 号。马尔托夫在这个《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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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歪曲多数派的组织原则，说什么“党分为驱策者和被驱策者”；

“为了利于集中制，驱策者有不同的信任级别，而被驱策者的权利都是

平等的”等等。———５１７。

２５７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布
尔什维克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并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

义策略的重要著作。列宁曾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这部著

作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见本卷第 ７７５—７７６ 页）。
这部著作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这个代表大

会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于 １９０５ 年 ６—７ 月在日
内瓦写的。书中的《补充说明》部分（见本卷第 ６１８—６４３ 页）写于 ６ 月
２１日（７ 月 ４ 日）以后，而《序言》的写作时间则不早于 ７ 月 １３ 日（２６
日）。在撰写过程中，列宁曾为它拟过这样的标题：《社会民主党在民

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

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看法和评论）》（见《列宁

文稿》第 １２ 卷第 １４７ 页）。在刊载于 １９０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７ 月 ３ 日）《无
产者报》第 ６ 号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中，列宁曾预告这本书不久便
可与读者见面（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３０８ 页）；几个星期以
后，７ 月 ２７ 日（８ 月 ９ 日）《无产者报》第 １１ 号发表了这本书出版的
消息。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于 １９０５ 年由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后，当年曾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这一著作曾在彼得

堡、莫斯科、彼尔姆、喀山、梯弗利斯、巴库等城市秘密流传，许多地下的

党小组和工人小组都学习过。１９０７ 年 ２ 月，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
员会下令查禁这本书。彼得堡高等法院于同年 ３ 月核准了这一禁令，
并于 １２ 月进一步作出销毁列宁这部著作的决定。

列宁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入了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中旬在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并加了一些新的脚注。《十

二年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

了出来。

这本书的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５ 版第
１１ 卷中，这一著作是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版本刊印
的，并依据保存下来的部分手稿和 《十二年来》文集作了核

对。———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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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　 “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发生于 １９０５ 年 ６—７ 月间。黑海舰队社
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 １９０５ 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
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 １９０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２７ 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
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

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

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６
月 １４ 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
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

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 ６ 月 １５ 日（２８
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６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沙皇政府
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

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

来。６ 月 １８ 日（７ 月 １ 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
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所属

的第 ２６７ 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６ 月 ２０ 日
（７ 月 ３ 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
《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６ 月 ２２ 日（７ 月 ５
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

给，水兵们被迫于 ６ 月 ２５ 日（７ 月 ８ 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
尼亚当局。与此同时，“普鲁特号”教练舰于 ６ 月 １９ 日（７ 月 ２ 日）为支
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 А． М．彼得罗夫为首的
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

而未能与它会合。６ 月 ２０ 日（７ 月 ３ 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
被沙皇政府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

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

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

到。———５２７、７３１。

２５９　 《无产者报》（爯Пролетарий爲）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
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１９０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２７ 日）—１１ 月 １２ 日（２５ 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２６ 号。
根据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５ 月 １０ 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
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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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

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

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

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

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

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

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 ９０ 篇
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

该报的发行量达 １ 万份。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
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５２７、６４４、６６３、７５３。

２６０　 《解放》杂志（爯Освобождение爲）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
物（双周刊），１９０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７ 月 １ 日）—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５ 日（１８ 日）
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 ７９ 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
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

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１９０３ 年到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资
产阶级自由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

成了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５２９、６７７。

２６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 １２—２７ 日（４ 月 ２５
日—５ 月 １０ 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
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

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３８ 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 ２４ 名，有发言权
的代表 １４ 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 ２１ 个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

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

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

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

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

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

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

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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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

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

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

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

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

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

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

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

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

第 １ 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
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

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

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

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

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

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５２９、６４４、７５４、７６８。

２６２　 指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于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在日内瓦举行。由于参加

的人数很少（只有 ９ 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
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

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

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

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９９—３０８ 页，第 １１ 卷第 １５１—１５７ 页）等著作中揭露了
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

判。———５２９、６４４、７５４、７７５。

２６３　 布里根委员会是根据沙皇 １９０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３ 月 ３ 日）诏令设立的特别
会议，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参加会议的有大地主和反动

贵族的代表。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而在沙皇的这个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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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令和同诏令一起公布的沙皇诏书中都提出了完全保存现行法令和竭尽

全力巩固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布里根委员会拟定的法令经大臣会议审

议后，由沙皇亲自主持的在彼得戈夫举行的会议最后批准。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６ 日（１９ 日）公布了沙皇的诏书、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条
例。———５３１。

２６４　 指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事件。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事件是沙皇大规模枪杀彼得堡和平请愿工人的事

件，史称“流血星期日”。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３ 日（１６ 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
爆发了罢工，１ 月 ７ 日（２０ 日）罢工发展成全市总罢工。与俄国保安机关
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

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讨论请愿书的工人集会上，布尔什维克进行解释工

作，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但工人对沙

皇的信仰还很牢固，因此和平请愿未能被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

克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沙皇政府从外地调集 ４ 万名士兵和警察
加强彼得堡的卫戍部队，并于 １ 月 ８ 日（２１ 日）批准了驱散请愿队伍的计
划。１ 月 ９ 日（２２ 日），１４ 万工人手执圣像和沙皇像向宫廷广场进发。根
据彼得堡总督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命令，军队对手无寸

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 １ ０００ 多人被打死，２ ０００ 多人
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

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１ 月 ９ 日成了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
次革命的起点。———５４１、６９０、７３１。

２６５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报纸，１９０５ 年 ４ 月 ７ 日（２０
日）—１１ 月 １３ 日（２６ 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 ６ 号。
该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

来该报自称为“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该报由格鲁吉亚孟

什维克首领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该报创刊号上刊登的《国民代表

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是饶尔丹尼亚写的。———５４３。

２６６　 黑帮是指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
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

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

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

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 １９０５—１９１７ 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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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在 １９１７ 年
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黑帮组织正式被取缔。黑帮这一名称变

成了对极其反动的流派和组织评价的普通名词。———５４４、６６９、６９０、７０１、
７５２、７８０。

２６７　 “希波夫式的”宪法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
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

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

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

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５４５。

２６８　 《祖国之子报》（爯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爲）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１９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１２ 月 １ 日）起在彼得堡出版。为该报经常撰稿的有解放派分
子和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分子。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２８ 日）起，该报成为社
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同年 １２ 月 ２ 日（１５ 日）被查封。
《我们的生活报》（爯Наша Жизнь爲）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多

数撰稿人属于解放社的左翼。１９０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１９ 日）—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２４ 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

《现代报》（爯Наши Дни爲）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１９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３１ 日）—１９０５ 年 ２ 月 ５ 日（１８ 日）在彼得堡出版。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２０ 日）曾复刊，但只出了两号。

关于《俄罗斯新闻》，见注 ２０４。———５５８、６７７。

２６９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
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５５９、７０５、７３４。

２７０　 指 １９０５ 年 ６ 月 ６ 日（１９ 日）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一事。
这个代表团是由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 ２４—２５ 日（６ 月 ６—７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有贵族代表参加的地方自治局和市杜马的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团向沙

皇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以便在沙皇的允诺下建立“革

新的国家制度”。请愿书既未包括要求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

选举权，也避而不提保证选举自由。列宁对这件事的评论，见《资产阶级

背叛的头几步》和《戴白手套的“革命家”》两文（《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７７—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８ 页）。———５６５。

２７１　 指亚·尼·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提出并为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态度的决议。列宁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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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也批评过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９ 卷第 １６５—１７４ 页）。———５６６。

２７２　 指日俄战争期间于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 １４—１５ 日（２７—２８ 日）在对马岛附近进行
的一次大海战。这次海战的结果是俄国第 ２ 和第 ３ 太平洋舰队被歼灭，
俄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失败完全成为定局。———５６８。

２７３　 石蕊试纸是用石蕊溶液浸过的纸条，可以根据它置入某种溶液后颜色的
改变来鉴定该溶液的酸碱性。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亚·尼·波特列索夫

（斯塔罗韦尔）的所谓石蕊试纸理论。波特列索夫在发表于 １９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１２ 月 ３ 日）《火星报》第 ７８ 号的《我们的厄运》一文中把普遍、平
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比喻为石蕊试纸，认为可以用它来鉴定某

个反对派集团是否属于无产阶级应予支持的民主派。列宁对他的这一观

点多次进行了批评。列宁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说：

“司徒卢威先生大笔一挥，在‘解放社’的纲领中写上普选权，就使斯塔罗

韦尔的有效试剂失了效。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已经不止一次在实际上向我

们证明，这些纲领对于自由派只不过是一张纸，不是石蕊试纸，而是一张

普通的纸，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毫不在乎地今天这样写，明天那样

写。”（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９ 卷第 １７２ 页）列宁指出：“这种理论幼稚
已极，只会在无产阶级中间造成混乱，腐蚀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１ 卷第 １９５ 页）———５７０。

２７４　 议会迷是列宁著作中多次出现过的一个词，其德文原文是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ｃｈｅｒ
Ｋｒｅｔｉｎｉｓｍｕｓ，直译为“议会克汀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
命时期首先使用这个术语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领袖，后来他们用这个术语泛指欧洲大陆醉心于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５７１、７２２。

２７５　 据《列宁全集》俄文第 ５ 版编者注：在列宁的手稿上，下面还有一句被勾掉
的话：“‘强迫选举’———‘用革命手段’！竟有这样的革命的列彼季洛夫

精神！”

列彼季洛夫精神意为空口说白话。列彼季洛夫是俄国作家亚·谢·

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丑角。他经常胡说八道，夸

夸其谈，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５７１。

２７６　 指 １８９５ 年 １０ 月 ６—１２ 日在布雷斯劳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讨
论该党土地纲领草案时发生的意见分歧。土地纲领草案存在着严重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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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特别是其中有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除机会主义分

子外，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也拥护这个草案。在代表大会上，土

地纲领草案受到卡·考茨基、克·蔡特金和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严

厉批判。代表大会以 １５８ 票对 ６３ 票否决了委员会提出的土地纲领草
案。———５７３。

２７７　 列宁在这里说的“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是指 １９０１ 年 ６ 月《〈工人
事业〉杂志附刊》第 ６ 期上刊登的《历史性的转变》一文。
关于《工人事业》杂志，见注 １４１。———５７７。

２７８　 指 １９０１ 年出版的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的笔名）的小册子
《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

这本小册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见本卷第 ４３１— 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７— ４５５
页）。———５７７。

２７９　 指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第 １３ 号和第 １４ 号上发表的两篇文
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１—１７、１８—２８ 页）。———５８５。

２８０　 这是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他在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火星报》第
９３ 号登载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
一文里说，“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有两种可以想象的形式：或者是无产阶

级作为阶级去掌握国家，那就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极限，那就是说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的整个分析是不正

确的，那就应该从根本上修改我们的纲领；或者是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民

主政府，那就不妨现在就同我们将与之一道实现“专政”的社会力量建立

政治“联盟”，那就需要马上修改我们的策略原则。因此，“或者是最庸俗

的饶勒斯主义，或者是否认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５８５。

２８１　 指在伦敦的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 １８７４ 年发表的纲领。参看恩格斯
的《流亡者文献》一文第 ２ 节：《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见《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３５７—３６５ 页）。
关于布朗基派，见注 ７８。———５８７。

２８２　 爱尔福特纲领是指 １８９１ 年 １０ 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
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 １８７５ 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
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

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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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的作用。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

纲领也有严重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

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

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对此，恩格斯在《１８９１ 年社会民主
党纲领草案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４ 卷
第 ４０３—４２１ 页）中提出了批评意见。———５９２。

２８３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 １０ 章的附注是列宁在撰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写在另外的纸上的。列宁在附注的手稿中注明：“加

在第 １０ 章中”。但该书第一次出版时和 １９０７ 年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
都没有加进这个附注。１９２６ 年这个附注第一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
版第 ５ 卷。《列宁全集》俄文第 ４ 版和第 ５ 版按照上述列宁意见把这个附
注收入了该书的正文，放在第 １０ 章的后面。———５９３。

２８４　 《无产者报》第 ３ 号发表了列宁的《论临时革命政府》这一组文章的第二
篇（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３２—２４０ 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
引用了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１ 版第 １８ 卷第 ５２１—５４０ 页）。———６００。

２８５　 《人道报》（爯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é爲）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 １９０４ 年创办。
该报起初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

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８ 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
后，反对法国政府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

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
机关报。———６０３。

２８６　 《我们敢不敢胜利？》是卡·考茨基于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发表的《伯恩施坦与社
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第 ３ 章第 ３ 节的标题。列宁曾把考茨基
的这一著作翻译成俄文。１９０５ 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用《考茨基论文集》为
名，出版了它的部分章节，没有署译者的名字。１９０６ 年该书再版时标明
为列宁译。———６１２。

２８７　 指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路易·欧仁·瓦尔兰于 １８７１
年参加巴黎公社委员会一事。———６１２。

２８８　 指 １９０５ 年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列宁在《倒
退的第三步》和《〈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０ 卷第 ２９９—３０８ 页，第 １１ 卷第 １５１—１５７ 页）中也批判了这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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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６１４。

２８９　 波拿巴主义原来是指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第一）于
１７９９ 年在法国建立的军事专政和法国 １８４８ 年革命失败后于 １８５１ 年掌握
政权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的专政，后来则泛指依靠军阀和具有

反动情绪的落后的农民阶层、在阶级力量均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在相互斗

争的各阶级间随机应变的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俄国彼·阿·斯托雷

平的统治就含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６１４。

２９０　 《黎明报》（爯Рассвет爲）是俄国自由派的合法报纸（日报），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１４ 日）—１１ 月 ２９ 日（１２ 月 １２ 日）在彼得堡出版。———６２３。

２９１　 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１８ 卷第 ５２１—５４０ 页）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后，于 １９０５ 年由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１９０６ 年在彼得堡翻印。
正文中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是指马克思和恩

格斯合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１８８—１９９ 页）。《告同盟书》经恩格
斯校订，于 １８８５ 年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
书的德文版。１９０６ 年，彼得堡铁锤出版社出版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
件》一书（包括《告同盟书》这篇附录）的俄译本。———６２５。

２９２　 指 １８４８ 年法国二月革命。———６３０。

２９３　 以上 ４ 段正文（即从开头是“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那一段
起）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 １９０５ 年版本中和在
收入该著作的 １９０７ 年《十二年来》文集中都没有刊载。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真理报》第 １１２ 号第一次发表了这几段文字。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４
版和第 ５ 版中，这几段正文是按手稿刊印的。———６３２。

２９４　 列宁引自弗·梅林编《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选》第
３ 卷引言（见该书 １９０２ 年斯图加特版第 ５３ 页）。这本书的俄文版于 １９２６
年出版，书名是：《弗·梅林收集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 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 年德国革命时代所写的随笔和论文》。

下面在本卷第 ６３９—６４０ 页上，列宁引用了梅林的同一篇引言（同上
书，第 ８１—８２ 页）。———６３３。

２９５　 １８４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柏林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举行起义，同普鲁士反动政府
的军队展开了街垒战，起义获得了胜利。———６３６。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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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　 指《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
《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爯Ｚｅｉｔｕｎｇ ｄｅｓ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ｅｓ ｚｕ Ｋｌｎ爲）报

头下标有“自由、博爱、劳动”字样，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报

道科隆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１８４８ 年 ４—１０ 月出
版，共出了 ４０ 号。７ 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７ 月以后由约·莫尔主
编，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停刊后，

科隆工人联合会从 １８４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起以《自由、博爱、劳动》的名称重
新在科隆出版报纸。这个报纸出版到 １８４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中间于 １８４８ 年
年底停刊，１８４９ 年 ２ 月 ８ 日复刊），共出了 ３２ 号。———６４０。

２９７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 １８４８ 年
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

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

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

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共产

党宣言》的观点和吸收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学说拼凑而成的。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
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１８４９ 年
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

会的组织。１８５０ 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
存在了许多年。———６４２。

２９８　 德累斯顿的起义于 １８４９ 年 ５ 月 ３ 日开始。爆发这次起义的原因是萨克
森国王拒绝承认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并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

斯基担任首相。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的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几乎没有参加斗争。起义于 ５ 月 ９ 日遭到萨克
森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是保卫帝国宪

法斗争的开端。这一斗争于 １８４９ 年 ５—７ 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进
行，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６４２。

２９９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 １９０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１０ 月 ９ 日）《同志报》第 ３８１ 号。

《同志报》（爯Товарищ爲）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２８ 日）—１９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１９０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彼得堡出版。
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

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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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报撰稿。———６４３、７４２、７６６。

３００　 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
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６４３。

３０１　 《前进报》（爯Вперед爲）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
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１９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４
日）—１９０５ 年 ５ 月 ５ 日（１８ 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１８ 号。列宁是该报
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

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

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

《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

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９ 卷第 ２１７ 页）《前进报》发表
过列宁的 ４０ 多篇文章，而评论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
第 ４、５ 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
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

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

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

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６４４。

３０２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新生活报》第 ９ 号上转载时，稍有删节。列宁为撰写这篇文章而对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革命俄国报》第 ７５ 号社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农民问
题》作的摘录和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５ 卷第 ４３３— ４３４
页。———６５３。

３０３　 指 １９０２ 年 ３ 月底—４ 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
义席卷了拥有 １５ 万人口的 １６５ 个村庄，是 ２０ 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
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

遇到 １９０１ 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 １９０２ 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
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

瓦省有 ５６ 个，在哈尔科夫省有 ２４ 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
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

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 ８０ 万卢布“损
失”。列宁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

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７ 卷第 １７０—１７１ 页）。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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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俄罗斯是沙皇俄国在官方文件中对乌克兰的称呼，十月革命后已

废弃不用。———６５４。

３０４　 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 １９０５ 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
十月全俄政治罢工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１９ 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
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

１０ 月 ７ 日（２０ 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
一罢工。到 １０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全俄总罢工，参加
罢工的人数达 ２００ 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
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

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

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 １０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颁布了允诺给予“公民
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

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

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是十二月

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列宁

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第 １—４ 页）。———６６２、６７６、６９０。

３０５　 《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爯Известия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Депутатов爲）是彼
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１２ 月
１４ 日（２７ 日）出版。该报带有提供苏维埃活动消息的公报的性质，没有
固定的编辑部，稿件由苏维埃成员编写，自行在合法的印刷所里印刷，印

数达 ４０ ０００份。报纸共出 １０ 号，第 １１ 号在印刷所被警察查抄，没有散发
出去。———６６２。

３０６　 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是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２４ 日）自发地爆发的。起义
的直接起因是舰队指挥人员企图惩处曾参加 １０ 月份塞瓦斯托波尔群众
集会的水兵和士兵。参加起义的有水兵、士兵和工人 ２ ０００ 余人。
社会民主党组织力图使这次过早发生的起义有组织地进行。１１ 月

１２ 日（２５ 日），由社会民主党军事组织成员、布尔什维克亚·伊·格拉德
科夫、尼·格·安东年科、谢·彼·恰斯尼克等领导的“奥恰科夫号”巡

洋舰和“潘捷莱蒙号”（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船员参加了起义队伍。

起义者选出的水兵、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向沙皇政府提出召开立宪会

议、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服役期限、改善军队服役条件等

要求。整个起义的领导人是中尉彼·彼·施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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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力图引导起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苏维埃采取的消

极防御策略使沙皇政府得以向塞瓦斯托波尔调集军队并利用未参加起义

的部队来镇压起义。舰队司令发出的要起义者投降的最后通牒为起义者

拒绝后，１１ 月 １５ 日（２８ 日）双方发生交火。由于力量悬殊，当天傍晚起
义被镇压了下去。有 ２ ０００ 余人被逮捕，３００ 多名起义者受到军事法庭的
审判。施米特、格拉德科夫、安东年科和恰斯尼克被判处死刑。关于塞瓦

斯托波尔起义，还可参看列宁的《天平在摆动》一文（《列宁全集》第 ２ 版
第 １２ 卷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６６８。

３０７　 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起义中，起义者缺少集中的组织，也未
能建立起革命的纪律。这种状况被警察当局和以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

为首的黑帮分子所利用。他们组织了一帮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抢劫酒

库、商店和住宅，而起义者中的不坚定分子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觉悟的

水兵和士兵试图制止这种暴行而未能成功。———６６８。

３０８　 １０ 月 １７ 日宣言是指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
命运动高涨的形势而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言是由被

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的谢·尤·维特起草的，其主要内容是许诺“赐予”

居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

社等自由；“视可能”吸收被剥夺选举权的阶层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城

市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关，任何法律不

经它的同意不能生效。宣言颁布后，沙皇政府又相应采取以下措施：实行

最高执行权力集中化；将德·费·特列波夫免职，由彼·尼·杜尔诺沃代

替亚·格·布里根任内务大臣；宣布大赦政治犯；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

查；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很快就背弃

了自己在宣言中宣布的诺言。———６６８。

３０９　 《俄罗斯报》（爯Русь爲）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９０３ 年 １２ 月在彼
得堡创刊。该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是阿·阿·苏沃林。在 １９０５ 年革命时
期，《俄罗斯报》接近立宪民主党，但是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１５ 日）被查封。以后曾用《俄罗斯报》、《评论报》、《二十世纪
报》、《眼睛报》、《新俄罗斯报》等名称断断续续地出版。———６６８。

３１０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参加镇压欧洲各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事。
１８４８ 年沙皇出兵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
兰地区，并向奥地利皇帝提供 ６００ 万卢布的巨额贷款，以镇压意大利民
族解放运动。１８４９ 年，沙皇军队帮助奥地利皇帝镇压了匈牙利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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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６６８。

３１１　 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
（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

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

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６７５。

３１２　 激进民主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成立。该派采取
介乎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曾出版过一号《激进报》。该派

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但也容忍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立宪君主制。在

土地问题上，该派主张无偿没收国家、皇室、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而

对私有主土地的没收则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１９０６ 年初激进民主派组
织瓦解，其成员加入了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无题》周刊和《同志

报》。———６７７。

３１３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的莫斯科》是孟什维克选辑的一本资料汇编，１９０６ 年在莫
斯科出版。———６８０。

３１４　 战斗队联合委员会是为了反对黑帮斗争的需要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底在莫斯
科成立的，存在到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派代表参加战斗队联合委员会

的有分别隶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小

组、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各党派战斗队以及“自由区战斗队”、“大

学战斗队”、“印刷业战斗队”和“高加索战斗队”。在联合委员会中，社会

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战斗队联合委员

会跟不上形势，未能起到起义的作战参谋部的作用。———６８０。

３１５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２１ 日）晚，沙皇军警包围了坐落在莫斯科凯旋门花园
广场上的“阿克瓦留姆”花园。当时在花园的剧场里正在举行群众大会。

工人战斗队挺身保卫大会，使流血事件得以避免。但是大会参加者从大

门走出时，遭到了搜查和殴打，有 ３７ 人被捕。———６８１。

３１６　 莫斯科清水塘畔的菲德列尔学校是一所实科学校，１９０５ 年由该校校董兼
校长 И． И．菲德列尔交给各革命党派使用，成为各党举行集会的固定场
所。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２２ 日）晚，沙皇军队包围了菲德列尔学校。当时
这里正开大会，与会者多数是战斗队队员，他们拒绝投降并在会场周围筑

起了防御工事。军队用大炮轰击这座建筑，结果死伤 ３０ 多人，１２０ 人被
捕。———６８１。

３１７　 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 Ｘ同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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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载于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 ４ 期）。普列汉诺夫在
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

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

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

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

诺夫全集》１９２６ 年俄文版第 １５ 卷第 １２ 页）———６８２、７０３。

３１８　 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第 １７ 节《起义》（《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４４４—４４８ 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原是一组论述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文

章。１８５１ 年 ７ 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因忙于经
济学研究工作，转请恩格斯为该报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

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和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

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文章寄发之前，也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发

表时署名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这些文章没有重新出

版过。以后出版的一些单行本也都用马克思的名义。直到 １９１３ 年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

的。———６８５。

３１９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反杜林论》第 ２ 编第 ３ 章《暴力论
（续）》（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９ 卷第 １７３—１８１
页）中发挥了这个论点。———６８５。

３２０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更详细地谈
到过（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第 １８８—１９９ 页）。———６８５。

３２１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底—１２ 月初，拉脱维亚的图库姆斯、塔利先和其他地方曾爆
发武装起义；文茨皮尔斯、鲁延、马兹萨拉察、萨尔杜斯和坎达瓦等地的政

权转到了起义者手中。———６８６。

３２２　 斯维亚堡事件是指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
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

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

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 ７ 月 １６ 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
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３ 卷第 ３２４—３２７
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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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 ７ 个炮
兵连（共有 １０ 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
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终

于因为准备不足，在 ７ 月 ２０ 日（８ 月 ２ 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
交付法庭审判。４３ 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指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８ 月 １ 日）爆发的喀琅施塔

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１９０６ 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

准备。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９ 日（２２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
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７ 月
１８ 日（３１ 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
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

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

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８ 月 １ 日）夜 ２４ 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
兵（１ ０００ 余人）与海军第 １ 和第 ２ 总队的水兵（约 ６ ０００ 人）几乎同时展
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 ４００ 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
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

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 ７ 月 ２０ 日（８ 月 ２ 日）晨，起
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 ３ ０００ 多人被捕（其中有 ８０ 名非军
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３６ 人被枪决，１３０ 人服苦役，１ ２５１ 人被判处不
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 ７ 月 ２０ 日（８ 月 ２ 日）通过了关
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

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６８６。

３２３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１５ 日），罗斯托夫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为抗议厂方克
扣工资开始罢工。１１ 月 ４ 日（１７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
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

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１１ 月 ６—７ 日
（１９—２０ 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
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１１ 月 １１ 日（２４ 日），警察和哥萨克袭
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 ６ 人，伤 １７ 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开了
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 １１ 月 ２６ 日（１２ 月 ９ 日）始被迫停止，同一天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书》。这次罢工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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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６９０、７７５。

３２４　 指 １９０３ 年夏天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政治总罢工。这次罢工由巴库开始。
７ 月 １ 日（１４ 日），比比—埃巴特石油公司和巴库公司的机械厂工人率先
罢工。到 ７ 月 ６ 日（１９ 日）罢工发展成总罢工。工人向企业主提出实行
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上工、开除工人所憎

恨的管理人员和工长、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计件工资制等要求。工人们

表现得很有组织，十分坚定，甚至在企业主答应作出部分让步时也没有停

止罢工。企业主依靠军队镇压了罢工。７ 月 ９ 日（２２ 日），工人们被迫
复工。

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屠宰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得到巴库罢工的消息

后，于 ７ 月 １２ 日（２５ 日）开始罢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
员会的号召，７ 月 １４ 日（２７ 日）所有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停止了
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同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协商后制

定了罢工工人的共同要求。军队开进了梯弗利斯，工人与哥萨克发生了

冲突。到 ７ 月 ２１ 日，政府使用军队摧毁了罢工。
７ 月 １７ 日（３０ 日），巴统所有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铁路工人和港

口装卸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这次罢工持续到 ７ 月 ２３ 日（８ 月 ５
日）。在游行示威时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

外高加索的总罢工在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响应。７ 月 ４ 日（１７
日）敖德萨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以抗议锅炉车间的一名

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工人、采石场工人、水泥厂工人、软木厂工

人、麻纺厂工人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

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

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 ７ 月 ２３ 日（８ 月 ５ 日）。
伊丽莎白格勒、刻赤、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

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来声援巴库、梯弗利斯、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罢工

工人。

发生在俄国南部的这场政治罢工是在各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领导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达 ２０ 多万。这场罢工对提高俄国工人的
阶级意识起了重大的作用，是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
兆。———６９０、７７５。

３２５　 基什尼奥夫事件是指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在基什尼奥夫发生的大规模蹂躏犹太
人的血腥事件。这一暴行是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宪兵司令维·康·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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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韦策划的，其目的是诱使群众离开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在这一事件

中死伤者有几百人，被抢劫和捣毁的住房和店铺上千座。

谢德尔采事件是指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底发生在谢德尔采市的反犹太人大
暴行。在这一事件中，该市遭到枪炮轰击，死伤者达数百人。———６９０。

３２６　 这里说的是发生在高加索和莫斯科的两次较大的剥夺事件。高加索剥夺
事件发生在梯弗利斯省的杜舍季市。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２５ 日）夜，身着
士兵服装的 ６ 名武装人员，冒充卫兵进入该市地方国库，夺取了 ３１５ ０００
卢布。莫斯科剥夺事件是社会革命党人干的，发生于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０ 日）。这一天，大约有 ２０ 名武装人员解除了莫斯科商人互贷协会银
行守卫队的武装，夺取了 ８７５ ０００ 卢布。———６９１。

３２７　 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
会议于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９ 月 １ 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
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

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其

他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

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 １ 人（将校级军
官）和成员 ４ 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
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

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６９１。

３２８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
１９０５年 ６ 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１９０５ 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
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 １９０６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
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６９２。

３２９　 指《斗争报》。
《斗争报》（爯Ｚｉｈｎ牞 ａ爲、爯Ｃīｎ牞 ａ爲）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中央机

关报，１９０４ 年 ３ 月创刊。１９０９ 年 ８ 月以前在里加出版（经常中断），以后
在国外出版。该报刊登过列宁 １９１０ 年为该报出版 １００ 号而写的祝贺文
章以及列宁起草的一些党的文件。该报撰稿人中有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组

织者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人民诗人扬·莱尼斯等。１９１７ 年 ４ 月
起，《斗争报》成为合法报纸，先后在彼得堡、里加和其他城市出版。１９１９
年 ８ 月起，因反革命在拉脱维亚暂时得势而再次在里加秘密出版。１９４０
年 ６ 月，苏维埃政权在拉脱维亚取得胜利后，该报成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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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机关

报。———６９２。

３３０　 关于波兰社会党某个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行动方
式，可参看《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一文（《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３
卷第 ３８８ 页）。
关于波兰社会党，见注 ２３０。———６９５。

３３１　 《党内消息报》（爯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爲）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
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

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

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

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

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

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 １ 号于 １９０６ 年 ２ 月 ７ 日出版，刊登了列
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 ２ 号于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

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

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６９７。

３３２　 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
（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３ 卷第 １—６５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２５ 日

（４ 月 ２３ 日—５ 月 ８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 １１２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２２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 ６２ 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
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 ３ 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
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 １ 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１ 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 １５７ 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１９０５ 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
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

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 ３００ 名党员产生 １ 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
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

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 １１２
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 ４６ 票，孟什维克则拥有 ６２ 票，而且拥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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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

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

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

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

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

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

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

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

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

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

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

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

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

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 １ 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
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

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７ 名孟什维克和 ３ 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
会和由 ５ 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６９７、７３９、７６８。

３３３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德国革命的一些最重大问题的观点，
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２ 卷第 ３４９—４５９ 页）中阐述的。关于这部著作，参看
注 ３１８。———７０２。

３３４　 桑巴特主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韦·桑巴特得名。桑巴特在其活动初期是个涂上了薄薄一层马克

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列

宁曾指出，桑巴特之流“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

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２ 卷第 ３０３ 页）。———７０３。

３３５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一文中写道：“只是
得到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会使用它们。７０ 年代的革命家
们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的同志们还远不及他们。我们必须尽快填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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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革命教育中的这一空白。善于使用武器应成为我们中间拥有武器者理

所当然地自豪的事情和尚未得到武器者羡慕的事情。”（见《普列汉诺夫

全集》１９２６ 年俄文版第 １３ 卷第 ３５２ 页）———７０４。

３３６　 指马克思在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 ６—９ 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
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１２０—１３０ 页）。———７０４。

３３７　 绝顶聪明的■鱼出典于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

故事说，一条■鱼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提心吊胆

地度日，而却自以为绝顶聪明。———７０５。

３３８　 弗·梅林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没有收进本书的这一版。———７０９。

３３９　 《现代生活》杂志（爯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изнь爲）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１９０６
年 ４ 月—１９０７ 年 ３ 月在莫斯科出版。为杂志撰稿的除格·瓦·普列汉
诺夫外还有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７１０。

３４０　 《评论》文集（爯Отклики爲）是孟什维克的刊物，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在彼得堡出
版，共出了 ３ 集。第 １ 集以《评论》为书名，另外两集以《〈评论〉社刊》为
书名。为文集撰稿的有尔·马尔托夫、费·唐恩、德·柯尔佐夫

等。———７１０。

３４１　 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 １９０５ 年夏
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召

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

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这实际上

意味着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非党的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

会”的主张也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

黑帮工人组织（祖巴托夫分子等）的赞同。１９０７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这种主张（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

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 分册第 ２０１—２０２ 页）。与
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

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

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

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 ２ 版
第 １４ 卷第 ４３—５３、１４７—１７１ 页，第 １５ 卷第 １６５—１６８、２４３—２５６ 页）等
文。———７１１、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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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劳动骑士即高尚的劳动骑士团，是美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在美国工人运
动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该团是缝衣工人尤·斯蒂芬斯等人于 １８６９
年在费城建立的，起初是一个秘密团体。该团最早试图把美国工人阶级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它联合不分民族的各工种工人，主要是非熟练工

人，另外也吸收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该团的纲领

带有浓厚的拉萨尔主义色彩，曾提出以建立合作社组织、推行合作的工业

体系来代替工资制度，并要求实行土地改革。该团于 １８７８ 年转入公开活
动，以后逐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１８７４ 年仅有成员 １ 万人，
１８８６ 年已有成员 ７０ 万人以上。在此期间，该团组织过几次成功的罢工。
１８８６ 年以后，该团领导人走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道路，该团的影响急剧降
低，１８９３ 年成员减少到 ７ 万人。１９ 世纪末，该团实际上已不存
在。———７１２。

３４３　 《未来》杂志（爯Ｄｉ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创办的刊物，１８７７ 年 １０
月—１８７８ 年 １１ 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卡·
施拉姆和爱·伯恩施坦是该杂志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杂志的

改良主义倾向提出尖锐批评。———７１４。

３４４　 《年鉴》即《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爯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爲），是社会改良派的杂志，１８７９—１８８１ 年由卡·赫希柏格
（用笔名路·李希特尔）在苏黎世出版。共出了 ３ 卷。这里谈到的文章
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评论箴言》，刊登于《年鉴》第 １ 年卷第
１ 册。———７１６。

３４５　 １８８４ 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
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

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

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

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

金。１８８５ 年 ３ 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
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

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

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

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

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

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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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５８—２５９、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５、２８９、２９１、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１ 页）。———７１７。

３４６　 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是指 １８８９ 年 ７ 月 １４—２０ 日在巴黎召开的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法国可能派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同时在那里

召开的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法国社会党人的倡议，在其他许多

国家的社会党人支持下召开的。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为首

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把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从而

使自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恩格斯坚决反对他们的这种企图，并

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恩格斯在揭露机会主义者的阴谋

时，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待可能派的调和主义态度，同

时也批评了法国社会党人在策略上的错误。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

题是国际工人立法问题。在就该问题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工人们不仅要

进行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

党，把党的工作和工会的工作结合起来。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

制和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建立第二国际

的正式决议，但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

可能派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召开的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成

果。———７１８。

３４７　 指《１８８９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１８８９ 年国际工人代表
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两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２１ 卷第 ５７３—５８５、５９１—６１２ 页）。———７１８。

３４８　 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是指法国阿韦龙省德卡泽维尔市 ２ ０００ 名矿工的自
发罢工，从 １８８６ 年 １ 月开始到 ６ 月结束，持续了 ５ 个月。罢工是由于劳
动条件不堪忍受和阿韦龙矿业公司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引起的。罢工

开始时，工人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把军队开进

德卡泽维尔，这在法国引起了更大的风潮。在巴黎和各省举行了许多抗

议集会。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在巴黎的集会上发言抗议政府和企业主

的行为。社会党报纸《人民呼声报》和《强硬派报》开展了支持罢工者的

签名运动。在法国众议院讨论德卡泽维尔罢工问题时，资产阶级议员，其

中包括激进派，支持政府镇压罢工工人。原来参加激进派的工人议员因

此脱离了激进派，在众议院中组成了独立的工人党团。恩格斯密切地注

视着法国这一事态的发展，认为“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

敢的独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６ 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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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３８ 页）。———７２４。

３４９　 指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的俄土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战后，原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正式独立，保加

利亚获得自治。土耳其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割让给俄国，把塞浦路

斯岛割让给英国。奥匈帝国暂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并

向俄国赔款 ８ 亿法郎。———７２６。

３５０　 第一届杜马（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
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在 １９０５ 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

１０月 １７ 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布里根咨议
性杜马，借以把国家引上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

１９０５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２４ 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
举条例的命令》。第一届杜马选举于 １９０６ 年 ２—３ 月举行。这次选举不
是平等的、普遍的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没有成功。当杜马

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

的本质。

第一届杜马共有代表 ４７８ 人，其中立宪民主党 １７９ 名，自治派 ６３ 名，
十月党 １６ 名，无党派人士 １０５ 名，劳动派 ９７ 名，社会民主党 １８ 名。立宪
民主党人占

１／３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杜
马讨论了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

题，但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 ５ 月 ８ 日（２１ 日）提交的“４２ 人土地法案”，它力
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

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

派于 ５ 月 ２３ 日（６ 月 ５ 日）提交的“１０４ 人土地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
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

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

愿望。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９ 日（２２ 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杜马。
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 １９０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３ 月 ５ 日）召

开，共有代表 ５１８ 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
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

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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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

集团来分，第二届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 ５４ 名，立宪民主
党和靠近它的党派 ９９ 名，各民族代表 ７６ 名，无党派人士 ５０ 名，哥萨克集
团 １７ 名，人民社会党 １６ 名，社会革命党 ３７ 名，劳动派 １０４ 名，社会民主
党 ６５ 名。
同第一届杜马一样，第二届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

月党人捍卫 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
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

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

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

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

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

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

主义策略。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３ 日（１６ 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
马。———７２６、７３３、７４１、７６５、７８２。

３５１　 指 １８７２ 年由格·亚·洛帕廷和尼·弗·丹尼尔逊合译的第一个《资本
论》俄译本的出版。这也是《资本论》第一次被译成外文。随着《资本论》

的出版，７０ 年代在《祖国纪事》、《欧洲通报》等俄国合法杂志上展开了关
于《资本论》的广泛辩论。俄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辩论。

７０ 年代的革命青年秘密小组和秘密报刊也对《资本论》表现了极大的兴
趣。———７２６。

３５２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了普列汉诺
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和俄国将发生的革命的性质（参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３６ 卷第 ３００—３０５ 页）。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
１９２５ 年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文集第 ３ 集。———７２７。

３５３　 最近的几次谋刺是指 １８８７ 年 ３ 月以列宁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为
首的一批民意党人在彼得堡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事件以及当时流传

甚广的关于在加特契纳将发生新的谋刺事件的传闻。———７２７。

３５４　 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一章题为《为共和国捐躯！》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版第 ７ 卷第 １９０—２３５ 页）。———７２８。

３５５　 《反对抵制》一文载于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底出版的小册子《论抵制第三届杜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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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册子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当时持相反观点的列·波·加米涅夫

写的《赞成抵制》，该文所署时间是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７ 月 １１ 日）。
这本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秘密印刷厂印刷的，但伪装成为

合法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的出版地点是莫斯科，印刷单位是虚构的哥里宗

托夫印刷厂。１９０７ 年 ９ 月，小册子被沙皇当局没收。———７２９。

３５６　 指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１９—２４ 日（７ 月 ２—７ 日）在芬兰举行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第
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社会革命党人 ５０ 名、社会
民主党人 ２３ 名、无党派人士 １８ 名，他们代表了大约 ２ ０００ 名有组织的俄
国教师。代表大会通过了联合会的章程，并讨论了关于第三届杜马的选

举、关于同其他职业性联合会的关系、关于对当前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

关于教师职业保障和互助等问题。会议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和社会

革命党人代表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全俄教师联合会成立于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当时称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
动家联合会。联合会章程第 １ 条规定，它除了为改善教师物质生活状况
进行斗争外，还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它既是教师工会，同时又是为争

取学校自由而斗争的政治团体。因此列宁称它为政治性的职业联合

会。———７２９。

３５７　 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３ 日（１６ 日）沙皇解散
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 １１ 月 １ 日（１４
日）召开的，存在到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２２ 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 ４４２
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１９１０ 年 ３
月起）和米·弗·罗将柯（１９１１ 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
其成分来说是黑帮 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

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 ４４２ 名代表中，有右
派 １４７ 名，十月党人 １５４ 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 ７ 名，波兰代表联盟
１１ 名，进步派 ２８ 名，穆斯林集团 ８ 名，立宪民主党人 ５４ 名，劳动派 １４ 名，
社会民主党人 １９ 名。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

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充了军队员额的兵

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

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 ３ 年，直到 １９１１ 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 １９０３ 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１８ 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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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

土地法，于 １９１０ 年批准了以 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２２ 日）法令为基础的土
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

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

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

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

动和革命。

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

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

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

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７２９、７８６。

３５８　 出席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是尼·
亚·罗日柯夫。———７２９。

３５９　 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 １９０６ 年 １ 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
杜马。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６ 日（１９ 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
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

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

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做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

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

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

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 ２５ 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
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

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

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１９０５ 年十月全
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 １０ 月 １７ 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
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７３０、７７６。

３６０　 ８ 月 ６ 日的法令是指沙皇政府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６ 日（１９ 日）颁布的关于设立
国家杜马的法令。参看注 ３５９。———７３１。

３６１　 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短篇
小说《文学教师》。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奇的史地教

师，他平时沉默寡言，而一开口总是说些诸如“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

之类的人所共知的“大道理”。“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是他临终

时说的一句话，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空话、废话和老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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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７３４。

３６２　 罗兹的街垒战是指 １９０５ 年 ６ 月 ９—１１ 日（２２—２４ 日）波兰罗兹市工人的
起义。１９０５ 年 ５—６ 月，在素称工人波兰心脏的罗兹市出现了罢工浪潮。
６ 月 ８ 日（２１ 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遭枪杀。６ 月 ９ 日（２２ 日），在波
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罗兹委员会号召下，全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

工人们自发地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全市修筑了约 ５０ 处街垒。经过三天
激烈战斗，起义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起义者死伤约 １ ２００
人。———７３７。

３６３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六三政变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给各党
组织的信》。信中说：“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利益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政

府的横暴行为不能不予以回答和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没有宣布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支持正在掀起的群众运动，

使之进行到底；在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而坚决的支持的地方，要立

即发起运动，并把情况报告中央委员会”。———７４６。

３６４　 这里说的基辅起义是指沙皇军队第 ４１ 谢连金步兵团和第 ２１ 工兵营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４ 日夜在基辅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在这些部队里都有较强的力量。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消息传来

后，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

辅军事组织委员会不赞成起义，但在起义已不可能制止时也决定参加。

这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这里说的黑海舰队起义可能是指 １９０７ 年 ５ 月底黑海舰队实习分舰
队水兵起义未果一事。１９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实习分舰队由塞瓦斯托波尔
港起锚驶往坚德拉湾。在发现水兵有发动起义迹象后，分舰队奉命立即

返航，于 ５ 月 ２８ 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港。随后有数十名水兵以鼓动起义
的罪名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７４６。

３６５　 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
错误和过失。———７４９。

３６６　 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

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

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

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７５０。

３６７　 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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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人的下述忠告：“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

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

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 １７９２ 年所迷惑，就
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３ 卷第 １２７ 页）———７５１。

３６８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
决议》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前者是根据孟什维克

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后者则是根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参看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 年人民出版
社版第 １ 分册第 １５３—１５５、２０９—２１０ 页）。———７５２。

３６９　 《无产者报》（爯Пролетарий爲）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 １９０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９ 月 ３ 日）—１９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１２ 月 １１ 日）出版，共出了 ５０
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

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 ２０
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

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 ２１ 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 ２１—４０
号在日内瓦、第 ４１—５０ 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 ２０ 号中有些
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

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

发表了 １００ 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 ４６ 号附刊上发表了
１９０９ 年 ６ 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
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

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１９１０ 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
议，《无产者报》停刊。———７５３。

３７０　 这是列宁为种子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十二年来》文集写的序言。按种子
出版社的计划，《十二年来》文集应出 ３ 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 １ 卷和第 ２
卷第 １ 分册。
《十二年来》文集第 １ 卷于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

１９０８ 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
密流传。第 １ 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
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

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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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

种策略》。

预定编入第 ２ 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
机关的迫害，第 ２ 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
书名。第 ２ 卷分两册出版，第 １ 分册于 １９０８ 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
主义》、《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
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 １—１１ 章）。第 ２ 分册
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
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

并销毁了。

第 ３ 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
《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

发表过的一批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７６１。

３７１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即《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
文集，见注 １６３。———７６２。

３７２　 指“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
“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

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 １９００ 年 ５ 月成立的。该
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

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

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

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
主党人”革命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

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７６６。

３７３　 指《十二年来》文集第 ３ 卷。出版这一卷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７６７。

３７４　 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５ 月 １９ 日（５ 月 １３ 日—６ 月 １ 日）在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的代表有 ３４２ 名，代表约 １５ 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 ３０３ 名，有发
言权的代表 ３９ 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 ８９ 名，孟什维克
８８ 名，崩得代表 ５５ 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 ４５ 名，拉脱维
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 ２６ 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
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

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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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

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

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

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

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

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

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

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

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

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

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

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

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

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

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

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 ５ 人、孟什维克 ４ 人、波兰社会民主党
２ 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 １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 ３ 名中央委员
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

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

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

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７６８。

３７５　 《新生活报》（爯Новая Жизнь爲）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
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１１ 月 ９
日）—１２ 月 ３ 日（１６ 日）在彼得堡出版。从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第 ９ 号起，该报
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

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

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

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 １４ 篇文
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 ２８ 号中有 １５ 号被没收。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该报被政府当局查封。最后一号即第 ２８ 号是秘密出版
的。———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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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６　 指列宁为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２３ 日）《前进报》第 １１ 号上的瓦·瓦·沃罗
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宣传的产物》加的附注（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９ 卷
第 ３３８ 页）。
关于《前进报》，见注 ３０１。———７７１。

３７７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０７ 年 ８
月 １８—２４ 日在斯图加特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 ２５ 个国家的 ８８６
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

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 ３７ 名、社会革命党人 ２１ 名和工会代
表 ７ 名。俄国代表团共有 ２０ 张表决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
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

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

际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

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

会决议的各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

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时，列宁同罗·

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

重要的修改意见是：“如果战争……爆发了的话，他们（指各国工人阶级

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编者注）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

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

统治。”这一著名论点还为 １９１０ 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
１９１２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在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写的一篇关于对倍
倍尔这一决议案的修改的短文中谈到了这一修改意见提出的经过（见

《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２８ 卷第 ３０１ 页）。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

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起草和通过过程中的主要争论以及这次代表大会的意

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 ２ 版第 １６ 卷第 ６４—７５、７９—
８５ 页）。———７７３。

３７８　 指孟什维克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即维特杜马）选举中提出的半抵制策
略。孟什维克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抵制选举的策略，而提出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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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除不参加最后阶段选举外其余各个阶段选举都参加的口号，也就是

说，社会民主党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不参加杜马代表的选

举。———７７６。

３７９　 布尔什维克提出建立“杜马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口号，其目的是要在
杜马中保证贯彻工人代表的独立的阶级路线、对农民代表的活动进行领

导和使之不受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孟什维克反对这个口号，而提出建立

“全国反对派”即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孟什

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相提并论，

全都算做左派。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左派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以社会
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为中心已经组织起来。在“左派执行委员会”倡议下

发表了下面三个文件：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委员会和劳动团委员会签署

的《告陆海军书》，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

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

书》，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崩得签署的《告

全体人民书》。这三个文件号召人民进行反政府的革命斗争，并提出了

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７７６。

３８０　 《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写于
１９０７ 年 １１—１２ 月间。列宁在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和 １２ 月 ６ 日之间给
米·谢·克德罗夫的信、１９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和 ２２ 日之间给格·阿·阿列
克辛斯基的信以及 １９０８ 年 ２ 月 １７ 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分
别谈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具体内容和撰写进度等情况（见《列宁全

集》第 ２ 版第 ４５ 卷第 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４ 页，第 ５３ 卷第 ３０２—３０３ 页）。这部
著作在 １９０８ 年被收入《十二年来》文集第 ２ 卷第 ２ 分册，但在印刷厂里就
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本，而且缺了最后几页。１９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８ 月 ５ 日）的《无产者报》第 ３３ 号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
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了该书第 ３ 章的第 ２ 节和第 ３ 节。
１９１７ 年，彼得格勒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用《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书名再版此书时，列宁在《结束

语》最后缺页处，即在“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

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见本卷第 ７８３ 页）
这段文字之后补写了如下几句：“对农民群众缓慢地、有步骤地、极残酷

地施行暴力。革命的道路就是建立农民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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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是破坏一切旧土地占有制、废除土地私有制。”

后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库发现了列宁这部著作的手稿，

标题是《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

纲领）》。１９２４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５ 期首次按手稿发表了《结
束语》全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５ 版第 １６ 卷中，这部著作是按手稿
刊印的，并根据此书 １９１７ 年版作了核对，《跋》是按 １９１７ 年版刊印
的。———７７９。

３８１　 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

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 １８６１ 年农民改革后
出现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７８０。

３８２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 １９０５ 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
主主义政治组织，于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８ 月 １ 日（８ 月 １３—１４ 日）在莫
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 １９０５ 年 １０—１２ 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 ４７０
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 ２０ 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
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

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

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

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

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１９０７ 年初被解散。———７８２。

３８３　 见恩格斯 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信中批
评德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

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

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２００９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０ 卷第 ５５７ 页）。———７８５。

３８４　 这篇《跋》是列宁在 １９１７ 年《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第一次革
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出版时写的。———７８８。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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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阿布拉莫夫，雅柯夫·瓦西里耶维奇（Абрамов，Як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 １８５８—
１９０６）———俄国政论家和小说家，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１１９、
１３０、１３１。
阿德勒，维克多（Ａｄｌｅｒ，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５２—１９１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
领袖之一。早年是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参加工人运动。
曾同恩格斯有通信联系。是 １８８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８８９ 年 １ 月 １ 日奥地利
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党纲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持中派立场，鼓吹阶级和平，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动。———９５。
阿尔宁—苏科，亨利希·亚历山大（ＡｒｎｉｍＳｕｃｋｏｗ，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９８—
１８６１）———普鲁士男爵，在德国实行普鲁士君主制统治的狂热拥护者。
１８４８ 年 ３—６ 月任康普豪森内阁的外交大臣。———６３６。
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Акимов（Махновец），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１８７２—１９２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经济派代表人
物。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加入彼得堡民意社。曾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０３ 年代表联合会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是反火星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极右翼代表。１９０７ 年脱
离政治活动。——— ４７４— ４７５、４７６、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５、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６、
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９、５２５、５７３、６２１—６２２。
阿克雪里罗得，帕维尔·波里索维奇（Аксельрод，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１８５０—
１９２８）———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８８３ 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１９００
年起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后是孟什维主义的思想家。１９０５ 年提出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
的取消主义观点。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的思

想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

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属于右翼。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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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敌

视苏维埃政权，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２６９、３１２、３３１、３５０—３５１、
３６０、３７５、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５、４８６、４９０、
４９１、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５、４９６、４９７、５０３、５０６、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５、
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１、７３２、７３９、７６４、７７４。
阿列克谢耶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Алексеев，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１８４９—
１８９１）———俄国早期工人革命家。１８７３ 年加入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革命工
人小组。１８７４ 年 １１ 月起在莫斯科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１８７５ 年 ４ 月被
捕。１８７７ 年 ３ 月在法庭上发表预言沙皇专制制度必然覆灭的著名演说。
同月被判处十年苦役，１８８４ 年起在雅库特州的一个偏僻的乡服苦役，１８９１
年 ８ 月在该地被盗匪杀害。———２８７、３８８、４７６。

阿维洛夫，波里斯·瓦西里耶维奇（Авилов，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１８７４—
１９３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统计学家。１９０４ 年加入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曾为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１９１７ 年退党，１９１８ 年脱离政治
活动。———２５８—２５９。

埃尔姆，阿道夫（Ｅｌｍ，Ａｄｏｌｆ １８５７—１９１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社活动
家和工会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联合会（通称德国自

由工会）的领袖之一。１８９４—１９０６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５１５。
奥尔，伊格纳茨（Ａｕｅｒ，Ｉｇｎａｚ １８４６—１９０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
匠。１８７４ 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书记，１８７５ 年该党同拉
萨尔派合并后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编辑社会民主
党的《柏林自由新闻报》。多次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后来转向改良主义，

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４１２、７１８。
奥斯特里亚科夫，П．（Остряков，П．）———俄国民族志学家。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为《诺夫哥罗德省新闻》撰稿，１８７９ 年为《欧洲通报》杂志撰稿。从事俄国
手工业的考察。———２３１。

奥泽罗夫，伊万·克里斯托福罗维奇（Озеров，Иван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１８６９—
１９４２）———俄国经济学家，教授。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积极支持祖巴托夫的“警察
社会主义”。１９０９ 年被选为国务会议成员。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
府解除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职务。———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０。

Ｂ

巴尔霍恩，约翰 （Ｂａｌｈｏｒｎ，Ｊｏｈａｎｎ １５２８—１６０３）———德国出版商。———
３５２—３５３。

列 宁 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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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维奇———见克拉西科夫，彼得·阿纳尼耶维奇。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革命者，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之
一。宣称个人“绝对自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国家是产生一切

不平等的根源；否定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１８４０ 年起侨居
国外，曾参加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１８４９ 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
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１８５１ 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１８６１ 年从西伯
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１８６８ 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
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１８７２ 年在
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２８８、３１３、７２７。

白恩士，约翰·埃利奥特（Ｂｕｒｎｓ，Ｊｏｈｎ Ｅｌｉｏｔ １８５８—１９４３）———英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改良主义者。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是工联领导人之一，领导了 １８８９ 年
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１８９２ 年被选入议会。１９０５—１９１４ 年任地方自治事
务大臣，１９１４ 年任商业大臣。１９１４ 年 ８ 月因不同意政府关于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决定而辞职。以后脱离政治活动。———７２５。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４２—１８８０）———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图书
出版人和经销人。１８６９ 年参与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
１８７１ 年创办出版社，是党的书刊的主要出版人和发行人之一。———７１６。
鲍威尔，埃德加（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 １８２０—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１８６１ 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鲍威
尔的弟弟。———９２—９３。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 １８０９—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
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６６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在基督教史方面著作甚多。———９２—９３。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１９ 世纪 ３０ 年
代参加革命运动。６０ 年代是第一国际活动家，参与组建国际在瑞士的德
国人支部，《先驱》杂志的编辑。———９５、７０９、７２８。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１８６７ 年当选为德国工人协
会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９ 年与威·李卜克内西共同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多次当选国会议员，利用国会讲坛揭露帝国政府反动的

内外政策，支持巴黎公社。第二国际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１９ 世纪 ９０ 年
代和 ２０ 世纪初同党内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反对伯恩施坦及

人 名 索 引



８９４　　

其拥护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庸俗化。———３０１、３５２、４０１、４１２、
４４７、５７２—５７３、７１５、７１６、７１８、７１９、７２４、７２５、７２６。
比比科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Бибиков，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１８３２—
１８７５）———俄国翻译家和政论家，翻译出版了亚·斯密、托·罗·马尔萨斯
和阿·布朗基等人的著作共 １３ 卷。———１７４。

彼特龙凯维奇，伊万·伊里奇（Петрункевич，Иван Ильич １８４３—１９２８）———
俄国地主，解放社的组织者和主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立宪民主党创建人之
一。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十月革命后为白俄
流亡分子。———５６５、６２２、６３７。

俾斯麦，奥托·爱德华·莱奥波德（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 Ｅｄｕａｒｄ 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
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黎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
１８７２和 １８７３—１８９０），北德意志联邦首相（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１８７１—１８９０）。１８７０ 年发动普法战争，１８７１ 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
黎公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曾采取一系列内政

措施，捍卫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１８７８ 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
法。———６３０、７２７。

毕希纳，弗里德里希·卡尔·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Ｂüｃｈ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ａｒ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４—１８９９）———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
的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７０１。

毕歇尔，卡尔（Ｂüｃｈ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４７—１９３０）———德国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史学
家，政治经济学中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２０７。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Бердяе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７４—１９４８）———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１９０５ 年加入立宪
民主党。在早期著作中倾向合法马克思主义，用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的

学说，后来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寻神说的代表人

物。曾参与编撰《路标》文集。———４５６、７６２。
别尔托夫———见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别尔托夫，恩·———见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Белинский，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１８１１—１８４８）———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唯物主义哲
学家。———３１２。

波—夫———见萨文柯夫，波里斯·维克多罗维奇。

波波夫———见罗扎诺夫，В． 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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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恩，斯蒂凡（西蒙·布特尔米尔希）（Ｂｏｒ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Ｓｉｍｏｎ Ｂｕｔｔｅｒｍｉｌｃｈ）
１８２４—１８９８）———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
茵报》通讯员（１８４８ 年 ６—８ 月），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曾参加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１８５０ 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脱离工人运
动。———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３。

波萨多夫斯基———见曼德尔贝格，维克多·叶夫谢耶维奇。

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塔罗韦尔）（Потресов，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Старовер）１８６９—１９３４）———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８９６
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曾参与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

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和领导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思想家。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３０２、
５６６、５７３、５９６、５９７、６２７、７６３。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５０—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
二国际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１８７９ 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
政治年鉴》上发表同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

顾》一文，指责党的革命策略，主张放弃革命斗争，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严厉批评。１８８１—１８９０ 年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１８９９年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从经济、政治和
哲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作了全面的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持中派立场。１９１９ 年公开转到右派方面。———１８３、２６０、２７４、２９５、
２９６、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５、３０８、３３５、３４７、３４９、４９５、５１５、６１１、７１５、７１６、７１８、７１９。
柏姆—巴维克，欧根·冯（ＢｈｍＢａｗｅｒｋ，Ｅｕｇｅｎ ｖｏｎ １８５１—１９１４）———奥地利经
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系统地论证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企图推

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２６１。
勃朗，路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
学家。１８４８ 年二月革命期间参加临时政府，领导所谓研究工人问题的卢森
堡宫委员会，推行妥协政策。对巴黎公社抱敌视态度。否认资本主义制度

下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同资产阶级妥协，幻

想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工人生产协作社来改造资本主义社

会。———６４２。
博博雷金，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Боборыкин，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１８３６—
１９２１）———俄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改弦易辙》（１８９７）歪曲地反映了民
粹派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引起了进步舆论界的公正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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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１２６。
布尔加柯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Булгаков，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７１—
１９４４）———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是合法马克思
主义者，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批评家”。修正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

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康德的批判认识论结合起来。后来转向宗教哲学

和基督教。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失败后加入立宪民主党，为《路标》文集撰
稿。———１７２、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０、３０９、４５６、７０１、７６２。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只靠少数人密谋，组织暴动，即可推翻

旧社会，建立新社会。———７０６。
布勒宁，维克多·彼得罗维奇（Буренин，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１８４１—１９２６）———
俄国政论家，诗人。１８７６ 年加入反动的《新时报》编辑部，成为新时派无耻
文人的首领。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造谣诬蔑。列宁

经常用布勒宁的名字来刻画卑劣的论战手法。———２３、２５、５０、５３。
布里根，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Булыгин，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１８５１—１９１９）———俄国国务活动家，大地主。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就任内务大
臣。同年 ２ 月起奉沙皇之命主持起草关于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以
期平息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热潮。但布里根杜马在革命的冲击下未能召

开。布里根于沙皇颁布十月十七日宣言后辞职，虽留任国务会议成员，实

际上已退出政治舞台。———５６４、５６８、５７０、５７１。
布鲁凯尔———见马赫诺韦茨，莉迪娅·彼得罗夫娜。

布鲁斯，保尔·路易·玛丽（Ｂｒｏｕｓｓｅ，Ｐａｕｌ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ｅ １８４４—１９１２）———法国
社会党人，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家。侨居国外期间结识了米·亚·巴枯宁，

追随无政府主义派。１８８０ 年回到法国，参与创建法国工人党，在党内反对
马克思主义派，成为可能派的思想家和领袖之一。———７１９。

布洛斯，威廉（Ｂｌｏｓ，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４９—１９２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编辑（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帝国国会议员（１８７７—
１８７８、１８８１—１８８７ 和 １８９０—１９０７），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右翼。９０
年代为《前进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８ 年
十一月革命后为符腾堡政府领导人。———１３、２８。

布特尔米尔希———见波尔恩，斯蒂凡。

Ｃ

策杰尔包姆———见马尔托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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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默斯，托马斯（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英国经济学家，牧师。马
克思称他为“新教大主教”，“最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之一”。———１７７。

查斯拉夫斯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Чаславский，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３４—１８７８）———俄国统计学家，国家产业部统计局编辑。著有《外出做
农业零工与农民迁徙的关系》。———２１２。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维·查·；伊万诺夫，维·）（Засули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В． З．，Иванов，В．）１８４９—１９１９）———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会
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１８８３ 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８０—９０ 年代曾翻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１９００ 年起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
部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参

加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９５、１２６、
４１６、５１３、７２７。
察廖夫———见洛克尔曼，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作
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俄国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
代革命运动的领袖和思想鼓舞者。———２４１、３１２。

Ｄ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博物学
家，进化论的奠基人。———９—１０。

大卫，爱德华（Ｄａｖｉｄ，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６３—１９３０）———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
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

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

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９ 年 ２ 月任魏玛
共和国国民议会第一任议长。———３０１。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尼·—逊；尼古·—逊；尼古拉·—逊）

（Даниельсон，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Н．—он，Ник．—он，Николай—он）
１８４４—１９１８）———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接替
格·亚·洛帕廷续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１ 卷（１８７２ 年初版），以后又译
出第 ２ 卷（１８８５）和第 ３ 卷（１８９６）。在翻译该书期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
过书信往来。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

俄国，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发展前途；主张保存村社土地所有制，维护小农

和手工业经济。———１１８、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３、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６、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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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２２２、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５、２４３、２５２、２５４、６５９。
狄慈根，约瑟夫（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２８—１８８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哲学
家，制革工人。在哲学上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

７００、７０９。
迪尔，卡尔（Ｄｉｅｈｌ，Ｋａｒｌ １８６４—１９４３）———德国经济学家，教授，政治经济学中
社会学派的信徒。认为法决定经济范畴的形式，而经济范畴的内容则是由

自然规律决定的，是永恒不变的。———１８５、１８７。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Ｄｂｒｏｗｓｋｉ，Ｊａｒｏｓｌａｗ １８３６—１８７１）———波兰革命
家，１８７１ 年巴黎公社将领，在保卫公社的战斗中阵亡。———４６３。

杜巴索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Дубасов，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２）———沙俄海军上将（１９０６），副官长。１８９７—１８９９ 年任太平洋分舰队
司令。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１９０６ 年 ７ 月任莫斯科总督，是镇压莫斯科十二月武
装起义的策划者。１９０６ 年起为国务会议成员。１９０７ 年起为国防会议成
员。———６８１、６８３、６８４、７４０、７４１。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６５—１９１９）———俄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２０ 世纪初起公开维护资本主义，修正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了“马克思的批评家”。———１１９、１７２、１７７、１８０、
１８４、２６０、７６２。
杜林，欧根·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１８６３—１８７７ 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７０ 年代起以“社会主义改
革家”自居，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创立新的理论体系。在哲学上把唯心

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混合在一起；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反对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以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精神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体系，反对科学社会主义。———３１、３２、３５、３６、
３７、３８—４１、４５、４６、５０、９４、３００、７０１、７１４。
杜能，约翰·亨利希（Ｔｈüｎｅｎ，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８３—１８５０）———德国经济学
家，农业经济专家，大地主。———７０１。

杜西———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Ｅ

恩格 尔 哈 特，亚 历 山 大 · 尼 古 拉 耶 维 奇 （Энгельгардт，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３２—１８９３）———俄国政论家，农业化学家，民粹主义者。所
写《农村来信》先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１８８２ 年出单行本。———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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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科学共产主义创始
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１４—１６、
１８、２４、２８、３０、３１、３２、３５—３６、３８、４０、４５、４６、４８、４９、８８— ９７、１０９、１８７、２６７、
２７３、２７４、２９６、３００、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８、３３３、３４０、３６５、４６１、４６２、５８７、５９２、５９３、
５９９、６２５、６４０、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３、６８５、７０１、７０９—７２８、７３５、７４８、７８５。
尔·姆·（Ｐ． Ｍ．）———《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的作者。该文毫不掩饰地宣
扬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３３４、３４９、３５３、３９０、４５６、４５７。

Ｆ

菲勒克，路易（Ｖｉｅｒｅｃｋ，Ｌｏｕｉｓ １８５１—１９２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
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是党的右翼领袖之一。１８８４—１８８７ 年为帝国国会议
员，推行机会主义政策。———７１６、７１７、７２４。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德列亚斯（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Ａｎｄｒｅａｓ １８０４—
１８７２）———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
德国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主义阶层的思想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５５０。
佛敏———见克罗赫马尔，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

弗·伊————见伊万申，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

弗·伊—申———见伊万申，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

弗列罗夫斯基，恩·（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Флеровский，Н．
（Берви，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１８２９—１９１８）———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
家，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出版《俄国工人阶
级的状况》（１８６９），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２１２。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Ｗａｌｅｒｙ １８３６—１９０８）———波兰革命家，
１８７１ 年巴黎公社将领。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４６３。
福尔卡德，欧仁（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２０—１８６９）———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
家。———１８６。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Ｖｏｌｌｍａｒ，Ｇｅｏｒ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５０—１９２２）———德国
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新闻工作者。１８７９—１８８０ 年任党的中
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８１ 年起多次当选帝国国会议员和巴
伐利亚邦议会议员。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鼓吹“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晚年不再从事政治活

动。———２９６、５１５、５１６、７１６、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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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 叶，沙 尔 （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２—１８３７）———法 国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３１３。

Ｇ

盖得，茹尔 （巴西尔，马蒂厄）（Ｇｕｅｓｄｅ，Ｊｕｌｅｓ （Ｂａｓｉｌｅ，Ｍａｔｈｉｅｕ）１８４５—
１９２２）———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巴黎
公社失败后曾一度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下逐步转

向马克思主义。２０ 世纪初逐渐转向中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即
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１９２０ 年法国社会党
分裂后，支持少数派立场，反对加入共产国际。———３５２。

戈尔德布拉特———见麦迭姆，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

格雷，保尔（Ｇｈｒｅ，Ｐａｕｌ １８６４—１９２８）———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为了了
解工人的贫困状况，在开姆尼茨一家工厂劳动了三个月，根据亲身的体验

写了《三个月的工人生活》一书（１８９１）。１９０１ 年参加社会民主党，追随党
内修正主义右翼。１９０３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沙文
主义者。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任普鲁士陆军部副部长。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年任普鲁士
政府国务部长。———５０９。

格里戈里耶夫，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Григорьев，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５２—１９２５）———俄国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民粹派政论家。———２０１。
格列杰斯库尔，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Гредескул，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生于
１８６４ 年）———俄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教授，立宪民主党人。１９０５ 年参加
《世界报》的出版工作，同年 １２ 月在该报因发表“反政府”性质的文章遭到
查封后被捕。１９０６ 年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流放期间缺席当选为第一
届国家杜马代表，回到彼得堡后任国家杜马副主席。———６２９。

贡特尔，萨迪（施陶丁格尔，弗兰茨）（Ｇｕｎｔｅｒ，Ｓａｄｉ（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Ｆｒａｎｚ））———德
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撰稿人，《历史唯物主义和实用唯

心主义》一文的作者。———２６０。
古尔维奇，伊萨克·阿道福维奇（Гурвич，Исаак Адольфович １８６０—
１９２４）———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来移居美国，积极参
加美国工会运动和民主运动。２０ 世纪初成为修正主义者。他的著作《农
民向西伯利亚的迁移》，特别是《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１８９２），得到列宁
的高度评价。———２５４。

古契柯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учков，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６２—
１９３６）———俄国大资本家，十月党的组织者和领袖。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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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支持政府镇压工农。１９１０ 年 ３ 月—１９１１ 年 ３ 月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
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国防特别会议

成员。１９１７ 年 ３—５ 月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同年 ８ 月参与策划科尔
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１８ 年起为白俄流亡分
子。———６６３。

Ｈ

哈布斯堡王朝（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ｅｒ）———神圣罗马帝国皇朝（１２７３—１８０６，有间断）、
西班牙王朝（１５１６—１７００）、奥地利皇朝（１８０４—１８６７）和奥匈帝国皇朝
（１８６７—１９１８）。———７０２。

哈尔图林，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Халтурин，Степ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５７—
１８８２）———俄国最早的工人革命家之一。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参加工人运
动。１８７８ 年组织俄国北方工人协会，１８７９ 年秋加入民意党。１８８２ 年 ３ 月
因参与刺杀敖德萨军事检察官被捕，被战地法庭判处死刑。———３８８、４７６。

哈季索夫，К．（Хатисов，К．）———《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 ２ 卷（１８９４
年圣彼得堡版）所载《外高加索边疆区的手工业（１８９１ 年报告）》一文的作
者。———２３１。

哈科特，威廉·乔治·格兰维尔·维纳布尔斯·弗农（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Ｖｅｒｎｏｎ １８２７—１９０４）———英国政治活动家，自
由党人。曾先后担任副检察总长（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内务大臣（１８８０—１８８５）
和财政大臣（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１８９４—１８９８ 年是下院自由党领
袖。———６３０。

哈赛尔曼，威廉（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４４—１９１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 年为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和联合会机关报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７５ 年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实行联合的
倡议者之一。１８７８ 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是无政府主义集团领导人
之一。１８８０ 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３３５、４０２。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ｒｙ Ｍａｙｅｒｓ １８４２—１９２１）———英国社会党
人。１８８１ 年创建民主联盟（１８８４ 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担任领导职
务，直至 １８９２ 年。１９００—１９１０ 年是社会党国际局成员。１９１１ 年参与创建
英国社会党，领导该党机会主义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

者。１９１６ 年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谴责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后，退出社
会党。敌视俄国十月革命，赞成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７１９。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７—１８５６）———德国诗人和作家。———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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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沃尔弗冈（Ｈｅｉｎ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８６１—１９４４）———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
１８９８ 年被选入帝国国会，但不久因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政治游
行而被撤销当选证书。曾为《社会主义月刊》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５。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 Ｊｕｓｔｕｓ １７９０—１８６４）———德国政
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 年 ３—９ 月在康普
豪森和奥尔斯瓦尔德内阁中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奉行同反动君主派妥协的

政策。汉泽曼在奥尔斯瓦尔德内阁中虽然只担任财政大臣职务，但实际上

起了领导作用，这届政府是作为“汉泽曼政府”而载入史册的。———

６３７、６３８。
赫茨，弗里德里希·奥托（Ｈｅｒｔｚ，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Ｏｔｔｏ生于 １８７８ 年）———奥地利经济
学家，社会民主党人。———３０９。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哲学家。———３１２。
赫尔岑施坦，格里戈里·马尔科维奇（Герценштейн，Григорий Маркович
１８５１—１８９９）———俄国医生和卫生保健问题评论家。１８８７ 年起任外科医
学院医疗地理学和医疗统计学讲师。主要著作是《梅毒在俄国》（１８８５），
还写过《火柴生产的卫生环境》、《外出做零工》等文章。———２１９。

赫尔岑施坦，米哈伊尔·雅柯夫列维奇（Герценштейн，Михаил Яковлевич
１８５９—１９０６）———俄国经济学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该党土地问题理论
家。———６３８。

赫克纳，亨利希（Ｈｅｒｋｎ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６３—１９３２）———德国经济学家，柏林大学
教授，讲坛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８。

赫希柏格，卡尔（Ｈｃｈｂｅｒｇ，Ｋａｒｌ １８５３—１８８５）———德国著作家，社会改良主义
者。１８７６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曾出版《未来》杂志（１８７７—１８７８）、《社会科
学和社会政治年鉴》（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和《政治经济研究》（１８７９—１８８２）。
１８７９ 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同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合写的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指责党的革命策略，主张放弃革命斗

争，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３３５、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６、７１７。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黑格
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６、３０、３１、
３２、３３—３５、３５—３６、３６—３７、３８—４０、４６、４７、９０—９１、３１３、５２３。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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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王朝（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意志皇朝（１８７１—１９１８）。———７０２。

Ｊ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海尔曼（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Ｊｕｌｉｕｓ 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０２—１８８４）———
德国法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洛贝尔图斯的志同道

合者。———１７７、１８７。
基泽韦捷尔，亚历山大 · 亚历山德罗维奇 （Кизеветтер，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６６—１９３３）———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立宪民主党活
动家。在历史和政论著作中诬蔑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十月革命后竭力反
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２ 年被驱逐出境。———７４９。

吉尔克（Ｇｉｅｒｋｅ）———普鲁士汉泽曼政府的农业大臣（１８４８），普鲁士议
员。———６３８。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４４—１８８８）———
俄国经济学家。１８８１ 年在伦敦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
俄国最早的传播者和捍卫者之一，但是不理解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的批判精

神。———１７７。
加邦，格奥尔吉·阿波罗诺维奇（Гапон，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１８７０—
１９０６）———俄国神父，沙皇保安机关奸细。１９０３ 年在警察司授意下在彼得
堡工人中成立了一个祖巴托夫式的组织———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大会。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９ 日挑动彼得堡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结果工人
惨遭屠杀，他本人躲藏起来，逃往国外。同年秋回国，接受保安处任务，

妄图潜入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阴谋败露后被工人战斗队员绞

死。———５６２。
加尔瓦尼，路易吉（Ｇａｌｖａｎｉ，Ｌｕｉｇｉ １７３７—１７９８）———意大利解剖学家和生理学
家，电学创始人之一，电生理学的奠基人。———３０。

局外人———见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Ｋ

卡布鲁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Каблуко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１８４９—１９１９）———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民粹主义者。在著述中宣扬
小农经济稳固，把村社理想化，认为它是防止农民分化的一种形式，反对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６３８。
卡尔斯基———见托普里泽，季奥米德·亚历山德罗维奇。

卡拉法季，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马霍夫）（Калафати，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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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ахов）１８７１—１９４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持中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１９０５ 年负责孟什维克《火星
报》出版社的技术财务工作。１９０６ 年主持社会民主党的新世界出版社工
作。１９１３ 年脱离政治活动。———５１８、５２４。

卡雷舍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Карыше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５５—１９０５）———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曾为《俄罗斯新闻》、《俄国
财富》等报刊撰稿。主要研究俄国农民经济问题，赞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

观点，维护村社土地占有制。———１１４、２１９。
卡列耶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Кареев，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５０—
１９３１）———俄国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折中主义者，在
政治上属于改革后一代的自由派，主张立宪，拥护社会改革。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反对马克思主义，把它等同于“经济唯物主义”。———１１、３３７。

卡梅尚斯基，П． К． （Камышанский，П． К．）———俄国彼得堡高等法院检察
官，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案件的起诉人。———７４９。

卡缅斯基———见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卡尼茨，奥古斯特 （Ｋａｎｉｔｚ，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８３—１８５２）———普鲁士将军，反动贵族
和官僚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 年 ５— ６ 月任康普豪森内阁的陆军大
臣。———６３６。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Катков，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７）———俄国地主，政论家。开始政治活动时是温和的贵族自由派的拥
护者。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初转入反动营垒，１８６３—１８８７ 年编辑和出版《莫斯
科新闻》，该报从 １８６３ 年起成了君主派反动势力的喉舌。———３７２。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 （Ｋｅｌｌｅｙ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１８５９—
１９３２）———美国社会主义者，后转到改良主义立场。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主要研究工人立法和社会政治问题。１８９２ 年
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７１１—７１２。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ｆ １８０３—１８９０）———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６ 月 ２０ 日
任普鲁士首相，奉行同反动君主派妥协的政策。———６３４、６３７。

考茨基，卡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 １８５４—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
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初写过一些宣传和
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１８８３—１９１７ 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
代》杂志主编。曾参与起草 １８９１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
１９１０ 年后逐渐转到机会主义立场，成为中派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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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超帝国主义论，大战期间打着中派旗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１９１７ 年参与
建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１９２２ 年拥护该党右翼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
１９１８ 年后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等书，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２—３、２４、２８、２４９、３２５—３２６、３５２、４２０、４６１、４６３、４８２、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
５１５、５７２—５７３、６１２、６８５、６８９、６９０、６９７、７７４、７８５。
考夫曼，亚历山大·阿尔卡季耶维奇（Кауфман，Александр Аркадьевич
１８６４—１９１９）———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之一。曾参与制定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草案。列宁在使用考夫曼的某

些统计著作的同时，对他宣扬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和平给予尖锐的批

评。———７８１。
柯尔佐夫，德·（金兹堡，波里斯·阿布拉莫维奇）（Кольцов，Д． （Гинзбург，
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１８６３—１９２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骨干分子，为一些孟什维克报刊撰稿。斯

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持取消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敌视十月革命。———６４２。
柯 罗 连 科，谢 尔 盖 · 亚 历 山 德 罗 维 奇 （Короленко，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俄国统计学家，经济学家。１８８９—１８９２ 年受国家产业
部的委托，撰著《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

动和工人的流动》一书。———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３、２２５。
科尔萨克，亚历山大·卡济米罗维奇（Корсак，Александ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１８３２—１８７４）———俄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２０６。
科斯季奇———见兹博罗夫斯基，米哈伊尔·索洛蒙诺维奇。

克·———见克拉松，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特拉温斯基）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Травинский ） １８７２—
１９５９）———１８９３ 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协助列宁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
斗争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月革命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莫斯科的动力事业。１９１９ 年底起任最高国
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１９２０ 年被任命为俄罗斯国家电气
化委员会主席。１９２１—１９３０ 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５２２。

克拉松，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Классон，Роберт Эдуардович（К．）
１８６８—１９２６）———俄国动力工程专家。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为俄国合法马克思
主义者，参加过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后脱离政治活动，投身动力学研

究。———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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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西科夫，彼得·阿纳尼耶维奇（巴甫洛维奇）（Красиков，Петр Ананьевич
（Павлович）１８７０—１９３９）———１８９２ 年在彼得堡开始革命活动。１９０３ 年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属火星派多数派，同列宁、普列汉诺

夫一起进入大会常务委员会。１９０４ 年 ８ 月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 ２２ 个布尔
什维克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

做司法工作。———４８７—４８９。
克里切夫斯基，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Кричевский，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６６—１９１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经济派领袖之一。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工作。９０ 年代初侨居国外，加入劳动
解放社。９０ 年代末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９９
年任该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在杂志上宣扬伯恩施坦主义观

点。———２９９、３００、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６、３４９、３６５、３８７、３９４、４１４、４２６、４３１、４４１、４４８、
４５６、４５７、４９８、５００、５１５、５７３。
克里文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Кривенко，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４７—
１９０６）———俄国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１８９１—１８９５ 年任自由
主义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的编辑。———１。

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奥西波维奇（Ключевский，Василий Осипович
１８４１—１９１１）———俄国历史学家，俄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莫
斯科大学教授，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立宪民主党人。他的著作把唯心主义

同庸俗唯物主义成分结合在一起，带有折中主义的性质。主要著作有《俄

国史教程》等。———２５３。
克罗赫马尔，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佛敏）（Крохмаль，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Фомин）１８７３—１９３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属火星派少数派。１９０４ 年年底代表孟什维
克被增补进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代表孟什维克

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格勒工作。———５２２。
克努尼扬茨，波格丹·米尔扎江诺维奇（鲁索夫）（Кнунянц，Богдан
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ч（Русов）１８７８—１９１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
克。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属火星派多数派。在彼
得堡参加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１９０７ 年底起在巴库工作。１９１０ 年 ９ 月被
捕，死于巴库监狱。———４９０。

库格曼，路德维希（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２８—１９０２）———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者，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曾参加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１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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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为第一国际会员。曾协助马克思出版和传播《资本论》。１８６２—１８７４
年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反映德国情况。———６９９—７０８、７１０、７４８。

库诺，亨利希（Ｃｕｎｏｗ，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６２—１９３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志学家。早年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修正主

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２６０。
库斯柯娃，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Кускова，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１８６９—１９５８）———俄国政论家，经济派代表人物。１８９９ 年所写的经济派的
纲领性文件《信条》，受到以列宁为首的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

判。１９０６ 年和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一起出版半立宪民主党、半孟什维克
的《无题》周刊，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积极撰稿。呼吁工人放

弃革命斗争，力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十月革命

后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２ 年被驱逐出境。———３０６。

Ｌ

拉·———见拉德琴柯，斯捷潘·伊万诺维奇。

拉德琴柯，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拉·）（Радченко，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Ｐ．）
１８６８—１９１１）———１８９０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彼得堡工人小组
中担任宣传员。１８９５ 年参与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协会
的领导核心成员。１８９８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
为中央委员，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的起草和出版工作。１９０５ 年
后脱离政治活动。———７６３。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 １８４２—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
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创建人之一，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３５２、７２１。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
国革命民粹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政论家，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主观学派

的代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人类的进步视为“具有批判头脑的

个人”活动的结果，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英雄”与“群氓”理论的精神始

祖。———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４、４１４。
拉林，尤·（卢里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Ларин，Ю． （Лурье，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１８８２—１９３２）———１９００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
运动。１９０４ 年起为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
取消派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１９１７ 年加入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布）。曾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计划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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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团委员等职。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先后支持布哈林和
托洛茨基的纲领。———７１１。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和主席（１８６３）。在德国工人运动中
创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拉萨尔派。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

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宣传超阶级的国家观点。在哲学上

是唯心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２６６、２９０、３００、３２７、７１４。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Ｌａｎｇ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２８—１８７５）———德国
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新康德主义创始人之一。———７０１。

劳，卡尔·亨利希（Ｒａｕ，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２—１８７０）———德国经济学家。１８２２
年起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教程》（三

卷本，１８２６—１８３７）。———１８８。
勒南，约瑟夫·厄内斯特（Ｒｅｎ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Ｅｒｎｅｓｔ １８２３—１８９２）———法国宗教史
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１８７９ 年起）。以基督教早期传
播史方面的著作闻名。在政治上公开反对民主主义和 １８７１ 年的巴黎公
社。———６４３。

李伯尔（戈尔德曼），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Либер（Гольдман），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１８８０—１９３７）———崩得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８９８ 年起为社会
民主党人，１９０２ 年起为崩得中央委员。１９０３ 年率领崩得代表团出席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采取极右的反火星派立场，会后成

为孟什维克。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采取孟什维克立场，支持资产

阶级联合内阁，敌视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经济工作。———

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４、４８６、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４。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一国际成立后，成为国际的革命思想的热心宣传者和

国际的德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６９ 年与奥·倍倍尔共同创建了德国社
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任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１８７５
年积极促成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期

间与倍倍尔一起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和斗争。１８９０ 年起任党的中央机关报
《前进报》主编，直至逝世。是第二国际的组织者之一。———７８、３３５、３６５、
４０１、７１５、７１６、７１７、７１８、７１９、７２４。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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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１７５、１７７、７０１。
李沃夫，Б． （Львов，Б．）———《社 会 规 律 （社 会 学 绪 论 初 探）》的 作
者。———２６０。

里廷豪森，莫里茨（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４—１８９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在他的著作《国营工业的组织》（１８４８）和《直接的人民立法》
（１８５０）中，显露出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考茨基在《议会政治、人民立法
和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３）一书中批评了这两本书。———４２０。

利奥十三世（文钦佐·卓阿基诺·佩奇）（Ｌｅｏ ＸＩＩＩ（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Ｐｅｃｃｉ）１８１０—１９０３）———罗马教皇（１８７８ 年当选）。力图使天主教适应资
产阶级社会的状况并恢复罗马教廷的政治作用。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工

人运动，要求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并在教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在各个国家建立

强大的天主教政党、工贼工会和其他组织。———６３０。
连斯基———见维连斯基，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

列文，叶弗列姆·雅柯夫列维奇（叶戈罗夫）（Левин，Ефрем Яковлевич
（Егоров）生于 １８７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９０３ 年代表南方工人社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持中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

后脱离政治活动。———４７０、４９０、４９４、５０９。
林格尼克，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瓦西里耶夫）（Ленгник，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Васильев）１８７３—１９３６）———１８９３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
义运动。在 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入党中
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先后在

教育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

民委员部工作。———５２２。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０２—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同马克思一起在巴黎筹办并出版《德法
年鉴》杂志，不久与马克思分道扬镳。１８６６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文
章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

策。———２９、９３、４６２。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法国启蒙思想家，
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他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１７５５）一
书认为不平等的产生既是进步，又是退步，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

作”。———４０。
鲁索夫———见克努尼扬茨，波格丹·米尔扎江诺维奇。

罗季切夫，费多尔·伊兹迈洛维奇（Родичев，Федор Измаилович １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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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俄国地主和地方自治活动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该党中央委
员。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一届至第四届国
家杜马代表。十月革命后为白俄流亡分子。——— ６２２、６３７、６３８、６７７、
７４１、７５２。
罗蒙诺索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Ломоносов，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１７１１—１７６５）———俄国学者，唯物主义思想家，俄国第一个世界驰名的自然
科学家，奠定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基础的诗人。———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３。

罗森诺，埃米尔（Ｒｏｓｅｎｏｗ，Ｅｍｉｌ １８７１—１９０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１８９８—１９０３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５０９。

罗扎诺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Розанов，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１８５６—
１９１９）———俄国宗教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和政论家。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起
是晚期斯拉夫派记者。———９８、１３０。

罗扎诺夫，В． Н．（波波夫）（Розанов，В． Н．（Попов）１８７６—１９３９）———俄国社
会民主党人。１９０３ 年代表南方工人社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持中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骨干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

国际主义立场。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孟什维克
党团成员，护国派分子。敌视十月革命，因“战术中心”案被判刑。大赦后

脱离政治活动。———４７６、４８２、５１９、５２２。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５）———德国经济学家，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贵族
利益的表达者，大地主。认为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可以通过普鲁士容克王朝

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得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

地租是由于农业中不存在原料的耗费而形成的超额收入。———１８３、
１８６—１８７。
洛克尔曼，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察廖夫）（Локерман，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Царёв）１８８０—１９３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 １９０３ 年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顿河区委员会的代表，持中派立场，

会后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竭力反对苏维埃政权。———４９０。

Ｍ

马尔丁诺夫，亚历山大（皮凯尔，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Марты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Пиккер，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１８６５—１９３５）———俄国经济
派领袖之一，孟什维克活动家，后为共产党员。１９００ 年侨居国外，参加经
济派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反对列宁的《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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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反火星派

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

派分子，参加取消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十月革命后脱离孟什维克。１９２３ 年加入俄共
（布）。———３３３、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６、３４７、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２、３５３、
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６、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７、３９０、
３９４、４３１、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８、４５４、４５６、４５７、４７６、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２、４９３、４９７、５１５、５３８、
５４１、５４２、５４９、５７３、５８０、５８２、５８３、５８４、５８８、５９９、６０１、６０２、６１２、６１３、６２５—
６３３、６３４、７７２、７７４。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经
济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人口论的主要代

表。———１７７。
马尔托夫，尔·（策杰尔包姆，尤利·奥西波维奇；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

夫）（Мартов，Л． （Цедербаум，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Нарцис Тупорылов）
１８７３—１９２３）———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８９５ 年参与组织彼得堡工人
阶级解放斗争协会。１９００ 年参与创办《火星报》，为该报编辑部成员。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领导机会主义少数派，反对列宁的

建党原则；从那时起成为孟什维克中央机关的领导成员和孟什维克报刊的

编辑。曾参加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工作。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

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编辑《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参与组织

“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

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领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
派。十月革命后反对镇压反革命和解散立宪会议。１９１９ 年当选为全俄中
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１９２０ 年 ９ 月侨
居德国。曾参与组织第二半国际。———３３７、３４９、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５、
４７６、４７８、４７９— ４９０、４９５、４９７、５０３、５０７、５１０、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１、５２２、
５２３、５２４、５８４、５８５、７０１、７４２、７５７、７８５。
马赫诺韦茨，莉迪娅·彼得罗夫娜（布鲁凯尔）（Махновец，Лидия Петровна
（Брукэр）１８７６—１９６５）———俄国经济派代表人物。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沃罗涅日委员会起领导作用。在 １９０３ 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反火
星派分子。１９０５ 年在沃罗涅日党组织中工作，后脱离政治活动。———
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５１９。
马霍夫———见卡拉法季，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

马卡久布，马尔克·绍洛维奇（实际工作者）（Макадзюб，Марк Саулови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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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актик）生于 １８７６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克里木联合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

１９０５年 ５ 月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被选入孟什维克领
导中心———组织委员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

派分子。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
员。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５０１—５０２。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
阶级的领袖和导师。———２— ６、９—１３、１４—１９、２４—２５、２８—３１、３２、３３—
３６、３７—４５、４８—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５、５８— ６０、７４、８２—８３、８８— ９６、１２７、１３４、
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７、１７７—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４、
２０２、２２８、２３０、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７、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７、２７３、２７４、
２９０、２９６、３１１、３１８、３３３、３６５、４４８、４６１、４６２、５４１、５５０、５６４、５６５、５８６、５９３、６０２、
６１６、６２５、６３０、６３３— ６４３、６５４、６５８、６５９、６８４、６９９—７０８、７０９—７２８、７３４、７４７、
７４８、７５０、７８４、７８５。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杜西）（Ｍａｒｘ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ｌｅａｎｏｒ （Ｔｕｓｓｙ）１８５５—
１８９８）———英国社会主义同盟（１８８４）和英国独立工党（１８９３）的创建人之
一。马克思的小女儿。马克思逝世后，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非

熟练工人的群众运动，是 １８８９ 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第
二国际多次代表大会代表。整理和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工资、价格和利

润》以及马克思关于东方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著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回忆录。———７２４—７２５。
马拉霍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Малахов，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生于 １８２７
年）———沙俄将军。１９０５ 年 ２ 月—１９０６ 年 １ 月任莫斯科军区司令；是奉沙
皇政府命令镇压 １９０５ 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罪魁之一。———６８４。

马斯洛夫，彼得·巴甫洛维奇（Маслов，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１８６７—１９４６）———俄
国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写有一些土地问题著作，修正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原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曾提出

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

代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

脱离政治活动。———７０１、７８４、７８５。
迈尔，西格蒙德（Ｍａｙｅｒ，Ｓｉｇｍｕｎｄ）———维也纳的企业家，《维也纳的社会问题》
（１８７１）一书的作者。———２８。

迈耶尔，罗伯特（Ｍｅｙｅｒ，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５５—１９１４）———奥地利经济学家，维也纳大
学教授。主要著作是《收入的实质》（１８８７）。———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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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迭姆（格林贝格），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戈尔德布拉特）（Медем
（Гринберг），Владимир Давидович（Гольдблат）１８７９—１９２３）———崩得领袖
之一。１９０３ 年起为崩得国外委员会委员，代表该委员会出席了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１９０６ 年当选为崩得中央
委员，曾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支持孟什维

克。———４９４。
曼，汤姆（Ｍａｎｎ，Ｔｏｍ １８５６—１９４１）———１８８５ 年加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８０ 年
代末积极参加新工联运动，领导过多次罢工。１８９３ 年参与创建独立工党，
属该党左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积极组织英国工人

反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后来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之一。———７２５。
曼德尔贝格，维克多·叶夫谢耶维奇（波萨多夫斯基）（Мандельберг，Виктор
Евсеевич（Посадовский）生于 １８７０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

派，会后成为孟什维克。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因社会民主党党团案被起

诉，后流亡国外。———４７６、４９４。
曼宁，亨利·爱德华（Ｍ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ｎｒｙ 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０８—１８９２）———英国教士。
１８５１ 年改信天主教，是英国天主教会的首脑。１８６８ 年起为威斯敏斯特大
主教。１８７５ 年起为红衣主教，以竭诚维护教皇的参政权而闻名。———７２５。

曼努伊洛夫，亚历山大·阿波罗诺维奇（Мануилов，Александр Аполлонович
１８６１—１９２９）———俄国经济学家，教授。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是自由主义民粹派
分子，后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任该党中央委员。所拟定的土地改革方案

是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基础。———６３８。
梅德维捷夫———见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

梅林，弗兰茨（Ｍｅｈｒｉｎｇ，Ｆｒａｎｚ １８４６—１９１９）———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
论家之一，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曾任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和编辑，《莱比锡人民报》主

编，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批判考茨基主义。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是国际派（后改称斯巴达克派和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和领

导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３３５、
４６３、４６４、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９、６４１、７０９、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７、７１９。
梅什金，伊波利特 · 尼基季奇 （Мышкин，Ипполит Никитич １８４８—
１８８５）———俄国民粹派革命家。１８７３ 年在莫斯科开办一家印刷所，秘密刊
印禁书。“一百九十三人案件”的主要被告之一，１８７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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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１８７８ 年被判处十年苦役。１８８５ 年因反抗监狱
制度被枪决。———３８８、４７６。

美舍尔斯基，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Мещерский，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１８３９—１９１４）———俄国政论家，公爵。曾在警察局和内务部供职。１８６０ 年
起为《俄罗斯通报》杂志和《莫斯科新闻》撰稿。１８７２—１９１４ 年出版黑帮报
刊《公民》，１９０３ 年创办反动杂志《慈善》和《友好的话》，得到沙皇政府大量
资助。在这些报刊上，不仅反对政府向工人作任何让步，而且反对政府向

自由派资产阶级作任何让步。———３７２。
米尔柏格，阿尔图尔（Ｍüｌｂｅｒｇｅｒ，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７—１９０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
论家，蒲鲁东主义者。曾为赫希柏格出版的改良主义的《未来》杂志撰稿，

写过一些关于法国和德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著作。———２９９—３００。
米哈伊洛夫，Н． Н．（Михайлов，Н． Н． １８７０—１９０５）———俄国牙科医生，奸细。
由于他的告密，１８９５ 年 １２ 月列宁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其
他老年派会员被捕。１９０２ 年起为警察司官员，１９０５ 年在克里木被社会革
命党人杀死。———３２２。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局外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Посторонний）１８４２—１９０４）———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理
论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实证论哲学家，社会学主观学派代表人物。

１８６８ 年起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１８７９ 年与民意党接近。１８８２ 年以后写
了一系列谈“英雄”与“群氓”问题的文章，建立了完整的“英雄”与“群氓”

的理论体系。１８９２ 年起任《俄国财富》杂志编辑，在该杂志上与俄国马克
思主义者进行激烈的论战。———１—８７、９８、１１２、１１８、１１９、１３０—１３８、３３７、
４５５、７６１。
米海洛夫斯基，瓦西里 · 格里戈里耶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生于 １８７１ 年）———俄国统计学家。———１９６、２０１、２０４、２３１。

米勒兰，亚历山大·埃蒂耶纳（Ｍ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５９—１９４３）———
法国国务活动家，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１８８５ 年起
多次当选议员。原属资产阶级激进派。９０ 年代初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领导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１８９９ 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任工商业部

长，这是有史以来社会党人第一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１９０４ 年被开除出法
国社会党。１９０９—１９１５ 年先后任公共工程部长和陆军部长。１９２０ 年 １—９
月任总理兼外交部长，１９２０ 年 ９ 月—１９２４ 年 ６ 月任总统。俄国十月革命后
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２９５、２９６、５１５、６１２。

米留可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Милюков，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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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和政论家。１９０２ 年起为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解放》杂志撰稿。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参与创建立宪民主党，后任该党中
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机关报《言语报》编辑。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
时政府外交部长，推行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帝国主义政策；同年 ８ 月
积极参与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同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合作。

１９２０ 年起为白俄流亡分子。———７４９。
明斯基，尼·（维连金，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Минский，Н． （Виленкин，
Николай Максимович）１８５５—１９３７）———俄国诗人，作家。在早期作品中反
映了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知识分子的没落情绪；后为颓废派。———９８。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１８—１８８１）———美国民族学家，
原始社会史学家。通过对美国印第安人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土著居民的

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的长期研究，根据丰富的实际材料，论证了作为原始公

社制度基本形式的氏族的发展学说，发现了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原则及其发

展规律，为科学地理解原始社会的历史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

根的巨大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１５—１６、１８。
莫斯特，约翰·约瑟夫（Ｍｏｓｔ，Ｊｏｈａｎｎ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４６—１９０６）———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后为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拥护杜林，在政治上信奉“用行动作宣传”

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认为可以立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１８７８ 年反社会党人
非常法颁布后流亡伦敦，１８７９ 年出版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周报，号召工人进
行个人恐怖活动，认为这是最有效的革命斗争手段。１８８０ 年被开除出社会
民主党。晚年脱离工人运动。———３００、３３５、４０２、７１５。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哲学家，经济学
家，逻辑学家，实证论代表人物。哲学观点接近休谟的经验论和孔德的实证

论，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实在。在经济学上追随古

典学派，但比李嘉图倒退一步，用生产费用论代替劳动价值论。主张通过分

配关系的改革实现社会改良。———１７５、１７７。

Ｎ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Ｉ（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１８１５）。———３５。

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见马尔托夫，尔·。

纳杰日丁，尔·（捷连斯基，叶夫根尼·奥西波维奇）（Надеждин，Л．
（Зеленский，Евгений Осипович）１８７７—１９０５）———早年是俄国民粹派分
子。在《自由》杂志上以及在他写的《革命前夜》（１９０１）、《俄国革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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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活》（１９０１）等小册子中支持经济派，同时宣扬恐怖活动是“唤起群众”
的有效手段；反对列宁的《火星报》。———４３１、４３４、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３、
４４４、４４９、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３、４７４、５７７。
奈特，罗伯特（Ｋｎｉｇｈｔ，Ｒｏｂｅｒｔ）———英国工会运动活动家，古典工联主义的典
型代表。把同企业主的斗争局限于要求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认为达

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和平解决冲突，同企业主达成协议。———３６５。
尼·—逊———见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尼古·—逊———见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尼古拉·—逊———见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血腥的尼古拉）（Николай ＩＩ（Романов，Николай
кровавый）１８６８—１９１８）———俄国最后一个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
１８９４ 年即位，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时被推翻。１９１８ 年被枪决。———５６５、
５７１、６３０。
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梅德维捷夫）（Николаев，Леони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едведев）生于 １８６６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９０３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持中

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４９０。

Ｏ

欧文，罗 伯 特 （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７１—１８５８）———英 国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３１３。

Ｐ

帕尔乌斯（格尔方德，亚历山大·李沃维奇）（Парвус（Гельфанд，Александр
Львович）１８６９—１９２４）———生于俄国，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移居国外。９０ 年代
末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属该党左翼。２０ 世纪初参加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的工作，为《火星报》撰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支持孟什维克的组织路线。１９０５ 年回到俄国，为孟什维克的《开端报》撰
稿；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不断革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

文主义者。１９１５ 年起在柏林出版《钟声》杂志。———７３７、７４２、７６６、７７０。
皮萨列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Писарев，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４０—
１８６８）———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文艺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
家。———４４８—４４９。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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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

一。———１１、１３４、１８５、１８６、３２６、６４２、７０６。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别尔托夫；别尔托夫，恩·；卡缅斯

基；沃尔金；沃尔金，阿·）（Плеханов，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Бельтов，
Бельтов，Н．，Каменский，Волгин，Волгин，А．）１８５６—１９１８）———俄国早期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１８８３ 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
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

播起了重要作用；写过不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批判民粹主义、合法马

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马赫主义。２０ 世纪初是《火星报》和
《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曾参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和参加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代表大会上属火星派多数派，会后逐

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时期反对列宁的民主革命的策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反对取消主义，领导孟什维克护党派。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拒绝支持反革命。———４８、５９—６０、７１、９４、
１２７、１３２、１３４、１５０、１６１、１９１、２０６、２７４、２９８、３３１、３３７、３５０—３５３、３６６、３８６、
３８７、３８８、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８、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０、４８９、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７、５１７、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１、
５２２、６２６、６４１、６４３、６５６、６８２、７０３、７０４、７０６、７０７、７１０、７２７、７３１、７３２、７３９、７６６、
７７１、７７２、７７４。
普罗柯波维奇，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Ｎ． Ｎ．）（Прокопови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Ｎ． Ｎ．）１８７１—１９５５）———俄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参加国
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经济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伯恩施坦主义在

俄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１９１７ 年 ８ 月任临时政府工商业部长，９—１０ 月任
粮食部长。十月革命后同反革命地下活动有联系。１９２２ 年被驱逐出
境。———３０５、３０６、３２７、３２８、３４９、３９１、４５６、６２３。

Ｑ

乔治，亨利（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９—１８９７）———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起致力于土地改革运动。认为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民被
剥夺了土地；否认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认为资本产生利润是自然规律；

主张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然后把土地租给个人。———

７１１、７１２。
切列万宁，涅·（利普金，费多尔·安德列耶维奇）（Череванин，Н．（Липки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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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８　　

Фе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政论家，“马克思的批评家”，后
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１９１２ 年反布尔什维克的八月代表会
议后是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敌视十月革命。———７７４。
秦平，亨利·海德（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Ｈｅｎｒｙ Ｈｙｄｅ １８５９—１９２８）———英国社会改良主
义者，年轻时当过军官。曾加入社会民主联盟，１８８７ 年因在选举中与保守
党人勾结被开除出联盟。———７２５。

Ｒ

饶勒斯，让（Ｊａｕｒèｓ，Ｊｅａｎ １８５９—１９１４）———法国社会党领袖，历史学家和哲学
家。原属资产阶级共和派，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转向社会主义。１８９９ 年
竭力为亚·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辩护。１９０２ 年与可能派、阿
列曼派等组成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１９０４ 年创办《人道报》。１９０５ 年
法国社会党同盖得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后，成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

主要领导人。———５１１、５１５、６０３。
热里雅鲍夫，安德列·伊万诺维奇（Желябов，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５１—
１８８１）———俄国民意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是民粹派中最早认识到必须同沙
皇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的人之一。在他的倡议下，１８８０ 年俄国创办了
第一家工人报纸《工人报》。但是他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把个人

恐怖活动看做是推翻沙皇制度的主要手段，多次组织谋刺亚历山大二世的

活动。１８８１ 年 ４ 月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３８８、４４７、４７６。
日班科夫，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Жбанков，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５３—１９３２）———俄国医生，地方自治局卫生事业活动家。———２０９、２１０、
２１１、２１５、２１９。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１８３３—１９０７）———俄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社会思想史学家。１８７７ 年在
《欧洲通报》杂志第 ９ 期上发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
文，攻击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引起了一场激烈论战。他的经济著作是各家

经济理论的折中杂凑。———３、３７、４１。

Ｓ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谢德林）（Салтыков
Щедрин，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Щедрин）１８２６—１８８９）———俄国讽刺作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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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９　　

萨文柯夫，波里斯·维克多罗维奇（波—夫）（Савинков，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Б—в）１８７９—１９２５）———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作家。接近经济
派———工人思想派，为《工人事业》杂志撰稿。１９０３—１９０６ 年是社会革命党
“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多次参加恐怖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

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驻最高总司令大本营的委
员、陆军部副部长等职。十月革命后是一系列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１９２４
年被捕。１９２５ 年在狱中自杀。———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７、４０７、４０８、４０９、４１１、４１７。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经济学家，庸俗
政治经济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１７７。

萨宗诺夫，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Сазонов，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生于 １８５７
年）———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列宁称之为警察民粹派分子。写

有《禁止农民出让土地与国家经济纲领的关系》（１８８９）、《村社能否存在？》
（１８９４）等著作。———１１８。

桑巴特，韦尔纳（Ｓｏｍｂａｒｔ，Ｗｅｒｎｅｒ １８６３—１９４１）———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
家。他的早期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

思的经济学说，否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精神的决定性作用，把资本

主义描绘成一种协调的经济体系。———２４１、２６０、２６１、７４８。
圣西门，昂利·克洛德（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Ｃｌａｕｄｅ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法国空想
社会主义者。———３１３。

施蒂纳，麦克斯（施米特，卡斯帕尔）（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ａｓｐａｒ）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唯我论者，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２８８。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３０—１９０５）———德国经济学
家，社会改良主义者。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成为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７９ 年在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同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合写的《德国社

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指责党的革命策略，主张放弃革命斗争，受到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３３５、７１５、７１６。
施米特，彼得·彼得罗维奇（Шмидт，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１８６７—１９０６）———俄国
黑海舰队中尉，革命民主主义者。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塞瓦斯托波尔起义时，是起
义的军事领导人，指挥“奥恰科夫号”巡洋舰，升起红旗，宣布自己为舰队司

令。起义失败后被枪决。———６６８。
施塔姆勒，鲁道夫（Ｓｔａｍｍｌｅｒ，Ｒｕｄｏｌｆ １８５６—１９３８）———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者。社会观点接近讲坛社会主义者。———２６０、２６１。

施韦泽，约翰·巴蒂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１８３３—１８７５）———德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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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　　

人运动活动家，拉萨尔派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７ 年起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
席。执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领导下

“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１８７２ 年因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而被
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３３５。

什未林，马克西米利安（Ｓｃｈｗｅｒｉｎ，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普鲁士政治活
动家，反动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 年 ３—６ 月在康普豪森内阁中任
宗教、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６３６。

实际工作者———见马卡久布，马尔克·绍洛维奇。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ｌｉｔｚ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０８—１８８３）———德国庸俗
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１８４９ 年起在
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开展成立合作社和信贷所的活动，认为这是摆脱贫

困的唯一道路。———３２７。
舒尔采—格弗尼茨，格尔哈特（ＳｃｈｕｌｚｅＧａｅｖｅｒｎｉｔｚ，Ｇｅｒｈａｒｔ １８６４—１９４３）———德国
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试图论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确立改善所

有各阶级（资本家、工人和农民）状况的社会和平和“社会和谐”。把垄断资

本、大银行的统治看做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１３７。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Струве，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１８７０—１９４４）———
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

领袖之一。在 １８９４ 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就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哲学学说提出“补充”和“批

评”。２０ 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转到自由派营垒。
１９０２ 年起编辑自由派资产阶级刊物《解放》杂志，１９０３ 年起是解放社的领袖
之一。１９０５ 年起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领导该党右翼。１９０７ 年当选为第
二届国家杜马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鼓吹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

政策。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是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反革命政府成员，

白俄流亡分子。———１３２、１３７、１６２、１７２、２６０、２６１、３０４、３２７、３２８、３４９、４５６、
５２９、５３９、５５９、５６４、５７０、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４、５７５、５７６、５７７、５７８、５７９、５８０、５８１、５８２、
６０１、６０２、６０３、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８、６２９、６３０、６３２、７４８、７４９、７６１、７６２、７６３、７６４、７６５、
７７６、７７７。

斯宾塞，赫伯特（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ｅｒｂｅｒｔ １８２０—１９０３）———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
证论的代表，社会有机体论的创始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社会和国家

如同生物一样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进化的有机体，社会的阶级构成以

及各种行政机构的设置犹如执行不同功能的各种生物器官，适者生存的规律

也适用于社会。———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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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１　　

斯捷布特，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Стебут，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３３—
１９２３）———俄国农学家。写有许多农业方面的著作。———１６５。

斯卡尔金（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Скалдин（Еленев，Федор
Павлович）１８２７—１９０２）———俄国作家，政论家。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是资产阶级
自由派代表人物，曾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７０ 年代成为黑帮反动派。在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所写的时政小册子中反对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
９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６。

斯克沃尔佐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Скворцов，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俄
国统计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在《法学通报》
和《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２３９—２６１。

斯克沃尔佐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Скворцов，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４８—１９１４）———俄国经济学家，农学家。主要著作有《蒸汽机运输对农业
的影响》（１８９０）、《经济评述》（１８９４）、《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８）等。———
６４、１６５、１８０。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１１０、１７３—１７７、１８５、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４、２２８。

斯塔·———见斯塔尔科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斯塔尔科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塔·）（Старков，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т．）１８６９—１９２５）———１８９０ 年加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
１８９５ 年参与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协会的中心小组成员。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脱离党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

作。———７６３。
斯塔罗韦尔———见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斯塔秀列维奇，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Стасюлевич，Михаил Матвеевич
１８２６—１９１１）———俄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温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
１８６６—１９０８ 年出版和编辑《欧洲通报》杂志。———１０９。

斯特拉霍夫———见塔赫塔廖夫，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

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Столыпин，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１８６２—
１９１１）———俄国国务活动家，大地主。１９０６—１９１１ 年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
大臣。１９０７ 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残酷镇压革命运动，
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实行旨在摧毁村社和培植富农的土地改革。

１９１１ 年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１６２、７４０、７４１、７５０、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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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塔赫塔廖夫，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斯特拉霍夫）（Тахтарев，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Страхов）１８７１—１９２５）———１８９３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
运动。是 １９０３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发言权的代表，会
后同情孟什维克，不久脱党。———４８６。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季奇（Ткачев，Петр Никитич １８４４—１８８６）———俄国革
命民粹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领导革命民粹派中接近布朗基主

义的派别。认为政治斗争是革命的必要前提，但对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估

计不足；主张由少数革命者组织密谋团体和采用恐怖手段去夺取政权，而

人民只须坐享其成。———４５０。
特拉温斯基———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特赖奇克，亨利希（Ｔｒｅｉｔｓｃｈｋ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３４—１８９６）———德国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普鲁士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家和宣传家。１８８６ 年起为
普鲁士国家历史编纂官。———７３４。

特鲁别茨科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Трубецкой，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６２—１９０５）———俄国宗教哲学家，公爵。就其政治观点来说是自由派分
子，力图通过制定一部温和的宪法来巩固沙皇制度。１９０５ 年作为地方自
治人士代表团的成员晋谒了尼古拉二世，并在沙皇面前发表了纲领性的演

说。———６２２、６３８。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７—１８７７）———法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
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参事院院长、内务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第二共

和国时期是秩序党领袖之一，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７０ 年 ９ 月 ４ 日
第二帝国垮台后，成为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实际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 年 ２ 月
就任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年任共和国总统。镇压巴黎公社
的刽子手。———６３０、６３１。

屠拉梯，菲力浦（Ｔｕｒａｔｉ，Ｆｉｌｉｐｐｏ １８５７—１９３２）———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
该党右翼改良派领袖。１８９６—１９２６ 年为议员，领导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
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敌视俄国十月革命。１９２２ 年意大
利社会党分裂后，参与组织并领导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５８２、５９３。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列夫·达维多维奇（Троцкий（Бронштейн），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１８７９—１９４０）———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属火星

派少数派。１９０５ 年同亚·帕尔乌斯一起提出和鼓吹“不断革命论”。１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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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织“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
后参加区联派，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随区联派集体加入布尔什维克

党，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参加十月武
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

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交通人民委员等职。参与组建红军。曾被选为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挑起关于
工会问题的争论。———４８６、４８７、５２２、５２９、５７３、７６９。

托普里泽，季奥米德·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尔斯基）（Топуридзе，Диоми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арский）１８７１—１９４２）———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梯弗利斯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

派，但表现动摇，大会结束时又赞同火星派少数派。会后成为孟什维克。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年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统治时期任立宪会议财政预算委员会
主席、库塔伊西市市长。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在财政委员部工作，

从事学术评论活动。———４９０。

Ｗ

瓦·沃·———见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

瓦尔兰，路易·欧仁（Ｖａｒｌｉｎ，Ｌｏｕｉ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３９—１８７１）———法国工人运动活
动家，第一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左派蒲鲁东主

义者。１８７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参与领导巴黎无产阶级起义。３ 月 ２６ 日当选为
巴黎公社委员。在街垒战中被俘遇害。———６１２。

瓦尔泰希，卡尔·尤利乌斯（Ｖａｈｌｔｅｉｃｈ，Ｃａｒｌ 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３９—１９１５）———德国右派
社会民主党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和第一任书记。反对拉萨

尔向普鲁士反动派献媚，并反对拉萨尔在联合会内实行独裁的企图，１８６４
年 ２ 月与拉萨尔决裂，后参加爱森纳赫派。１８７４—１８７６ 年和 １８７８—１８８１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３００。

瓦格纳，阿道夫（Ｗａｇｎｅｒ，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３５—１９１７）———德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
学和财政学教授，新历史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导师洛贝

尔图斯和历史学派的影响下，强调经济生活受法律条件（如私有权制度）

支配，要求加强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１８８。
瓦涅耶夫，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Ванеев，Анато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７２—１８９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９５ 年参与组织和领导彼得堡工
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中担任宣传员，曾主持

《工人事业报》出版的技术准备工作。因斗争协会案件与列宁等人同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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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１８９７ 年流放东西伯利亚。１８９９ 年病死于流放地。———３１８、３２０。
瓦西里耶夫———见林格尼克，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

瓦西里耶夫，尼基塔·瓦西里耶维奇（Васильев，Никита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
１８５５年）———沙俄宪兵上校。１９００ 年起任明斯克省宪兵局局长，拥护祖巴
托夫的“警察社会主义”。———３９５。

威廉二世（霍亨索伦）（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Ｉ（Н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１８５９—１９４１）———普鲁士国
王和德国皇帝（１８８８—１９１８）。———３８０。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见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

韦伯，比阿特里萨（Ｗｅｂｂ，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１８５８—１９４３）———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
动家，悉尼·韦伯的妻子。曾在伦敦一些企业中研究工人劳动条件，担任

与失业和妇女地位问题相关的一些政府委员会的委员。———２２４、３４６、
４２０、７４９。
韦伯，悉尼·詹姆斯（Ｗｅｂｂ，Ｓｉｄｎｅｙ Ｊａｍｅｓ １８５９—１９４７）———英国经济学家和
社会活动家，工联主义和所谓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费边社的创建人和

领导人之一。１９１５—１９２５ 年代表费边社参加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其
妻比阿特里萨·韦伯合写过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

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２２４、３４６、４２０、７４９。
韦辛，列昂尼德·巴甫洛维奇（Весин，Леонид Павлович １８５０—１８９５）———俄
国政论家，在财政部任职。写过不少有关俄国工厂工业和外出做零工的文

章。———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４。
维·查·———见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

维连斯基，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连斯基）（Виленский，Леонид Семенович
（Ленский）１８８０—１９５０）———１８９９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宣
传员小组。１９０３ 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
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５ 年退出社会民主党，
加入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组织。十月革命后参与建立敖德萨的苏维埃政权，

后在莫斯科工作。———４９０。
维特，谢尔盖·尤利耶维奇（Витте，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１８４９—１９１５）———俄国国
务活动家，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大臣会议主席。在

财政、关税政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期间派军队对西伯利亚等地的武装起义进行镇
压。———２８１、３７７。

维泽尔，弗里德里希（Ｗｉｅｓ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５１—１９２６）———奥地利经济学家，奥
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首先提出“边际效用”一词，并与柏姆—巴维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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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边际效用价值论，企图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２６１。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８—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空
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职业是裁缝。正义者同盟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

一。———３２６。
沃尔金———见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沃尔金，阿·———见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沃尔姆斯，阿尔丰斯·埃内斯托维奇（Вормс，Альфонс Эрнестович １８６８—
１９３７）———俄国法学家，自由派分子。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在祖巴托夫的机械工人
互助协会的大会上作过讲演。写有农民法和民法方面的著作。———３９５。

沃尔特曼，路德维希（Ｗｏｌｔｍ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７１—１９０７）———德国社会学家和人类
学家。认为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３３３。

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沃·）（Воронцов，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В．
В．）１８４７—１９１８）———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
想家。曾为《俄国财富》、《欧洲通报》等杂志撰稿。认为俄国没有发展资本

主义的条件，俄国工业的形成是政府保护政策的结果；把农民村社理想化，力

图找到一种维护小资产者不受资本主义发展之害的手段。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发表文章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鼓吹同沙皇政府和解。———２６、７１、１１２、
１１５、１１８、１２３、１２５、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７、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３、１８５、１９０、２０８、
２２２、２２３、２５８、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３、３３６、６５９。

沃伦斯基，阿基姆（弗列克谢尔，阿基姆·李沃维奇）（Волынский，Аким
（Флексер，Аким Львович）１８６３—１９２６）———俄国艺术学家和文艺批评家。
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是《北方通报》杂志的领导人之一。———

１３０、１３１。
乌斯宾斯基，格列勃·伊万诺维奇（Успенский，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４３—
１９０２）———俄国作家和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城市
贫民和农民贫困、无权和被压迫的境遇。违背自己的民粹主义观点，真实地

表现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宗法制农村生活基础的崩溃和村社的瓦

解。———２３２。
乌瓦罗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Уваров，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１８９６ 年
《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杂志 ７ 月号所载《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
卫生状况的影响》一文的作者。———２１２。

Ｘ

西尼耳，纳索·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庸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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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倡导“节欲论”并极力反对缩短工作日。在多届政府的劳动和工业

问题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１８１。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
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１７７。

希尔奎特，莫里斯（Ｈｉｌｌｑｕｉｔ，Ｍｏｒｒｉｓ １８６９—１９３３）———美国社会党创建人之一。
起初追随马克思主义，后来倒向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是中派分子。敌视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共产主义运动。———７０９。
希尔施，麦克斯（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ｘ １８３２—１９０５）———德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资产
阶级进步党活动家。１８６８ 年访问英国后，同弗·敦克尔一起创建了几个
改良主义的工会（所谓希尔施—敦克尔工会）。在他的著作中宣扬劳资

“和谐”思想，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维护改良主义。———３２３、７１６。
席佩耳，麦克斯（Ｓｃｈｉｐｐｅｌ，Ｍａｘ １８５９—１９２８）———德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１８８６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
者。———７１８。

谢德林———见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

谢列布里亚科夫，叶斯佩尔 · 亚历山德罗维奇 （Серебряков，Еспе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５４—１９２１）———俄国民粹派革命家。１８７９ 年加入民意
党。１８９９—１９０２ 年在伦敦出版《前夕》杂志。后接近社会革命党。１９１７ 年
二月革命后参加老社会革命党人护国派，编辑该派的《人民报》。十月革命

后从事民意党历史的研究工作。———４１８、４１９。
谢苗诺夫（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彼得·彼得罗维奇（Семенов（СеменовТян
Шанский），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１８２７—１９１４）———俄国地理学家和统计学家，彼
得堡科学院和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２３１。

血腥的尼古拉———见尼古拉二世。

Ｙ

亚历山大三世（罗曼诺夫）（Алексадр ＩＩＩ（Романов）１８４５—１８９４）———俄国皇
帝（１８８１—１８９４）。———１４６。

亚历山德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组织问题（给编辑部的信）》一文（载于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火星报》第 ５６ 号附刊）的作者。———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４。
耶克，古斯塔夫（Ｊａｅｃｋｈ，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６６—１９０７）———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
党人。１９０１ 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机关报《莱比锡人民报》编辑。其
《国际》一书的俄译本曾多次再版。———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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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莫洛夫，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Ермолов，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１８４６—
１９１７）———俄国沙皇政府官员。１８９２ 年出版《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为
沙皇政府的农业政策辩护。１８９４—１９０５ 年任农业和国家产业大
臣。———７１。

叶戈罗夫———见列文，叶弗列姆·雅柯夫列维奇。

伊洛瓦伊斯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Иловайский，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１８３２—１９２０）———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把历史主要归结为帝王将相的
活动，用种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事件来解释历史过程。———２９９。

伊万诺夫，维·———见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

伊万申，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弗·伊—；弗·伊—申）（Иваншин，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В． И—ъ，В． И—н）１８６９—１９０４）———俄国社会民主
党人，经济派领袖之一，统计学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

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同时又与彼得堡经济派的《工人思想报》保

持密切联系。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同社会民主党的政

治任务对立起来。———３２２、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２、４５６。
尤沙柯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Южаков，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８４９—
１９１０）———俄国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１８９４—１８９８
年任《俄国财富》杂志编委，参加民粹派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１、
５２、７１、１１４、１１８、１２４、１３２。
尤佐夫（卡布利茨，约瑟夫·伊万诺维奇）（Юзов（Каблиц，Иосиф
Иванович）１８４８—１８９３）———俄国民粹派政论家。１９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成
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公开的反动分子相一致，在

民粹派中持极右立场。———１１８、１１９、１３１、１３２。

Ｚ

兹博罗夫斯基，米哈伊尔·索洛蒙诺维奇（科斯季奇）（Зборовский，Михаи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Костич）１８７９—１９３５）———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
１９０３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
属火星派少数派。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敌视十月革命。

１９１９ 年底侨居国外，继续在孟什维克组织中活动。———４８１。
祖巴托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Зубатов，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１８６４—
１９１７）———沙俄宪兵上校，“警察社会主义”（祖巴托夫主义）的炮制者和鼓
吹者。１８９６—１９０２ 年任莫斯科保安处处长。１９０２ 年 １０ 月到彼得堡就任
警察司特别局局长。１９０１—１９０３ 年组织警方办的工会———莫斯科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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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助协会和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等，诱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

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初期畏罪自杀。———３０５、３２７、３２９、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０。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８—１９０６）———美国
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生于德国，参加过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
革命。１８５２ 年移居美国。在美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国际成立
后，积极参加国际的活动，是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１８７２—１８７４
年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７６ 年参加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建
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晚年整理出版了他与马克思、恩格

斯等人的书信集。———７０９—７２８。

Ｎ． Ｎ．———见普罗柯波维奇，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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